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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京畿连发高温黄色预警及空气中重度污染，宅在书屋断断续续读完了崔刚教授的新著——《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英语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的清样。这么厚重的著作，要说是一口气读完，既有悖于动态系统理论，也不符合个体差异特征。Continually or continuously，读完后在酷暑中感到少有的清凉和惬意，这是千真万确的。



崔刚同志与我在20世纪末同年博士毕业，曾先后师从北京外国语大学刘润清教授求学，是同门师兄弟和多年的朋友。又一大作付梓之际，我借近水楼台，先睹为快，向同行鼓吹一番，趁机堆砌发自肺腑的溢美之词，乃属情理之中。但实事求是地推介他这一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成果，则出于学术良心。作为多年的清华大学外文系同事，我们从副教授到教授一路奋斗过来，虽然研究方向不同，每读有所得，便开怀交流；每有新成果，相互勉励，也不免挑刺挖苦，认理不认人，工作交往多于个人交情，因此深知他的学术视野之宽、学科功底之厚、问题意识之强、创新动力之足。十多年来，他出版过好几部“高大上”的失语症和神经语言学专著，也出版过许多非常“接地气”的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专著和高质量的系列教材。我由衷地钦佩他厚积薄发的巨大能量、一丝不苟的学术探索和举重若轻的职业追求。



遵嘱斗胆写序，实属自不量力。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先生在将近一个世纪前翻译的第一个中文版《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译者序”中开篇便写道，“会看书的喜欢看序，但是会作序的要做到叫看书的人不喜欢看序。”在当今信息时代，书之多早已非“汗牛充栋”所能形容，“会看书的”多，“喜欢看序的”少，甚至愿意看序的也没几个。尤其在文化快餐过分包装、无病呻吟的金玉其表之作充斥书市败坏读者胃口之时，清醒的读者不以貌取人，自然也不以序选书。崔教授近几年的新著都未请导师等名家作序，这是他的自信和过人之处。因此我才敢狗尾续貂。



崔刚教授的新著是在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对中国英语学习者个体差异的深入系统研究，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动态系统理论（Dynamic Systems Theory）属于数学领域，分为微分方程表示的“连续动态系统”和差分方程表示的“离散动态系统”。“系统”是指同类事物按照一定的关系组成的整体（《现代汉语词典》），其内涵是由离散到有序的编排组织。系统是复杂的，动态系统理论更为复杂，因而有“复杂系统论”“混沌论”“协同论”等不同名称。唯物主义哲学常识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物质运动的属性表现在两个绝对概念——时与空，它们的依存关系构成了一切事物的演化秩序。处于运动状态的若干离散部分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构成了具有某种确定功能的整体系统。系统论的实质是系统的整体性和动态性。离散性和动态性是显性的，整体性和静态性是隐性的。显性与隐性是具体与一般的辩证关系：显性、动态、离散的成分中隐藏着相对静止、整体、规律性的东西。隐性存在于显性，静态性体现于动态性，整体性体现于离散性。这也是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创始人索绪尔的哲学理念。他提出的langue
 （语言）与parole
 （言语）之分，其实质是显性、离散、多变的parole
 中有隐性、整体、稳定的langue
 ，前者是个体性的实际语言使用，后者是社会性的虚拟语言规则系统。从显性的个体成分中找到隐性的整体规律系统，是结构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影响了20世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重要思潮，也是结构主义者研究人、人类社会、文化及其他一切现象的方法论。本书在理论视野上符合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学科普遍采用的哲学理念和科学方法。



中国的外语教学，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生阶段，用时长、见效慢，一直是少数无知无畏者动辄批评的对象和“高投入低产出”的替罪羊。有人把大学外语（尤其是英语）教学说成是“一壶烧不开的温水”，但很少用科学的方法调查和分析问题的根源到底在于教、学还是在于评价机制或管理机制。崔刚教授领导的课题组把中国英语学习者个体差异作为研究对象，在客观上针对的是这一全社会关注的老问题。个体差异是每个学习者不同于他人的一系列特征。语言学习的主体是人，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生物体和唯一“会说话的哺乳动物”。在语言习得和语言学习过程中，每个人的性格、兴趣、学能、动机、认知方式、学习策略和方法都不相同，应区别对待，综合分析。虽然普遍论（universalism）的一般理念和客观真理告诉我们，人的共性大于个性，但普遍的共性之下有许多具体的个性差异，而个性差异越来越成为我们研究和深入认识语言学习规律、因材施教的关键。从个别论（particularism）的具体理念和个体实证出发，验证普遍接受的观点，符合科学的认识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包括已知和能知。已知是推理的前提，能知符合认识也可能不符合认识，要经过实践检验。逻辑推理加实证的寻真方法，相信证据，不迷信权威。事物由形态个体和有序组织的形态群体组成，没有个体就没有群体，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如果不研究语言学习者的个性差异，就不可能深入认识并准确描写和解释语言学习者的共性并构建出一套有关语言学习的普遍理论。对个体差异的研究，从单个变量的个体差异到多个变量的交互作用，几十年来国内外取得的实证性数据可谓不少，但还没有能够准确解释语言学习行为与学习成绩这一复杂关系中最核心的问题。本书在多学科视角下，从心理学、认知科学、社会学、数论等领域汲取营养，进行科学的实证调查研究，把不同学习者视为完整的个体，把所有个体差异的变量整合成一个个整体，描写成可分析的结构模式，进行普遍意义上的关系结构解释；由具体到一般，由个别到普遍，结论一定有方法论价值。本书把个体差异变量之间的内部互动作为切入点，与这些个体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成绩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可取之处。



动态系统理论也是“复杂动态学”或“复杂动力学”（Complex Dynamics），是研究按照特定的规律随着时间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动力系统（dynamical systems）的科学。崔刚教授原是理科生，擅长数学和逻辑推理，他的本科入学专业是动物医学，这个背景足以颠覆一些人对“文科博士”的认知图式。他从跨学科视角，借他山之石，攻应用语言学之玉，微观与宏观并重，在考虑到从某一个个体差异变量入手深入研究这一个体差异变量的动态系统的同时，将重点放在全面分析所有的个体差异变量，试图在总体上把握个体差异变量的动态系统。他领导的科研团队为英语学习、外语学习乃至整个语言学习领域的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模式，也为探索中国语境下的英语学习规律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实证数据。



学习者个体差异变量的动态性特征是什么？个体差异有哪些要素？个体差异有哪些动态变化规律？个体差异变量与学习成绩有何相关关系？哪些变量是直接的，哪些是间接的？学习成绩对个体差异变量是否有反作用？个体差异变量与学习环境之间有无关系？……对于这些问题，本书用详细的实证研究做了回答和解释，对研究中国英语学习的主体和提高外语教学质量，功不可没。对本书所涉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同行，请直奔正文。



按写序的套路，最后也该照老一辈勉励我辈后学那样找个不足、提个建议或说几句希望作者再接再厉多出成果之类的套话，以免有同行怀疑我出于师兄弟情谊专说好话，但我的确指不出本书有什么不足，提任何建议也属多余。甚至有序与无序，丝毫不会影响同行对本书内容的判断。



我远做不到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先生所说的“会作序”，但也许能歪打正着，让“会看书”而不喜欢看序的同行跳过此页。



是为序。







封宗信



2016年7月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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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章

引言

外语教学具有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教学。在近乎一千多年的时间内，外语教学研究的主要精力一直集中在对教学方法的探索上。尤其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这一阶段，外语教学的新方法不断涌现，层出不穷：从经典的语法—翻译教学法，到直接法（direct method）、听说法（audio-lingual method），再到认知法（cognitive approach）和交际法（communicative approach）。每种方法都曾宣称可以使学习者成功地学会使用目标语言。可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在教学法研究的热情之下隐含着一个基本理念：所有学习者都采用同样的方式学习语言；只要我们能够找到好的教学方法，教师按照该方法所规定的教学步骤和原则进行教学，学习者就一定能够成功地学会外语。但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一种方法可以算得上十全十美，更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教好任何国家、任何年龄、任何水平的学习者”（刘润清，1999a：184）。外语教学的实践表明，不论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也不论使用什么样的教材，都会有外语学习的成功者，同时也会有大量的学习者半途而废，无功而返。经过对教学法的长期研究，人们逐渐发现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适合所有的学习者（Nunan, 1991; Oxford, 1993），学习者往往会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学习语言。在外语教学中，诸如教学方法、教材之类的东西都属于外部因素，而要学好外语，关键还在于内部因素的作用。这些内部因素主要指学习者自身所具备的某些特征。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二语习得研究的对象逐渐从客体转变到主体上面（刘润清，1999b）。所谓客体就是语言本身、教材和教法等，而主体则是学习者本身。在此背景之下，外语教学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进而又转向以学习为中心；二语习得研究也开始关注学习者语言学习的过程。对语言学习过程的研究主要包括两大研究领域：一是对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和共有特征的研究，如Krashen（1981, 1982, 1985）的输入输出理论、Swain（1985）的输出假说、普遍
 语法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第二语言习得次序和错误类型、石化现象（Han & Odlin, 2005）等都属于对语言学习内在方面的研究（Skehan, 1998）；另一个研究领域就是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对于语言学习的影响。

1.1　语言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的历史回顾

个体差异是指语言学习者个体所具有的区别于他人的稳定性特征（Dörnyei, 2005），包括语言学能、学习动机、学习策略、认知方式、性格和学习观念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研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逐步发展成为二语习得和外语学习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纵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我们发现，在过去40多年的时间里，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种主要的类型：第一种类型为单变量研究，研究者主要关注某个单一的个体差异变量与学习成就之间的关系；第二种类型为多变量研究，研究者关注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的交互作用对学习成就的影响；最近几年，研究者又开始把动态系统理论引入语言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研究之中，把学习者视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同时对所有的个体差异变量进行整合，进而探讨个体差异变量之间的内部互动以及与学习环境和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该领域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崔刚、柳鑫淼，2013），我们可以将此类研究称为综合性研究。

1.1.1　单变量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学者开始了针对成功语言学习者的研究（例如，Rubin, 1975; Stern, 1975; Naiman et al., 1978），调查并总结了他们所共有的特征。但是到了80年代，人们开始意识到单纯研究成功者不足以证明这些特质专属于他们所有，不成功的语言学习者也可能具有同样的特征。于是，该领域研究的范围又扩展至成功学习者与不成功学习者个体差异的比较研究。最初的研究主要围绕学习策略展开，此后又逐渐扩展至性格、语言学能、认知风格、焦虑、学习观念等多种因素。在我国，对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研究要晚于西方，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例如，文秋芳，1995；马广惠，1997；秦晓晴，1998），但是其研究的范围很快就达到了与国外研究同等的水平。

20世纪70—90年代，语言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研究多属于单变量研究。在此之后，此类研究也不少见。单变量研究探讨某一个体差异因素与学习成就之间的关系，而且诸多的研究结果呈现出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
 例如，Chamot等（1988）研究了初、中、高三个级别语言学习者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并对成功与不成功学习者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成功者所使用学习策略的数量和类型更多。另一项研究（Chen Si-Qing, 1990）的结果与上述研究则截然相反：成绩低的英语学习者所使用学习策略的数量要明显多于成绩高的学习者。而Abraham和Vann（1987）的研究则发现两者在策略使用方面并无显著差异，差别仅表现在选择所使用策略的灵活性和得当性上。国内有关中国英语学习成功者和不成功者学习策略的比较研究也呈现出结论多样化、不一致的特点。例如，秦晓晴（1998）发现两者之间在功能操练策略和依赖母语策略上存在显著差异；马广惠（1997）的研究则发现他们之间仅在机械记忆策略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者开始对学习观念进行研究（例如，文秋芳，1995; Huang & Tsai, 2003；刘润清、戴曼纯，2004；周艳艳，2006）。他们大都发现学习观念和学习成绩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但是对于不同学习观念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却看法不一。例如，文秋芳（1995）针对成功学习者和不成功学习者的个案分析表明，两者在管理观念和母语依赖观念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而刘润清和戴曼纯（2004）的研究结论则截然相反：他们从165名被试中选出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排名在前30名和后30名的学生，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两组学生在文化学习、英语学习和专业课学习的关系、语言的形式与功能、对英语水平的自我评估这四个方面的观念存在显著差异，而在自我管理和母语依赖观念上没有显著性差别。另外一些研究（例如，Tanaka & Ellis, 2003）则发现学习观念和学习成绩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在焦虑方面，许多研究（例如，Batumlu & Erden, 2007；都宁、刘梅华，2009）表明学习成绩高的学习者比成绩低的学习者焦虑程度低；但是也有许多研究（例如，Saito & Samimy, 1996; Kimura, 2000; Kitano, 2001; Marcos-Llinás & Garau, 2009）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高水平学习者要比低水平学习者的焦虑程度更高。另有一些研究（例如，Onwuegbuzie et al., 1999; Liu, 2006; Pichette, 2009）则发现焦虑与英语水平没有关系。

造成这种结论不统一、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研究对象和测量工具的差异以及对同一概念的不同界定与分类。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都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个体差异变量与学习成绩之间具有线性的因果关系。因此，它们大都把一个变量作为可以独立于其他变量和学习环境的实体，而没有考虑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Ellis, 2004）。在
 国内，文秋芳和王立非（2004）就曾对学习策略和学习成绩之间的线性关系提出过质疑，他们在全面综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事实上，我们无法从上述结论直接推断出相关策略和成绩的因果关系，也无法推断其他策略就与成绩没有因果关系”（p.5）。而这些研究“都是以同一个错误假设为前提：策略使用的频率、种类与成绩的关系是线性关系。这就是说，使用策略的频率越高，种类越多，学习者的外语成绩可能越好。事实上，策略与成绩的关系比较复杂。有些策略是把双刃剑，使用的适度与否决定着策略是否对语言学习产生积极的影响。就这些研究的本质而言，目前还没有一项能够观察到策略对外语学习的直接作用”（p.6）。而在国外，也有许多学者（例如，Gardner et al., 1997; Gan et al., 2004）认为学习者的表现并非是由某一项个体差异因素的单独作用造成的，而是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单独考察某一个变量和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时，只有将其他所有变量加以控制，所得出的结论才有说服力，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单变量研究具有难以回避的致命缺陷，这一缺陷的根源在于将个体差异因素视为互不相连的孤立模块，忽视了变量互动的重要作用。

1.1.2　多变量研究

鉴于上述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末，研究者开始从多变量互动的视角来解释语言学习者取得成就的差异。一些学者（例如，Lee, 1999; Liao, 2006；文秋芳，1995; Albert, 2006; Zhang & Cui, 2010）研究了两个变量之间的互动对于学习成绩的影响。Lee（1999）分析了香港小学学习成功者和不成功者在学习动机和策略方面的差异，并考察了两个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现两组学生的学习策略和学习动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文秋芳（1995）通过对比英语学习快进步组和慢进步组，发现学习者的观念对于策略的选择有明显影响。Zhang和Cui（2010）还对远程教育学习者学习观念和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与学习焦虑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还有一些学者（例如，Wen & Johnson, 1997; Gardner et al., 1997; Ghavamnia et al., 2011; Sioson, 2011）研究了三项及以上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Gardner等（1997）建立了一个体现学能、策略、焦虑、学习动机、学习风格、学习态度、自信心等相互作用的二语学习模型。这是目前为止最为完整的变量互动模型，但是该模型以第二语言为法语的学习者为研究对象，我们尚不清楚它是否适合其他外语学习者；另外，该模型局限于理论的探讨，还缺乏后续
 的实证性研究。Wen和Johnson（1997）通过路径分析建立了一个包括性别、归因观念、管理观念／策略、形式操练观念／策略、意义操练观念／策略、回避母语观念／策略、词汇策略、容忍含混语言策略、学习目标（动机）、努力程度、一语水平和二语水平等变量在内的个体差异因果模型，发现只有性别、一语和二语水平、词汇策略、容忍含混语言策略、回避母语策略对学习成绩有直接影响，管理策略对英语成绩的间接影响最大。该研究通过定性分析比较了高分学生和低分学生，发现两组学生在自发阅读、字典使用、猜测、容忍含混语言、计划与评估管理策略方面有差异；高分学生更善于使用计划策略，进行自我评价的频率和准确度更高，对语言错误的监控意识强。

多变量研究在单变量研究的基础上，将语言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向前推进了一步，有效避免了单变量研究线性假设的误区，研究者开始运用非线性思维重新思考学习者个体差异与学习成就之间的关系。但是，多变量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学习者作为一个整体，其学习成绩的高低是所有变量同时起作用的结果，而多变量研究只是考察了其中的某些因素，无法解释个体差异内部各种纷繁复杂的作用关系，很难对个体差异和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作出全面和深入的解释。其次，大多数多变量研究都忽视了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动态性以及其对于学习环境的依赖性，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共时的层面上，把个体差异视为孤立于环境之外的静止因素，而很少考虑时间因素对于个体差异的影响。这一理想化的静止状态有悖于语言学习的现实。Halliday（2007）指出，将一种现象作为某个特定时间点上的静止实体来研究是有用的，但是解释这一现象的动态发展过程更有价值。学习者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对环境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学习者的认知、情感和社会性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如果把学习者看作僵化不变的实体，忽视学习者的动态发展特点，则对语言学习者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就会大打折扣。

1.1.3　综合性研究

从20世纪末开始，动态系统理论（Dynamic Systems Theory, DST）被应用于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之中，其动态性、综合性和互动性的思想和理念恰好可以解决先前个体差异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研究，从而使个体差异研究进一步发展到综合研究的新阶段。动态系统理论又称“复杂动力学”（Complex Dynamics），用来描
 述与解释按照特定的规律、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变化的复杂系统。该理论起源于17世纪牛顿提出的动力学理论和数学中非线性原理。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动态系统理论着眼于系统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强调系统内部要素的完全相关性和系统行为的变异性和非线性。该理论认为，系统的各个部分互相影响，互相依存，而系统的整体状态是各部分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动态系统通过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以及系统内部自我组织的不断发展，不断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周期性调整。动态系统理论超越了传统理论所奉行的线性行为和单纯的因果关系论，直接审视环境系统的复杂性和变异性（李兰霞，2011）。Larsen-Freeman（1997）首先提出将动态系统理论作为二语习得研究的统摄性理论。她从混沌理论出发，全面讨论了语言作为一种复杂自适应系统的特点，认为动态系统理论与二语习得之间具有许多明显的共性。在Larsen-Freeman的倡导下，运用动态系统理论进行二语习得和外语学习研究已经发展成为应用语言学研究的一种新趋势。国际应用语言学界的三大期刊相继推出了三期专刊：2006年Applied Linguistics
 第四期的涌现主义（emergentism）专刊；2008年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第二期的动态系统理论专刊和2009年Language Learning
 的复杂自适应系统增刊。这三期专刊虽然使用的名称各异，但是都聚焦于动态系统理论这一理论流派。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部关于动态系统理论的论文集出版（例如，Larsen-Freeman & Cameron, 2008; Ellis & Larsen-Freeman, 2009）。上述研究大都关注如何动态、系统地研究语言的发展，而对于运用动态系统理论进行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则鲜有涉及。Dörnyei（2009, 2010）率先运用这一理论来阐释学习者个体差异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目前该领域最为重要的研究者。Dörnyei（2009）以动态系统理论为基础重新界定了个体差异的概念以及个体差异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他（2010）还通过探讨语言学能和学习动机之间的关系提出要改变原来的个体差异分类标准，建立一个更具层次性、更加稳定和更具概括性的分类系统。他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视角出发，建立了一个由认知、情感和动机三个部分组成的人类心智框架，并识别出学能／特征组合、兴趣和可能的自我这三个融动机和学能为一体的复合变量。Dörnyei的研究突破了关于学习者特征的传统模块化思维方式，开创性地提出了运用动态系统理论解决个体差异问题的理论假设，为今后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标志着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进入了在动态系统理论指导下的综合性研究阶段。

动态系统理论所倡导的整合性思维方式为语言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提
 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开拓了该领域研究的思路，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系统性。动态系统理论认为系统由数量繁多的要素构成，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互相依存，是不可分割的。系统是内部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之和，两者缺一不可。从系统性的角度出发，学习者个体差异的诸多要素，包括语言学能、性格、学习策略、学习观念等，以学习者为中心构成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在该系统内，这些要素之间具有完全的相关性，需要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行研究与分析。（2）非线性。非线性是一个数学领域的术语，是指与输入不成比例的变化（Larsen-Freeman & Cameron, 2008:31）。非线性是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的结果。在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以非线性的方式发生联系，相互作用的原因和结果关系是不成比例的。根据动态系统理论，学习者个体差异系统中的各个要素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也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存在多种可能的作用途径。外界环境的影响经常会导致个体差异的变异性发展。因此，学习成绩是各个因素相互作用合力的结果，其中一个因素的变化有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变化，从而对学习成绩产生影响；而学习成绩的变化也会反过来影响该系统中的某个或者某几个因素。（3）动态性。一个动态系统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其中包括系统内部的要素、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系统的整体状态。Larsen-Freeman（2012）认为，动态性是一切系统的基本特征，这主要来自于系统本身持续不断的自我组织。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个体差异系统中的各个因素以及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语言学能的高低会因为学习任务和学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Robinson, 2007），而同一个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也会在不同的时间表现出很大的差异（Dörnyei, 2000）。因此，个体差异系统总是处于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持续流动和转化过程之中。（4）情景性。动态系统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不能独立于外部环境而存在，系统内部和外部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界限。Larsen-Freeman和Cameron（2008）指出，情景与系统不可分离，情景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不断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作出自身的调整，它不仅依赖于环境，也会建构与改变环境。动态系统理论强调学习者个体差异与学习环境的互动关系，认为个体差异通过与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自我组织来提高个体对于外界环境的适应性。因此，Dörnyei（2009）指出，学习者个体差异对于学习成绩的影响必须要结合具体的学习环境和时间因素来衡量。对于外语学习而言，环境因素大致可以分为教学环境和社会环境两大类。教学环境包括教师、教学方法、教材、教学大纲等；社会环境包括学习者身份、文化、传统、风
 俗习惯、社会需求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对学习者产生影响，从而引起他们个体差异的变化。个体差异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互动是持续的，系统的变化会改变环境，而环境的变化又会引起系统的自我组织与调整，如此循环往复。

动态系统理论把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研究带到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动态系统理论的框架下开展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研究更多地还处于理论的探索阶段，真正的实证性研究数量很少
[1]

 。Dörnyei等（2015:1）的一段话可以很好地描述这一状况：“在新世纪的前10年，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动态系统范式的转变得到了研究者的普遍认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10年中，虽然在二语习得语境下的动态系统理论的文献日益增多，但是很少有几篇在本质上是实证性的。换言之，学者们似乎都在花更多的时间来讨论在动态系统理论框架内的研究，而不是去从事真正的研究。”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拟开展相关领域的实证研究工作。在这一方面有两种研究思路可以选择：一种是从微观入手，专门以某一个个体差异变量为对象，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角度全面深入地研究这一个体差异变量的动态系统；另一种思路是从宏观入手，全面地分析所有的个体差异变量，对个体差异变量的动态系统有一个总体的把握。目前许多学者已经在第一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例如，Dörnyei等人（Dörnyei, 2001, 2005, 2009; Dörnyei & Otto, 1998; Dörnyei & Tseng, 2009）关于学习动机的研究，Robinson（2005, 2012）关于语言学能的研究，MacIntyre和Legatto（2011）关于交际意愿的研究等。但是，我们认为，在这一领域研究的初期，采用第二种思路进行研究可能更有意义，因为这样做可以使我们对个体差异的全局有总体的了解，可以全面把握各种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更多的借鉴。

1.2　关于本书

动态系统理论为语言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为了更好地探索在中国环境下的英语学习规律，我们从2012年起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小组，并有幸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资助（批准号为12YJA740009）。本书由研究组的核心成员共同撰写，它将全面汇报
 该项目的研究思路、研究过程以及研究成果。

本项目研究的目的在于以动态系统理论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尤其注意把握其系统性、动态性和完全相关性的核心特征。在全面梳理前期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跟踪研究的方法，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逐一考察各个个体差异变量的动态变化过程以及影响其变化的相关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对个体差异变量的性质进行分析，同时对个体差异变量之间、个体差异系统和学习成绩之间以及与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归纳分析，进而建立一个动态系统理论框架下的学习者个体差异理论系统。本项目研究的具体问题包括：（1）学习者个体差异变量的动态性。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都不是静止不变的，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但是，它们变化的速度却是不同的。换言之，它们在其动态性上存在着具体的差异，有的因素变化速度快，动态性比较强，而有的因素则变化速度较慢，动态性较弱。本项目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发现它们的动态性特征，并以此特征为基础对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各种要素进行分类。（2）学习者个体差异变量的动态变化规律。主要问题包括不同的学习者个体差异变量是如何变化的；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它们的变化呈现出什么样的态势；有哪些因素对它们的动态变化产生了影响。（3）个体差异变量对于学习成绩的影响。有些变量可能会直接地作用于学习成绩，会对学习成绩产生直接的影响，还有些变量对于学习成绩的影响可能是间接的，那么它们具体的作用路径又是如何？（4）学习成绩对于个体差异变量的反作用。个体差异变量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上，而且后者对前者也可能具有一定的反向作用。（5）个体差异变量与学习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重点在于学习环境的变化是否会导致个体差异变量的变化。（6）中国英语学习者个体差异动态系统的构建。在回答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在动态系统理论的指导下，我们拟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英语学习者个体差异系统，充分体现各个变量的动态性、它们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它们与学习环境和学习成绩的互动关系，从而更加深入地认识外语学习的规律。

围绕本项目研究的目标，我们在项目批准后，认真按照申请书的计划，积极地开展有关的研究。按照时间顺序，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1）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的梳理。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全面梳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语言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的历史进程以及主要的研究成果。（2）动态系统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充分深入地学习与把握动态系统理论的核心特征，以及它们目前在二语习得、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中的应用现状，找出其中
 存在的问题，确定本项目研究的方法。（3）跟踪研究前的准备。根据本项目研究的需要以及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实际情况，以国际上通用的测量工具为基础，设计了学习策略、学习观念、学习风格、性格、焦虑、努力程度、语言学能、动机以及学习成绩的测量工具，并选取来自于清华大学和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70名非英语专业学生作为研究的对象。（4）跟踪研究以及数据的收集与分析。运用上述测量工具，结合学生学习日志、访谈等数据，开展了为期一个学年的跟踪研究，并采用交叉滞后回归分析、因果关系建模等方法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了纵向与横向的比较分析，全面考察了8个变量的动态变化及其对学习成绩的影响，研究结果颇有意义。（5）中国英语学习者个体差异动态系统的构建。根据动态系统理论的基本原则，认真总结与分析了本项目研究以及以往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对各种变量依类型进行了划分，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个体差异变量的互动关系，初步建立了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动态模型。

本书是整个项目研究过程与成果的总结。在本书的第2章中，我们全面梳理了学习者个体差异的核心要素，包括它们的定义以及测量方法。人类是万物之灵，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因此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梳理学习者的个体差异。例如，个体差异有先天与后天之分，有的差异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还有的差异是后天形成的。基于这一原因，在对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的过程中，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不同的个体差异类型；即使是对同一个个体差异类型，不同学者给出的定义及其构成要素也不尽相同。因此，本章对众多学者对个体差异研究的分类和定义进行全面的梳理，从中找出具有普遍共识的核心内容，从而为整个研究奠定基础。第3章的题目为“动态系统理论与二语习得研究”。通过对动态系统理论与二语习得研究之间的关系的讨论，描述整个研究的学术背景，内容包括动态系统理论的核心思想、方法论，以及它对二语习得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综述动态系统理论指导下所进行的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研究。这一章的目的在于展示本项目研究的理论背景。第4章是研究方法，重点讨论本项目研究的基本思路和研究设计。在动态系统理论的视角下开展二语习得的研究只有不到20年的历史，其中理论性的探讨多，实证性的研究少；尤其是在个体差异研究领域，实证性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还没有形成相对稳定、有效的研究方法。对于本项目研究来说，研究方法的设计是一个要重点解决的高难度问题，因此在这一章有比较详细的讨论，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帮助读者理解后面几章的研究内容及分析思路，另一方面也
 希望能为今后的同类研究提供借鉴。第5章以动态系统理论的视角对前期的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对各种个体差异变量进行了重新分类，梳理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学习者个体差异系统的基本框架，从而为本项目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第6章和第7章，以语言学能和性格为研究对象，采用相关性分析的方法，全面分析上述两个个体差异变量与其他变量以及学习成绩的相关性。第8章至第13章分别以学习策略、努力程度、学习观念、学习风格、学习动机和外语焦虑为对象，用T-检验方法分析它们的动态变化，以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方法探讨影响它们动态变化的因素。同时，研究了这些变量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包括它们对学习成绩的影响以及学习成绩对它们的反作用。另外，还采用因果关系建模和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分析了个体差异变量与学习成绩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路径。第14章是对整个研究的总结，其中以本项目研究的发现为基础，初步建立一个中国英语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动态模型。第15章是对本项目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进行全面的反思，总结其中的得与失，并指出今后的研究方向；另外，还将讨论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对于外语教学的启发意义。







[1]
 　少有的几个例外是Dörnyei（2005, 2009）所进行的学习动机研究和Robinson（2005, 2012）所进行的语言学能研究，我们还将在第3章作详细的介绍。






 第2章

外语学习者个体差异的核心要素

个体差异的概念来源于心理学。Barrett（2006:35）指出，“心理学研究的目标在于通过科学的手段解释人类心理工作机制中的典型的、变化的以及不变的结构与范畴”。长期以来，心理学在研究人类心理普遍原则的同时也关注个体心理的独特性，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即差异心理学（differential psychology），也称个体差异研究（individual difference research, ID research）。个体差异是指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在遗传和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呈现出普遍具备、但是又在一定程度上各不相同的身心特征。换言之，它们是指“个体与标准范式的偏差”（Dörnyei, 2006:42）；“个人在认知、情感、意志等心理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而又不同于他人的心理、生理特点”（朱智贤，1989）。人类是世界上最高级、也是最复杂的生物，个体之间在遗传、生理、心理和具体行为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个体差异所包含的要素数量众多。本章将全面梳理外语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研究成果，从中找出个体差异的核心要素，从而确定本项目研究的具体内容。这里所说的核心要素包括两方面：（1）个体差异包括哪些核心的变量。在对语言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变量，这就需要我们对这些研究进行梳理，从而确定本项目研究所包括的个体差异变量。（2）每个变量的构成要素。由于对各个变量的定义和理解存在差异，不同学者对于各个变量的构成要素也存在很大的分歧，这也需要我们根据本项目研究的实际情况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澄清。

2.1　个体差异及其研究历史概述
[1]



顾名思义，个体差异是指人类个体之间相互不同的特点。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个体特征都可以被归到个体差异研究的范畴之内。例如，有人
 喜欢吃辣的，有人喜欢吃甜的，这些一般不属于个体差异研究的对象。在判断个体差异研究的对象这一问题上，我们首先需要考虑某一特征的稳定性。所谓稳定性，是指某个个体特征在不同的时间内呈现出很好的连续性（Cervone & Pervin, 2013）。另外，我们还要考虑该特征的通用性。所谓通用性，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是所有人都具有的；第二是可以由此对不同的人作出区分（Snow et al., 1996）。正如Eysenck（1994:1）所指出的那样，“尽管人们在众多方面都各不相同，但是某些方面显然要比其他方面在心理学中更重要。脚的大小和眼睛的颜色一般被认为对于人的行为具有很小或者没有什么影响（尽管脚的大小可能对于职业足球运动员来说非常重要），而个性则看起来对我们的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从研究的角度来看，个体差异是指那些具有一定稳定性的、人人都具有并且具有程度差异的个人特点（Dörnyei & Ryan, 2015）。

人们对于个体差异的关注具有很长的历史。Revelle等（2011）指出，理解人们之间的差异并对这些知识进行应用是人类社会长期的追求。在描述差异心理学的历史时，他们还选取了古代文献（例如《圣经》的《旧约》）和古代典籍（例如柏拉图的《共和国》）中与差异心理学有关的内容。Galton（1822-1911）被认为是第一个从事个体差异科学研究的人，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对后来的个体差异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后，法国心理学家Binet（1857—1911）的研究使得个体差异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对个体差异研究的兴趣部分来自于他对女儿们解决问题方式差异的观察。在1895年，他同Henri一起发表了一篇关于个体心理学的论文，首次对个体差异研究的目标、范围以及方法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在此之后，他又和Simon一起在1905年设计了世界上第一个智力测验方案。该智力测试方案被用在法国的学校以区分快慢学习者，后来经过改造又用到德国和英国的学校中。此后，智力测验得到了迅速的推广，从而使得个体差异研究进入了快速的、科学的发展轨道。

1936年，Allport和Odbert一起提出了第一个个体差异列表。他们从英语词典中收集了17 953个描述用词，认为这些词都与个体差异变量有潜在的关系。后来这一列表又经历了不断的简化，逐渐集中到一些关键的因素上。此后，研究者们在人的认知、情感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个体差异心理学逐步发展成为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2.2　二语习得中个体差异的构成要素

对语言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研究开始于学习策略，之后不断有新的因素进入个体差异研究者的视野。因此，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和研究需要对个体差异所包含的要素及其分类提出了不同的观点。Skehan（1989）认为，学习者个体差异包括四个因素：（1）语言学能；（2）动机；（3）学习策略；（4）认知与情感因素，包括内向与外向、冒险、智力、场独立／场依存和焦虑等。与此相比，Larsen-Freeman和Long（1991）所考虑的问题更加全面，他们提出了八个因素：（1）年龄；（2）语言学能；（3）社会心理因素，包括动机和态度；（4）性格，包括自尊、外向、焦虑、冒险、拒绝敏感性、移情、抑制和歧义容忍度等；（5）认知风格，具体包括场独立／场依存、范畴宽度
[2]

 、反思型／冲动型、听觉型／视觉型、分析型／整体型等；（6）大脑左右半球语言功能的侧化，即大脑的左半球还是右半球是语言的优势半球；（7）学习策略；（8）其他因素，例如记忆力等。Dörnyei（2005）也把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类型总结为以下十种：（1）性格；（2）语言学能；（3）动机；（4）学习风格；（5）学习策略；（6）其他，包括焦虑、创造性、交际意愿、自尊、学习观念等。Ellis（2008a）则划分了以下十种类型：（1）智力；（2）语言学能；（3）工作记忆；（4）动机；（5）学习策略；（6）学习风格；（7）性格；（8）交际意愿；（9）焦虑；（10）学习观念。

从上述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研究者对于语言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分类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因素看法不同，我们不妨以Dörnyei（2005）的分类为基础来看学习者个体差异的构成要素。第一，性格是Ellis（2008a）和Larsen-Freeman和Long（1991）中都包括的一个项目，尽管在Skehan（1989）的分类中没有性格一项，但是他所列的认知／情感范畴之内的内向／外向往往被认为是性格的一个因素。第二，语言学能和动机是上述各种分类中都具有的项目，而且对它们的定义也基本相同。第三，在Ellis（2008a）的分类中也包含有学习风格这一项，与此相对应，Larsen-Freeman和Long（1991）分类中的认知风格基本与此相当，因为在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中，认知风格与学习风格两个概念经常交替使用，两者所指称的内容基本相同
 （Richards et al., 2002）。虽然在Skehan（1989）的分类中没有学习风格一项，但是在他所列的认知／情感范畴之内的场独立／场依存也被归为学习风格或者认知风格的范畴之内。第四，学习策略是上述四种分类方式所共同具有的项目。第五，在其他因素中，焦虑和学习观念也被包含在其他三种分类之中，尽管有时它们不被视为一个独立的类别。

Larsen-Freeman和Long（1991）把年龄也视为学习者个体差异的重要因素，与此类似，也有一些学者把性别也包括在内（刘润清，1999a）；但是，在其他三种分类方式中并没有包含这一项。我们认为，后者的做法是合理的。Tyler（1978）曾指出，性别与年龄应该属于群组差异的范畴，不属于个体差异。Ellis（1994）也指出，诸如社会等级、种族、性别、年龄等因素是作为群组差异而影响语言的学习，因此应该归入社会因素之中，不应被看作个体差异。也有学者把智力（例如，Ellis, 2008a）、工作记忆（例如，Ellis, 2008a）、大脑左右半球语言功能的侧化（例如，Larsen-Freeman & Long, 1991）归于学习者个体差异之中，但是这些因素在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也往往通过语言学能来体现。另外，这些因素往往很难界定，而且它们对语言学习的影响也很难确定。以智力为例，戴炜栋和束定芳（1994:4）就曾这样写道：“智力因素本身也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智力因素与年龄有关，既与大脑的发育有关，也与环境因素有关，它对语言习得的影响也是很复杂的。”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把智力等视为独立的因素单独加以考虑。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得出，学习者个体差异的核心构成要素包括：语言学能、性格、学习观念、学习风格、动机、焦虑和学习策略。下面我们对这些要素的具体定义、内容以及测量的方法逐一阐释。

2.3　语言学能

2.3.1　语言学能的定义

在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各种因素中，语言学能的研究历史应该是最长的，开始于19世纪20年代（戴运财，2006），而在这一领域最具影响的当属Carroll及其同事自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所进行的研究。所谓语言学能，是指人与生俱来的学习语言的能力，它的定义往往与整体智力相关。Carroll（1981）认为语言学能是整体智力中负责语言学习的一个特殊部分。在此之前，Pimsleur（1966）也认为语言学能就是言语的智能，
 但是，他也把动机包括在语言学能之中。后来的学者（例如，Carroll, 1981; Gardner & MacIntyre, 1992；等等）认为，动机和语言学能应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差异因素，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语言学能是与生俱来的，而动机则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Carroll（1973, 1981）认为，语言学能就像智力一样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无法通过训练来提高它。不同的人之所以在第二语言的学习成就方面表现出如此大的差异，这与他们语言学能的高低具有很大的关系。Carroll（1973）还认为二语或者外语的学习能力是母语习得能力的延续，他指出：“在青少年时期之后仍表现出很高的外语学能的人，是因为某种原因，他们没有失去天生的语言习得能力；那些外语学能显得不足的人，是因为他们的这种能力已经完全丧失”（p.6）。语言学能在两种意义上具有普遍性，“其一，不论学习哪门外语，学能的影响都是一样的；其二，不论操何种母语，外语学能的个体差异同样存在”（p.2）。

Carroll（1981）不仅讨论了语言学能的性质，还明确了它的四种认知能力构成：（1）语音编码能力，即辨别新的语言声音或音串的能力，能够将声音与其所代表的符号联系起来（因此，其中也包括拼写能力和处理语音文字材料的能力），并能将其储存在长期记忆之中。这种能力是语言学能中非常特殊的组成部分，它对于重视听说训练的课堂尤为重要。（2）语法编码能力，即识别句子中不同部分语法功能的能力。语法编码能力强的学习者对于句子的模式和句子成分的语法功能具有很高的敏感性。但是，听他人讲解语法并不能明显提高这种能力，因为它涉及的是如何解释语言的能力。这一能力在强调分析法教学的课堂上比较重要。（3）归纳学习能力，即无须用新的语言加以解释来理解意义的能力。归纳能力与一般的推理能力具有相似之处，但是就语言学习而言，它指的是一种仔细观察语言材料、从语言的实例中归纳出语言规则、辨认语言意义和语法形式联系的能力。（4）机械记忆能力，即记住新语言中单词、规则等的能力，也就是将刺激同反应联系起来的能力。不同的人建立这种联系的效率是不一样的，因此他们的词汇增长的速度也就不同，外语学习的效果因而大相径庭。Skehan（1986）提出了语言学能的三个构成要素，即听觉能力、语言能力（linguistic ability）和记忆能力，这与Carroll（1981）的观点有诸多重叠之处，其中听觉能力与语音编码能力基本一致，记忆能力和机械记忆能力相当，而语言能力则可以看作是语法编码能力和归纳学习能力的结合。Skehan（1986）的三分法或许更有合理性，因为语法编码能力和归纳学习
 能力并无本质的区别，它们只是在各自强调的重点上有所差别。而且，尽管Carroll（1981）把归纳学习能力作为语言学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他与Sapon（Carroll & Sapon, 1959）所设计的语言学能测试方案中，并没有包含相关的问题来检测这一能力，因为归纳学习能力与语法编码能力非常接近，难以区分（Ellis, 1994）。因此，在本项目的研究之中，我们综合了Carroll（1981）和Skehan（1986）的观点，认为语言学能包括语音编码能力、语法编码能力和机械记忆能力三个方面。

2.3.2　语言学能的测量
[3]



事实上，语言学能的研究最早开始于对语言学能的测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者就设计了多种方案，以确定一个人是否能够成功地学会一门外语或者第二语言。例如，Stoddard和Vander Beke（1925）设计了测量语言学习者英语语法和西班牙语词汇的学习能力的分项测试。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Hunt et al, 1929）也曾经设计过一个测量方案，其中包括对人工语言学习进行测量的项目。在“二战”期间，美国军方出于选拔强化型语言培训项目学员的需要，曾经资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由Dorcus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并请他们设计了一套语言学能的测量方案。但是，上述方案都因缺乏对于语言学能构成要素的全面深入的认识而效果不佳。以上述研究工作为基础，在对语言学能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Carroll和Sapon（1959）提出了现代语言学能测试（Modern Language Aptitude Test, MLAT）。

MLAT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数字学习。用录音教给受试者一种生疏的数字系统，该系统全由数字1、2、3、4加上它们的“十位”和“百位”构成，如1、3、10、24、124、342、402、431等，然后让受试者听15个数字后写下阿拉伯字母，其目的在于测量联想记忆的能力。第二部分是音标记忆。首先让受试者学习英语音位的一种注音系统，随后测验他是否学会了该注音系统。该部分测量语音编码能力。第三部分是拼法提示。共有50个词，拼写得像英语词，但是又不正确，例如，用peple代表people；每个词下面有5个英语词，例如，peple—chink, persons, spice, revolution, sewing machine。要求受试者按照意义选择正确的答案。这一部分既测量英语词汇知识，又测量语言代码化的能力。第四部分测量语
 法编码能力。受试者首先看到45个标准英语句子，每个句子都有一个用大写字母拼写出来的词，例如：LONDON is the capital of England．下面有1～4个句子，其中有些词下划线，例如，He likes to go fishing in Maine．要求受试者识别哪一个下划线的词在语法功能上与标准句中的大写词相当。第五部分是词语对应联想。先给受试者提供24个库尔德语词及其英语对应词，要求受试者在两分钟时间内记忆此表，再用两分钟做练习，最后以五项选择的方式测验受试者是否掌握了这24个库尔德语词的意义。这一部分测量机械记忆的能力。自MLAT被提出以来，应用广泛，但同时也遭到了诸多质疑。不过，它仍然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使用最广、同时也是效果最佳的语言学能测量方案（Sparks & Ganschow，2001）。

另一个有影响的语言学能测量方案是由Pimsleur（1966）制定的皮姆斯纽语言学能测量表（Pimsleur Language Aptitude Battery, PLAB）。Pimsleur是一位外语教育研究者，他力图从不擅长学习外语的人所缺乏的能力入手来研究语言学能。该测量方案共分六部分。前两部分属口头汇报性质的。第一部分是学分平均数，要求受试者报出自己最近一学年的英语、数学、自然科学和历史（或社会科学）的学分。第二部分是“兴趣”，要求受试者在一个二级量表上标出自己对外语学习的兴趣。第三部分是词汇测试。第四部分是语言分析测试，要求受试者首先熟悉一种语言的某些词汇、短语及其对应的英语词语，然后据此推出如何用此虚构的语言进行简单交际，并从选择项目中找出正确的答案。第五部分是语音辨别，要求受试者通过录音先听一种外语的三个发音相近的词，再听这种语言的几个句子，然后标出每个句子包含三个词中的哪个词。第六部分是语音标识，要求受试者听到一个双音节或者多音节的无意义的词，然后从给出的四个词中选出刚刚听到的是哪一个词。Pimsleur认为，学习语言的天赋包括三大成分：一是语言智力，包括对词汇的熟悉程度（由第三部分测得）和对语言材料的分析（由第四部分测得）；二是学习语言的动力（由第二部分测得）；三是听觉能力（由第五、六部分测得）。与MLAT相比，PLAB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把动机作为语言学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一般的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中，动机往往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因素来考虑。

MLAT和PLAB都是针对母语是英语的外语或者二语学习者而设计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言学能测试又出现了许多不同语言的版本，比较著名的有加拿大Wesche（1981）设计的法语版语言学能测量表（这也是Carroll认为在MLAT基础上改编设计得最成功的一个版本），日本Sasaki
 设计的日本人语言学能测量表，其他语言的版本还有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土耳其语、泰语和匈牙利语版等（戴运财，2006）。

除了对MLAT和PLAB进行本地化的改编之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语言学能的研究又表现出了两个新特点（Dörnyei, 2006）：第一，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使得人们能够更加精确地认识语言学习能力的各种构成因素；第二，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也使得人们更加关注与语言学能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语言学能的测量也开始更趋精准化。例如，由Grigorenko等（2000）所提出的外语学习中的创新认知能力测评方案（Cognitive Ability for Novelty in Acquisition of Language as Applied to Foreign Language Test, CANAL-FT）重点测量学习者对于新奇的语言现象以及歧义的应对能力。这一方案以Sternberg（2002）所提出的人类智力三层次理论为依据。Sternberg区分了三种智力：分析型智力，指进行分析、比较与评价的能力；创新型智力，指应用新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用型智力，指为适应新环境可以不断进行调整的能力。Sternberg认为这一理论可以为语言学能的测量带来三点启示：（1）学能测试不应只考虑受试者的分析型智力，还应测试他们的创新型智力以及实用型智力；（2）学能测试的目标不应停留在给受试者一个总分而已，而更应该包含多个不同学习层面的次级分数，这样才方便发挥学能测试的作用，为具体的教学提供指导；（3）应该摒弃原来静态测试的模式，而采用动态测试的方法，即在教学过程中同时进行测试，目的在于测出受试者在不同的学习条件下实时学习的能力。基于上述认识，CANAL-FT测评方案与语言的学习过程相结合，通过一系列的微型学习任务之后，最后检测受试者对于词汇、形态、语义和句法四个层面知识的掌握程度。目前，CANAL-FT还处于试验阶段，而且初步的结果显示该方案对于学习成就的预测效果也未能突破MLAT。

2.4　性格

2.4.1　性格的定义

性格是指“一个人秉性、气质、才智和素质联合起来构成的、决定着他独特的适应环境方式的、相对稳定持久的特质”（Eysenck, 2013:2）。Eysenck把性格视为一种个性化的特质，这种特质是天生的，更多地是由遗传所决定的，而不是后天培养而来的。不同的研究者区分了不同的性格因素，其中Larsen-Freeman和Long（1991）的区分最为细致具体，包括：
 （1）自尊（self-esteem），指学习者对自身价值及其社会角色的判断；（2）焦虑（anxiety），指人的恐惧、忧虑等主观性情感；（3）冒险（risk-taking）,指一个人是否乐于从事具有冒险行为的活动，这种冒险行为不一定会带来身体伤害，这里主要指对于心理的影响，例如，说错了话会丢面子等。冒险与外语学习具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学习者需要乐于尝试利用新的语言，并勇于犯错误；（4）拒绝敏感性（sensitivity to rejection），指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对于他人的拒绝具有焦虑性的预期，并对各种可能会被解释为拒绝的言行具有敏感性和过度反应的一种心理倾向。具有高拒绝敏感性的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更容易担心别人会拒绝自己，而语言学习需要学习者积极地参与交际的训练活动，因此拒绝敏感性对语言学习具有重要的影响；（5）移情（empathy），指对别人的思想、情感和观点能够想象并产生共鸣。移情被认为能够改善我们对语言和文化不同于自己的个人或群体的态度；（6）抑制（inhibition），指学习者有意忽视某种刺激的倾向；（7）歧义容忍度（tolerance of ambiguity），也称模糊容忍度或者含混容忍度，指个体或者群体面对一系列不熟悉或者不一致的线索时，对歧义的情景或者直觉信息进行加工的方式。具体到外语学习上，它是指学习者在遇到不确定的语言现象时的容忍程度。一般认为，容忍度高的学习者易于接受新的知识体系，因而学习的效果会更好。

Larsen-Freeman和Long（1991）所描述的性格因素虽然全面，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各项之间以及与其他的个体差异之间有诸多的重叠。自尊涉及学习者对个人能力的判断，它更多地属于学习观念的部分，因此，自尊不宜作为性格的一个重要因素（Dörnyei, 2005）。有研究（例如，Vollrath & Torgersen, 2002）表明，冒险与外向（extroversion）和神经质（neuroticism）具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有关学习者是否具有外向和神经质的特质自然也就说明他是否具有冒险的倾向，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单独地研究学习者的冒险特质。与此类似，神经质也与移情（Eysenck & Ey-senck, 1991）和拒绝敏感性密切相关（Brookings et al., 2003; Mehrabian, 1994; Wilhelm et al., 2004）。另外，歧义容忍度的稳定性也是个问题，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同一个人对于歧义或者模糊的容忍程度会有很大的不同。比较而言，Eysenck（2013）所提出的性格三分类法更具合理性，因此在目前被个体差异研究者们所广泛接受（例如，Busch, 1982; Strong, 1983）。Eysenck（2013）的分类更多地从生物遗传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的性格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精神质（psychoticism），表现为孤独、冷酷、敌视、
 怪异等偏于负面的性格特征。精神质也可以用维度来表示，从正常范围过渡到极度不正常的一端。它在所有的人身上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得高分者表现为孤独、不关心他人、心肠冷酷、缺乏情感和移情、对旁人有敌意、攻击性强等特点；低分者表现为温柔、善感等特点。（2）外向／内向（extraversion-introversion），表现为内、外倾的差异。性格外向的人好交际、渴望刺激和冒险，情感易于冲动；性格内向的人好静，富于内省，除了亲密的朋友之外，对一般人缄默冷淡，不喜欢刺激，喜欢有秩序的生活方式，情绪比较稳定。（3）神经质（neuroticism），表现为情绪稳定性的差异。神经质不稳定的人喜怒无常，容易激动；神经质稳定的人反应缓慢而且轻微，并且很容易恢复平静。在本项目研究中，我们也采用Eysenck（2013）的分类方式。

2.4.2　性格的测量

在语言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研究中，性格测量采用最多的当属“艾森克性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EPQ）（Eysenck & Eysenck, 1975）。它经历了长时间的完善过程，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制定，1952年首次发表，1975年正式命名。EPQ是一种自陈量表，共计约90个题目，各包括4个分量表：E—内外向；N—神经质；P—精神质；L—掩饰或自身隐蔽。前3个量表代表性格结构的三种维度，它们是彼此独立的；L则是效度量表，代表假托的性格特质，也表现社会性朴实、幼稚的水平。L虽与其他量表有某些相关，但它本身却代表一种稳定的性格功能。

2.5　学习观念

2.5.1　学习观念的定义

学习观念是指学习者具有的关于语言各个方面、语言学习和语言教学的看法。由于研究者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于学习观念的定义也各不相同，有些甚至比较模糊。例如，Arnold（1999:256）把学习观念视为“对现实的过滤”；Banya和Cheng（1997）则把它定义为个人对语言学习的看法；Cortazzi和Jin（1996）还把它看成一种学习文化。Wenden（1991:34）把学习观念定义为一种元认知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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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包括“学习者在各种情景下运用这些知识获取知识和技能时所得到关于自己认知过程的所有事实”。这一定义主要强调学习者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所使用的认知策略和心理过
 程。在此之前，Wenden（1991）还给出了另外一个定义：学习观念是学习者对于语言学习各种因素（包括学习方法、语言技能和交际能力等）的知识。这一定义强调了学习者对语言学习策略和语言交际的认知。相比而言，Borg（2001:186）的定义则比较全面合理，他认为学习观念是“一种学习者有意识或者潜意识地拥有的概念，它们具有评估性，被学习者认为是真实的，因此其中充满了情感因素，并被用来作为行动和思想的向导”。这一定义抓住了学习观念的主观特征、情感因素以及它对学习者思想和行动的指导功能。Yang（1999）认为学习观念包括四个部分：（1）自我效能信念，指学习者对自己能否成功地进行某种行为的主观推测和判断，它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动机性、努力的程度、思维过程以及情感过程；（2）学习本质观念，指对语言学习本质及其价值的看法；（3）语言学能观念，主要指对语言天赋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的认识；（4）对形式结构性学习的看法，指学习者对形式训练有效性的认知。Yang认为自我效能信念和学习本质观念构成了动机类信念，而语言学能观念和对形式结构性学习的看法则构成了元认知类信念。Horwitz（1988）认为，学习观念包括对语言学能、语言学习难度、语言学习本质、学习和交际策略的看法、以及语言学习的动机等五个方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上述分类方式有许多共同之处，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学习观念的核心要素：动机已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学习者个体差异因素，因此可以首先从学习观念中排除动机这一因素；另外，对于形式训练有效性的看法过于单一，其实形式训练只不过是众多学习策略中的一个，它也可以被归入学习策略观念这一项。这样，我们可以得出，学习观念的核心要素包括：自我效能信念、学习本质观念、语言学能观念、学习难度观念以及学习策略观念等五个部分。

2.5.2　学习观念的测量

对于学习观念的测量有多种工具，有的工具专门针对其中的某一部分，例如，德国心理学家Schwarzer和Jerusalem（1995）编制了“自我效能量表”（General Perceived Self-Efficacy Scale），该量表共有10个项目，受试应答分为5个等级，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目前采用最多的是Horwitz（1987）设计的“语言学习观念量表”（Beliefs about Language Learning Inventory, BALLI），该量表包含32个项目，内容测试包括五个方面：（1）语言学能观念，共九项，主要包括“小孩学外语比成年人容易”“有些人有学外语的天赋”等。（2）学习难度观念，共六项，主要包括“一些语言学起来比另一些语言容易”“英语学习的难度”等。（3）学习本质观
 念，共五项，主要包括“学外语最重要的是学习词汇、学外语最重要的是学习语法”等。（4）对学习和交际策略的看法，共八项，主要包括“在你不能准确无误地讲英语之前不应该开口说英语”“学英语重复和多练习是很重要的”等。（5）动机和期望，共四项，主要包括“一旦我能说好英语，我就会有很多机会使用它”“学好英语有利于我找份好工作”等。这一量表在国内外的语言学习观念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其信度和效度在绝大多数研究中得到了证明（Horwitz, 1988; Horwitz, 1999; Nikitina & Furuoka, 2006）。

2.6　学习风格

2.6.1　学习风格的定义

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学习风格与认知风格经常混用。尽管有些研究对它们进行了严格的区分，但是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实际上，学习风格就包含认知风格。学习风格这一概念来自于普通心理学。Keefe（1979:4）指出，学习风格是学习者的“认知、情感和心理特质，它们可以相对稳定地说明学习者感知学习环境，并与之互动以及作出适当反应的方式”。在这一定义中，学习风格被认为是一种学习者在与学习环境互动中所表现出的特点。Claxton和Ralston（1978:7）也认为，学习风格是学习者“利用学习环境的刺激并作出反应的稳定的方式”。上述两个定义都强调学习者对于环境因素的反应，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后者把学习风格视为一种行为方式，而前者则把它看作一种心理特质。Kinsella（2002:171）指出，学习风格就是“一个人的自然的、习惯性的、喜欢的吸收信息、处理信息和保持信息的方式和技能，它是比较稳定的，不会因为教学方法或者教学内容的变化而变化”。这一定义不仅包括学习风格的特点和功能，而且还强调了它的持久性和稳定性。更为重要的是，该定义还包含了学习风格形成的原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学习风格的形成既有先天的因素，也受后天成长环境的影响，以往的学习经历和目前的学习环境都有可能对一个人的学习风格产生影响。

许多学者也对学习风格的类型进行了划分。总体看来，这些划分主要包括以下两种。第一种分类以认知方式为基础。早期的研究将学习风格分为“场独立”（field independence）和“场依存”（field dependence）两种类型。所谓“场”就是周围的环境，它对人们的知觉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有的人很少甚至不受环境的影响，还有些人则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前者为场独立型，而后者则为场依存型。检验一个人是否属于场独立型或者场依存型的方式之一是让受试者做镶嵌图形测验（Group Embedded Figure Test）。先让受试者看一个简单的图形，然后拿掉，换上一个复杂图形。这时简单图形表面看上去不复存在，因为它的全部线条都已经与复杂图形的线条融为一体了。受试者的任务是从复杂图形中辨认出简单的图形。场独立型的人倾向于把一个场的某一部分看作独立于周围环境的整体，而对场依存型的人来说，整个场的组织结构往往决定着他们对各组成部分的感知。场独立型的学习者在学习中善于排除干扰，善于分析和辨认具体的信息，较少受到整体知觉背景的影响；能够区分主体与部分，抓住要害。另外，他们比较自主，能独立对信息进行重组。在课堂外语教学中，他们通常表现出善于分析、细心、句型模仿和操练能力强。但是，该种类型的学生不善于交际，喜欢自己尝试新的任务，自我设定目标，自我勉励完成作业，不太希望老师的引导与帮助。场依存型的学生看待事物往往从整体或全局着眼，能够抓住问题或事物的普遍性，即使在感知个别信息时也容易受到整体知觉背景的影响。在学习中表现出喜爱集体学习环境，比较依赖于学习材料的预先组织，希望得到老师的引导。场依存型的人还表现出开朗合群、易受群体观念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移情倾向。根据认知风格，学习者还可以分为审慎型（reflexive）和冲动型（impulsive）两种。审慎型又称内省型，这类学习者在处理问题和作出决定时需要仔细权衡利弊，注重准确性，因此显得谨慎和缓慢。审慎型的学生更易于采用分解式的学习模式，在外语课堂上，他们在回答问题时需要先考虑各种可能性，虽然错误率低，但是反应速度慢。冲动型的人一般凭着直觉获取信息，容易根据显著的特征和现象迅速作出判断或者得出结论，对待问题往往采取快速冲动的方式加以解决。冲动型的学生更易于采用整体式的学习模式，在外语课堂上，他们通常发言踊跃，表现积极，但是更容易犯错误。内省型和冲动型学习风格的确定可以通过熟悉图形匹配测试（Matching Familiar Figure Test）来进行。实验者向受试者出示一个标准图案，然后再出示六张看上去一样但是相互之间又有细微差别的模仿图案，要求受试者从六张模仿图案中挑出一个与标准图案完全相同的一张。反应时间长于平均值而错误率低于平均值的受试者属于审慎型，反应时间短于平均值而错误率高于平均值的受试者则属于冲动型。

第二种分类方式是按照学习者偏好的感知类型进行分类。按此分类
 方式可以分为四种学习风格（Reid, 1987）：视觉型（visual）、听觉型（auditory）、触觉性（tactile）和动觉型（kinesthetic）。视觉型的学习者偏爱视觉输入，他们在通过观看的渠道感知学习内容时会觉得轻松愉快，而且学习效果更好。听觉型的学习者偏爱听觉输入，他们在通过听觉进行的信息输入时感到愉快，他们喜欢听讲座、口头讲解和与人进行口头的交流。触觉型的学习者喜欢通过触及实物来学习，他们擅长通过动手操作，例如写、画等来学习新的内容。而动觉型的学习者则喜欢全身心地投入到某种学习环境，他们好动不好静，说话时表情丰富，喜欢使用手势和其他肢体语言，可以通过动手和亲身体验来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

除了上述两种分类方式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分类方式。例如，Keefe（1982）认为学习风格可分为认知、意动和生理三个方面，认知指信息处理过程的习惯，意动与个人的特征相关，而生理则指身体的变化。Kolb（1984）则以学习时的活动状态为依据，认为不同学习风格的学习者接受信息和归纳知识的方式不同，并将学习风格分为分散型（diverger）、同化型（assimilator）、收敛型（converger）和调适型（accommodator）。分散型的学习者喜欢吸收具体的信息进行思维加工；同化型的学习者善于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进行思维加工；收敛型的学习者喜欢从经验出发，并从中归纳信息，他们往往从一个概念出发，然后通过实验来验证；调适型的学习者则偏好具体的信息并积极地进行加工。Gregorc（1979）以信息处理模式为依据，将人的学习风格分为对信息的接受方式和对信息的处理方式两个维度，并根据这两个维度将学习者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1）具体—序列型（concrete-sequential），该类学习者通过直接动手的经验来学习，喜欢有组织的教材和教法；（2）具体—随机型（concrete-random），该类学习者喜欢用尝试错误的方式，从经验中学习；（3）抽象—序列型（abstract-sequential），该类学习者善于处理由符号或由字词构成的信息，喜欢以阅读的方式学习；（4）抽象—随机型（abstract-random），该类学习者善于把握重点，喜欢用讨论的方式学习新的知识。但是这些分类往往与性格等其他个体差异因素的区分不够清楚。在众多的分类方式中，目前影响最大、采用最广的当属Reid（1987）根据感知偏好所进行的划分。在本项目研究中，我们也采用这一分类方式。

2.6.2　学习风格的测量

学习风格的测量工具很多，主要包括以下五种：（1）Reid（1987）的
 知觉学习风格偏好问卷（Perceptual Learning Styles Preference Questionnaire, PLSPQ），主要通过30个陈述问题确定学生喜欢以何种方式吸收、处理和储存新的信息以及掌握新的技能。除了上述视觉型、听觉型、触觉型和动觉型四种类型之外，还增加了小组型（group）和个人型（individual）两种，共计六种学习风格。目前该量表是相关领域研究使用范围最为广泛的测量工具。（2）Kolb（2005）的学习风格量表（The Learning Style Inventory, LSI），通过9个部分、12个选题帮助使用者判断学习者的学习方式，并了解他们在思考和面对不同情况时处理问题的方式。该量表分为具体经验型（concrete experience）、审慎观察型（reflexive observation）、抽象概念型（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和主动验证型（active experimentation）四种。（3）Dunn和Dunn（1993）的学习风格量表（The Learning Style Inventory, LSI），通过31个要素评价学习者对环境、情绪、社会、生理和心理五大类因素的偏好。本量表主要目的在于鉴定学习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专注、学习、记忆新的以及困难的信息。（4）Felder和Solomon（1991）的学习风格指数（Index of Learning Styles, ILS），分为四个维度类型：感受型／直觉型（sensing/intuitive）、视觉型／口头型（visual/verbal）、主动型／反思型（active/reflexive）和序列型／整体型（sequential/global），每一维度都通过11个选择题来确定。（5）Oxford（1993）的风格分析调查（Style Analysis Survey, SAS），通过110个题目评价学习者平时学习和工作的一般性倾向。该量表把风格分为五大类，包括生理感官（physical senses）、人际相处（dealing with people）、信息处理（handling possibilities）、任务达成（approaching task）和思考方式（dealing with ideas）。

2.7　学习动机

2.7.1　学习动机的定义

一般来说，动机是指在各种情形之下引起行动的驱动力。具体到语言学习领域，研究者则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其定义也不尽相同。有的研究者把动机和努力程度等同起来，例如，Ellis（1994）指出，动机就是指学习者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或者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在外语学习中所付出的努力。也有学者把动机看作是学习者的愿望，例如，Brown（1987:117）指出，动机“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冲动、情感，或者说是一种愿望”。还有学者强调动机是学习的目标或者目的，例如，文秋芳（1996:174）认为，“英语学习动机可以简单地解释为学习英语的原因和目的”。上述
 定义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又都有失片面，缺乏必要的综合性。Gardner（1985）认为学习外语的动机包括四个方面：（1）学习这种语言的目标；（2）学习中所付出的努力；（3）实现目标的愿望；（4）对学习的热爱程度。这一定义具有较强的综合性，涵盖了努力程度、驱动力、愿望和目标四个方面。但是，该定义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正如Ellis（1994:511）所指出的那样，“在Gardner所给出的理论定义和实际的操作之间存在着不相吻合之处”。尽管Gardner（1985）把努力程度看作是动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其所涉及的动机调查问卷中并没有包含努力程度在内。我们认为，动机和努力程度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努力程度是指完成一项工作所付出努力的强度，而动机则是指学习者付出努力背后所拥有的心理状态。因此，基于Gardner（1985）的定义，动机应该是语言学习愿望、目标和态度的结合体。

对学习动机定义的差别也导致了对其分类的差别。Deci和Ryan（1985）把动机分为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两种类型：前者是指语言学习本身的乐趣，学习者的学习动力来自于自身对目标语言的兴趣、爱好以及求知欲等内在的因素；后者指受外在因素驱使，学习者的学习动力来自于外部因素，如父母的压力、考试的要求或者其他奖励和惩罚等。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我们很难把这两者区分开，因为外在动机往往会通过内在动机而产生效果。例如，为了获得考试的高分看起来是一种外在的动机，但是高分的获得也就相应地带来语言学习的乐趣，从而成为内在动机。Brown（1987）区分了三种不同的动机，包括整体动机（global motivation），指对外语学习的一般态度，受学习者以往的教育经历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受教师态度的影响；情景动机（situational motivation），指随着环境而变化的动机，如在无人教授的自然习得状态下学习者的动机不同于课堂学习者的动机；任务动机（task motivation），指对具体学习任务的动机，会随着任务的不同而变化。在众多的动机分类中，影响最大、应用最广的是关于融入型和工具型动机的划分（Gardner, 1979）。所谓融入型动机，就是指学习者对目标语社团和文化表现出积极、正向、肯定的态度或者有特殊的兴趣，希望与之交往或者亲近，或期望参与或融入该社团的社会生活；所谓工具型动机，是指学习者的目的在于获得某一种或者几种现实的实惠，例如，通过一次考试、获得奖学金、胜任某项工作、提职晋升等。另外，许多研究者（例如，Gardner, 1979, 1985; Dörnyei, 2005）认为，态度是动机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态度指学习者对所学的目标语以及讲这种语言的人的态度与看法，也包括对学习情景的看法。所谓学习情景包括教师、学习材料、课
 堂等。鉴于上述讨论，我们认为动机包括融入型动机、工具型动机和态度三个方面。

2.7.2　学习动机的测量

对于动机的研究，多数人采用Gardner和Lambert（Gardner & Lambert, 1959, 1972; Gardner, 1985）所设计的“态度动机调查量表”（Attitude/ Motivation Test Battery, A/MTB）。该测量表最早是针对加拿大的法语学习者而设计的，后来又有多种语言的版本。该量表共有一百多个问题，包括11项内容：（1）对讲目标语人的态度；（2）对目标语国家的态度；（3）对目标语的兴趣；（4）融入倾向；（5）动机强度；（6）对于学习目标语的愿望；（7）对于学习目标语所持的态度；（8）外语教学评估；（9）外语课堂评估；（10）工具型；（11）外语课堂上的焦虑感等。对动机的测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A/MTB并不一定那么行之有效。有人指出，在回答有关动机的问卷时，受试者可能倾向于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回答（刘润清，1999a）。

2.8　外语焦虑

2.8.1　外语焦虑的定义

如上文所述，焦虑指人的恐惧、忧虑等主观性情感，它可以被视作性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情况下，从焦虑产生的原因来看，它可分为性格焦虑（trait anxiety）、状态焦虑（state anxiety）和情景焦虑（situation-specific anxiety）。性格焦虑是指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容易变得焦虑的较为固定的性格倾向；状态焦虑是指在某个特别的时刻和特定的情景下感受到的焦虑，是一时的不稳定的状态，比如在某次考试之前；情景焦虑可以看作是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具体情形或者某些特别的事件的状态焦虑。外语焦虑主要针对二语或者外语学习者而言，可以被视为一种情景性焦虑。Horwitz（1986）认为“外语焦虑是一种产生于外语学习过程和课堂外语学习相联系的有关自我知觉、信念、情感和行为的独特的综合体”。由于它对语言学习的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被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差异因素而得到了广泛的研究。Horwitz等（1986）指出，外语焦虑包括以下三个部分：（1）害怕得到负面的评价，即负面评价恐惧，其中包括“对于其他人评价的恐惧、回避负面评价和对负面评价的预期（Watson & Friend, 1969:499）”。害怕得到负面评价的学生会担心自己得不到教师和同学的认可，害怕听到别人对自己不好的评价，听到别人对自己的否定评价会感
 到十分的沮丧，想尽量避免受到评价的场合。（2）交际恐惧，是“与他人交流时产生的以害怕或忧虑为特征的焦虑，是害羞的一种反应（Horwitz et al., 1986:127）”。McCroskey（1977）指出，典型的交际恐惧行为模式是回避交际，或者退缩。有交际恐惧的人不愿意参与他人的会话或社交活动。McCroskey等（1985）研究了美国波多黎各大学生在学习西班牙语和英语过程中的交际恐惧和自我认知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对英语能力自我评估低的学生更容易出现较高程度的英语交际恐惧，而在其母语西班牙语学习过程中，这种关系并不存在，这说明焦虑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3）考试焦虑。Sarason（1978）认为考试焦虑是学习者带着恐惧心理来看待考察过程中成效不充分的倾向，也就是因害怕考试成绩不佳而产生的焦虑。Aida（1994）认为，考试焦虑的成因在于学生经历了过多的失败，而回忆中只注意自己失败的经历，从而导致他们在考试之前和考试的过程之中产生负面的、不相关的想法。

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焦虑会对语言学习带来负面的影响，因为学习者似乎需要感到安全和没有压力才能集中注意力学习，但是事实也不尽然。Alpert和Haber（1960）区分了促进性焦虑（facilitating anxiety）和退缩性焦虑（debilitating anxiety）。Scovel（1978）认为，前者激发学习者勇于挑战新的学习任务，在情感上使学习者采取接近、应对行为；而后者则促使学习者逃避新的学习任务，在情感上刺激学习者采取逃避行为。Williams（1991）指出低焦虑状态会产生一种促进作用。而高焦虑状态则会产生退缩作用。可见焦虑未必都是坏事。

2.8.2　外语焦虑的测量

外语焦虑的测量方法很多，可以通过面谈、问卷调查、日记、报告等定性的方法来进行。而在定量研究方面，目前外语焦虑测量普遍采用的工具是“外语课堂焦虑量表”（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 FLCAS），它是由Horwitz（1985, 1986）专门针对学生在外语学习中因碰到困难而可能出现的焦虑进行大量的调查、讨论、分析而设计的，其目的是测量外语学习焦虑的广度和深度。该量表由33个问题组成，包括外语学习焦虑的三个方面，即交际畏惧、考试焦虑和负面评价恐惧，其中29个问题涉及听、说、读、写、语言记忆以及语言处理速度的典型困难。Horwitz等（1991）在对这一量表进行多次实验之后，得出结论：外语焦虑是可以有效而且可信地进行测量的，而且它在外语学习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王才康（2003）通过对中国大学生的外语焦虑实验也进一步表明，FLCAS是一个可靠而且有效的外语焦虑测量工具。

2.9　学习策略

2.9.1　学习策略的定义

尽管关于学习策略的研究数量众多，但是，由于学习策略本身的复杂性，研究者对于这一概念的定义却不尽一致。Stern（1983）指出，学习策略是语言学习者采用的方法的总的倾向和总体特征。Rubin（1987）则认为，学习策略是指有助于学习者自我建构语言系统发展的策略，这些策略能直接影响语言的发展。Weinsten和Mayer（1986:35）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把学习策略定义为“学习语言时的做法或想法，这些做法或想法旨在影响学习者的编码过程”。Oxford（1990:8）所给出的定义则更加关注学习策略使用的目的，指出“学习策略是指学习者为了使学习更加容易、更加迅速、更加愉快、更加自主和更加适应于新的环境而采取的具体行为”。O'Malley和Chamot（1990）则从信息处理的角度出发，把学习策略定义为学习者帮助自己理解、学习、记忆信息的方式、行为和思路。Cohen（1998）认为语言学习策略指学习者有意识或半意识的行为和心理活动，这些内外部活动有着两种明确的目标：其一是使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学习变得更加容易；其二则是为了语言的运用或弥补学习者语言知识的不足。Richards和Platt（1992:209）则把学习策略视为有意识的行为，指出“学习策略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有意识的行为和思想，其目的在于更好地帮助自己理解、学习和记忆新的信息”。针对语言学习策略的不同定义，Ellis（1994:532-533）总结了学习策略的八个特点：（1）策略可以指总的学习方法，也可以指具体活动或技巧；（2）策略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即学习者采用学习策略是为了解决在学习中碰到的一些具体问题；（3）学习者一般都能意识到所用的策略，并能够描述策略的内容，特别是当别人要求他们注意自身活动的时候；（4）策略涉及语言或非语言的活动；（5）语言学习策略能够运用母语或外语执行；（6）有些策略是外部可观察到的行为，有些策略是不能直接观察到的内部心理活动；（7）大部分策略为学习者提供可处理的语言信息，因此对语言学习有间接的影响，但有些策略也可能对学习产生直接的影响，如记忆策略；（8）策略的运用因事因人而异。综上所述，学习策略可以被概括为学习者有效地获取、加工、储存、检索所学语言知识和信息的各种计划、行为、步骤、方法和过程，是学习者为
 了获取学习机会、巩固学习效果、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所作出的种种反应和采取的对策。

在理解学习策略的定义时，还要注意它与学习风格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学习风格又称认知方式，指个人自然地、习惯性地吸收、处理和储存新信息和技能所偏爱的方式，这种偏爱方式可能会受到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影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风格，这种风格就像个人的签名一样，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是由先天和后天因素共同决定的。而学习策略可以随着学习场合、学习任务的改变而改变。Reid（1995）认为，学习风格与学习策略的关系非常紧密，一方面学习风格能够影响学习策略的选择；另一方面学习者也可以通过有意识地使用不同的策略来拓展自己的学习风格，增加自己学习风格的灵活性。Cohen（1998）指出，学习策略不是孤立的，它和学习风格直接相连。因此，具体学习策略的使用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学习风格，而一个人的学习风格又会影响学习策略的运用。

与其定义类似，语言学习策略的分类也不尽相同（例如，O'Malley & Chamot, 1990; Oxford, 1990, 2001; Wenden, 1991; Dörnyei, 2001; Hsiao& Oxford, 2002；等等）。目前，研究者所涉及的语言学习策略可以归为七个大的类别：（1）认知策略，指学习者对于学习材料直接进行处理的各种方式，如推理、分析、记笔记、合成等；（2）元认知策略，指学习者用于对自己心理过程进行了解与评估的行为，对于认知策略起着监控和评价的作用，如了解自己的倾向与需求、预先组织计划、监控错误、集中注意力、自我管理、自我监察、自我评估等；（3）记忆策略，指学习者用以储存与提取新的信息的技巧，它有助于学习者把一个学习项目或者概念与其他的项目与概念联系起来，但并不一定参与深层的理解，如运用内在联系、运用语音的相似性、利用图像、利用相关动作和关键词等；（4）补偿策略，指学习者用以弥补自身的语言知识缺陷的行为，如运用上下文的线索进行猜测、利用认识的词来描述生词的意义、利用手势等；（5）社会策略，指在语言学习过程中需要他人参与的行为，学习者通过与他人之间的互动学习语言，理解目标语的文化，如主动提问、请求对方进一步澄清、与本族语的人交谈、探究目标语的文化与社会规范等；（6）情感策略，它帮助学习者控制自己的情绪，如评估自己的情绪和焦虑程度、谈论自己的感觉、减缓焦虑、控制学习情绪等；（7）自我激励策略，它有助于学习者提高自己的学习动机水平，如自我鼓励、放松、思考、消除学习过程中的不良影响、创造正面影响等。


 通过对上述七种学习策略的介绍，我们不难发现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补偿策略更多地与语言的使用相关，与语言学习本身没有多大关系（Dörnyei, 2009），而语言的使用和语言学习属于两种不同的过程，因此，把补偿策略视为一种学习策略是不合适的，容易造成概念的混乱（Ellis, 1994:539）。第二个问题在于“把认知策略和记忆策略分割开来，似乎它们是具有同等地位的相互独立的学习策略类型”（Dörnyei, 2009:168）。实际上，记忆策略就是认知策略的一种，Purpura（1999）的研究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应该把记忆策略归入认知策略之中。第三个问题在于情感策略和自我激励策略也有许多重叠交叉的成分，因此，两者也可以结合起来，统称为情感策略。鉴于上述问题，Dörnyei（2009）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具有一定概括性的分类方式，其中包括四种学习策略：（1）认知策略，指学习者对学习材料的组织与转化；（2）元认知策略，指学习者对自己学习过程的分析、计划、评价、监控与组织；（3）社会策略，指学习者旨在增加自己使用目标语言进行交际的行为；（4）情感策略，指学习者对自身情感状态的控制与管理。在本项目研究中，我们也采用这一分类方式。

2.9.2　学习策略的测量

语言学习策略是学习者用来改进语言学习过程，以期取得更好学习效果的行为。很多策略是可以观察到的，例如，我们会发现许多同学在听课时记笔记以便于更好地复习，也有同学在阅读一篇文章之前先回顾一下与此文章主题有关的内容。还有一些策略是不能直接观察到的内部心理活动。目前被广泛采用的学习策略测量方法包括标准测量量表、有声思维（think-aloud protocols）和反思日记（reflective journals）三种。

在语言学习策略研究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标准测量表是由Oxford（1990）编制的自陈式语言学习策略量表（Strategy Inventory for Language Learning, SILL）。在使用标准测量表时一般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要求受试根据自身的情况，就调查问卷中的问题作出相应的回答。该量表的设计以她对学习策略的分类为依据，有6个分量表，共50个项目，分别测量学习者所使用的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记忆策略、补偿策略、情感策略和社会策略；量表采用李克特（Likert Scale）5点记分法，依据所提出的问题，被试可以选择完全不符合、通常不符合、有时符合、通常符合和完全符合五个选项。该量表的最大优点在于其可靠性和有效性。Oxford（1996）本人
 的研究表明，SILL用于第二语言和外语学习者时，其信度在.86和.91之间。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把该量表翻译成自己的母语使用，信度会更高，可以达到.91到.94之间。

由Mokhtari和Sheorey（2002）设计的阅读策略调查表（Survey of Reading Strategies, SORS）集中测量学习者在阅读过程中所采用的元认知策略。该量表以用来测量本族语者阅读过程中采用的元认知策略的元认知意识量表（Metacognitive-Awareness of Reading Strategies Inventory, MARSI）为基础，充分考虑了第二语言和外语学习者的情况而制定。它主要测量三种类型的阅读策略：整体阅读策略（如清楚阅读的目的、利用语境猜测生词的词义、确认或否认预测等）、解决问题策略（如调整阅读的速度）和支持策略（如在阅读的过程中记笔记、标注文章中的重要思想等）。

有声思维是在产品设计开发、心理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收集数据的方法。在有声思维的过程中，要求受试者把其在进行某一专门的任务过程中所看到的、想到的、做到的和感觉到的都说出来，以便研究者获得受试在完成这一任务过程中有关心理活动的第一手资料。有声思维也被广泛地应用于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之中，该方法可以使研究者深入地研究语言学习的过程，从而了解受试者在这一过程中使用了哪些策略，以及这些策略的先后次序。有声思维与口头报告（verbal report）具有密切的关系。Cohen和Scott（1996）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口头报告：自我报告、自我观察和自我揭示。自我报告就是对一些典型行为的陈述，对于调查问卷中问题的回答就是自我报告的一种形式；自我观察需要与语言任务的完成过程同时进行，或者在其后很短的时间之内进行；自我揭示是指那些在完成语言任务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想法的原始材料，而有声思维即属于这一种。有声思维的研究方法一般采用访谈的方式进行。Cohen和Aphek（1981）认为访谈进行的最佳时间是在事件刚刚完成之后，而不是在事件的进行过程中去打断受试，询问他们正在思考的内容。Cohen和Hosenfeld（1981）还提出了一种访谈的模式，其中包括三个部分：（1）活动，包括有声思维和自我观察两种，使受试者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并在一定程度上分析自己的思想；（2）时间，有声思维要在事件完成后最短的时间内进行，而自我观察可以稍后进行，但是不能太晚；（3）内容，即访谈的主题。

反思日记被用来帮助学生反思自己的学习行为。在通过反思日记研究学习策略的过程中，学习者被要求把他们的想法、感觉、学习所得、问题、策略和印象都记录下来，从而使他们了解自己的语言学习过程，成为“参
 与的观察者”（participant observers）。Riley和Harsch（1999）曾经研究了日本的英语学习者策略使用的情况，他们所采用的主要测量工具之一就是策略日记。策略日记被用来发现学习者的策略意识、学习策略的发展过程和使用情况，以及在教师指导下的反思对于语言学习策略发展的影响。

2.10　努力程度

Gardner（1985）认为，努力程度是语言学习动机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认为应该把它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差异变量，其理由在于以下两个方面：（1）努力程度与动机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Walker et al., 1977; Naylor et al., 1980）。前者是指学习者学习行为的强度，属于具体行为的层面；后者则更多地属于心理层面。（2）外语学习历来强调学习者要付出相当的努力，它很可能会对学习成绩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衡量学习者的努力程度：（1）学习者在外语学习上所花费时间的长短，这直接反映了学习者的努力程度；（2）克服学习中遇到困难的决心；（3）持续进行外语学习的毅力。

2.11　小结

在本章中，我们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成果对学习者个体差异各种构成要素的定义、内容以及测量方法进行了讨论，并确定了学习者个体差异的核心要素及其构成成分，它们是：（1）语言学能，包括语音编码能力、语法编码能力和机械记忆能力；（2）性格，包括精神质、神经质和内外向三个方面；（3）学习观念，包括自我效能观念、学习本质观念、语言学能观念、学习难度观念和学习策略观念；（4）学习风格，包括听觉型、视觉型、动觉型和触觉型；（5）动机，包括融入型动机、工具型动机和态度；（6）外语焦虑，包括考试焦虑、交际恐惧和负面评价恐惧；（7）学习策略，包括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社会策略和情感策略；（8）努力程度，包括克服困难的决心、坚持学习的毅力和所付出的学习时间。这些因素将成为整个项目研究的核心内容。







[1]
 　本部分的写作主要参考了Dörnyei & Ryan（2015）的相关内容，特此致谢。


[2]
 　范畴宽度（category width）：指有的人倾向于把许多项目归于一个范畴之下（即使其中的某些项目并不真正属于这一范畴），还有的人则倾向于把本来属于一个范畴之下的项目排除在该范畴之外。范畴宽度与外语学习具有一定的关系，范畴宽度大的人倾向于犯过度概括化的错误，而范畴宽度小的人则有可能概括出过多的规则。


[3]
 　在后面几章以及本书附录还有关于各种测量工具的具体内容介绍，为了避免重复，本章只对个体差异的测量工具做概括性的介绍。


[4]
 　元认知知识（metacognitive knowledge）：指不同类型的学习所涉及的心理过程的知识。






 第3章

动态系统理论与二语习得研究

Larsen-Freeman（1997）首先在应用语言学领域提倡动态系统理论，并把它引入二语习得的研究之中。她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复杂系统：语言是动态的，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语言是复杂的，具有众多的相互影响的子系统，如语音、词汇、句法、文本等；语言又是非线性发展的，在很多情况下是混沌不可预测的。二语习得是认知与社会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其中众多的相关因素决定着二语习得的发展过程。语言学习不仅仅是学习语音、词汇、语法、句型、语篇等语言要素本身，还要考虑语境和个体差异等外围的因素。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语言学习者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动态发展的子系统，该子系统又包含许多分系统，每个分系统之内又包含许多的构成要素，这些要素和分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动态系统理论的引入极大地促进了二语习得的研究，它在带来新的视角和思路的同时，也引起了相关领域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的巨大变革。在本章中，我们首先介绍动态系统理论的核心思想及其方法论，然后讨论该理论给二语习得研究所带来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综述在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所进行的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

3.1　动态系统理论

3.1.1　动态系统理论的核心思想

动态系统理论（Dynamic Systems Theory, DST），又被称为复杂系统理论（Complex System Theory, CST）、混沌理论（Chaos Theory）、协同理论（Synergetic Theory）或者自组织系统理论（Self-organizing Theory）。该理论的发展起源于数学中对于双摆系统的描述，在该系统中，一个摆的一端连着另一个摆。尽管这一系统只包括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变量，但是却
 呈现出极其复杂的行为表现。
[1]

 一个动态系统的主要特点在于它的动态性，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可以用公式x
 (t
 +1)
 =f
 (x
 (t
 )
 )来描述，也就是说在t
 时间点的状态x
 总是被不断地转化为下一个时间点t
 +1的状态，这说明“任何一个具有两个自由等级的方程式会因为它与其他系统的相互关联而形成一个复杂系统”（de bot et al., 2007:7）。动态系统理论本来是一种纯数学的范式，最初的目标是用来解释复杂系统的发展状况。但数学范式往往代表着一种通用的逻辑，因此它应该具有广泛的普遍意义，可以被应用于各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例如，它可以被用于天文学之中，用以解释月球在太阳、地球和其他星球影响下的运动规律；它还被应用于许多实践领域，如心跳的控制或者石油的勘探。随着其在不同学科中的应用，也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定义，但是这些应用的共同点在于动态系统理论是用来研究那些变化方式难以预测的现象。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它主要强调事件关系的重要性，强调系统内各元素间的关联性。其核心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动态性与完全相关性。Baranger（2002:7）指出，“任何一个具有随着时间而变化的配组的系统就可以被称为动态系统”。动态系统理论首先强调系统会随着时间而不断地发生变化（de Bot, 2008）。在现实世界里，没有任何事物是静止不变的，一个复杂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及其构成要素也是如此，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与此同时，各个子系统及其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在不断地变化，动态性一直贯穿于系统发展的始终（Larsen-Freeman & Cameron, 2008）。复杂系统理论认为，即使是在一个系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即所谓的“引子状态”）之下，它仍然处于某个持续变化的状态之中，并和其他相关联系统保持随时变化的状态。换言之，稳定状态不是静态的，只是处于变异过程的不同阶段而已（王涛，2011）。因此，对于动态系统的研究关键在于其过程，而不是状态。

动态系统内的子系统或者其构成要素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这种关联使得整个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而起作用，任何要素都不能脱离系统而单独存在。在动态系统内部所有的变量都是相互关联的，一个变量的变化都会对系统内其他所有的变量产生影响（Pienemann, 2007）。完全相关性并不意味着一个系统内部的关联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有些关联的强度是比较大的，还有些关联则比较松散，两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较小。de Bot和
 Larsen-Freeman（2011）以下图为例来说明动态系统的完全相关性。图3-1描述了在三个时间点上，学习成绩与语言接触、态度／动机和策略使用之间的互动关系。从第一个时间点到第二个时间点，学习成绩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变化要受到第一个时间上其他学习成绩、态度和动机、语言接触和语言意识的影响。而学习成绩的变化也会反过来影响这些因素，因为学习成绩的提高可以带来态度和动机、策略使用等方面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会进一步影响学习成绩从第二个时间点向第三个时间点的转变。




图3-1　语言学习的动态系统互动示例（de Bot & Larsen-Freeman, 2011:11）


二、复杂性。复杂性是动态系统的核心特点之一，这也是为什么该理论又被称为复杂系统理论的原因。一个动态系统中包含众多的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又可能包含多个分系统，每个分系统又要包含多个构成成分，系统与系统之间、子系统与子系统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且它们又都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另外，子系统、分系统、甚至构成要素本身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复杂系统，这也进一步增强了动态系统的复杂性。以语言为例，语言系统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语言
 系统由许多内嵌的子系统组成，每个系统永远都是另一个系统的组成部分。语言系统本身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子系统，而每个子系统之内又包含更小的子系统（de Bot et al., 2005）；第二，这些子系统之间彼此交互作用。“一个系统的变化会导致其他系统的变化”，而高层系统的“整体行为从子系统的交互作用中浮现出来。这样，对每个子系统的描述只能告诉我们子系统如何，并不适合语言整体”（Larsen-Freeman, 1997:143）。因此，动态系统理论主张充分考虑系统的复杂性，要从整体上研究语言，因为“要孤立地把某个因素的确切作用剔除出来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也永远不能确切地预测某个特定的因素是如何影响某个特定的学习者，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到底涉及了哪些因素，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因素是交互作用的”（de Bot et al., 2005:3）。

三、非线性。一个动态系统不能被视为其子系统及其构成要素的简单之和，因此动态系统不能按照简单的叠加原则进行运作，而是非线性的。所谓非线性是指在这个系统中，结果和原因是不成比例的。某些小变化可能会产生大的影响，而某些大的变化则有可能被系统所吸收而不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原因未必必然导致结果的发生。这有别于传统线性系统所认为的某个力量形成的原因会产生同等力量的结果。Bak（1997）用沙堆效应来描述系统的自组织功能和随时间变化发生的临界性（转引自王涛，2011），也可以用来说明非线性的因果关系。把沙粒堆到桌面上，形成一个圆锥形的小沙堆，我们不断地往沙堆上撒沙子，随着沙粒的增加，沙堆的坡度会逐渐增大，在到达某个临界点时，只要再撒一粒沙子就可能会导致沙堆的坍塌。这样，撒落的沙粒和坍塌之间就呈现出非线性的因果关系。动态系统的非线性与系统的完全相关性具有密切的关系。一个系统所包含的要素越多，系统内部所包含的互动关系也就越复杂，我们就更加难以预测系统的变化规律。

四、对初始状态的敏感性。表面上混乱无序的现象实际上隐含着深层次规律性的特殊运动形态，它的特点是对于系统的初始状态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在系统初始任何一点点的细微变化，甚至是偶然随机的变化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很有可能会引起系统后期巨大的变化，导致一个难以预测的结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Lorenz教授在进行长期的天气预报实验过程中发现，仅仅在初始的数据中四舍五入掉一位小数，实验结果中所表明的几个月后的天气状况就大不相同：一个是万里无云；另一个是电闪雷鸣。他在1972年美国科学发展学会第139次会议上宣称“巴西的亚马孙丛林
 中一只蝴蝶轻轻地扇动几下翅膀，就会在美国的得克萨斯州掀起一场龙卷风”，其原因在于蝴蝶扇动翅膀的运动，导致其身边的空气系统发生变化，并产生微弱的气流，而微弱的气流的产生又会引起四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引起一个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其他系统的极大变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种现象也无处不在。西方的一首民谣说：“丢失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这一民谣就形象地说明了动态系统对于初始状态的高度敏感性，仅仅是一个钉子的丢失就有可能引起一系列的变化，从而对后期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汉语中常说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也说明了动态系统对初始状态的敏感性。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同一个班级的学生，有相同的教师，使用相同的教材和同样的教学方法，但是最终学习结果却大相径庭，其原因很可能就在于学习者之间的一些细微的差别。

五、系统的自组织性。在动态系统理论的视角之下，系统的变化与发展不仅来源于与外部变量的互动，也来自于系统内部的自我组织性。所谓自我组织性是指“存在于开放、动态的系统内，模式与模式变化的一种自发产生”（Kelso, 1995:3）。由于系统内部各种变量都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整个系统总是处于内部各个子系统及其构成要素的不断变化和相互适应的过程之中。语言是一种自我组织、自我适应的系统，子系统的交互作用会引起自我组织。除此之外，一个动态系统又是开放性的，需要不断地从环境中汲取能量，外部因素通过和内部因素的交互作用也可能引起系统的重组，从而使得一个系统不断地从无序状态转变为有序状态。语言习得与学习的过程也是如此。van Geert（2003）认为，语言习得和其他发展中的现象一样，是一种自我组织的过程，语言对外部输入进行反应，并通过自我组织引起复杂语言系统的浮现。

3.1.2　动态系统理论与信息加工理论

动态系统理论为二语习得研究带来了一种新的视角和研究思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二语习得的研究主要以信息加工理论为基础。信息加工理论把人看作是一个信息的处理器，而对二语习得以及语言的处理就是一个信息处理的过程，包括信息的输入、编码、加工、储存、提取和使用。具体到学习的过程，美国教育心理学家Gagne提出了信息加工的学习理论（如图3-2所示）。





图3-2　学习的信息加工模式（转引自冯忠良等，2010：125）


由图3-2我们可以看出，学习的过程可以被视为信息流在不同的处理器之间进行流动的过程。首先，学习者从环境中接受刺激，刺激进入到感受器之中，并转化为神经信息，这些信息进入感觉登记（又称感知记忆），这是非常短暂的记忆储存，在这一过程中，有些信息被登记了，有些则很快就消失了。登记下来的信息进一步进入短时记忆，短时记忆的容量非常有限，一般只能存储7个左右的信息项目，一旦超过这个数目，新的信息进来，就会把原有的信息赶走。当进入长时记忆时，信息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要经过编码的过程，也就是需要采用各种方式把信息组织起来。当使用信息时，需要经过检索提取信息，被提取的信息可以直接通往反应发生器，从而产生反应；也可以再回到短时记忆，对该信息的合适性作进一步的考虑，结果可能是进一步寻找信息，也可能是通过反应发生器作出反应。王涛（2010）指出，信息加工理论对二语习得和语言处理基本认识的影响包括以下四点：（1）语言的处理的内容是相互独立、互不联系、不受语境约束的符号，而符号又独立于语言的使用之外；（2）语法规则支配词的使用，词汇是被支配的对象，它们对规则的使用没有影响；（3）词与句子都是静态的，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4）造句如同砌墙，词汇如同砖块，规则就是灰泥，负责把词汇联系起来。Elman（2004）认为，采用信息加工理论来解释语言的处理和二语习得的过程是不妥的，因为语言的表征不是静态的、脱离语境的，而是具有高度的语境敏感性，会随着语言使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体现语言处理和二语习得的决定性因素应该是时间。因此，动态系统理论在解释语言处理和二语习得方面要比信息加工理论更具合理性。


 Shanker和King（2002）用传真机和跳舞两个比喻来说明信息加工理论和动态系统理论之间的区别。信息加工理论的核心思想如同两台相互交换信息的传真机，一台发出信息，另一台接收信息。发出的信息首先要经过编码，而接收的信息则要经过解码。因此，两台传真机使用同样的编码发送和接收信息。其交际的特点是双方均按照事先约定的规则轮流给对方发送信息并加工接收的信息。动态系统理论的核心思想则如同跳舞。在两个人跳舞的过程中，双方的舞步需要相互配合与协调，舞步的选择不是事先确定而是需要双方依照当时的具体情况，根据双方的变化而定。而且随着时间的延续和其他对舞伴的加入，这种多重的互动形式就会变得愈加复杂，愈加无法预测。再加之音乐、节拍、表情等多种因素，这种互动形式就形成一种复杂的多模态的结构。在跳舞的过程中，舞者的行为是不断变化的，即使是完美的舞伴之间也会出现错步，但是双方通过不断地调整与适应，彼此能够心领神会、天衣无缝地互动同步。

3.2　动态系统理论的方法论
[2]



3.2.1　总体方法论

动态系统理论不仅改变了人们对于二语习得的一些基本认知，而且对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也是一种超越。这种改变首先表现在对研究假设的性质的认识（Larsen-Freeman & Cameron, 2008），也就是我们该如何理解与解释所研究的对象。动态系统理论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系统，在此理论框架下所进行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整个系统的行为，而非系统的具体构成要素，因为系统要素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协调的，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通过研究具体构成要素的性质与作用来解释整个系统的行为。Larsen-Freeman和Cameron（2008）也借用了Bak（1997）所描述的沙堆效应来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总体上描述沙堆的变化，包括不断地增加沙子会导致沙堆坍塌这一事实以及沙堆的具体形状和大小等，这些都属于对整个沙堆的整体描述，但是，我们却无法知道具体的某个沙粒的行为与作用。这一观点与传统科学研究中的还原论（reductionism）具有明显的不同。所谓还原论，又称优约论、简化论，是一种哲学思想，认为复杂的系统与现象可以化解为各部分的组合来加以描述和解释。还原论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例如，现代物理学借助于这一理论把世界的存在归于基本粒子及其相互作用；生物学家相信分子水平或者更低水平的研究将揭开生命的全部奥秘。长期以来，还原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复杂的心理现象可以通过对其构成要素的研究而得到描述和解释。但是，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仅仅研究构成要素是不够的，因为人们更感兴趣的是这些要素是如何相互影响而产生新的行为模式的。在不了解研究对象整体行为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完全、彻底地认识单个构成要素的行为；即使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也无法了解这些要素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它们是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对整个系统的行为产生作用的。当然，我们可以在变化发生之后采用回溯的方式来描述系统和行为，这的确是在动态系统理论框架下研究语言发展的核心任务（Larsen-Freeman & Cameron, 2008）。在二语习得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最有可能观察到的是已经发生的变化。Byrne（2002）指出，这是一个系统所留下的痕迹，基于这些痕迹我们就可以重建系统的构成要素、它们之间的互动以及系统变化的过程。

动态系统理论对于研究方法的影响也体现在分析与解释的逻辑上，即因果关系的建立上。传统的研究方法认为，一个事件导致了另一个事件的发生，两个事件之间就构成了因果关系。而且这种因果关系的确定一般是以它们发生的时间先后为依据的，一个事件发生在前，随之而发生的事件往往被认为是前一事件的结果。这一因果关系具体到研究设计上就是变量的设定。在一项科学研究中，变量一般被分为因变量和自变量两种类型。自变量是指能够影响其他变量发生变化，而又不受其他变量影响的变量。自变量一般是由研究者操控、掌握的变量，是对所研究现象的一种解释，即所谓的“因”。而因变量是指因为自变量的变化而产生的现象变化或结果。因变量一般是我们所希望解释的现象，是被测定和记录的变量，即所谓的“果”。在还原论的研究范式之下，研究者建立因果关系的常用方式是寻找一个关键的要素，“从一个因果链上去除该要素就会导致结果的改变”（Gaddis, 2002:54）。在这种因果观的指导下，“一个成功的（研究）项目是利用很少的发现来解释很多的事情。其目标是利用单个的可解释变量（即自变量）去解释无数关于因变量的观察结果”（Gaddis, 2002:55）。Gaddis（ibid.）又进一步指出，“还原论就意味着自变量的存在是确实的，而且我们明确知道它们是什么”。但是在一个动态的系统之中，由于构成要素的密切关联性以及系统行为对初始状态的敏感性，我们很难确定到底是哪一个因素导致了整个系统行为的改变。另外，从要素之间的完全相关
 性来看，一个系统内部的变量之间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因此，我们很难确定哪一个因素是自变量，哪一个因素是因变量。Byrne（2002:31）指出，这种以变量为核心，把某些变量视为原因性的、决定性力量的解释方法是错误的。他明确地说：“让我们清楚而彻底地意识到，变量并不存在，他们不是真实的。真实存在的是复杂系统，其中子系统包含其中，它们通过社会的和自然的途径相互连接，而且会因为个体的和社会的行为影响而不断地变化。”尽管Byrne的观点看起来有些偏激，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动态系统理论对于传统的分析逻辑的影响。在动态系统理论的框架内，研究者应该更加关注系统的变化，其中包括系统的自我组织以及涌现的现象，而不是个体的变量。对于系统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Larsen-Freeman和Cameron（2008）使用“互适应”（co-adaptation）的概念。互适应是一种相互的因果关系，其中一个系统的变化会相应导致与之相关联的系统的变化，这种相互的影响会一直持续下去。也就是说，几个因素之间不是简单的一个因素导致另一个因素的变化，而是以多种方式互相影响，互为因果。van Geert和Steenbeek（2008）以智力的构成为例说明了这一互适应的现象。他们指出，在智力的构成中存在着一种叠加的现象，即同一现象中同时包含着两个互不相容的特点。智力“一方面几乎完全是由环境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又几乎完全是由基因所决定的”（p.74）。那么该如何消除这一明显的悖论呢？他们认为我们只要采用动态系统理论的视角就能做到这一点，“基因和环境应该被视为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复杂步骤链条上的两个部分，而不应把它们看作两个相互独立的、单独作用于发展的变量”。

Gaddis（2002）认为，在动态系统理论的视角下，因果关系应该被看作为视情况而定的，而非明确的。换言之，我们要得出的是特殊情况下的概括性原则，而非通用的原则。我们可以对系统的趋势和行为模式作出判断，但是不能超越具体的时间与地点。Larsen-Freeman和Cameron（2008）使用教学方法的有效性来说明这一问题。一个教学方法是否有效要完全视情况而定，这要取决于班级内学习者的学习目标和特点，也要取决于这个班级所处的学校和社会的环境，还要取决于这一方法所采用的具体时间，等等。他们指出（Larsen-Freeman & Cameron, 2008:203）：“通过对因果概念的解构，复杂理论的视角消除了这一传统的观念，即一个好的理论必须能够很好地描述、解释和预测。与以往社会科学家和应用语言学家跟随自然科学家的研究去探索一些静止的规律和规则不同，我们面对的是趋势、模式和偶然性。与因果的变量不同，我们有相互连接和自我组
 织的系统，它们互相适应，不但会呈现出突然的不连续性，而且会涌现出新的模式和行为。复杂理论的应用在于它能较好地描述这一系统、它的构成要素、它们的偶然性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而区分出这些关系并描述它们的动态变化是采用复杂系统理论进行研究的关键性任务。”

在动态系统理论的指导下开展二语习得的研究，对数据的收集以及解释也会与传统的研究有所不同。数据是整个研究的基础，在一个研究设计中，最能体现理论基础对具体研究方法影响的就是对数据性质的认识和数据的收集方法。Larsen-Freeman和Cameron（2008）认为，与传统的研究相比，动态系统理论对于数据的收集和解释会在以下三个方面带来重要的影响：

一、稳定性与变异性。动态系统理论强调系统的动态性，但是也不忽视系统在变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稳定状态。在复杂系统的演变过程中，它会经历一系列的状态空间，会偏好于或者被某些空间区域所吸引（即所谓的引子），进入引子状态，从而呈现出稳定的态势。即便如此，整个系统仍然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之中，因为该系统的构成要素之间的互动没有停止，而且这些要素也会受到与之相关联的系统的影响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因此，稳定是相对的，而变异则是绝对的，在稳定之中往往隐含着诸多的变异因素，而稳定性和变异性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为整个系统的变化提供有用的信息。在传统的研究中，研究者更感兴趣的是稳定的特质，而把很多变异的表现视为“噪音”，或是测量误差造成的（van Geert & van Dijk, 2002），有时研究者会把它们视为无效数据而在数据分析中不予考虑，有时会通过简单的平均算法而把这些变异消除掉。而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观点来看，这些变异具有重要的价值，因为变异是系统行为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系统从一个状态向另一个状态转化时，变异的价值更为重要，它们是系统发展的标志。变异性以及它与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两种方式进行测量（Larsen-Freeman & Cameron, 2008）。第一种方式是把变异性的程度视为“行为引子强度的指数”（Thelen& Smith, 1994:86-87），如果变异性的程度增加，与此同时稳定性降低，那就说明系统正处于一个向新的状态转变的过渡阶段。第二种方式是采用对系统进行干扰的方式，看它是否能够轻易地偏离目前的稳定状态。一个系统越是稳定，在经过干扰之后它越会容易回到稳定状态；如果一个系统不太稳定，尤其是当它处于转变的过渡期时，一点很小的干扰就会打破它的稳定状态（Thelen& Smith, 1994）。


 二、环境。动态系统理论更加强调环境与系统的互动作用。环境主要包括物质、社会、认知和文化四个方面，它们都是与系统密不可分的（Larsen-Freeman & Cameron, 2008）。Goffman（1974）认为，不能单纯地把环境视为围绕着系统的一些周边因素，而应该把它们看作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即环境因素。Thelen & Smith（1994:60）指出，系统对于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而且会通过“软装配”（soft assembly）的过程进行调适。例如，由骑马人和马所构成的快速行驶的复杂系统中，马需要根据骑马人的位置、风向与风速、以及自身的身体状况不断地调整自己，这一过程就是软装配。在应用语言学领域，语言的使用过程也可以被视为是语言资源根据具体使用任务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软装配的过程。语言学习和语言使用活动的环境包括学习者的认知环境（即包括记忆在内的认知能力）、文化环境（如在学习者所处的文化中教师和学生应该充当的角色）、社会环境（包括与其他学习者和教师之间的关系）、物质环境（如教学设施、教材教辅等），等等。这些环境因素都可以被进一步看作是一个动态系统。

三、套嵌的层次与时间尺度。动态系统理论强调系统的复杂性，而造成这种复杂性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系统中又套嵌着许多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从宏观到微观，居于不同的层次，并且相互连接，协同作用。因此，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需要特别注意系统构成要素的层次性。除此之外，研究者还应注意测量的时间尺度。在应用语言学领域，时间尺度可以是几秒钟（如大脑神经的变化），可以是几分钟（如课堂活动的变化），也可以是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如学习者个体差异系统），这些都要依据具体的情况而定。另外，即使是同一个系统，处于不同层次的要素的时间尺度也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处于微观层次的变量所需的时间尺度要相对短一些。

3.2.2　具体的研究方法

Larsen-Freeman & Cameron（2008:206）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角度提出了8个方法论的基本原则：（1）具备生态的有效性，要把环境因素作为系统组成部分加以研究；（2）重视系统的复杂性，要把所有的可能对系统产生影响的因素考虑在内；（3）以自我组织、反馈和涌现为核心概念，考虑各个变量之间的不断变化的关系以及系统的动态过程；（4）采用互为因果的逻辑，而不是建立简单的、大概的因果关系；（5）克服原有的二元分析法，如习得与使用、语言能力与语言行为等，要更多地考虑互适应和软装
 配；（6）重新考虑分析的单位，识别群体性变量（即那些具有多种要素或者多个系统互动特征的变量）；（7）避免层次和时间尺度的混淆；（8）把变异性视为系统的核心特征。在上述八条原则的基础上，Larsen-Freeman & Cameron（2008）提出了七种具体的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在这里我们只介绍其中的六种：

一、人种学研究方法（ethnography）。人种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现代人种的划分、起源、演变、分布、体质特征，并探讨人种与自然环境、生活条件的关系。人种学研究方法又称实地研究或者田野研究。在进行研究之前，研究者不可能预先假设一个民族是如何生活的、有什么信仰、他们的喜好是什么，只有在研究者实地考察之后才能有所了解。人种学研究方法首先强调研究的情境性。研究者观察在自然情境下正在发生的情况，并且要求所有的资料都必须在收集资料的环境和情境中得以解释。它还强调要以整体和全局的观点去看待问题。每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初看上去是零乱的，但事实上它们构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对它们了解的越深，其意义也就越完整；如果只从部分看，或者把它们拆解开来，就失去了意义；而且意义也只有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才能体会到。因此，人种学研究要求研究者重点关注整个情境，并且由此形成整体观念，而不是把注意力分散在细枝末节上。由此可见，人种学研究方法与动态系统理论的基本观点具有许多的相通之处，它研究的是真实的人在真实人类环境中的互动，而不是像实验、定量研究方法那样简单地把个体平均化。另外，人种学研究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系统。Agar（2004:19）指出：“在你一开始研究之前，你并没有什么想法。你会学会如何使用自己以前不知道的知识、以正确的方式向正确的人问正确的问题。你会发现某些数据会以一些你原来从未想到的方式相互关联。……传统的研究禁止这样做，而人种学研究则是如此。”当然，人种学研究方法也与动态系统理论有差别之处。因此，Larsen-Freeman & Cameron（2008）认为应该对此方法的客观性标准作一些调整。在人种学研究中，研究者的一个基本认识是：只要方法应用得当，研究者就可以作出客观的描述和解释。而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客观性是很难达到的，因为整个系统对初始状态具有很强的敏感性，而研究者本人就是初始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不同的研究者对同一现象的研究往往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二、动态的实验设计，包括形成性实验（formative experiment）、基于设计的研究（design-based research）和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在
 人种学研究方法中，研究者需要身临其境，甚至作为研究对象中的一员去观察研究对象，它强调研究的情景性，并且要求以全局和整体的观点来看待问题。但是，如果把这一方法应用于教育领域，研究者就难以发现影响某一个教育项目或者教学方法成功／失败的因素，自然也就难以发现教学方法与相关因素的互动（Reinking & Watkins, 2000），而形成性实验可以有效地弥补这一缺陷。形成性实验多用于教育研究领域，用于研究在某种教学方法或者教学内容等的影响下，学习者在知识、技能和品格等方面的变化。“在形成性实验中，研究者设定一个教学目标，并根据材料，组织或干预变化来找出使得目的得以实现的各种因素”（Reinking & Watkins, 2000:388）。它把形成放在第一位，把研究放在第二位，是在教育的过程中研究教育。因此，该研究方法强调教学实施的动态性，并且利用了互适应和软装配的概念。形成性实验的基本理念在于一个系统的变化会导致其他相关系统的变化，因此，研究的目标在于发现系统的潜能，而不是具体的状态，即是要描述影响变化的各种因素所构成的网络系统以及它们与教学目标的互适应过程（Larsen-Freeman & Cameron, 2008）。

另一个与动态系统理论相吻合的研究方式是基于设计的研究，也被称为设计实验（design experiment），是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学习科学研究领域兴起的一种研究范式，它与Simo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设计科学”概念以及这一概念所包含的设计思想在学习研究领域的广泛传播具有很大的关系（王文静，2009）。Simon（2004：103）认为，凡是以“将现存情形改变成期望情形”为目标而构想行动方案的人都在搞设计，而“由于人的行为复杂性也许大半来自人的环境，来自对优秀设计的探索……在相当程度上，要研究人类便要研究设计科学。它不仅是技术教育的专业要素，也是每个知书识字人的核心学科”（p.129）。倪小鹏（2007：14）指出：“基于设计的研究可以定义为：在具体的教学情景中，分析具有普遍性的教学问题，设计具有教学理论特征的教学干预，并通过不断应用、评估、修正的渐进过程来探索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和理论解释。”王文静（2010）在总结与概括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设计的研究的9个环节：（1）从寻找一个有意义的障碍开始，这个障碍应该是大家所面临的普遍问题；（2）研究者兼具设计者和实践者的双重身份，在真实的情景中与教育实践者共同合作；（3）整合教与学的理论，以保证实践背后具有一套稳定的理论框架来支撑设计和实施的过程；（4）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与分析，并结合找出的障碍形成研究问题，阐述研究的理论目标和实践目标；
 （5）设计一个教育干预方案，并将这个方案放置于真实的教育情景中进行检验；（6）对教育干预方案进行实施与修订，并如实记录整个过程的演进路径；（7）应用形成性评价的方式对教育干预方案的影响进行评估，并发展出更加成熟的干预方案；（8）对整个过程进行迭代循环，发展出更具潜力的设计；（9）撰写基于设计的研究报告。Barab（2006:155）指出，在复杂的学习环境中，人们很难通过实验设计的方式来检验某个或者某几个变量所产生的结果，而基于设计的研究“采用迭代的方式不断变化学习环境，以应付这一复杂性，从而获得这些变量效果的证据，并循环地应用于今后的设计之中”。基于设计的研究把传统研究中对实验结果的关注转移到学习过程上，而且在整个的研究过程中教师可以对课堂上所发生的事情灵活地反应，而不像以往那样必须要循序一系列的实验规程。

行动研究也是一种在动态系统理论框架下值得考虑的研究方法。它是行动实践者为了改进工作质量，将研究者和实践者、研究过程与实践过程结合起来，在现实情境中通过自主的反思性探索，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研究方法。教育行动研究是在实际情景中，由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共同合作，针对实际问题提出改进计划，通过在实践中实施、验证、修正计划而得到研究结果的一种研究方法。它的基本特征可以简单地概括为：（1）为行动而研究，以提高行动质量、改进实际工作、解决实践问题为首要目标；（2）在行动中研究，强调教学行为与科学研究相结合，强调行动过程与研究相结合；（3）由行动者研究，专家（或传统意义上的“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一起合作，共同进行研究。研究的问题由专家和实际工作者一起协商提出，并共同确定研究结果的评价标准和方法。行动研究也是以系统为对象，其目的在于发现各种可能性，而不是追求传统研究的预测。在行动研究中，研究者不再作为一个外部的实验者，而是集研究者与实践者为一身，他们会有意识地把传统意义上的“噪音”引入研究之中，以观察它们所引起的结果。

三、纵向、个案、时间序列方法。纵向是指在一段相对长的时间内对同一个或同一批被试进行重复的研究，尤其适合于个案研究。Larsen-Freeman & Cameron（2008）认为，在采用此类方法时要特别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1）时间尺度。单纯地延长研究的时间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根据系统变化的速度确定好取样的时间间隔。（2）关注变异性。变异性被看作动态系统理论框架下研究的核心，纵向个案研究是研究变异性的典型方法。van Geert和van Dijk（2002）强调要注意不同变量在不同时
 间尺度上的变异性，例如，“某个发展变量在逐渐增长中会表现出慢速摇摆的现象，而另一个变量则有可能呈现出间断式的增长，它可能在一天之内就会出现大幅度的波动”（p.346）。计算机技术为捕捉系统的变异性提供了很大的方便，van Geert和van Dijk（2002）所设计的“移位极小－极大值图标”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工具。“该图表的制作原理如下：假设在一个研究中共得出50次测量，那么就可以根据数据特征划分为若干个移动的子系列。比如可以把每5次作为一个子系列，即1-5为系列一，2-6为系列二，3-7为系列三……依次类推。然后，对每个子系列进行极小、极大值计算，得出若干组数据。以这样的数据绘成图表，就能把发展过程中杂乱无章的变异性形象化地呈现出来”（李兰霞，2011：418）。

四、微发展研究法（microdevelopment）。该方法是纵向研究的一种，指在短时期内进行高强度取样而得到密集语料。微发展研究法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在研究对象的发展与演化过程中，研究者可以在某些时间点直接地观察正在发生的变化（Larsen-Freeman & Cameron, 2008）。另外，由于变化可能会发生在不同层次的时间尺度上，研究者可以通过获取小时间尺度的变化来构建在大的时间尺度上变化的过程，从而更好地获取关于变异的信息。Thelen和Corbetta（2002）指出，微发展研究法不仅可以使研究者发现发展过程中一些关键性节点所发生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使他们了解这些关键性发展是如何发生的。

五、计算机建模。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在动态系统理论框架下开展应用语言学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其中计算机建模就是一个方面。所谓计算机建模就是为“所考察的真实的复杂系统建立一个计算机模型”（Larsen-Freeman & Cameron, 2008:209）。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语言发展是一个交互的过程，外部输入要不停地进入到现有的知识之中，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中所涉及因素众多，要想在一个实验或者研究项目中把所有的因素都考虑在内是不可能的。而计算机建模技术可以通过程序的设计让研究者把各种因素考虑在内，然后把程序在计算机上进行连续的迭代运行，以模拟系统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过程，再把模拟结果和真实数据进行比较，就可以推断各个变量如何在时间流逝中交互作用（de Bot, 2008）。另外，研究者还可以尝试改变一些参数，以观察由此而带来的变化，这些都大大提高了研究的效率。Minar等（1996）所设计的计算机程序Swarm能够使研究者建立详细的基于系统因素的模型，可以模拟不同组的因素之间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互动的过程。van Geert（2008）
 还按照双向因果关系的理念建立了一个母语习得的模型。

六、大脑成像。近30年来，随着功能影像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化的大脑成像技术在应用语言学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其作用也日益重要。对于包括语言能力在内的大脑高级认知功能的研究，有两个核心的观察点：时间和空间。所谓时间是指某一语言处理活动发生的具体时间以及在语言处理过程中的不同时间点出现的信息。具有高度时间分辨率的神经学方法可以使我们准确地探测在语言理解和语言产出过程中大脑在不同时间点的活动。所谓空间就是指某一语言处理活动在大脑中发生的具体位置。目前使用最多的功能性成像技术包括血液动力学和电磁学两种。血液动力学成像技术的基本原理在于，要进行某一项认知任务，就要相应地增强大脑的神经活动，也就随之增加被激活的大脑区域的糖分和氧的供应，这一变化可以通过局部脑血流量（regional cerebral blood flow, rCBF）反映出来；该技术包括正电子释放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神经细胞的电化学性质为研究大脑的高级功能活动提供了机会，当人们进行某一项认知活动时，例如，观察一个物体、识别某个声音、发出某个语音等，都会引起大脑中电化学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通过安放在头皮的电磁成像技术记录下来。目前这些技术主要包括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脑磁图（magnetoencephalography, MEG）以及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s）三种。这些技术都可以帮助研究者对大脑的动态变化进行研究。

3.3　动态系统理论与二语习得研究

目前动态系统理论已经被广泛地运用于二语习得的研究之中，并为该领域研究带来了新的面貌。de Bot等（2005）指出，传统的二语习得研究大多把学习者语言的发展视为一个从零到近似母语的连续渐变的线性过程，而动态系统理论则把该过程看作是一个基于使用和基于项目的学习过程，这一过程不是线性的，学习者不是按部就班地在学习完一个项目之后，再转向下一个项目的学习。即使是对于单个项目的学习来说，它也不是线性的，而是呈现出一种曲线，其中布满了峰和谷、进步和倒退（Larsen-Freeman, 1997）。

在动态系统理论的指导之下，二语习得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具有了新的视角（李兰霞，2010）：


 第一，关于语言习得机制。以Chomsky为代表的生成主义学派认为，人具有与生俱来的语言习得机制，包括对人类语言的性质和结构的认知。先天论者认为语言习得机制由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即包含语言普遍特征的语言信息和评价程序；认为人具有学习语言的内在机制，这种机制使他们能够对语言的结构构成作出假设，并对这些假设作出验证与评价。规则学习论者则认为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互相补充，互相依赖。儿童并没有语言普遍特征的知识，他们必须要从语言的输入中发现普遍特征和个别特征，而先天的语言处理机制能够引导他们从听到的语言中归纳出他们所习得语言的整体结构。而以Piaget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则强调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认为包括语言在内的知识的学习就是同化与顺应的过程。尽管这些理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它们都隐含着一个基本的假设，那就是输出的复杂性不可能超越初始状态（即普遍语法）和输入（即学习者所接触的语言材料）二者之和的复杂性。换言之，每个在输出中找到的原则要么存在于语言习得机制之中，要么存在于输入之中。Larsen-Freeman（1997）认为这样的假设显然不能解释学习者语言系统中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每个学习者都是一个自组织的动态系统，并由此发展出自身的目标语言系统。和语言习得天赋观不同，动态系统理论认为，学习者基于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个体差异性，在反复应用简单程序的过程中使得语言输出的复杂性超过了语言输入的复杂性（Tarone, 1983）。该理论基于使用和浮现主义的观点，认为语言的复杂性是在使用过程中通过自我组织浮现出来的，而频率是引起学习者语言系统自我重复的重要因素（Bybee, 2003）。van Geert（2003）也认为，语言习得和其他发展中的现象一样是自组织的，语言对外部输入作出反应，并通过自组织引起复杂语言系统的浮现，并不需要先天机制的存在。

第二，关于二语习得的过程。动态系统理论认为，二语发展过程中常常在各个层次分布有多个引子状态（attractor states）。引子状态是动态系统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是指在时间流逝中，某个动态子系统可能会停留的某个有限状态；那些明显的非有限状态称为排斥状态（repeller states）。de Bot等（2007）曾经这样描述上述两种状态：“如果有一个小球，在凹凸不平的平面滚动，那么凹面就是引子状态，凸面就是排斥状态。凸面越深，小球就需要更大的力量才能滚出凹面。”引子状态是系统相对稳定的状态，而且对较小波动的敏感性较低。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学习者所犯的语法错误是相对稳定的，甚至会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学习者意识到
 自己的错误，虽然能够及时纠正，但是过后又会回到错误的状态，这种回归正是受到了引子状态的牵引。语言的发展就是从一个引子状态到另一个引子状态的过程，其中充满了非线性的变异，在各个层面都有增长和磨蚀，但都不是最终状态。语言学习过程中中介语的石化现象就是引子状态的一个很好的例子。石化现象，又称僵化，是二语习得或者外语学习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即不正确的语言特征会在很长的时间内成为一个人说或写一种语言的方式。根据中介语假说，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学习者使用的是一个既不同于自己的母语也不同于目标语的自然语法系统，即中介语。由于他们第二语言能力有限，因此在交际中出现错误，偏离目标语的规范，出现了中介语的石化现象。语言石化可以表现在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等各个层次上，例如，一些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在发名词复数词尾-s时，总是发成/s/，尽管在很多情况下它需要发成/Z/。在传统的观念中，石化现象往往被视为一种最终的结果状态。而动态系统理论认为，学习过程并非基于输入的简单的线性增长过程，而是会在学习者内部与外部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与作用之下，可能会出现倒退、停滞或者前进、跳跃等难以预测的变化，石化现象就是其中的一种，是动态系统自我组织过程中的非重建平衡状态（Larsen-Freeman, 2005），是一种相对于其他状态而言系统更容易停止的状态，这种停止也是暂时的。随着对语言的不断使用以及学习者语言能力的不断发展，语言系统又会在此基础上不断的重组。

第三，关于一语和二语之间的关系。传统的研究强调一语对二语习得的影响，即所谓的语言迁移。动态系统理论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也强调二语对一语的影响，因为一语和二语不是两个彼此分离的系统，它们都是学习者语言系统的子系统，彼此之间相互影响（de Bot et al., 2005）。许多研究（例如，Ransdell & Fischler, 1987; Dussias, 2001）表明，从学习者开始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开始，就会影响他们原有的语言系统，尤其是随着二语水平的提高，二语对一语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3.4　动态系统理论与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

动态系统理论与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研究也具有很好的契合性，因为学习者个体差异系统完全符合动态系统的特征。首先，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各种要素都是动态的，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例如，学习观念就具有动态的特性，会随着学习者状态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Riley, 1994; Barcelos, 2000; Woods, 2006; Hosenfeld, 2003; Kalaja & Barcelos, 2003）。学习动
 机也会在与包括社会环境以及学习者个人等一系列因素的互动之中而呈现出不断变化的过程（Dörnyei & Skehan, 2003）。即使是对于语言学能、性格等看似稳定的因素来说，它们也都处在动态变化之中，只不过变化的速度要相对缓慢一些。不断变化的各种因素相互结合，从而构成了一个动态的学习者个体差异系统。第二，该系统具有完全的相关性和复杂性。学习者个体差异可以被视为一个由心理因素（如性格、焦虑、学习风格、动机等）和行为因素（如学习策略、努力程度等）构成的复杂系统。在外语学习的环境下，这一系统中包含着众多的子系统，而每个子系统又包含诸多的要素。例如，语言学能可以被视为是学习者个体差异系统的一个重要子系统，这一子系统又包含语音编码能力、语法编码能力、归纳学习能力和机械记忆能力等要素，而每一个要素又可进一步被视为一个子系统。而且，在这一系统之中，各个子系统和构成要素之间都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从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系统。第三，学习者个体差异系统也呈现出非线性的特质。例如，语言学习者的努力程度未必会对学习成绩带来直接的影响。一个人长期的努力学习不一定会导致学习成绩的提高，而一个偶然的事件，例如，出国，或者要参加一个英语竞赛，则可能会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和强烈的学习愿望，从而导致语言学习成绩的大幅度提高。上述实例在说明学习者个体差异系统具有非线性特征的同时，也说明了该系统对初始状态的敏感性。系统中任何一个要素的细微变化很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从而导致整个系统的变化，最终导致学习效果的变化。另外，学习者个体差异也是一个自我组织的系统，除了系统内部诸要素的互动与重组之外，它还不断地接受着来自于外部因素正面与负面的反馈，从而在适应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重组与发展。

尽管动态系统理论与学习者个体差异系统具有很好的契合之处，但是与二语习得的其他领域相比，在动态系统理论的视角下所进行的关于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的范围还很狭窄，目前主要涉及学习动机和语言学能两个领域。在学习动机研究领域，Dörnyei率先运用动态系统理论来阐释学习者个体差异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目前该领域最为重要的研究者。他（2000，2001）认为学习动机的研究应该更加关注它的动态特点与时间变异性。当考虑到动机与具体的学习者行为和课堂教学过程的关系时，我们会发现动机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不断的上下波动；即使在同一个课堂之内，学习者的动机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动机应该被视为一个动态的系统。Dörnyei（2000, 2001）的观点得到了其他研究者进一步证实。例如，高一虹等（2011）对我国大学生群体的宏观跟踪调查
 表明，大学生英语学习的动机水平会随着年级的增长而波动，大学四年的动机强度呈现出先降后略升再趋平稳的趋势。MacIntyre和Legatto（2011）则使用一种被称为“个人动态法”的新方法测量在执行一系列任务期间学习者交流意愿的实时变化，结果表明学习者交流意愿在几分钟之内都有可能波动。交流意愿与动机具有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动机的发展并非像以往想象的那样稳定，而是复杂的、不可预测的。Dörnyei和Otto（1998）提出了一个关于动机的处理模型。该模型充分考虑了动机的动态性，详细描述了学习者最初的愿望被转化为目标，然后又进一步形成操作性的意图，进而贯彻这些意图，从而达到目标的实现，并且最后进行评估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三个阶段：（1）行动前阶段，选择目标或者学习者要追求的任务；（2）行动阶段，涉及与具体学习环境（如二语课程、教师和学生全体等）相关的执行性动机；（3）行动后阶段，学习者要对整个的过程进行反思性的评价。在这一模式中，动机不再被视为一种静态的、稳定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此基础上，Dörnyei（2005, 2009, 2012）提出了一个动机性任务处理模型，其中包括任务执行、任务评估和行为控制三个组成部分。所谓任务评估是指动机系统不停地监控学习者对外部刺激作出反应，并把学习者的实际表现与预期的结果进行比较的处理过程；而行为控制是指学习者的自我规范，以期促进、协助与保护自己的学习行为。Dörnyei和Tseng（2009）还采用结构方程建模的方式描述了上述三个组成部分的循环影响关系。Dörnyei（2005）还提出了二语动机自我系统，该系统包括了认知和情感因素，更加充分地体现了动机系统内部成分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该理论立足于心理学中“可能自我”（possible self）的概念，提出了动机系统的三层架构：理想自我、应该自我与二语学习经验。理想自我是指一个人希望自己拥有的所有特质，例如，愿望、热情、目标等；如果一个人的理想自我与二语的掌握相关联，也就是说，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能够熟练使用目标语言的人，那么他的动机就属于我们传统上所说的“融入型动机”。应该自我是指一个人觉得自己应该具备的所有特质，例如，各种任务、义务与责任等。与理想自我相比，应该自我要更加的外在化，两者之间会相互影响，也能通过学习者自身的学习经验互相转化，但是两者之间的功能各不相同：理想自我更多地具有促进的功能；而应该自我更多地具有预防的功能，可以调整负面结果的产生与消失。二语学习经验指直接的学习环境和经历，这与动机处理模型中的行为阶段相对应。把二语学习经验纳入到二语动机自我系统之中，反映了Dörnyei（2005, 2009）所主张的动机与学习者外在环境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这一观点。


 动态系统理论也被运用到语言学能的研究之中，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Robinson（2005, 2012）所提出的语言学能理论模型。Robinson（2005）认为，语言学习的各种能力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构成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和语言学习环境一起共同作用于语言学习的过程。基于上述认识，他把语言学能勾勒成一个由四个层次圈所形成的圆形图表。




图3-3　学能、发展与学习环境示意图（Robinson, 2005:52）


如图3-3所示，四个层次圈分别为基本认知能力层、学能组合体层、任务学能层以及语用／交互能力／特质层，而且每一个层次都由多种能力构成。居于图形中心的是基本认知能力层，包括处理速度（processing speed, PS）、结构辨认（pattern recognition, PR）、语音工作记忆容量（phonological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PWMC）、语音工作记忆速度（phonological working memory speed, PWMS）、语义启动（semantic priming, SP）、词汇推断（lexical inferencing, IN）、语篇工作记忆容量（text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TWMC）、语篇工作记忆速度（text working memory speed, TWMS）、语法敏感度（grammatical sensitivity, GS）和机械记忆（rote memory, RM）。第二层是学能组合体，包括对差别的注意（noticing the gap, NTG）、随机言语记忆（memory for contingent speech, MCS）、深层语义处理（deep semantic processing, DSP）、随机语篇记忆（memory for contingent text, MCT）和元语言规则演练（metalinguistic rule rehearsal, MRR）。基本认知能力和学能组合体是密切相关的，基本认知能力中所包含的十种能力是语言学能要素的初始状态，各种能力本身具有动态系统的自我组织性和涌现性，因而呈现出个体的差异。这十种能力又在自身的发展中互相交融，逐渐形成更高层次的能力组合，即学能组合体；其中，处理速度和结构辨认构成了对差别的注意，语音工作记忆容量和语音工作记忆速度构成了随机言语记忆，语义启动和词汇推断构成了深层语义处理，语篇工作记忆容量和语篇工作记忆速度构成了随机语篇记忆，语法敏感度和机械记忆则构成了元语言规则演练。第三个层次是任务学能，是指学习者学习任务的复杂程度以及在进行任务时表现出的不同能力，其中所涉及的要素包括单项任务（single task, ST）、计划时间（planning time, PT）、背景知识（background knowledge, BK）、此时此地（here-and-now, H&N）、少量要素（few elements, FE）、推理（reasoning, R）、开放性任务（open task, OT）、单向任务（one-way task, lway）、收敛性任务（convergent task, CT）、同性别的参与者（same gender participants, SG）、同水平的参与者（same proficiency participants, SP）和熟悉的参与者（familiar participants, FP）。第四个层次，也就是最外层，是语用／交互能力／特质层，所包含的要素有互动智能（interactional intelligence，Ⅱ）、自我呈现／象管理（self presentation/impression management, SP/IM）、理解他人（mind reading, MR）、语用能力／非字面意义理解（pragmatic ability/nonliteral speech comprehension, PA/NLSC）、社会洞察力（social insight, SI，可采用social insight test, SIT进行测验）、情感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 EI，可以采用multifactor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 MEIS进行测验）、自我效能（self efficiency, SE）、对经验的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 OTE，可以采用Neuroticism, Extroversion and Openness Personality Inventory, NEO进行测验）、手势理解（gesture reading, GR）、非语言行为的敏感性（nonverbal sensitivity, NS，可以采用Profile of Nonverbal Sensitivity, PONS和Social Interpretation Test, SIT进行测验）。在这四个层次中，内围的两个层次是以输入为基础的学习能力；第三个层
 次则是以输出为基础，因此包含了学习者的实际表现；第四个层次则是第三个层次的要素在实际交际中的转化。

郑咏滟和温植胜（2013）认为，Robinson（2005）所提出的语言学能模型充分体现了动态系统理论的思想，突破了以往关于语言学能就是简单因素组合的思想，指出语言学能是由各种因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各种因素间相互连接、层层递进，交互互动。另外，该模型所采用的轮状圆形结构也充分显示了基本认知能力、学能组合体、语言学习环境和条件、语言外部发展四者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体现了认知与环境的互动，说明语言学能是动态发展而不是固定不变的。Robinson（2007）又进一步提出了语言学能综合体假说（Aptitude Complex Hypothesis, ACH），他对基本认知能力进行了进一步的层次区分，分为初级能力和次级能力，次级能力要以初级能力为基础。

3.5　小结

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视角审视学习者个体差异，我们会发现学习者个体差异的诸多要素构成了一个复杂系统。这些要素会随着时间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因此是动态性的。它们之间又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因此是完全相关、互动的。在互动的过程中，各种因素不断变化，会导致系统内部各种因素的相互调试，不断地从一种组织结构变化到另一种组织结构，因此这一系统具有自组织性。系统中一个因素的微小变化有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从而对长期的结果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该系统对初始状态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也正因如此，系统的整体运行结果往往是突变的、非连续的，因此是非线性的。另外，学习者个体差异作为一个整体体现于学习者，而学习者又与学习环境之间不断地产生互动，因此，这一系统又是开放的。语言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复杂系统由内向外形成不同层级的子系统，即内隐变量系统、中介变量系统和直接变量系统，各个子系统之内又包含了多个分系统，每个分系统之内又包含多种因素。这些层级之间存在着各种方式的相互依赖和交互作用，加上环境因素，从而构成了一个庞大复杂的动态系统。在动态系统理论的视角下研究学习者个体差异，就是要研究这些复杂的、动态的、非线性的开放系统及其相互关系，发现它们内在的互动规律，从而为外语教学提供理论支持。但是，与二语习得的其他领域相比，动态系统理论在语言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中的应用还比较有限，目前只是局限于语言学能与学习动机两个方面，还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







[1]
 　在http://www.physics.usyd.edu.au/～wheat/dpend_html／形象地展示了这一动态系统的原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阅读。


[2]
 　本部分的论述主要参考了Larsen-Freeman和Cameron于2008年发表在Modern Language Journal
 上的“Research methodology on language development from a complex system perspective”一文，特此说明。






 第4章

研究方法

对于任何的研究来说，采用正确的研究方法是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Larsen-Freeman & Cameron（2008）等人的观点为在动态系统理论框架内开展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总体的方法论，但是具体到学习者个体差异而言，目前尚无成型的研究范式。尽管动态系统理论已经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大多数研究只是局限于理论探讨的层面，真正的实证性研究并不多，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困惑（Dörnyei, 2015）。我们认为，在动态系统理论的指导下开展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研究要在该理论的总体原则的指导之下，结合自身研究的目的，综合各种方法的长处，创造性地开展研究工作。在本章我们将全面介绍本项目研究的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4.1　总体设计

动态系统理论对传统的还原论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二语习得研究本身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研究者对于有关的研究方法还存有许多疑问。Dörnyei（2009）指出，这些疑问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1）非线性变化的建模。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系统和系统构成要素的变化是非线性的，存在着所谓的“蝴蝶效应”，这就为研究者预测系统的行为带来了困难。“如果（系统的运行）过程是非线性的，那么我们怎么可能会对结果作出任何的预测呢？”（de Bot & Larsen-Freeman, 2011:18）（2）观察整个系统的运作以及不同部分的互动，而不是把精力集中在系统内部的具体变量上。动态系统的一个核心特点就是其内部要素的完全相关性，而“如果一切都是关联的，我们怎么可能脱离其他的与之关联的事物去研究某一个变量呢？”（ibid.）（3）寻找传统的定量研究方法的替代方法，以便于观察系统要素的动态关系。

对于上述疑问，我们认为，虽然动态系统理论为二语习得研究提供了
 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要推倒重来。具体到研究方法来说，虽然传统的还原论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一无是处，它与动态系统理论之间存在着很强的互补关系。动态系统理论更多地从整体的眼光来看待研究的对象，它把事物看成是一个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复杂系统，更加看重整个系统的行为，这是一种宏观的研究视角；而还原论则更加强调研究对象的构成要素，将复杂的系统与现象化解为各个部分来分别加以描述和解释，进而发现各种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一种微观的研究视角。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宏观的研究与微观的研究都是需要的，两者的结合才能使我们看到事物的全貌，才能真正认识事物的本质。单纯地采用还原论的研究方法，很有可能会使我们只关注了问题的细节，而不能把握它的全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单纯地采用动态系统理论的观点，则很有可能使得我们只去关注事物的全部，不去关注细节，造成的结果则是对事物的全部也无法了解，从而陷入不可知论的泥潭。因此，在动态系统理论的指导下开展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研究，关键在于充分吸收该理论的核心思想，在重视各种要素的完全相关性和动态性的同时，也不能完全放弃传统研究方法的长处——一方面要承认各个要素的相对独立性，把各个要素视为独立的实体分别进行研究，分析它们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要重视某个要素与其他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构建学习者个体差异动态的系统，分析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影响学习成绩的。另外，在个体差异研究领域，传统研究的重点在于探讨影响外语学习过程（主要包括成绩和速度）的因素；也就是说，它们大都把个体差异作为自变量，学习成绩作为因变量，很少关注学习成绩对于学习者个体差异要素的反向作用以及个体差异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一缺陷导致我们无法从总体上认识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因此，在本项目研究中，我们将努力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

本项目研究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动态系统的模型，并以此模型为基础，对我国英语学习者进行跟踪研究
[1]

 ，全面考察个体差异
 变量之间如何交互影响，进而如何决定学习的成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研究工作可以按照以下三个步骤来进行：

（1）学习者个体差异要素的确定。个体差异所包含的要素数量众多，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学习者个体差异的构成成分进行了不同的分类，其中存在着许多交叉与重叠，大家对个体差异所包含的构成要素看法并不一致。即使对同一个个体差异变量，不同学者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更为重要的是，个体差异变量的表现也不稳定。例如，语言学能的高低会因为学习任务和学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Robinson, 2007）；学习动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同一学习者在不同的学习时间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异（Dörnyei, 2009）。动态系统理论主张要从整体的、全局的眼光来看问题，我们可以把学习者个体差异看作是一个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之下又包括许多子系统，例如，语言学能、学习动机、学习策略等，而每一个子系统又包含许多的构成要素。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要以目前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学习者个体差异的构成要素进行全面的梳理与总结，从中找出其所包含的核心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构成成分，从而为整个项目的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在本书的第2章，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一工作。

（2）学习者个体差异系统的初步建模。复杂性是动态系统的核心特征之一，而要把握这一复杂性，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这一系统的互动模型。Dörnyei（2010）指出，建模是在动态系统理论指导下研究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基本方法，因为通过模型的建立可以形象地说明系统内诸要素的互动关系，从而实现研究的目的。模型的建立首先要以前期有关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相关研究为基础。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至今已有40多年的时间，其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尽管这些研究大都没有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角度出发，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忽视了它们的价值：它们都从不同的层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学习者个体差异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对学习成绩的影响，从而为本项目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可以从动态理论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这些研究成果，从中梳理出各种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建立一个初步的学习者个体差异的互动关系模型。

（3）模型的检验与修正。这是本项研究的核心部分，我们采用了跟踪研究的方式记录学习者在个体差异以及学习成绩方面的变化过程。动态性是动态系统理论的一个关键性特征，也就是说，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各个要
 素都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中，要捕捉这些变化的过程，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跟踪研究。如上文所述，Larsen-Freeman和Cameron（2008）指出，跟踪研究是动态系统理论框架下开展应用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同样，Menard（2002）也认为跟踪研究应该是研究任何动态过程的默认方法。实际上，还有许多研究者（例如，Gass et al., 2013; Plonsky, 2011）都主张采用这一方法来研究学习者的个体差异，正如Dörnyei（2005:242）所指出的那样“一个没有显著跟踪研究特点的动态系统研究是很难想象的”。因此，在本项目研究中，我们对研究对象进行了为期一学年的跟踪研究，全面记录包括语言学能、动机、学习策略、性格、外语焦虑、学习风格、学习观念、努力程度等8个变量以及学习成绩的变化。

在跟踪研究中，我们采用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两者都是外语教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定量研究主要搜集用数量表示的资料或信息，并对数据进行量化处理、检验和分析，从而获得有意义的结论，其基本内涵就是以数字化符号为基础去测量，以某种标准数量的比较来测定研究对象的特征数值或者求出某些因素间的量化的变化规律。定性研究利用非数字式的数据，如采访、个案研究、参与者现场观察等，深入研究对象的具体特征或行为，进一步探讨其产生的原因。定量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大量的、客观的数据，但是单靠这些数据是不够的，没有一定的定性研究与分析，有时定量研究的数据也难以得到全面深入的解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是各具优势、互为补充的。定量研究比较适合用来客观地描述现象，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定性研究则适合用来解释现象背后的原因，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因此，Dörnyei（2009）主张对于复杂系统的研究要采用综合性的研究方法。Mason（2002）也认为，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对于复杂系统的研究来说是最为适合的，因为它可以使得复杂系统的各个层面都得到全面的研究。在本项目研究中，除了定量研究之外，我们还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通过采用让学习者记日记和访谈的方式获取相关的资料。下面我们分别介绍定量与定性研究的设计方案。

4.2　定量研究的设计

4.2.1　受试

为了使受试具有代表性，并且能够体现学生类型的差异，同时也为了测量工作的方便，我们从清华大学和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两所高校共选取了
 75名非英语专业的大一学生参加本项目研究
[2]

 。这些学生分别在各自的高校形成了两个大学英语教学班。在这两所高校中，清华大学为985高校，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为二本类院校。选择大一学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学生刚刚结束高中阶段的学习，开始大学阶段的学习，这是他们在人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点。面临着新的学习环境、新的教学要求和新的教学方法，他们更容易在个体差异的各个变量上呈现出显著变化，更有利于我们发现这些变化的规律。跟踪研究的一个最大难题在于要保证受试能够长期配合，能够按照研究的要求提供真实的数据。我们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遵循自愿、有利、尊重和公正的原则。因此，在研究开始之前，首先向受试说明研究的目的，并向他们讲明所有的数据均用于纯粹的学术研究，不会向他人透露任何个人信息，他们也不会因为不参加而受到任何的惩罚，每次提供数据都会向他们提供一定的报酬。学生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而且在中途也可以随时退出。从实施的实际情况来看，学生们参与的热情比较高。在长达一学年的跟踪研究中，只有5名学生因为各种原因退出，我们最终获得了70名学生的有效数据。产生这种效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受试通过活动的参与获得了很大益处，这不是体现在他们所获得的报酬上，而在于通过提供各种数据的、参加及英语测试，可以更好地监控自己学习英语的进程，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了解自己取得的进步；二是测量的时间间隔适中，避免由于测量过于频繁而增加学生负担的问题。表4-1中列出了这些学生的基本信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受试者的男女比例基本平衡，专业分布比较广泛。


表4-1　受试基本情况表








	总　数
	70



	性　别
	男：31（41.2%）

女：39（58.8%）



	年　龄
	范围：18～22岁

平均：19.7岁



	
 专业（括号内数字为人数）
	化学工程（3）

土木工程（4）

工业关系（10）

电子工程（4）

财经（1）

热力工程（2）

电力机械（2）

心理学（1）

自动化（1）

生物学（2）

人力资源管理（10）

工程动力（1）

医学（1）

政治学（10）

计算机科学（3）

安全工程（8）

建筑（2）

社会科学（2）

物理学（3）





4.2.2　数据的收集

数据的收集从2012年10月开始到2013年5月结束，持续两个学期，与课堂教学的进展同步实施。如第3章所述，要把握动态系统内各个要素的变化情况，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测量的时间尺度，即测量的时间间隔。理论上讲，一个人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之中，那么与之相关的学习者个体差异以及语言学习成绩也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测量的时间间隔应该越短越好。但是，我们也不能采用微发展的研究方法，即在短时期内进行高强度取样，其主要原因在于：（1）个体差异变量属于相对稳定的个人特点，尤其是像语言学能和性格这样的变量，它们属于人们内在的能力或者心理特质，虽然它们构成成分中的某些要素可能会出现上下的波动或者短时间的变化，但是不会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改变其性质。（2）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来看，由于本项目研究所要测量的变量众多，如果测量的时间间隔太短，就会要求受试频繁地填写各种调查问卷和做各种测试题目，这一方面不符合学术研究的伦理，冲击学生正常的英语学习过程，而且很容易造成学生的厌烦情绪，从而造成大量的受试中途退出，无法获得足够数量的数据。即使是对于那些不退出的学生来说，他们的合作与自愿程度也会大打折扣，他们所提供的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也就成了问题。我们实际实施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最初的方案是对受试进行为期一个学期的跟踪研究，每两周进行一次全面的测量。在正式的数据收集之前，我们尝试着按照这一方案进行了先期的研究，对5名学生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跟踪研究，结果就造成了上述问题的产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对最初的研究方案进行了调整，调整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延长测量的时间间隔。我们对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各种变量进行了思考，把
 它们分为稳定变量和易变变量两种类型
[3]

 。性格和语言学能属于稳定变量，测量的时间间隔可以较长，而其他的变量以及学习成绩则属于容易变化的因素，测量的时间间隔要相对较短。第二，延长跟踪研究的时间。时间间隔的延长意为测量次数的减少，为了获得足够的数据，我们把原定的一个学期延长为两个学期。对于稳定变量来说，只需在开始和结束两个阶段进行两次测量即可，而对于易变变量而言，每个变量在两个学期之内进行四次测量，这样每次测量的时间间隔大约在50天左右。第三，为了尽量减少研究工作对于受试正常学习的影响，我们采用间隔测量的方式，即不是一次就把所有的测量项目全部完成，而是按计划分次进行（详细安排见表4-2）。第四，为了减少课堂教学的占用时间，除了学习成绩测试之外，受试可以在清楚相关的要求之后，把调查问卷带走，在课后填写，并按照规定的时间交回。第五，在保证准确性的前提下，对目前普遍采用的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各种测量工具进行必要的删减与合并
[4]

 ，以尽量减少测量所用的时间。


表4-2　数据收集的时间安排表









	
阶　段

	
时　间

	
测量项目




	1
	2012-10-07
	语言学能和性格之外的个体差异变量



	2
	2012-10-10
	学习成绩



	3
	2012-10-24
	语言学能和性格



	4
	2012-12-05
	语言学能和性格之外的个体差异变量



	5
	2012-12-12
	学习成绩



	6
	2013-02-27
	语言学能和性格之外的个体差异变量



	7
	2013-03-06
	学习成绩



	8
	2013-04-22
	语言学能和性格之外的个体差异变量



	9
	2013-05-08
	学习成绩



	10
	2013-05-15
	语言学能和性格





4.2.3　研究工具

如上文所述，学习者个体差异的构成要素数量众多，受到研究时间与研究条件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在一个研究项目之中把所有的变量都包括在
 内，而只能把精力集中在那些最基本的核心要素上面。通过对相关研究的全面评述与分析，我们确定了语言学能、动机、学习策略、性格、外语焦虑、学习风格、学习观念、努力程度等8个核心要素作为研究的对象，并通过一系列的测量工具对它们进行多次的测量，以获得在一学年的时间内受试的这些变量的变化情况。在测量工具的选择上，我们重点考虑了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它的有效性，即选择那些被广泛采用而且被证明具有很强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的测量工具；二是它的测量项目与我们对于各个学习者个体差异核心要素的构成成分相吻合。例如，在语言学能的测量方面，现代语言学能测试（Modern Language Aptitude Test, MLAT）和皮姆斯纽语言学能测量表（Pimsleur Language Aptitude Battery, PLAB）都是颇具影响的，但是后者把动机也视为语言学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本项目研究以及绝大多数的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中，动机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变量；而且，MLAT所测量的要素也与我们的观点相同，因此，我们选择了MLAT作为语言学能的测量工具。除了测量工具的选择之外，为了尽量减少测量所耗用的时间，我们又根据本项目研究的实际情况，对各种测量工具进行了删减与合并，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与此同时，为了确保测量工具的有效性，我们选取了45名学生进行了前期研究，对这些修正后的测量工具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修改后测量表的克隆巴赫（信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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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0.71以上，最高可以达到0.89，说明它们都可以被用于本研究项目的测量。本项目研究所采用的测量工具包括一系列的用以测量动机、学习策略、性格、外语焦虑、学习风格、学习观念、努力程度等7个变量的调查问卷和两套用以测量语言学能和学习成绩的测试题。大多数调查问卷采用里克特量表的计量方法，每个问题都有“非常同意”“同意”“不确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个选项，分别标记为5、4、3、2、1，要求受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出选择，每个受试的总分就是他对各个题目回答所得分数的总和。下面我们对这些测量工具逐一介绍。

（1）语言学能。如第2章所述，在Carroll和Sapon（1959）提出了Modern Language Aptitude Test方案之后，又陆续出现了一系列的语言学能测量方案。尽管这些方案都吸收了当今语言学关于语言学习的新的理论，但是，从实际的测量效果来看，MLAT仍然是最佳的选择。因此，本项目
 的研究采用MLAT作为语言学能的测量工具。

（2）性格。性格测量采用由陈仲庚（1983）修订的汉化版的艾森克性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EPQ）。EPQ是目前应用最广的性格量表。但是，Eysenck作为一名英国的心理学家，他所设计的问卷中的一些项目并不适用于其他国家，不符合其他国家的社会习俗和具体情况，因此必须加入新的项目备用，并需要反复多次地进行项目分析，淘汰一些不适合的问题，并补充一些新的问题。为了探索EPQ在中国的适用性，陈仲庚（1983）以Eysenck本人亲自提供的成人问卷为基础，全部采用了艾森克原问卷的90条；另外，为了弥补因相关性不高而被淘汰的项目，他又从其他的同类性格测量问卷中筛选出9个项目，作为补充备用的问题。他以对中国643位成人（其中男368，女275）的测试结果为依据，对全部项目进行了信度和效度分析，最后保留了8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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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该测量方案已经成为我国使用最广的性格测量问卷。该问卷并不采用里克特量表的计算方法，所有的问题都只有“是”和“不是”两个选项。

（3）学习观念。学习观念的测量共包括33项，包括自我效能信念（2项）、对语言学习本质的看法（4项）、语言学能观念（3项）、对语言学习难度的看法（3项）以及学习策略观念（21项）等五个部分。其中对自我效能信念和学习策略观念两个部分的问题均来自于由Horwitz（1987）设计的“语言学习观念量表”（Beliefs about Language Learning Inventory, BALLI），共计23项；其余的10项关于其他学习观念的问题由我们根据本项目研究的需要而自行设计。

（4）学习风格。本研究所采用的学习风格量表包括12个项目，分别测量视觉型、听觉型、触觉型和动觉型四种类型，每种类型各有3个问题。在这12个问题中，有7个问题来自于Reid（1987）的知觉学习风格偏好问卷（Perceptual Learning Styles Preference Questionnaire, PLSPQ），另外5个问题由我们自行设计。由于本部分和学习观念量表中自行设计的问题较多，为了确保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我们重点进行了以下工作：第一，反复推敲所提出的问题，以确保它们的有效性；第二，除了进行克隆巴赫（信度）系数的测量之外，还采用逐一检验的方式测量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结果表明，我们所采用的量表在效度、信度和内部一致性方面均达到了比较理想的程度。


 （5）学习动机。动机的测量量表主要采用Gardner和Lambert（1959, 1972）所设计的“态度动机调查量表”（Attitude/Motivation Test Battery, A/MTB），并参照了高一虹等（2003）所采用的中国大学本科生英语学习动机类型的调查问卷。我们删除了A/MTB中关于英语课堂焦虑和英语使用焦虑的20个问题，保留了原有的4个与对教师、英语本族语者、英语语言本身以及英语课堂态度相关的问题以及8个与综合性动机有关的问题。我们又从高一虹等（2003）的问卷中选取了6个与工具型动机有关的问题。最后所采用的动机测量量表共包括18个问题，其中有8个问题测量融入型动机，6个问题测量工具型动机，4个问题测量对英语学习环境的态度。

（6）外语焦虑。外语焦虑的测量主要以Horwitz等人所设计的“外语课堂焦虑量表”（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 FLCAS）为基础，该量表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和内部一致性，而且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原有的量表包括33个项目，测量受试交际畏惧、考试焦虑和负面评价恐惧的程度。根据数据收集的时间安排，我们需要在一次完成性格之外的所有个体差异变量的测量。为了尽可能减少测量所用的时间，从而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我们对其中某些具有重叠内容的问题进行了合并与删减，得出的量表总共包括15个项目，其中8个项目测量考试焦虑，3个项目测量交际畏惧，4个项目测量负面评价恐惧。

（7）学习策略。学习策略量表主要依据Oxford（1990）编制的自陈式语言学习策略量表（Strategy Inventory for Language Learning, SILL）编制而成。选择该量表的原因首先在于它具有很高的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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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广泛的应用。另外，它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易于操作。本研究所采用的精简后的学习策略量表共有23项，其中有14项测量认知策略，3项测量元认知策略，3项测量情感策略，剩余的3项测量社会策略。

（8）努力程度。努力程度量表共包括7项，其中有6项选自于A/MTB，另外一项是我们添加的关于学习时间的问题。这样，该量表可以测量学习者克服困难的决心、持续进行外语学习的毅力和所付出的学习时间三个方面。

（9）学习成绩。本项目研究采用雅思考试（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IELTS）的学术类作为受试学习成绩的测量工具。
 雅思考试由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外语考试部、英国文化协会及IDP教育集团共同管理，是为打算到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学习、工作或定居的人们设置的英语水平考试。雅思考试分学术类和培训类两种，分别针对申请留学的学生和计划在英语国家参加工作或移民的人士。学术类雅思考试对考生的英语水平进行测试，评估考生的英语水平是否满足申请本科及研究生及以上学位的要求，该考试包括听、说、读、写四个部分。雅思考试是目前国际上广泛采用的英语语言水平测量工具，已获得全球135个国家逾9 000所教育机构、雇主单位、专业协会和政府部门的认可。为了确保测试结果的有效性，对于口语和写作的评分除了本项目研究组的成员外，我们还邀请了有雅思阅卷经验的英语本族语人士参加。

4.2.4　数据分析

数据的分析采用SPSS 17.0和AMOS 21.0两种软件，主要分析的项目包括：

（1）相关性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相关性分析是考察两个变量之间关系强度的一种方法，用相关系数的大小来衡量。相关系数的值从-1.00（完全负相关）到0.00（零相关）再到+1.00（完全正相关），它的绝对值越大，表明两个变量之间的联系强度越强。在个体差异研究领域，相关性分析常被用来检验某个变量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但是，相关性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因果关系，例如，学习风格和学习成绩的相关系数很大，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学习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学习成绩的提高。相关性分析在解释因果关系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其一，相关性较高的结果只是表示两个因素同时出现，但不能由此得出因果关系的结论。具体地说，A和B两个变量相关不一定意味着A导致B，也有可能是B导致A，或者是C既导致A也导致B。譬如学习策略和学习成绩间的相关性，有可能是某种学习策略导致学习成绩上升，也有可能是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倾向于采用某种学习策略，这是A和B间因果关系的方向不明确的例子。C同时导致A和B的一个经典例子是冰激凌销量与溺亡人数间的正相关，即随着冰激凌销量增加，溺亡人数也增加。冰激凌不太可能导致溺亡，两者间的相关原因更可能是夏天买冰激凌的人数和游泳的人数都增加。因此，我们需要严格区分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其二，两个变量间相关性低也不一定表示两者间无关，有可能两者间的关系为非线性，相关性分析无法发现；还有可能是相关性分析不够细致，譬如单看男生或女生，某两个变量间都
 存在明显线性关系，但一般的相关性分析是所有数据混在一起，这时两个变量间的相关却有可能很低。总之，我们做相关性分析时需要认识到这种分析的局限性，更合适的做法可能不是停留在相关性分析的结果，而是将分析结果作为起点，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因此，在本项目研究中，我们只是把相关性分析用于语言学能和性格两个稳定的个体差异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

（2）T-检验（T-test）。T-检验是测试和统计学中的一种定量检验方法，用以测定两组数值的平均数之间差异的统计显著性；也就是说，看它们之间的差异是随机差异还是本质上的差异。在本项目的研究中，T-检验采用SPSS进行，其目的在于发现学习者个体差异诸要素历时的变化以及高分组与低分组学生的差异的显著性。T-检验值越大，就表明两组间的平均值差异越大，就越有可能达到显著性水平。结果表明，T-检验值达到了0.05的显著水平，这说明受试个体差异的诸项变量在不同的测量时间点具有显著的差异，同时也说明这些要素在整个研究的过程中表现出显著的变化态势。

（3）多元回归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回归分析作为一种统计方法，主要用于一组自变量估计或者预测一个因变量的数值。当出现两个或多个自变量时，这种统计方法就被称为多元回归分析，它可以反映一种现象或事物的数量依多种现象或事物的数量的变动而相应地变动的规律。在本项目研究中，多元回归分析用以确定各种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中以0.05作为显著性的标准值，β值（即回归系数）用以确定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相关性的强度，而R2
 值（即测定系统）则用于评估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程度。

（4）交叉滞后回归分析（Cross-lagged regression analysis）。因果关系一般有这样的特点：当一个变量是原因，另一个变量是结果时，结果变量的变化总是滞后于原因变量，而且这两个变量存在着高相关，所以追踪测查变量间的相关可能会得到因果的结论。交叉滞后相关设计就是要获得变量自身和变量间随时间变化的相关系数，然后依据这些相关系数确定哪一个是原因变量，哪一个是结果变量，因此，在同一时间检测的两个变量之间难以判断其因果关系。该方法的基本逻辑可以用图4-1来表示（A1和B1分别表示在同一个时间点所测定的两个变量的值，A2和B2则表示在另一个时间点所测定的两个变量的值）。如果变量B是变量A的原因，那么A1和B2之间的相关性应该高于A2和B1之间的相关性。





图4-1　交叉滞后回归分析原理示意图


交叉滞后回归分析属于回归分析的一种，主要用来判定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滞后性的预测关系。常规的（一元或多元）回归分析考察的是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共时的关系，但是，仅依靠这类回归分析并不能判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通常需要定性研究的辅助，因为因果关系的成立应该遵循基本的“因在前、果在后”原则。所以，常规的基于共时数据的回归分析体现的更多是变量之间在某一时间的相关关系。常规的多元回归分析与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另外一个区别在于，常规的多元回归分析能够处理数量众多的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而交叉滞后回归分析一般主要用来判定少数几个（通常为两个）动态变量之间的准因果关系。

（5）中介效应检验。如果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经第三个变量间接传递的，这类间接影响关系称为中介效应。中介变量指传递两个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变量；中介效应属于一种间接效应。如果只有一个中介变量，中介效应就等同于间接效应；如果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中介变量，间接效应是所有中介效应的加总。在个体差异研究中，个体差异变量之间经常存在间接影响关系，很多个体差异自变量需要通过中介变量对因变量产生间接的影响，这种间接影响往往容易被研究人员忽视。例如，学习风格对外语水平的影响通常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影响学习策略间接作用于外语水平，此时，学习策略就成为因果关系链条中的中介变量。有些个体差异因素可能存在多个中介变量。例如，性格通过影响学习观念、学习风格、焦虑等多个因素间接影响外语水平，因此，对于性格和外语水平之间的关系而言，学习观念、学习风格、焦虑等因素都充当了中介变量。

本研究采用Baron和Kenny（1986）提出的因果步骤法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根据Baron和Kenny（1986）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中介效应显著需要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第一，回归方程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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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因变量Y与中介变量M之间存在显著关系；第四，回归方程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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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X对Y的回归系数，即当控制了中介变量M的作用后，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回归系数减小或不显著。因果步骤法已经在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6）因果关系模型（Causal modeling）。因果关系模型又称协方差结构模型或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处理多变量复杂数据结构的有效方法。主要利用统计技术对理论模型进行处理，检验实证数据与理论模型之间的拟合程度，从而对理论模型进行评价。在因果关系模型中，可以直接测量的变量称作测量变量或观察变量，无法直接观测到的抽象概念称作潜在变量。因果关系模型主要用来呈现潜在变量与测量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多个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

因果关系模型与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区别在于：交叉滞后回归分析主要通过分析时间序列数据来呈现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果建模是处理多项变量之间关系的方法，可以用来评估一个假设模型的整体适配度，修正假设模型，计算变量之间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主要优势是处理少数几个（通常为两个）动态变量的直接因果关系，而因果建模的主要应用价值在于处理多个变量的复杂关系（包括直接和间接关系）。从理论上来说，作为不同的统计方法，交叉滞后回归分析与因果关系建模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也有部分研究将两种数据处理方式结合起来，通过构建交叉滞后因果关系模型来体现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

因果关系模型分析已经成功应用于多项个体差异研究（如Gardner et al., 1997; Wen & Johnson, 1997）中，是一种检验因果结构关系的有效统计方法。因果关系模型对于分析多个潜在变量的复杂关系具有很强的适用性。此外，我们需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个体差异变量之间关系的假设模型，并检验假设模型能否拟合实证研究的数据。在本项目研究中，因果关系模型主要用于分析包括学习观念、动机、学习风格等在内的中介变量，尤其是当这些变量对学习成绩不产生直接影响时，因果关系模型可以被用来进一步确认通过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因此，本研究采用因果关系模型来研究个体差异系统中变量间的作用关系。


 4.2.5　数据分析的核心点与基本思路

在定量研究中，选择准确的测量工具和有效的数据分析软件都非常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结合研究的目标确定好研究的核心点，并根据研究的特点确定数据分析与解释的基本思路。这对于本项目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在动态系统理论的指导下开展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研究还处于一种探索的阶段，还缺乏足够的前期研究作为参照，更没有形成一套标准的、大家所普遍认可的研究程序。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再对本项目研究过程中数据分析的核心要点和基本思路作进一步具体的交代。

如上文所述，本项目研究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动态系统的模型，并以此体系为基础对我国英语学习者进行跟踪研究，全面考察个体差异变量之间是如何交互影响，进而如何决定学习的成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包括：

（1）个体差异变量的动态性。动态系统理论认为，所有事物都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不同事物的变化速度和变化范围是不同的。对于有些变量来说，它们的变化速度较快，我们可以在研究期间检测到它们的明显变化；而对于其他的一些变量来说，它们的变化速度很慢，无法使用现有的研究手段检测到它们的变化。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对各种个体差异变量的动态性进行研究，以便于确定哪些变量是比较稳定的，而哪些变量又是比较容易变化的。另外，由于每个变量又包括许多具体项目，因此，除了关注各个变量作为一个整体的变化态势之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关注具体有哪些项目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样可以更加准确地确定各个变量动态变化的具体情况。
[8]

 这主要通过T-检验的方法来实现：首先统计各个变量在不同测量时间点的均值，然后采用T-检验的方法确定这些均值之间的差异是否达到了显著性的水平，进而发现各个变量的动态变化态势。

（2）稳定变量与其他个体差异变量的相关性研究。对于那些稳定的变量，我们将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它们与其他变量的相关性上，即通过相关性
 分析来探究它们与其他变量的相互关系。

（3）影响变量动态变化的因素，即要发现有哪些因素导致了一个变量的动态变化。在这一问题的考察上，研究的重点将集中在那些发生了显著变化的项目上，并且采用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方式，测量发生显著变化的两个时间点之间导致这一变化发生的因素。

（4）个体差异变量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其中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某个变量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是许多前期研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考虑到研究的整体性以及数据利用的充分性，我们仍然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二是学习成绩对这一变量的反向作用。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我们的关注点也有两个：一是某个变量的变化能否引起学习成绩的变化以及学习成绩的变化能否带来个体差异变量的变化，这一关注点的研究也是采用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方法；二是对于中介变量来说，它们对于学习成绩的影响以及学习成绩对于它们的反向作用是直接还是间接的，对于这一关注点的研究我们将采用因果关系建模的方式进行。如果是间接的，我们还将采取中介效应检验的方式研究它是通过哪一个变量来影响学习成绩的。

4.3　定性研究的设计

4.3.1　受试

定性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让受试记日记和对他们进行面对面访谈的形式获取信息，以利用这些信息对定量研究的结果作出进一步的检验与解释。另外，定性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还在于获取关于学习者学习环境的信息，以弥补定量研究的不足。在所有参加定量研究的70多名受试中，有42名自愿参加定性研究，在正式研究开始之前，研究者设计了详细的日记记录指南，并对他们进行了简短的培训，以帮助他们了解并掌握在日记中应该记录的内容。研究开始之后，他们每周记录一次，尽可能详细地记录自己在个体差异诸方面的情况，并按月向研究者提交。全部的42名志愿者都按时提交了日记，但是有3名受试的记录因含有大量与本研究不相关的信息而被放弃。所有的受试都参加了实验结束时的访谈。

4.3.2　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定性研究部分主要采用了日记研究和访谈两种方法。日记研究是
 二语习得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经常作为跟踪研究的组成部分（例如，Schmidt & Frota, 1986；文秋芳，1995; Huang, 2005）。本项目的研究要求受试在一个学年的时间内，在每周记录他们自己的英语学习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与英语学习有关的课外活动以及所用的时间；（2）在从事这些活动时的心理状态以及有关的体验与看法；（3）为了完成这些活动所采用的策略与方法；（4）在英语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5）他们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6）他们对于英语学习的看法。除此之外，受试还可以记录下任何与英语学习有关的内容，而且记录所使用的语言以及文体不受限制。在整个数据收集过程结束时，研究者还要和这42名受试进行面对面的访谈。访谈按照预先设计的访谈问题进行，其中包括学习者的背景信息，例如，“你在哪里上的高中？”“你是否有出国学习的经历？”等，还包括与各项学习者差异变量有关的问题。访谈全程录音，以用于日后数据的整理与分析。

定性研究的数据分析分两个阶段进行：在第一阶段，主要对受试所提交的日记进行内容分析，在仔细阅读的基础上，由研究人员归纳出有关个体差异变量、变量之间的互动以及环境因素的影响等方面的信息；在第二阶段，主要对访谈的录音进行文字转录，然后进行内容分析，从中归纳出有关学习者个体差异和影响个体差异的各种因素的信息。

4.4　小结

国内运用动态系统理论进行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全面性实证研究才刚刚开始，目前尚无现成的方法可借鉴。Dörnyei（2010:242）指出：“综合的研究方法（即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可以形成一种不同的方法论，它可以很好地满足复杂问题的多层次分析的需要。”在本项目研究中，我们一方面要采用传统的定量研究方法，通过对大量的数据分析，理清学习者个体差异诸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它们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要符合动态系统理论方法论的要求，不过分突出线性的因果关系，重视定性分析，更加关注变量的变化而不是变量本身。为了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采取了如下的研究方案：首先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在全面梳理语言学习者个体差异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动态系统理论的核心思想建立学习者个体差异互动的框架模型，然后通过定量研究的方式对这一模型进行检验和修正；定量研究部分对70名受试进行为期一个学年的跟踪研究，采用各种有信度和效度保障的测量工具定期对学习者
 个体差异的各个变量进行测量，并通过一系列的数据分析探究各个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进行定量研究的同时，我们还通过日记研究和访谈的方式获取信息，并进一步通过定性研究的方式来探究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它们对语言水平的影响以及环境因素对于各种变量乃至语言水平的影响。







[1]
 　跟踪研究是观察性研究的一种类型。所谓观察性研究，是对于实验研究而言的。在实验研究中，研究者要通过有意识地改变某种因素，观察其他相关的因素是否发生变化。而在观察性研究中，研究者对于外语学习的活动和日常教学不作任何的外部干预，只是对教学的状况和学习的过程进行观察，收集数据，然后用统计的方法考察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观察性研究分为横向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和纵向研究两种类型。横向研究又称共时研究，是研究者在同一个时间点上进行的调查研究；而纵向研究则是在不同的时期内进行重复调查，以了解受试在不同阶段的变化情况（秦晓晴，2003）。


[2]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受试是研究对象总体的样本，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根据样本作出对总体的各种假设，进而对总体作出推断。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样本要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即研究对象总体的本质特点要在样本中得到体现。另外就是要求尽可能使用较大的样本。对于样本数达到多少才算是足够大，目前尚无定论，不过一般认为样本量在30以上就可以被称为大样本。


[3]
 　关于学习者个体差异变量的分类，在本书的第5章还有详细的讨论。


[4]
 　在4.2.3中我们还会对有关测量工具的情况作详细的说明。


[5]
 　克隆巴赫（信度）系数，又称Cronbach alpha系数，用以测量同一概念的不同项目之间的一致性，即测量工具的内在信度。其数值介于0.00至1.00之间，系数越高，说明量表的内在一致性就越强，测量结果也就越可靠。一般认为一个量表的信度系数在0.70以上，就被认为是可靠的。


[6]
 　有关这些问题的具体内容，请参阅附录1。


[7]
 　Weaver和Cohen（1997）的研究表明SILL的克隆巴赫（信度）系数可以达到0.93。


[8]
 　具体地观察每个项目的变化是非常必要的，不同的项目往往会呈现出上下起伏的现象，从而导致均值的增加与减少，而这些增加与减少很可能会相互抵消。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看某个变量的整体，我们很有可能会无法真正了解该变量的动态变化情况，因此，从统计的角度来看，我们对该项目的了解是通过计算构成该项目具体构成要素的得分均值而得到的，而这一均值很可能会因为具体要素相互之间增加与减少的抵消而掩盖它真实的动态变化情况。






 第5章

外语学习者个体差异动态系统的基本框架

根据本项目研究的整体设计，我们在理清学习者个体差异的核心要素之后，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根据动态系统理论的基本原则，总结与分析以往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建立一个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理论模型框架，从而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打下基础。动态系统理论的系统性为学习者个体差异互动系统的建构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和理论依据，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系统的构建遵循“先归类定性，再分析研究”的基本程序。因此，要构建一个完整的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系统框架，首先需要在动态系统理论的指导下理清该系统的构成要素并对它们进行合理的分类。

5.1　外语学习者个体差异系统的构成要素

5.1.1　个体差异变量的分类

在第2章中，我们全面回顾了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研究，并从中总结出语言学能、动机、学习策略、性格、外语焦虑、学习风格、学习观念和努力程度等8种个体差异的核心变量。这些变量是包括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和行为因素在内的复杂系统，它们对于语言学习成绩的影响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通过复杂的交互作用而对语言水平产生的综合性的影响，因此，个体差异对语言水平的影响方式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这一差异主要体现在作用的层次性和动态性两个方面，而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对个体差异的各种要素重新进行分类。


1．作用的层次性


所谓作用的层次，是指各个变量对于学习成绩影响的直接性。有些变量对于语言学习成绩的影响是直接的，而其他变量的影响则是间接的。一
 个变量对于学习成绩影响的层次性取决于该变量所固有的属性，即它是属于心理层面的还是行为层面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的心理因素包括心理过程和个性两个方面，前者包括认知过程、意志过程和情绪过程等，它与我们所研究的内容关系不大。学习者个体差异的诸多变量更多地属于个性这一方面。个性是指人在与客观世界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的对事物的态度和倾向性，其中所包含的要素很多，但是这些要素的形成在先天与后天的作用方面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有些要素的形成更多地依靠先天的因素，它们不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改变；还有一些要素则是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总体来说，心理因素决定或者影响着人的具体行为（Overskeid, 1994）。具体到语言学习来说，心理变量作用于学习行为，进而影响到学习成绩。而心理因素作用的层次应该是不同的：先天性成分强的因素往往是内隐性的，它们对行为的影响也是比较间接的；后天成分强的因素往往作用更为直接，会对人的行为产生明确的影响。

鉴于上述的讨论，我们可以把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各种变量分为行为变量和心理变量两大类型，而心理变量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内隐性变量和直接对行为产生影响的变量两种类型。这样，结合本项研究的实际情况，学习者个体差异变量可以分为直接变量、中介变量和内隐变量三种类型。直接变量就是行为变量，它们可以直接作用于学习成绩，主要包括学习者采用的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Oxford（1990:8）指出“学习策略是指学习者为了使学习更加容易、更加迅速、更加愉快、更加自主和更加适应于新的环境而采取的具体行为”，努力程度是指学习者学习行为的强度，因此，这两种变量都是属于行为层面的，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学习者的学习行为观察得到。而内隐变量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则是最为间接的，属于学习者与生俱来的固有特质，是学习者所具有的深层次的心理因素，主要包括语言学能和性格。语言学能，是指人与生俱来的学习语言的能力，是人的总体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Deary等（2010）通过对大量的基因研究和大脑成像研究的综合分析指出，人的智力具有明显的神经基础。性格也与此类似，也是一种个性化的特质，这种特质是天生的，更多地是由遗传所决定的，而不是后天培养的（Eysenck, 2013）。内隐变量对学习成果的影响具有潜在性，往往通过间接的作用路径，以中介变量为媒介对学习成果产生影响。例如，Ghapanchi等（2011）的研究表明，性格特征可以影响动机等其他一些变量，并通过它们对语言学习成绩产生影响。当然，内隐变量也有
 可能直接作用于学习成绩。例如，语言学能对于最终的语言学习成绩具有很强的预测性（Gardner et al., 1997），可以直接影响学习成绩。

中介变量介于直接变量和内隐变量之间，主要包括学习观念、学习风格、外语焦虑、学习动机等。一方面，它们是属于心理层面的，会对学习行为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与内隐变量相比，它们的形成要更多地依靠先天因素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与具体的学习行为有更为直接的联系。学习观念是指学习者具有的关于语言各个方面、语言学习和语言教育的看法（Richards et al., 2002），它的形成受到特定文化环境（McCargar, 1993）、自身的教育经历，尤其是语言学习经历（Little et al., 1984）和他人学习经验（文秋芳，1995）的影响。学习风格是学习者的“认知、情感和心理特质，它们可以相对稳定地说明学习者感知学习环境，并与之互动以及作出适当反应的方式”（Keefe, 1979:4），是一种学习者在与学习环境互动中所表现出的特点，在保持其心理特质的同时也具有一些行为的特点。因此，Claxton和Ralston（1978:7）把学习风格定义为“利用学习环境的刺激并作出反应的稳定的方式”。外语焦虑可以被视为是性格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它具有很强的心理特性，但是语言焦虑主要针对二语和外语学习而言，这使它具有了更多的行为特征。Oxford（1996）指出，语言焦虑的成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学习者的内部因素，包括自尊、歧义容忍度、冒险和竞争性等，这些因素都与学习者的先天性的性格特质有关；二是学习者的外部因素，包括社交、测试、身份、文化冲击、师生互动和课堂活动方式等，这些因素都与学习环境和学习者的行为有关。与学习观念、学习风格和语言焦虑一样，学习动机也同时具备了心理与行为两个方面的特质。动机是指引起行为的驱动力，一方面它是隐含在行为背后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它又与行为直接相关，这也就是有的学者（例如，Ellis, 1994）把努力程度也归结在动机之内的原因。由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中介变量是比直接变量层次更高的个体差异特征，它们通过直接或间接途径影响语言水平。同时，中介变量充当内隐变量和直接变量间的作用媒介，将内隐变量的影响力传递到直接变量。作为心理因素，学习观念、外语焦虑、学习风格和学习动机对学习者的表层行为产生潜在的影响，在不同的学习情境下影响学习策略的使用和努力程度。例如，Wen & Johnson（1997）的研究发现，学习观念通过影响学习策略进而影响学习成绩；而Huang等（2012）的研究则表明，学习风格会影响到在不同学习环境下的努力程度，进而影响最终的学习成绩。



 2．作用的动态性


个体差异对语言水平影响方式的差异还表现在它们的动态性上。根据动态系统理论，个体差异系统及其内部变量都在发生着持续的变化，但是它们发生显著变化所需的时间长短却明显不同。因此，变量的动态性可以从其稳定性来加以考察：有的变量是比较稳定的，不容易发生变化；还有一些变量则是很不稳定的，很容易发生变化。根据不同变量的稳定性程度，我们可以将个体差异划分为易动变量、相对稳定变量和稳定变量。语言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和努力程度具有较强的动态性（Xu, 2009），会随着学习情境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可视作个体差异系统中的易动变量。性格和语言学能是所有要素中变动最不明显的变量（Moss & Susman, 1980; Skehan, 1998），这些变量发生显著变化需要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变化几乎不易察觉，我们可以将其视作个体差异中的稳定变量。还有一些个体差异介于易动变量和稳定变量之间，在一段时间内会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但是当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也会随之变化，可以视为个体差异系统中的相对稳定变量，其中包括学习风格（胡志军，2007）、学习观念（Furnham et al., 1985）、焦虑（Dewaele, 2007）和学习策略（文秋芳，2001）。易动变量、相对稳定变量和稳定变量的划分与直接变量、中介变量和内隐变量的划分具有密切的关系：行为变量是最容易发生改变的，因此它们都是易动变量；内隐变量是最稳定的，因此它们都属于稳定变量；而中介变量则介于稳定和易动之间，都属于相对稳定变量。

从作用层次性和动态性两个角度考察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各种因素，充分体现了动态系统理论的基本原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刻地认识这些变量的特点。表5-1呈现了在层次性和动态性双重分类标准的基础上建立的个体差异分类框架。以层次性作为分类标准可以体现出个体差异系统内部的综合作用关系，而以动态特性作为分类标准可以呈现出个体差异系统发展变化的本质属性。这一新的分类方式为个体差异动态系统的建立以及验证性研究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表5-1　基于动态系统理论的语言学习者个体差异核心要素分类框架





 5.1.2　学习环境

动态系统理论强调环境对于系统的影响，认为动态系统通过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以及系统内自我组织的不断发展，不断实现无序到有序的周期性调整。Larsen-Freeman和Cameron（2008）指出，情景与系统不可分离，情景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不断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作出自身的调整，它不仅依赖于环境，也会建构与改变环境。动态系统理论强调学习者个体差异与学习环境的互动关系，认为个体差异通过与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自我组织来提高个体对于外界环境的适应性。语言学习者是处在学校、社会、家庭等多重环境中的个体，不能脱离环境孤立存在。Ellis（2008a）指出，个体差异受到具体的语言学习环境以及学习任务的影响。语言学习环境势必会影响直接变量、中介变量和内隐变量等全部个体差异因素，进而影响到语言水平。因此，要构建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动态系统模型，除了关注学习者个体差异系统本身之外，还需要分析影响个体差异变化的环境因素。影响外语学习的环境因素非常之多，概括地讲，可以将这些因素分为教学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三大部分。教学环境包括教学材料、教师、教学方法、同学、课堂等诸多的因素。教学环境对于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影响最为直接。例如，教材可以通过其课文的选材、活动的设计对于学习者的学习风格、学习观念以及学习策略等产生影响；课堂教学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进而影响他们学习策略的使用，而且还可以改变他们的学习观念；另外，教师的教学方式可能会影响到学生的外语焦虑和动机等各种情感因素。

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环境三个方面。研究表明，文化环境对于学习者个体差异的许多变量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包括学习策略的使用（Sheorey, 1999）、动机（Sasaki, 2004）、学习风格（Reid, 1987）、学习观念（Horwitz, 1999）、性格（Triandis & Suh, 2002）、外语焦虑（Zheng, 2008; Ohata, 2005）等。其他的社会因素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学习者个体差异。例如，政治因素对于学习者动机的形成会产生重要的影响（Norton, 2001）；经济因素也是如此，社会经济状况的好坏可能会影响到学习者的动机，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学习者的努力程度。

家庭环境则包括父母以及早期教育等。家庭常常被视为人生的第一课堂，它对于学习者具有深刻且长远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家庭环境在人的智力和个性特征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这种作用几乎涵盖了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内隐变量、间接变量和直接变量的全部。例如，Gardner等
 （1999）对101位大学生的家庭背景以及他们对语言学习的态度和信念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学生的家庭背景对于他们的语言学习态度、动机以及语言水平的自我评价都具有重要的影响。Gardner（1960）的研究则证实父母学习语言的动机以及他们对于目标语国家的态度对于学生的动机取向具有很强的影响。

5.2　外语学习者个体差异的互动关系

在对语言学习者个体差异进行分类的基础上，我们将对直接变量、中介变量和内隐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依次进行归纳和梳理，然后整合形成一个个体差异的动态系统框架。

5.2.1　直接变量与中介变量的关系

直接变量主要包括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学习策略作为首要的直接变量，与中介变量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学习策略是学习者为了提高二语技能而有意识地采取的行动、步骤或技巧（Oxford, 1993）。作为学习者的外部行为，学习策略受到心理特质和行为倾向性的影响和制约。通过对前期大量研究的回顾与总结，我们发现中介变量的四个要素——学习风格、学习观念、动机以及语言焦虑——会对学习策略的选择和使用产生影响，其中，学习风格的影响则最为明显（Li & Qin, 2006）。学习风格是指个体吸收、加工和存储新信息或技能时所采用的自然、习惯性和偏好的方式（Reid, 1995）。也就是说，学习风格是学习者行为方式的总体倾向性，而学习策略是学习者在特定的学习情境下为了解决某些问题而采取的具体方法。学习者总是倾向于使用与自己学习风格相匹配的学习策略（Oxford & Nyikos, 1989）。多项研究（例如，Carrell, 1988; Weng, 2012; Rossi-Le, 1995; Jowkar, 2012）考察了学习者的学习风格与学习策略之间的关系，认为学习风格会对学习策略产生重要的影响。Weng（2012）的研究发现，听觉感知风格的学习者比视觉感知风格的学习者更多地使用社会策略。Rossi-Le（1995）的研究发现，具有群体学习风格的学习者更倾向于使用社会策略。Jowkar（2012）考察了感知学习风格和听力理解学习策略之间的关系，发现动觉型学习风格和记忆策略以及社会策略显著相关，动觉型学习者经常使用肢体动作、图形等记忆策略以及请求别人澄清和纠错等社会策略。

除了学习风格外，学习观念也是影响学习策略选择和使用的重要因素。学习观念是学习者对于语言学习、学习方法和自身学习能力的观点和
 想法，这些观念往往来自于学习者在长期学习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感受，也是他们选择和使用学习策略的重要决策依据。因此，正如Li（2004）所指出的那样，学习观念对于学习策略的使用具有重要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学者们围绕学习观念和学习策略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大量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学习观念对于学习策略的选择和使用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例如，Abraham & Vann, 1987; Wen & Johnson, 1997; Chang& Shen, 2010）。Oxford（1994）指出，持有消极学习观念的学习者往往不善于使用学习策略或者不能系统地应用学习策略。Heidari等（2012）的研究发现，英语学习者的自我效能观念与词汇学习策略密切相关，自我效能观念强的学习者更多地使用学习策略。文秋芳（2001）调查了学习观念和学习策略的关系，发现管理观念、形式操练观念、功能操练观念和依赖母语观念分别影响管理策略、形式操练策略、功能操练策略和母语依赖策略。

另外，学习动机也会影响学习策略的选择和使用（Pintrich, 1999; Pintrich & De Groot, 1990）。学习动机主要包括工具型动机和融入型动机。诸多研究（例如，Tamada, 1996; Sedaghat, 2001）表明，工具型动机与融入型动机对学习策略的选择和使用产生重要的影响。Schmidt和Watanabe（2001）指出，如果学习者具有强烈的工具型动机或者内在动机，认为学习语言能够实现自己的工具性目标或内在价值，就会采用各种认知策略和元认知策略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一观点在多项研究中得到了确认（例如，Khamkhien, 2010; Wu, 2011）。Khamkhien（2010）对越南的外语学习者的研究发现，学生学习的动机越强，他们就会更多地使用元认知策略。Wu（2011）实证考察了香港243名学生的学习观念、学习动机和学习策略，发现融入型动机能够显著预测元认知策略的使用情况。MacIntyre和Noels（1996）考察了社会心理变量对学习策略使用的影响，发现融入型动机与学习者使用学习策略的意愿密切相关：融入型动机越强烈的学习者使用的学习策略越多；融入型动机显著影响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和社会策略的使用。

学习策略还会受到外语焦虑的影响。研究表明（例如，Sioson, 2011; MacIntyre & Noels, 1996），外语焦虑和学习策略的使用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焦虑水平越高，学习者使用的学习策略就越少。MacIntyre和Noels（1996）指出，外语焦虑对学习策略的整体应用以及不同类别策略的应用都具有重要的影响。Park（200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不成功学习者通常
 会受到失败学习经历的影响，在与英语为母语的人交流时外语焦虑水平较高，因此，他们使用社会策略的数量减少，口语交际能力下降。可见，外语焦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习策略的使用。

努力程度是直接变量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它与学习策略所不同的是，它主要受到学习动机和焦虑两个中介变量的影响，尚未有研究发现其他两个中介变量，即学习风格和学习观念会对努力程度产生直接的影响。Gardner（1985）指出，态度和动机至关重要，因为个体会在多大程度上积极参与语言学习，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动机。研究表明，在诸多动机要素中，融入型动机对努力程度有更强的影响。Gardner（1985）指出，具有融入型动机的学习者比其他学习者具有更持久而强大的动力，对语言学习有更浓厚的兴趣、更积极的学习态度，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Dörnyei和Clement（2001）对匈牙利外语学习者的动机特征的研究发现，在诸多动机因素中，融入型动机是最能够有效预测学习者努力程度的因素。学习者的外语焦虑水平也会直接影响其努力程度。焦虑水平过高的学习者通常表现出紧张、担忧、恐惧等负面情绪，这些情绪会导致学习者无法全身心投入语言学习，缺乏自主学习的热情和学习动力，无法激发出自身的学习潜能。Liu（2012）指出，焦虑水平越高的学生在自主学习活动中学习动机越低，在语言学习方面付出的努力越少，最终导致语言水平降低。因此，焦虑水平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学习者的努力程度。

5.2.2　中介变量与内隐变量的关系

在四个中介变量中，学习观念与内隐变量，尤其是性格的联系最为紧密。Rifkin（2000）通过研究发现影响学习观念的因素很多，如教学水平、教学机构、语言性质等，但性格对于学习观念的影响最为显著。性格对观念的影响在早期的心理学研究中就已经得到了证实。性格特征在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Chan & Wu, 2004; Hao et al., 2004）。Furnham等（1985）的调查也发现性格和观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Langston和Sykes（1997）指出，开放型、和悦型、神经型、尽责型、外向型这五大性格特征与个体对于人和外部世界的看法紧密相关。在语言学习中，性格外向的学习者更倾向于赞同以交流沟通为主的学习方法，也更愿意将语言视作交流的工具，这种观念会促使学习者主动寻求使用语言交流的机会；而内向型学习者则可能更赞同以读写为主的语言学习模式，更愿意花时间学习语法。因此，不同的性格特征会促使学习者形成不同的
 学习观念。

性格除了影响学习观念外，也是影响外语焦虑的主要因素之一（Maclntyre, 1999; Young, 1991）。作为学习者稳定的内在特征，性格会影响到学习者在不同语言学习情境下的情感状态。研究发现，外语焦虑与某些性格特征显著相关，如完美主义倾向（Gregersen & Horwitz, 2002）、精神质（Dewaele, 2002）、内外倾向性（MacIntyre & Charos, 1996; Dewaele, 2002）。Dewaele（2002）以100名比利时学生作为被试考察了神经质、外向型和精神质三项性格特征与外语学习焦虑之间的关系，发现三项性格特征均显著影响被试在英语口语产出时的焦虑水平；在内外倾向性量表和神经质量表中得分越高的学习者焦虑水平越低，而精神质水平越低的学习者焦虑越低。MacIntyre & Charos（1996）运用路径分析方法考察了性格、态度和情感因素对言语交际的影响，发现性格特征对学习态度、焦虑和外语水平都具有明显的影响。

学习风格是学习者偏好的个性化学习方式，受诸多社会环境因素和个体差异因素的影响，其中，性格是影响学习风格的重要因素。教育心理学家发现，个体偏好的学习方式千差万别，性格是决定个体最佳学习方式的重要因素。Fallan（2006）认为，学习者的性格类型与最有效的学习方式密切相关。性格特征影响个体感知信息的方式（Moody, 1988）。在多项性格特征中，内外倾向性对语言学习者学习风格的影响尤其明显，其中，合作／独自型学习风格与内外倾向性具有密切联系。外向型学习者更热衷于参与交际式学习任务，如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而内向者更喜欢独自完成学习任务。内外倾向性也会影响到其他学习风格维度。Riding和Dyer（1980）的研究表明，外向型与语言－表象风格密切相关，外向者倾向于采用语言为主的信息处理方式，内向者青睐以视觉表象为主的信息处理方式。

语言学能对中介变量中的外语焦虑具有显著影响。语言学能是学习者内在固有的语言能力，语言学能高的学习者学习语言的速度更快，能够以较少的努力取得更好的学习成果；而学能低的学习者掌握一门语言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努力，因此更容易产生焦虑感。Horwitz（1989）发现，焦虑水平高的学习者通常认为语言学习难度较高，而他们的语言学能则比他人更低。Sparks和Ganschow（2007）也发现，焦虑水平低的学生在语言学能测试中的得分显著高于焦虑水平高的学生。Ganschow和Sparks（1996）实证考察了外语焦虑与语言学能之间的关系，发现低度焦虑的学生比中高度焦虑的学生在现代语言学能测试中的得分更高，中度焦
 虑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高度焦虑学生。因此，语言学能能显著预测学习者的焦虑水平。

5.2.3　同类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个体差异变量之间的互相作用不仅体现在不同类别的变量之间，而且体现在同一类别内部的变量之间。在直接变量内部，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紧密相关。学习者的努力程度是指学习者为了实现语言学习目标而付出的努力，努力程度高的学习者表现出更高的学习积极性以及克服困难的坚强决心和毅力。Schmidt和Watanabe（2001）研究发现，努力程度最能够有效预测学习者采取的策略。学习者的努力程度越高，越会积极主动地采取更多的学习策略，从而提高自己的学习效果。

在中介变量内部，外语焦虑受到学习观念和学习动机的影响。研究表明，焦虑与语言学习观念显著相关（Talebinejad & Nekouei, 2013），而且与其中自我效能观念的相关性更为显著（Ghonsooly & Elahi, 2011）。学习者对自身语言学习能力的看法会影响他们在学习语言时的压力和焦虑。当学习者感到自己不具备学好语言的能力时，就会陷入焦虑状态，产生紧张、担忧等消极情绪。研究表明，对自身语言学习能力评价较低的学习者焦虑水平较高，而对自己评价较高的学习者焦虑较低（Clément et al., 1980; Kitano, 2001）。除自我效能观念外，学习者对于语言学习的其他看法也会影响其焦虑水平，如语言学习的难易程度（Ganschow et al., 1994）、语言天赋（Horwitz, 1990）等。学习动机也会影响外语焦虑。研究发现，学习动机与外语焦虑显著相关（Hao et al., 2004），学习动机低的学习者焦虑程度较高（Noels et al., 1999）。在Gardner等（1997）的研究中，焦虑被视为学习动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充分体现了两个变量之间的密切关系。研究表明，在不同的动机类型中，融入型动机更能有效地预测焦虑。例如，Wei（2007）发现，融入型动机强的学习者焦虑水平更低。Gardner等（1992）也发现，融入型动机越强，语言学习的焦虑越低。

此外，学习观念直接影响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学习观念是指学习者在长期语言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对语言、语言学习以及自身语言学习能力等方面的看法和观点。学习者对语言学习的看法会影响他们采取的学习策略，而学习者对于自身语言学习能力的看法则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学习动机。Fatemi和Vahidnia（2013）认为，个体的自我效能观念会影响他的感受、想法、动机和行为。如果学习者认为某一种能力对于语言学习很重要，而自己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其学习动机便会大打折扣。此外，学习者对语言
 学习难度、语言学习天赋等问题的主观看法都会极大影响他们学习语言的动力和热情。如果学习者从主观上放大了语言学习的难度或者语言天赋的重要性，就容易滋生消极懈怠的情绪，无法以积极的心态投入语言学习中，更不利于其学习动机的激发和保持。

5.2.4　个体差异与学习成绩

如上文所述，个体差异的各种变量对于学习成绩的影响是有层次性的，某些因素对于学习成绩的影响是直接的，而其他因素对于学习成绩的影响则是间接的。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除了直接变量之外，内隐变量中的语言学能和中介变量中的语言焦虑两项也有可能对最终的学习成绩产生直接的影响。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众多关于语言学能的研究（例如，Ehrman, 1998; Ehrman & Oxford, 1995）都表明，在众多的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变量之中，语言学能是预测最终学习成绩的最为可靠的因素，语言学能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学习者所能达到的语言水平。语言焦虑是学习者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所经受的一种负面情感状态，它会使人感到恐惧和紧张，占据学习者的认知资源，干扰正常的语言处理过程，从而导致学习者记忆能力和语言使用能力的下降，因此，Horwitz（2001）指出，语言焦虑对学习成绩具有直接的影响。

学习者个体差异与学习成绩的互动不是单向的，个体差异的诸多变量会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影响语言学习成绩，与此同时，学习成绩也会对个体差异产生反向的作用。它可以直接影响学习者的语言焦虑、努力程度、学习观念以及动机，也可以间接地影响学习策略。学习成绩对于学习观念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自我效能观念和学习策略观念两个方面。Bandura（1986）指出，成功的语言学习经历可以增强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而不成功的语言学习经历则会降低学习者对自我效能的认识。Zhong（2010）的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另外，学习成绩的好坏以及学习的经历可以促使学习者自我反思学习的过程，并以此来调整自己的信念以及学习策略的选择与使用。学习成绩还会直接地影响学习者的动机结构。总体而言，成功的语言学习者更有可能真正地对语言学习产生兴趣，从而具有融入型的语言学习动机，而不成功的语言学习者则更有可能具有工具性的动机，只是为了某个现实的目的（如获得一个证书）而学习语言。高一虹等（2009）对中国五所大学的英语学习者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跟踪研究，结果表明，学生对于目标语文化的兴趣以及内在的学习动机在两年的时间内不
 断地增强，这与语言水平的提高具有很大的关系。语言水平的提高可以使学习者获取更多的知识和信息，开阔他们的视野，激发他们的兴趣，进而增强他们语言学习的内在动机。学习成绩的好坏也会直接影响学习者的努力程度，成功的学习经历可以给学习者带来愉悦和成功感，进而激发学习者的学习热情，使他们付出更多的努力来学习语言。与此相反，不成功的语言学习经历则有可能挫伤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使得他们减少对语言学习时间和精力的投入。

5.3　外语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动态系统框架

基于上文对个体差异变量的分类、相互的互动关系以及环境因素和学习成绩与个体差异的互动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建立起一个语言学习者个体差异系统的动态系统框架（如图5-1所示）。




图5-1　语言学习者个体差异系统的动态系统框架
[1]




（图中虚线框表示个体差异的类别，箭头所示方向表示相互之间的作用关系，H1-H22分别表示我们所假设的22条直接作用的路径）


 该模型包括三大部分：学习者个体差异系统、环境因素和学习成绩。个体差异的诸多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一种合力而影响最终的语言水平，而学习成绩则反过来影响学习观念、动机以及努力程度，而环境因素则影响到整个的学习者个体差异系统。在个体差异系统的三类变量中，内隐变量位于路径的最外层，通过4条路径直接作用于中介变量：性格直接影响学习风格、学习观念和焦虑；语言学能直接影响焦虑水平。内隐变量通过作用于中介变量将影响力逐层传递到直接变量。中介变量位于中间层，充当内隐变量和直接变量间的媒介，在受到内隐变量影响的同时，通过6条路径作用于直接变量：学习风格、学习观念、焦虑和动机对学习策略产生直接影响；外语焦虑和学习动机也影响努力程度。中介变量除了本身对直接变量产生影响外，也传递着内隐变量对直接变量的间接影响。直接变量位于路径的最内层，受到中介变量的直接影响和内隐变量的间接影响。从图中我们可以发现22条直接作用的路径（如图5-1所示），其中有4条（包括H5、H12、H13和H14）属于同类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5条（包括H15、H16、H17、H18和H22）属于内隐变量与中介变量的互动，6条（H6、H7、H8、H9、H10和H11）属于中介变量对直接变量的影响，4条（H1、H2、H3和H4）属于个体差异因素对于学习成绩的影响，还有3条（H19、H20和H21）属于学习成绩对于个体差异的反向作用。


表5-2　语言学习者个体差异动态系统中的作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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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内　容



	H1
	学习策略直接影响学习成绩。



	H2
	努力程度直接影响学习成绩。



	H3
	语言焦虑直接影响学习成绩。



	H4
	语言学能直接影响学习成绩。



	H5
	努力程度直接影响学习策略。



	H6
	学习风格直接影响学习策略。



	H7
	学习观念直接影响学习策略。



	H8
	语言焦虑直接影响努力程度。



	H9
	语言焦虑直接影响学习策略。



	
 H10
	动机直接影响学习策略。



	H11
	动机直接影响努力程度。



	H12
	学习观念直接影响语言焦虑。



	H13
	动机直接影响语言焦虑。



	H14
	学习观念直接影响动机。



	H15
	外向直接影响学习风格。



	H16
	外向直接影响学习观念。



	H17
	外向直接影响语言焦虑。



	H18
	语言学能直接影响语言焦虑。



	H19
	学习成绩直接影响学习观念。



	H20
	学习成绩直接影响努力程度。



	H21
	学习成绩直接影响动机。



	H22
	神经质直接影响语言焦虑。





这一模型形象地揭示了个体差异变量的动态互动过程，有助于我们从诸多要素中识别出影响语言学习的关键因素。个体差异的形成最早从内隐变量开始，语言学能是个体与生俱来的语言学习能力，而性格是个体在童年甚至婴幼儿时期就初步形成的稳定特征。性格和学能的形成过程在个体开始外语学习之前就已经结束了，因此，这两个变量代表了语言学习的初始条件。当个体开始语言学习后，通过与外界环境进行互动而积累经验和体会，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学习风格、学习观念和学习策略，同时也产生了外语焦虑。在这一过程中，内隐变量作为既定存在的已知条件影响着中介变量和直接变量的形成和发展。虽然从路径图上看，内隐变量对学习成绩的影响最为间接，但是内隐变量的影响范围更广，几乎覆盖全部中介变量和直接变量。同时，由于内隐变量属于个体差异中的稳定变量，它们对语言学习的影响不易随环境发生变化，是长期而稳定存在的。因此，内隐变量在语言学习中发挥着根本性的重要作用。语言学习者的很多行为和心理问题都能从内隐变量中找到根源。

5.4　小结

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视角来看，语言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变量互相影响、
 互相依存，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动态系统。在动态系统理论框架下构建的个体差异动态系统的模型充分体现了个体差异系统的层次性、完全相关性和非线性等特征，有利于我们以全局性的视角重新审视个体差异，使我们对不同个体差异变量在语言学习中发挥的不同作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该框架模型的建立为我们下一步的实证研究作了充分的准备，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我们确定了学习者个体差异的诸多变量以及它们的层次性，明确了研究的对象。学习者个体差异是包括生理因素（语言学能）、心理因素（性格、学习风格、语言焦虑、动机、学习观念）和行为因素（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在内的复杂系统，要在动态系统理论的指导之下展开一个全面的完整的研究绝非易事，这首先需要我们明确具体的研究对象，并对研究对象的内部层次进行全面的梳理。在此前的研究中，我们以动态系统理论的基本原则为指导，按照层次性的原则，从个体差异变量对学习成绩影响的直接性以及变量的稳定性两个维度出发，对这些变量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考察和分类，把他们分为内隐变量、中介变量和直接变量三种类型，这就使得我们对各种变量的实质以及他们的作用有了清楚的认识。例如，学习策略是学习者根据自身特点在综合考虑的基础上形成的解决方案，是一种直观呈现出来的表面现象，属于行为层面，对学习成绩具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在策略背后又隐藏着许多心理的要素，性格、动机等因素都有可能对策略的形成产生影响。

第二，我们梳理了个体差异变量之间以及它们与学习成绩之间的互动关系，明确了具体的研究内容。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观点来看，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具有完全的相关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相关性是完全等同的，它们之间还存在差异：有些相关性是直接的，两个变量之间构成一定的因果关系；还有些相关性是间接的，它们通过那些直接相关的要素而间接地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一个整体。因此，我们需要把那些直接相关的关联梳理出来，并把它们作为本项目研究的核心问题。在全面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梳理出了22个直接的关联，这将成为下一步实证研究的重点问题。但是我们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此，除了验证这22个直接的关联之外，我们还将全面地考察各种变量的动态变化以及引起这些变化的各种因素。







[1]
 　在“性格”一项中，由于前期的研究发现外向与神经质对其他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影响最为明显，为了使得本项研究的问题更加明确，我们没有笼统地使用“性格”这一术语，而是分别使用“外向”和“神经质”来代替它。


[2]
 　在本表中，我们反复使用了“直接”一词，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强调不同要素之间的互动的层次性，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系统内部诸要素具有完全的相关性，但是这种关联不是完全等同，有的要素之间具有直接的关联，还有的要素之间是通过这些直接的关联而同系统内的其他要素关联起来的。






 第6章

语言学能与其他个体差异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研究学习者个体差异，首先是要发现个体差异之间的互动关系，即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的。这种互动关系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潜在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一种变量的变化有可能导致另一种变量的变化，但是由于各种变量的动态性差异，有的变量变化的速度较快（如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有的变量则变化较慢（如语言学能和性格）。这种互动关系并不一定在本项目研究的过程中具体地体现出来，因此是潜在的；另一种互动关系是在本项目研究中真实发生的，也就是说，一个变量的变化引起了另一个变量的变化。上述两种互动关系都是本项目研究的核心问题，但是，对于那些稳定性较强、不易发生改变的个体差异变量来说，如果它在研究期间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我们也只能通过相关性分析来探究它们与其他变量之间的潜在互动关系。本章将围绕语言学能与其他个体差异变量以及与学习成绩之间的相关性进行讨论。

6.1　语言学能的动态变化

正如Skehan（1998）所指出的那样，语言学能是人们与生俱来的能力，它不可能通过教育而得到提高，也不会受到学习经历的影响。因此，在本项目研究的设计中，为了有效减少数据收集的工作量，我们只在第一学期的10月和第二学期的5月对语言学能和性格两个内隐变量进行了两次测量。表6-1显示了有关语言学能的测量结果。

表6-1中的数据进一步证明了语言学能的稳定性。在两次测量中，语言学能的三个构成要素——语音编码能力、语法敏感性和机械记忆能力，它们的均值虽然都有所变化，但是T-检验的结果表明这些变化均未达到
 显著性的程度，这说明语言学能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变量。


表6-1　语言学能变化的T-检验结果




（PC：语音编码能力；GS：语法敏感性；RLA：机械记忆能力）

6.2　语言学能与其他个体差异变量的相关性

语言学能在众多的个体差异的变量之中，受到的关注最久。但是在漫长的研究过程中，人们更多地关注语言学能的构成要素、测量以及它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却很少关注它与其他个体差异要素之间的相关性。以学习观念为例，人们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教育经历（例如，Little et al., 1984）、文化背景（例如，Tumposky, 1991）、性别（例如，Bacon & Finnemann, 1993）、认知方式和个性（例如，徐锦芬、唐芳，2004）等对于学习观念的影响，而很少关注语言学能与学习观念的相关性。学习者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他的各种个体差异变量相互之间构成了一个动态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完全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各种个体差异变量之间都会具备各种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更为重要的是，每个语言学习者都可以被视为一个复杂的自我适应的系统（Ellis & Larsen-Freeman, 2009），它需要依据自身内部的条件以及外部学习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自我调适，以期达到最佳的效果；其中内部条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语言学能。如上文所述，不同的学习者在不同的语言学能构成要素上表现出不同的优势，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他们作为一个有机的自适应系统，逐渐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学习风格、学习观念以及具体的学习策略。因此，语言学能应该与其他个体差异变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鉴于上述考虑，我们对语言学能和其他个体差异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考虑到语言学能的稳定性，在整个研究期间我们只是对语言学能进行了两次测量，而对其他个体差异变量进行了四次测量；考虑到测量的时间因素，我们把语言学能第一次测量的值与其他个体差异变量的前三次测量值相对应，而把语言学能的第二次测量值与其他变量的第四次测量值相对
 应，以进行相关性分析。
[1]



6.2.1　语言学能与性格

语言学能与性格同属于内隐性变量，它们更多地受到先天性因素的制约。尽管后天的环境也有可能会导致它们的变化，从而使它们表现出一定的动态性，但是，这种变化往往是比较缓慢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显著的变化。那么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呢？换言之，语言学能的高低是否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性格，或者具备某种性格特质的人是否在语言学能整体或者某一个方面具有突出的表现呢？表6-2显示了第一次测量的时间点上语言学能与性格的相关性数据。


表6-2　语言学能与性格在第一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2]





**p< .01, *p< .05

（PSY：精神质；NEU：神经质；EXT：内外向）

如表6-2所示，相关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所有语言学能变量和性格变量中，仅有内外倾向性与语法敏感性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r=-.261, p< .05），而且第二次的分析结果也与此一致（见表6-3）。这说明外向型的学习者对于语法的敏感性较弱，内向型学习者对语法的敏感性较强；也就是说，内向型学习者在语法或者语言规则的学习方面可能具有更强的优势。其他语言学能变量和性格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


 表6-3　语言学能与性格在第二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6.2.2　语言学能与学习风格

学习风格又被称为认知风格，是“一个人的自然的、习惯性的以及喜欢的吸收信息、处理信息和保持信息的方式和技能，它是比较稳定的，不会因为教学方法或者教学内容的变化而变化”（Kinsella, 2002:171）。在语言学能方面，学习者除了在整体上有所差异之外，他们还表现出在具体构成要素方面的差异；也就是说，他们或许在某一个方面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优势，那么学习者是否会有可能根据自己语言学能的特点而表现出学习风格的倾向性呢？在本项目研究中，第一个时间点上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所有语言学能变量与学习风格之间的相关系数都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如表6-4所示）：


表6-4　语言学能与学习风格在第一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AUD：听觉型；VIS：视觉型；KIN：动觉型；TAC：触觉型）


 表6-4结果也得到了第二个时间点（表6-5）和第三个时间点（表6-6）上相关数据分析结果的证实：所有语言学能变量与学习风格之间的相关系数都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表6-5　语言学能和学习风格在第二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表6-6　语言学能和学习风格在第三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但是在第四个时间点上，我们发现语音编码能力与触觉型学习风格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r=.258, p< .05）（如表6-7所示）。


 表6-7　语言学能和学习风格在第四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从总体上来看，语言学能和学习风格之间的相关性表现得并不是非常的明显，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发现语音编码能力和触觉型学习风格之间的相关性。对于这一结果，可以说语音编码能力强的学习者更倾向于采用触觉型的学习风格，也可以说具有触觉型学习风格的学习者更有可能具有较强的语音编码能力。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是我们更加关注的是第一种，因为它更加强调了语音编码能力和触觉型学习风格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语言学能是先天的，而学习风格的形成是先天与后天因素结合的成果。语言学习者作为一个自适应系统，会自动地根据自己的先天条件和学习环境而不断自我调适，形成自己的学习风格。因此，语言学能应该与学习观念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而本项目研究的成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但是，由于本项目研究在整体目标以及研究时间的局限性，我们还不能更加细致了解学习者的语言学能和学习风格的相互关系，这有待于我们今后的进一步研究。

6.2.3　语言学能与学习观念

学习观念是指学习者对于语言本身、语言学习和语言教学的看法，它的核心构成要素包括自我效能信念、对语言学习本质的看法、语言学能观念、对语言学习难度的看法以及学习策略观念等五个部分。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学习观念与学习风格一样，它也应该属于学习者自我调适而形成的重要个体差异特征；也就是说，学习者应该能够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根据自己语言学能的特点，而形成一定的学习观念，因此应该与语言学能之间具有重要的相关性。本项目相关研究的结果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如表6-8显示，根据相关性分析的结果，语音编码能力与总体学习观
 念之间的相关系数为-.272（p< .05），与学习难度观念的相关系数为-.276（p< .05），都达到了显著的水平，说明语音编码能力与学习难度观念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语音编码能力强的学习者更有可能认为外语学习的难度较低，而语音编码能力弱的学习者则更有可能认为外语学习的难度较高。


表6-8　语言学能和学习观念在第一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BEL：总体学习观念；SEB：自我效能观念；BLS：学习策略观念；BLA：语言学能观念；BNL：对外语学习本质的看法；BD：语言学习难度的看法）

第二个和第三个测量时间点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进一步证明了语音编码能力与学习者对学习难度看法的相关性。表6-9和6-10中的数据进一步证实，语音编码能力与学习难度观念之间显著负相关（分别为r=-.261, p< .05和r=-.278, p< .05）。


表6-9　语言学能和学习观念在第二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表6-10　语言学能和学习观念在第三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除了语音编码能力之外，第四个时间点的相关性分析的结果（见表6-11）也表明机械记忆能力与自我效能观念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r=.318, p< .01）。这说明学习者的机械记忆能力越强，他们对自己学习英语的效率就越有信心，自我效能观念也就越强。


表6-11　语言学能和学习观念在第四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综上所述，语言学能和学习观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应该体现在语言学能对学习观念的影响上。前者是与生俱来的，受到后天影响的程度较小；而后者的形成则要受到包括特定文化环境（McCargar, 1993）、自身的教育经历，尤其是语言学习经历（Little et al., 1984）和他人学习经验（文秋芳，1995）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对于学习者来说都是外部的。作为一个自适应的系统，外语学习者学习观念的形成还会受到内部因素的影响，从本项目研究的结果来看，这些内部因素应该包括语言学能。在语言学能的各个项目中，与学习观念显著相关的有语音编码能力和机械记忆能力两个项目，它们都属于易被学习者感知的，而语法的敏感性
[3]

 一项是学生难以直接觉察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学习者会在有意或者无意之中对自己语言学能逐渐产生一定的认识，他们也会在有意或者无意之中按照扬长避短以取得学习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形成自己的学习观念。

关于语言学能与学习观念的关系，我们还发现语言学能对于对语言学习本质的看法和学习策略观念的形成都未产生直接的影响。这是比较容易解释的，这说明他们的形成更多地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有意思的是，语言学能的高低与学习者对于自身语言学能的看法也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这说明学习者对自身的语言学能并没有明显的意识，语音编码能力和机械记忆能力对于语言学习难度和自我效能观念的影响更多的是潜意识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证明了外语学习者自我调适系统工作机制的潜在性。

6.2.4　语言学能与外语焦虑

焦虑指人的恐惧、忧虑等主观性情感。外语焦虑主要针对二语或者外语学习而言，可以被视为一种情景性焦虑，“是一种产生于外语学习过程和课堂外语学习相联系的有关自我知觉、信念、情感和行为的独特的综合体”（Horwitz, 1986:87），它主要包括害怕得到负面的评价、交际恐惧和考试焦虑三个方面。对于语言学能和外语焦虑之间的关系，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在于：语言学能属于先天性的外语学习能力，而外语焦虑是一种心理状态，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系呢？表6-12显示了在第一个时间点上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数据。


 表6-12　语言学能和外语焦虑在第一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ANX：总体焦虑水平；TAN：考试焦虑；CA：交际恐惧；FNE：负面评价恐惧）

表6-12中的数据表明，语言学能与外语焦虑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其中，语音编码能力与总体焦虑水平和考试焦虑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是-.280和-.289（p< .05），达到了显著水平。这说明，学习者的语音编码能力越强，它们的总体焦虑水平就越低；更进一步说，语音编码能力对于外语焦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考试焦虑上。这一结果又得到了第三个时间点上的相关数据分析结果的进一步证实
[4]

 。语法敏感性也与总体焦虑水平、考试焦虑和害怕得到负面评价之间密切相关，相关系数分别是-.265、-.253和-.243（p< .05），也都达到显著水平。这说明语法敏感性强的学习者总体上焦虑水平更低，且语法敏感性对于外语焦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考试焦虑和负面评价恐惧两个方面；也就是说，语法敏感性强的学习者的考试焦虑水平倾向较低，而且对得到负面评价的焦虑水平也会较低。另外，机械记忆能力与考试焦虑之间的相关系数也达到了显著的水平（r=-.237, p< .05），说明机械记忆能力与考试焦虑关系密切：学习者的机械记忆能力越强，考试焦虑水平越低。这一结果又得到了第三个时间点的相关数据分析结果的进一步证实
[5]

 。


 表6-13　语言学能和外语焦虑在第二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第二个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分析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语音编码能力与总体焦虑水平和考试焦虑之间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292、-.290, p< .05）。与此同时，这一部分的数据分析结果还表明它与交际恐惧和负面评价恐惧之间也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是-.259和-.236（p< .05），都达到了显著的水平。这说明，语音编码能力强的学习者在总体的焦虑水平，以及考试焦虑、交际恐惧和负面评价恐惧的水平都会较低。这一结果又得到了第四个时间点的相关数据分析结果的进一步证实
[6]

 。另外，这一部分相关性数据分析的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语法敏感性与考试焦虑和负面评价恐惧的高度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249和-.248（p< .05），均达到了显著的水平；语法敏感性与总体焦虑水平和交际恐惧之间也具有很强的负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271和-.256（p< .05），也达到了显著的水平。这说明，与语音编码能力一样，语法敏感性对于焦虑水平的影响也是全面性的，语法敏感性强的学习者不仅总体的焦虑水平会较低，而且在考试焦虑、交际恐惧和负面评价恐惧三个方面的水平都会较低。这一结果又得到了第三个时间点
[7]

 和第四个时间点
[8]

 的相关数据分析结果的进一步证实。另
 外，第四个时间点的相关数据（见表6-15）在进一步证明机械记忆能力和考试焦虑之间的相关性之外
[9]

 ，还显示机械记忆能力与总体焦虑水平、交际恐惧和负面评价恐惧之间也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370, -.248和-.307（p< .05），都达到了显著的水平。这说明，机械记忆能力对于焦虑水平的影响也是全面性的，机械记忆能力强的学习者在总体焦虑水平以及其各项具体的构成要素上的表现水平都会较低。


表6-14　语言学能和外语焦虑在第三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表6-15　语言学能和外语焦虑在第四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综上所述，语言学能和外语焦虑之间具有很强的负相关性；也就是说，语言学能高的学习者往往会具备较低的外语焦虑水平。有关的相关性分析的结果表明，语言学能对于外语焦虑的影响是全面的，语音编码能力、语法敏感性和机械记忆能力等三个语言学能的构成要素，不仅会影响到学习者的总体外语焦虑水平，而且它们在考试焦虑、交际恐惧和负面评价恐惧等三个方面的水平也与语言学能水平呈负相关。当然，从四个时间点测量的结果差异来看，它们影响的稳定性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语音编码能力对考试焦虑以及语法敏感性对考试焦虑和负面评价恐惧影响的稳定性最强，它们在四个测量的时间点上都表现出显著的相关；语音编码能力对交际恐惧和负面评价恐惧、语法敏感性对交际恐惧以及机械记忆对考试焦虑影响的稳定性次之，它们在四个测量的时间点上有两到三次表现出显著的相关，而机械记忆能力对交际恐惧和负面评价恐惧影响的稳定性最弱，只有一次表现出显著的相关。

6.2.5　语言学能与学习动机

动机可以简单地解释为学习外语的原因或者目的，它包括融入型动机、工具型动机和态度三个方面。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妨假设学习者有可能会在有意或者无意之中根据自己语言学能的高低以及构成要素的具体情况，现实地确定自己外语学习的目的或者目标，那样语言学能与学习动机之间应该也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但是，在四个测量的时间点上相关数据的分析却不能证明这一假设。


表6-16　语言学能和学习动机在第一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MOT：动机的整体水平；ITM：融入型动机；ISM：工具型动机；ATT：态度）






 表6-17　语言学能和学习动机在第二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表6-18　语言学能和学习动机在第三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表6-19　语言学能和学习动机在第四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表6-16至表6-19共4个表格的数据显示，语言学能与学习动机之间都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这说明学习动机更多地受到其他因素，如社会环境等的影响，而语言学能对学习动机的影响并不大。这一现象的出现很可能与自我调适机制的潜在性有关，如上文我们在讨论语言学能和学习观念之间的关系时所提到的那样，学习者对自己的语言学能很可能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也就不可能根据自己语言学能的情况调整自己外语学习的目的或者目标。

6.2.6　语言学能与学习策略

学习策略属于学习者个体差异系统中的直接变量，因此具有更多的外部行为特征。学习策略包括认知策略、情感策略、元认知策略和社会策略四种类型。为了发现语言学能与学习策略之间的相关性，与其他个体差异变量一样，我们在四个测量的时间点上对两者之间进行了相关的数据分析。其中在第一个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分析的结果（见表6-20）显示，语法敏感性与认知策略之间的相关系数为-.240（p< .05），达到了显著的水平，说明学习者的语法敏感性越强，他们所采用的认知策略就越少。


表6-20　语言学能与学习策略在第一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STR：学习策略整体；CST：认知策略；SST：社会策略；AST：情感策略；MST：元认知策略）

第二个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分析的结果（见表6-21）进一步证实了语法敏感性和认知策略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274（p< .05），达到了显著的水平。


 表6-21　语言学能与学习策略在第二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除了语法敏感性和认知策略之间的相关性之外，第四个测量时间点上
[10]

 的相关性数据分析的结果（见表6-22）还发现机械记忆能力也与认知策略的使用具有相关性，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280（p< .05），也达到了显著的水平。这说明机械记忆能力强的学习者也倾向于使用较少的认知策略。


表6-22　语言学能与学习策略在第四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语言学能对于学习策略也具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语法敏感性和机械记忆能力对于认知策略的影响。这两种能力强的学习者往往会使用较少的认知策略。认知策略指学习者对于学习材料直接进行处理的各种方式，例如，推理、分析、记笔记、合成等，是最为具体的学习策略，这说明语言学能高的学习者在具体学习策略的使用上要更加的集中，而不是频繁地更换或者大量地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6.2.7　语言学能与努力程度

努力程度是指学习者为外语学习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的多少，它包括学习者在外语学习上所花费时间的长短、克服学习中遇到困难的决心和持续进行外语学习的毅力三个方面。本项目研究的相关数据表明语言学能与努力程度之间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表6-23　语言学能与努力程度在第一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EFF：总体努力程度；DET：克服困难的决心；PER：毅力；LEN：所付出的时间）

第一个时间点的相关数据分析表明，机械记忆能力和克服学习中遇到困难的决心具有显著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235（p< .05），达到了显著的水平。这说明学习者的机械记忆能力越强，克服学习困难的决心也就有可能越强。另外，机械记忆能力还与外语学习所付出的时间长短也有很大的关系，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335（p< .05），也达到了显著性的水平。这说明机械记忆能力强的学习者在学习外语上所花费的时间也就越多。


 表6-24　语言学能与努力程度在第二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第二个时间点的相关数据分析的结果进一步证明了机械记忆能力和学习时间长短之间的相关性，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292（p< .05），达到了显著的水平。这进一步说明学习者的机械记忆能力越强，他们的平均学习时间也就有可能越长。第三个和第四个时间点的相关数据分析结果都说明机械记忆能力和学习时间之间相关性的高度稳定性，因为在这两个时间点上，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都达到了显著的程度。除此之外，第三个时间点上的分析结果还发现，语法敏感性与学习时间之间也有一定的相关性，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283（p< .05），达到了显著的水平。这说明学习者的语法敏感性越强，他们也有可能在外语学习上花费更多的时间（见表6-25和表6-26）。


表6-25　语言学能与努力程度在第三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表6-26　语言学能与努力程度在第四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综上所述，语言学能和努力程度之间也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其中表现最为稳定是机械记忆能力和学习时间之间的关系，在四个测量的时间点上，数据分析的结果都得出了两者之间显著的相关系数。这充分说明，机械记忆能力强的学习者更有可能愿意在外语学习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另外，机械记忆能力也与克服困难的决心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换言之，机械记忆能力强的学习者克服困难的决心也越大，这很可能也与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有很大的关系。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外语学习的过程涉及大量的机械记忆，如对单词、句式、短语、语法规则的记忆等，如果学习者具有较强的机械记忆能力，他们对于语言知识的记忆效果也就会越好，从而使他们具有较强的自我效能感，对外语学习具有更高的信心和兴趣，这反过来就可以激励学习者在外语学习上付出更多的时间，同时也具备更强的克服困难的决心。这一分析与前文对语言学能和学习观念之间的关系的讨论结果是一致的。在上文中曾经谈到，机械记忆能力和自我效能感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除此之外，语法的敏感性也与学习时间的付出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语法敏感性强的学习者也有可能在外语学习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其内在的原因很可能与上述原因是一致的，但是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没有机械记忆能力与学习之间的相关性表现得那样稳定。

6.3　语言学能与学习成绩

语言学能与学习成绩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众多关于语言学能的研究（例如，Ehrman, 1998; Ehrman & Oxford, 1995）都表明，在众多的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变量之中，语言学能是预测最终学习成绩的最为可靠的因素，语言学能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学习者所能达
 到的语言水平，而本项目研究的结果又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11]

 。


表6-27　语言学能与外语成绩在第一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RO：总体成绩；LP：听力成绩；RP：阅读成绩；SP：口语成绩；WP：写作成绩）

第一个时间点上的相关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语言学能和学习外语学习成绩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其中，语音编码能力与总体成绩、听力、阅读、口语和写作分项成绩的相关系数依次为.657、.658、.550、.552和.595（p< .05），语法敏感性与总体成绩、听力、阅读、口语和写作分项成绩的相关系数依次为.680、.645、.589、.575和.643（p< .05），机械记忆能力与总体成绩、听力、阅读、口语和写作分项成绩的相关系数依次为.647, .675, .522, .534和.583（p< .05），都达到了显著性的水平。


表6-28　语言学能与外语成绩在第四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由表6-28中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第四个时间点上的相关性分析结果与第一个时间点上的结果是一致的，语音编码能力与总体成绩、听力、阅读、口语和写作分项成绩的相关系数依次为.602、.563、.528、.391和.526（p< .05），语法敏感性与总体成绩、听力、阅读、口语和写作分项成绩的相关系数依次为.664、.574、.656、.337和.488（p< .05），机械记忆能力与总体成绩、听力、阅读、口语和写作分项成绩的相关系数依次为.643、.615、.574、.414和.539（p< .05），均达到了显著性的水平。

6.4　小结

与以往的同类研究一样，本项目的研究也分析了语言学能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结果进一步证明了两者之间的高度相关性，而且这种相关是全方位的：不仅语言学能的总体水平会影响到总体的学习成绩，而且语音编码能力、语法敏感性和机械记忆能力都与各项外语学习成绩具有高度的相关性。这说明，语言学能对学习成绩具有高度的预测性，语言学能高的学习者更有可能在外语学习上取得好的学习成绩。与以往的研究不同的是，本项目研究还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角度，对语言学能和其他个体差异变量的相关性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以此探究语言学能与其他个体差异变量之间潜在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前者对于后者的潜在影响。结果表明，虽然学习者对于自己的语言学能并不见得具有充分的认识，但是他们作为一个不断自我调适的自适应系统，会在潜意识之中根据自己语言学能的实际情况来调整自己，从而导致语言学能与其他个体差异变量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相关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语言学能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个体差异变量，在历时一学年的研究期间未发生显著的变化。考虑到除了性格之外的其他个体差异变量的动态性，我们可以认为语言学能与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主要是单向的，主要表现在语言学能对于其他变量的影响上面。

（2）语言学能和另一内隐变量性格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这主要表现在语法敏感性和内外向的倾向性上面，内向型学习者的语法敏感性一般要高于外向型的学习者。由于两种内隐变量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两者的形成更多地受到先天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是与生俱来的。

（3）语言学能和学习风格之间的相关性主要表现在语音编码能力和触
 觉型学习风格之间，语音编码能力强的学习者更有可能具有触觉型的学习风格。

（4）在语言学能和学习观念之间，表现最为稳定和突出的是语音编码能力对于学习观念的影响，它不仅会影响到总体的学习观念，还会影响学习者对于外语学习难度的看法，语音编码能力强的学习者更倾向于认为语言学习难度较低。另外，机械记忆能力与自我效能观念之间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说明学习者的机械记忆能力越强，他们对自己学习英语的效率就越有信心。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发现：语言学能的高低与学习者对于自身语言学能的看法也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这说明学习者对自身的语言学能并没有明显的意识。

（5）语言学能对于学习者的外语焦虑水平具有很强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全面的，不仅语言学能高的学习者往往会具备较低的外语焦虑水平，而且语音编码能力、语法敏感性和机械记忆能力等三个语言学能的构成要素，也会影响到学习者的总体外语焦虑水平，而且三种能力强的学习者在考试焦虑、交际恐惧和负面评价恐惧等三个方面的水平也会较低，其中语音编码能力对考试焦虑以及语法敏感性对考试焦虑和负面评价恐惧影响的稳定性最强。

（6）语言学能对于学习策略也具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语法敏感性和机械记忆能力对于认知策略的影响，两种能力强的学习者往往会使用较少的认知策略。

（7）语言学能和努力程度之间也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机械记忆能力强的学习者更有可能愿意在外语学习上花费更多的时间，而且克服困难的决心也越大。另外，语法的敏感性也与学习时间的付出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语法敏感性强的学习者也有可能在外语学习上花费更多的时间。







[1]
 　这里所说的“其他个体差异变量”不包括性格一项，因为该项目也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变量，也只是进行了两次测量，正好与语言学能的两次测量相对应。其实，从具体的数据来看，由于语言学能的稳定性，两次测量之间的差异很小，采用哪一次测量的结果与其他变量的四次测量结果作相关性分析，都不会对分析的结果产生明显的影响。


[2]
 　表中的数字1表示第一个测量时间点。在后面的表格中，2表示第二个测量时间点，3表示第三个测量时间点，4表示第四个测量时间点。


[3]
 　由于本项目所采用的语言学能测试只是测量语音编码能力、语法的敏感性和机械记忆能力三项，并没有测量归纳学习的能力，因此在此我们没有进行相关的讨论。不过，归纳学习能力应该也属于不容易被学生直接觉察到的项目，因此，我们预测它对于学习观念形成的影响力也比较弱。


[4]
 　由表6-14可以看出，第三个时间点上的相关数据分析结果表明，语音编码能力与总体焦虑水平、考试焦虑的相关系数分别是-.282和-.291（p< .05），达到了显著的水平。


[5]
 　由表6-14可以看出，第三个时间点上的相关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机械记忆能力与考试焦虑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235（p< .05），达到了显著的水平。


[6]
 　由表6-15可以看出，第四个时间点的相关数据分析结果表明，语音编码能力与总体焦虑水平、考试焦虑、交际畏惧和负面评价恐惧的相关系数分别是-.322、-.309、-.287和-.304（p< .05），达到了显著的水平。


[7]
 　由表6-14可以看出，第三个时间点的相关数据分析结果表明，语法敏感性与总体焦虑水平、考试焦虑和负面评价恐惧的相关系数分别是-.262、-.246和-.246（p< .05），达到了显著的水平。


[8]
 　由表6-15可以看出，第四个时间点的相关数据分析结果表明，语法敏感性与总体焦虑水平、考试焦虑、交际畏惧和负面评价恐惧的相关系数分别是-.332、-.323、-.278和-.317（p< .05），都达到了显著的水平。


[9]
 　由表6-15可以看出，第四个时间点的相关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机械记忆能力与考试焦虑的相关系数是-.411（p< .05），达到了显著的水平。


[10]
 　由于第三个测量时间点的相关性数据分析并没有发现语言学能与学习策略之间任何的相关性，为节省篇幅，在此省去有关的分析数据。


[11]
 　鉴于语言学能和学习成绩之间关系的稳定性，且语言学能只进行了两次测量，因此，这里只分析在第一时间点和第四时间点上内隐变量语言学能与外语成绩的关系。






 第7章

性格与其他个体差异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性格是指“一个人秉性、气质、才智和素质联合起来构成的、决定着他独特的适应环境方式的、相对稳定持久的特质”（Eysenck, 2013:2），包括精神质、内向／外向和神经质三个方面。性格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个性化的特质，与语言学能一样，这种特质是天生的，更多地是由遗传所决定的，而不是后天培养的。因此，我们把性格和语言学能划分为同一种类型，都属于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内隐变量。在上一章之中，我们已经就语言学能和性格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在本章中，我们将在讨论性格变量的稳定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它与包括学习风格、学习观念、动机、外语焦虑、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在内的其他个体差异变量以及学习成绩之间的相关性，借以探讨性格与它们之间所存在的潜在的互动关系。

7.1　性格的动态变化

以往许多的研究（例如，Moss & Susman, 1980; Costa & McCrae, 1997）认为性格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个性化特质，很难受到后天因素的影响，因此它在短时间内难以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本项目研究的结果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整个一学年的跟踪研究中，我们分别对受试进行了两次性格特征的测量，然后对测量的结果进行了T-检验，以便于探究性格特征的动态性（见表7-1）。


表7-1　性格特征变化的T-检验结果




（EXT：内向／外向；NEU：神经质；PSY：精神质）


 由表7-1
 所显示的数据可以看出，性格的确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个体差异变量。在两次测量的结果之间，存在的差异非常小。其中，内／外向的均值从56.20降低到55.96，神经质的均值从52.47降低到52.23，精神质从44.94变为44.93。但是，这些变化都在正常的波动范围之内，并没有达到显著性的水平。

7.2　性格与其他个体差异变量的相关性

与语言学能一样，性格也属于一种内隐性变量。以往的个体差异研究更多地关注语言学能和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而不太关注它与其他个体差异变量的相关性；而对于性格的研究则不同，研究者（例如，Eysenck, 2013; Larsen-Freeman & Long, 1991）在关注性格特征的构成要素的同时，也关注它与其他个体差异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其中包括性格与学习观念（例如，Chan& Wu, 2004; Hao et al., 2004）、性格与外语焦虑（例如，MacIntyre& Charos, 1996; Dewaele, 2002）、性格与学习风格（例如，Fallan, 2006; Moody, 1988）等。但是这些研究大都属于单变量研究的类型，只是考察了两个个体差异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没有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角度出发，从整体上对性格和其他多个个体差异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的考察。因此，在本项目研究中，我们将以相关性分析为基础，全面探讨性格对其他个体差异变量的潜在影响。

如上文所述，考虑到性格的稳定性，在整个研究期间我们只对它进行了两次测量，而对其他个体差异变量进行了四次测量。考虑到测量的时间因素，我们把性格的第一次测量值与其他个体差异变量的前三次测量值相对应，而把性格的第四次测量值与其他变量的第四次测量值相对应，进行了相关性分析
[1]

 。在第6章中，我们已经对语言学能和性格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这主要表现在语法敏感性和内外向的倾向性之间，内向型学习者的语法敏感性一般要高于外向型的学习者。下面我们再对性格和学习风格、学习观念、学习动机、外语焦虑、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7.2.1　性格与学习风格

学习风格是学习者所偏爱的学习方式。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
 学习者作为一个具有自我调适能力的自适应系统，应该能够根据自己的性格特点调整自己的学习风格。因此，从理论上讲，性格对于学习风格应该具有重要的影响，两者之间应该具有密切的相关性。然而事实是否如此，我们在本研究中进行了分析。表7-2显示了性格与学习风格在第一时间点上的相关性分析数据。


表7-2　性格和学习风格在第一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2]





**p< .01, *p< .05

（AUD：听觉型；VIS：视觉型；KIN：动觉型；TAC：触觉型）

如表7-2所示，在所有四类学习风格项目中，性格与动觉型的学习风格具有密切的关系。精神质和神经质与动觉型学习风格的相关系数分别是-.240和-.247（p< .05），均达到了显著性的水平。这说明神经质和精神质水平高的学习者要具有更弱的动觉型学习风格，他们好静不好动，更加不喜欢使用手势和其他肢体语言，或者通过动手和亲身体验来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另外，动觉型学习风格也与内外向性密切相关，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是.447（p< .05），达到了显著的水平，说明外向型的学习者更有可能具有动觉型的学习风格。


表7-3　性格和学习风格在第二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如表7-3所示，第二个时间点上性格和学习风格的相关性分析的数据进一步证实了内外向与动觉型学习风格之间的相关性，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392（p< .05），又达到了显著的水平。这进一步说明，外向型学习者更有可能具有动觉型的学习风格，更喜欢全身心地投入到某种学习环境，他们好动不好静，说话时表情丰富，喜欢使用手势和其他肢体语言，可以通过动手和亲身体验来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第三个时间点和第四个时间点上的相关数据分析结果又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如表7-4和表7-5所示），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506和.458（p< .05），都达到了显著性的水平。


表7-4　性格和学习风格在第三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表7-5显示了第四个时间点上性格和学习风格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除了进一步验证内外向与动觉型学习风格之间的密切关系之外，它还进一步验证了神经质与动觉型学习风格之间的相关性，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241（p< .05），达到了显著水平。神经质的水平表现为情绪稳定性的差异，这进一步说明情绪稳定性差的学习者，其动觉型学习风格的倾向性更弱。另外，我们还发现，内外倾向性与听觉型学习风格之间也具有一
 定的相关性，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是.358（p< .01），达到了显著性的水平。这说明学习者的性格越外向，越有可能偏爱听觉输入，更有可能喜欢听讲座、口头讲解和与他人进行口头的交流。


表7-5　性格和学习风格在第四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综上所述，性格和学习风格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学习者的性格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们的学习风格倾向。从四个时间点上的相关数据来看，表现最为稳定的是内外向与动觉型学习风格之间的关系：性格外向的学习者一般都具有动觉型的学习风格。另外，在本项目的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内外向也与听觉型学习风格具有一定的关系，性格外向的学习者也更有可能具有听觉型的学习风格。这与同类的相关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例如，Moody（1988）的研究结果表明，内外倾向性对语言学习者学习风格的影响尤其明显，外向型学习者更热衷于参与交际式学习任务，如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而内向者更喜欢独自完成学习任务。我们还发现，神经质水平以及精神质水平与动觉型学习风格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性，这说明情绪稳定性差的或者精神质水平高的学习者具有动觉型学习风格的可能性更小。

7.2.2　性格与学习观念

性格对学习观念的影响是前期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四个中介变量中，学习观念与内隐变量，尤其是性格的联系最为紧密。许多研究（例如，Rifkin, 2000; Chan & Wu, 2004; Hao et al., 2004）都发现性格特征在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表7-6显示了第一个时间点上性格与学习观念之间的相关性数据分析的结果。


 表7-6　性格和学习观念在第一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BEL：总体学习观念；SEB：自我效能观念；BLS：学习策略观念；BLA：语言学能观念；BNL：对外语学习本质的看法；BD：对语言学习难度的看法）

如表7-6所示，对学习观念影响最大的性格项目是内外向倾向性，它与总体学习观念、自我效能观念、学习策略观念和语言学能观念的相关系数分别是.327、.480、.384、-.277（p< .05），都达到了显著性的水平。这说明外向型的学习者对于自己学习外语的效率更有自信，对于学习策略的意识也更强，但是他们对与语言天赋在外语学习中作用的评价要低于内向型的学习者。另外，神经质与自我效能观念的相关系数为-.261（p< .05），也达到了显著的水平。这说明神经质水平高、情绪稳定性低的学习者对自己外语学习能力的评价也会比较低，这一结果又得到了第三个时间点的相关性数据分析的证实（见表7-8）。


表7-7　性格和学习观念在第二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表7-7显示了第二个时间点上性格与学习观念相关性的数据分析结果。它与第一个时间点的分析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进一步证明了内外向倾向性对于总体学习观念、自我效能观念、学习策略观念以及语言学能观念的影响，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是.304、.483、.433、-.260（p< .05），都达到了显著性的水平。这一结果又得到了第三个时间点的相关性数据分析结果的完全证实（见表7-8）。另外，第四个时间点的相关数据分析结果又进一步确认了内外向倾向性对于自我效能观念的影响，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为.248（p< .05），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表7-8　性格和学习观念在第三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表7-9　性格和学习观念在第四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从本项目的研究结果来看，性格与学习观念之间的关系并不如先前研究所主张的那么强烈。性格对于学习观念的影响并不是全方位的，在性格的三个维度，即内外向、精神质和神经质之中，对学习观念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内外向倾向一项，它对自我效能观念、学习策略观念以及语言学能观念有可能会产生较强的影响。性格外向的学习者的自我效能观念和对学习策略的意识可能会更强，而对自己语言天赋在外语学习中作用的评价则会更低。除此之外，神经质的水平也有可能对自我效能观念具有一定的影响，情绪不够稳定的学习者对于自己学习外语效率的评价可能会更低。

7.2.3　性格与外语焦虑

焦虑是外语学习过程最为重要的情感因素之一，它对学习的过程和学习成绩都具有重要的影响。焦虑分为性格焦虑、状态焦虑和情景焦虑。性格焦虑是指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容易变得焦虑的较为固定的性格倾向。状态焦虑是指在某个特别的时刻和特定的情景中感受到的焦虑，是一时的、不稳定的状态。情景焦虑可以看作是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具体情形或者某些特别的事件的状态焦虑。外语焦虑可以被视为一种情景性焦虑，但是它与其他两种类型，尤其是性格焦虑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推论，性格应该对外语焦虑具有重要的影响，因为具有某种性格特质的人有可能比其他人更容易产生焦虑感。本项目研究的结果证实了这一推论，发现性格与焦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表7-10、表7-11和表7-12显示了第一、第二、第三个时间点上性格与外语焦虑之间的相关性数据分析的结果。


 表7-10　性格和外语焦虑在第一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ANX：总体焦虑水平；TAN：考试焦虑；CA：交际恐惧；FNE：负面评价恐惧）


表7-11　性格和外语焦虑在第二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表7-12　性格和外语焦虑在第三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性格与外语焦虑的相关性在三个时间点上呈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它们都表明，神经质与外语焦虑具有显著正相关。在第一个时间点上，神经质与总体焦虑水平、考试焦虑和负面评价恐惧的相关系数分别是.406、.489、.337（p< .01）（见表7-10），在第二个时间点上的相关系数分别是.407、.488、.325（p< .01）（见表7-11），在第三个时间点上的相关系数分别是.405、.486、.340（p< .01）（见表7-12），都达到了显著的水平。这说明神经质的分值越高，学习者情绪的稳定性越差，而情绪稳定性差的学习者考试焦虑和负面评价恐惧的水平有可能较高，从而使得他们的总体焦虑水平提高；相反，如果他们的情绪稳定性越强，其考试焦虑和负面评价恐惧的水平就更有可能越低，总体焦虑水平也就越低。内外倾向性也对总体焦虑水平和考试焦虑具有重要的影响。在第一个时间点上，内外倾向性与总体焦虑水平、考试焦虑的相关系数分别是-.241和-.271（p< .05），在第二个时间点为-.242和-.272（p< .05），在第三个时间点为-.244和-.277（p< .05），也都达到了显著的水平。这说明学习者的外向性越强，他们的焦虑水平越低，而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考试焦虑水平的降低而造成的。


表7-13　性格和外语焦虑在第四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表7-13显示了第四个时间点上性格和外语焦虑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的数据，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神经质对于总体焦虑水平和考试焦虑的影响，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是.288和.394（p< .05），达到了显著性的水平。这进一步说明学习者的情绪稳定性越高，他们的考试焦虑水平也就越低，从而导致总体焦虑水平的降低。另外，第四个时间点上的数据分析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内外倾向性对考试焦虑的影响，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是-.260（p< .05），达到显著水平。这说明内外倾向性与外语焦虑显著负相关，学习者的外向性越强，考试焦虑水平越低。


 综上所述，性格与外语焦虑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在构成性格的三种因素中，神经质水平（即情绪的稳定）的作用最为突出，它通过影响考试焦虑和负面评价恐惧进而影响到外语焦虑的总体水平，学习者的情绪稳定性越高，他们的外语焦虑水平就有可能越低。另外，学习者性格的内外向倾向对于考试焦虑水平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学习者的性格越是外向，他们的考试焦虑水平也就越低。

7.2.4　性格与学习动机

性格与语言学能同属于内隐性变量，两者的形成更多地受到先天性因素的影响，而不易受到后天环境的改变。在上一章，我们发现语言学能对动机没有明显的影响，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那么，性格是否也对学习动机没有影响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也对性格和学习动机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表7-14显示了第一个时间点上两者之间相关性分析的结果。


表7-14　性格和学习动机在第一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MOT：动机的整体水平；ITM：融入型动机；ISM：工具型动机；ATT：态度）

由表7-14中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性格与学习动机之间的相关性还是比较明显的。其中，精神质与总体学习动机的相关系数是-.237 （p< .05），达到了显著的水平。精神质表现为孤独、冷酷、敌视、怪异等偏于负面的性格特征，这说明性格孤僻的学习者很可能具有较低的学习动机水平。但是这一性格特征对学习动机的影响只是表现在动机的总体水平上，它与具体动机项目的相关性并不明显；而且我们也只是在第一个时间点上发现了这一相关性，在其后的三个时间点的数据分析中，它们之间的相关性
 都未达到显著性的水平。神经质与总体学习动机和融入型动机的相关系数分别为-.236和-.237（p< .05），达到了显著的水平，说明学习者的神经质水平越高，他们的融入型动机和总体动机水平也就越低；这说明，情绪稳定性差的学习者更容易缺乏融入外国文化和群体的动机，进而会影响到他们整体的学习动机水平。这一结果又得到了第二个时间点和第三个时间点的相关性数据分析结果的进一步证实（见表7-15和表7-16）。在第二个时间点上，神经质和融入型动机的相关系数为-.276（p< .05）；而在第三个时间点上，神经质与总体学习动机和融入型动机的相关系数分别为-.242和-.248（p< .05），都达到了显著性的水平。另外，内外倾向性与总体学习动机、融入型动机和态度在第一个时间点上的相关系数分别为.349（p< .01）、.253和.270（p< .05），也都达到了显著性的水平，表明学习者的性格越是倾向于外向，他们的融入型动机水平也就越高，学习态度也就更加积极，从而导致整体的学习动机水平的提高；这说明外向型的学习者往往会具有较强的外语学习动机，更渴望融入外国文化和群体，而且具有更加积极的学习态度。这一结果也得到了其后三个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分析结果的进一步证实（见表7-15、表7-16和表7-17）。


表7-15　性格和学习动机在第二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表7-16　性格和学习动机在第三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表7-17　性格和学习动机在第四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本项目研究的结果说明，性格与语言学能虽然同属于内隐性个体差异变量，但是与语言学能所不同的是，性格对于学习动机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内外向倾向。除了与工具型动机无显著相关之外，它与总体的学习动机水平、融入型动机和态度之间都表现出了明显的相关性。外向型的学习者更有可能具有更强的融入型动机和更积极的学习态度，因此也就具备更高的动机水平。其次是神经质（即情绪的稳定性）对学习动机的影响，它与学习动机的总体水平和融入型动机之间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情绪稳定性强的学习者可能会具有更强的融入型动机和学习动机水平。另外，精神质也可能与学习动机的总体水平具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它到底会影响哪一种学习动机目前尚不清楚。性格与语言学能之间对学习动机影响的差异很可能与两者之间的显性程度有关
[3]

 。在上一章我们发现，尽管语言学能可能会影响到学习者的自我效能观念以及对学习难度的
 看法等学习观念项目，但是不会影响到他们对自己语言学能的看法，这说明语言学能的显性程度很低。而性格则不同，它的显性程度要远远高于语言学能，学习者对于自己的性格特点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因此他们作为一个具有调适能力的自适应系统，会有意或者无意地调整自己，从而使得性格对学习动机产生显著的影响。

7.2.5　性格与学习策略

学习策略是直接变量的一种，使用学习策略有可能会直接对学习成绩产生影响。性格应该与学习策略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学习者很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性格特点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例如，性格外向的学习者敢于开口，容易与他人建立联系，因此更容易创造和把握学习和使用语言的机会；而性格内向的学习者则更善于进行细致而深入的语言形式分析，这些都有可能影响到学习者的学习策略选择。本项目的研究也分析了四个时间点上性格与学习策略之间的相关性。表7-18显示了第一个时间点上的分析结果。


表7-18　性格与学习策略在第一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STR：学习策略整体；CST：认知策略；SST：社会策略；AST：情感策略；MST：元认知策略）

如表7-18所示，神经质与情感策略之间的相关系数为-.285（p< .05），达到了显著的水平。这一结果的出现可以预期，也是很容易解释的，因为神经质与情绪的稳定性相关，而情感策略则主要与学习者情绪的控制有关，因此，神经质水平高的学习者自然不能很好地管理与把控自己的
 情绪，他们在情感策略一项的得分均值自然也就越低。这一结果又得到了第二个时间点、第三个时间点和第四个时间点的数据分析结果的进一步证实（见表7-19、表7-20和表7-21）。另外，内外向倾向性与总体策略水平、认知策略、情感策略和元认知策略都具有正相关性，在第一个时间点上的相关系数分别是.439、.380、.343和.397（p< .01），达到了显著的水平，说明学习者越外向，采用的认知策略、情感策略和元认知策略也就越多。第三个时间点的相关性数据分析也都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见表7-20），内外向倾向性与总体策略水平、认知策略、情感策略和元认知策略的相关系数分别为.450、.353、.405和.457（p< .01），也都达到了显著的水平。


表7-19　性格与学习策略在第二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如表7-19示，在第二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分析结果除了进一步证实内外向倾向对于总体策略水平、认知策略、情感策略和元认知策略的影响之外（它们的相关系数分别为.448、.346、.368和.446, p< .01，达到了显著的水平），我们还发现性格的内外向倾向还会影响社会策略的使用，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238（p< .05），达到了显著的水平，这说明性格外向的学习者也倾向于使用更多的社会策略。这一结果与第四个时间点上的数据分析结果（见表7-21）是一致的，内外倾向性与总体策略水平、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社会策略和情感策略都具有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是.502、.430、.390、.259和.328（p< .05），达到了显著的水平。


 表7-20　性格与学习策略在第三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在第三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分析中，我们还发现神经质水平不仅影响情感策略，它与元认知策略的使用也密切相关，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272（p< .05），达到了显著的水平。这说明学习者的情绪稳定性越高，越善于运用元认知策略来安排计划自己的外语学习。


表7-21　性格与学习策略在第四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第三个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分析结果进一步证实了神经质与情感策略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268（p< .05），达到了显著性的水平。神经质与认知策略之间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328（p< .01），说明情绪稳定性低的学习者使用的认知策略更少，而
 情绪稳定性高的学习则有可能使用更多的认知策略。另外，我们还发现精神质与元认知策略具有显著负相关（r=-.265, p< .05），表明学习者的精神质水平越高，采用的元认知策略越少，这说明性格孤僻的学习者很可能不善于对自己学习的过程进行分析、计划、评价、监控与组织。

综上所述，本项目研究的结果发现性格对于学习策略的使用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内外向倾向，它对总体策略水平、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社会策略和情感策略都产生了全面的影响。学习者性格越外向，他们使用的学习策略也就越多。其次是神经质水平，也就是情绪的稳定性，最为显著和稳定的是神经质与情感策略的使用，两者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也就是说，学习者的神经质水平越高，情绪稳定性越差，它们越不善于使用情感策略，也就越不善于在外语学习过程中管理和调控自己的情绪。神经质也与认知策略和元认知策略呈现出一定的负相关，说明情绪稳定性差的学习者所使用的认知策略和元认知策略也就有可能越少。另外，精神质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元认知策略的使用，精神质的水平越高，他们所使用的元认知策略也就有可能越少。

7.2.6　性格与努力程度

性格对人的影响是全面的，人们常说的“性格即命运”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可以预测学习者性格的差异也会影响到他们在外语学习上的努力程度。表7-22显示了本项目研究第一个时间点上性格和努力程度之间的相关性数据分析的结果。


表7-22　性格与努力程度在第一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EFF：总体努力程度；DET：克服困难的决心；PER：毅力；LEN：所付出的时间）


 如表7-22所示，神经质水平对于努力程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神经质与总体努力水平、克服困难的决心、毅力和所付出的时间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421、-.428、-.312、-.409（p< .01），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这说明，学习者的情绪稳定性越高，他们在外语学习中克服困难的决心和毅力就越强，投入的学习时间也越多，因此，他们在外语学习上的努力程度也就越高。第二个时间点和第三个时间点上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数据分析结果又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见表7-23和表7-24）。在这两个时间点上，神经质与总体努力水平、克服困难的决心、毅力和所付出的时间之间的相关系数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第四个时间点的相关性数据分析结果又部分地证明上述发现（见表7-25），神经质与所付出的时间之间的相关系数是-.256（p< .05），与总体努力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是-.289（p< .05），也都达到了显著性的水平。另外，我们还发现，内外倾向性也与努力程度具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它的影响程度没有神经质那么全面。表7-22中的数据表明，内外倾向性与总体努力程度、克服困难的决心和毅力的相关系数分别是.356、.422（p< .01）和.261（p< .05），达到了显著的水平，说明学习者越外向，他们克服困难的决心和毅力越强，总体努力程度也就越高。第二个时间上的数据分析结果又完全证明了上述结果（见表7-23），内外倾向性与总体努力程度、克服困难的决心和毅力的相关系数分别为.305、.247（p< .01）和.337（p< .05），都达到了显著性的水平。第三个时间点和第四个时间点上的数据分析结果也都部分地证明了上述发现。


表7-23　性格与努力程度在第二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表7-24　性格与努力程度在第三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表7-25　性格与努力程度在第四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由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看出，性格对努力程度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神经质和内外倾向性上，精神质的水平并未对努力程度产生显著的影响。而在神经质和内外倾向性之间，它们对于努力程度的影响是有差异的。这主要表现在神经质对努力程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神经质水平的高低会影响到克服困难的决心、毅力和所付出的时间以及总体努力程度，而内外倾向性则只是影响克服困难的决心和毅力两个方面，并没有影响到学习者在外语学习上所付出的时间，这说明内外倾向性对于努力程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心理方面。

7.3　性格与学习成绩

性格与外语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语言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的一
 个重点问题，但是研究的结论却非常的不一致，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例如，有的研究（例如，Chastain, 1975; Krashen, 1981; Brown, 1987）发现，外向型的性格更有助于外语语言能力的获得，还有的研究（例如，Smart et al., 1970; Eysenck & Eysenck, 1985; Kiany, 1998）的结果则与之相反，认为内向型性格的学习者外语学习的成绩会更好。在本项目研究中，我们也对性格的两次测量结果和与之对应的第一个和第四个时间点上的学习成绩的结果之间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分析的结果见表7-26和表7-27。


表7-26　性格与外语成绩在第一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PRO：总体成绩；LP：听力成绩；RP：阅读成绩；SP：口语成绩；WP：写作成绩）


表7-27　性格与外语成绩在第四时间点上的相关性数据




**p< .01, *p< .05


 由表7-26和表7-27所显示的数据可以看出，性格对于学习成绩的影响还是比较微弱的，除了在表7-27中内外倾向性与阅读成绩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之外
[4]

 ，在其他方面，性格和学习成绩的整体水平以及听力、口语和写作成绩之间都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这一结果与Dewaele和Furnham（1999）的观点有所不同。他们认为内外倾向性对于学习者口语和书面语言产出的影响是不同的。性格外向的学习者在口语，尤其是复杂的口语活动（如会话）中的表现要好于性格内向的学习者。他们从语言处理心理过程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复杂的处理活动往往会给内向的学习者带来更大的心理压力，当心理压力超过一定的程度时，就会影响语言产出的自动化程度，从而增加工作记忆的负担，导致学习者的话语减慢、停顿增加，而且错误也会相应地增加。但是，我们的研究结果并未证实这一点，还有待于我们做进一步更为深入的研究。

7.4　小结

在本项目的研究中，我们从总体上研究了性格对学习成绩的影响，结果显示，除了内外向倾向性有可能对阅读成绩产生影响之外，性格对于学习成绩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性格对外语学习的影响，因为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角度出发，结合本项目研究的成果，我们会发现，性格作为一种内隐性变量，它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它对中介变量和直接变量的影响上。另外，通过对相关研究结果的分析与讨论，我们发现了性格与其他个体差异变量之间潜在的互动关系，考虑到性格的稳定性，这一互动关系更多的是单向的，主要体现在性格对其他相关变量的影响上面。

（1）性格与学习风格的形成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具体为内外向倾向与动觉型的学习风格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与听觉型的学习风格也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性格外向的学习者更有可能具有动觉型和听觉型的学习风格。另外，神经质水平以及精神质水平与动觉型学习风格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性，这说明情绪稳定性差或者精神质水平高的学习者具有动觉型学习风格的可能性更小。

（2）性格对学习观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内外向倾向对自我效能观念、学习策略观念以及语言学能观念的影响上面。性格外向的学习者的自我效
 能观念和对学习策略的意识可能会更强，而对自己语言学能的评价则会更低。除此之外，神经质的水平也有可能对自我效能观念具有一定的影响，情绪不够稳定的学习者对于自己学习外语效率的评价可能会更低。

（3）性格与外语焦虑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其中，神经质水平的作用最为突出，它通过影响考试焦虑和对负面评价的恐惧进而影响到外语焦虑的总体水平，学习者的情绪稳定性越高，他们的外语焦虑水平就有可能越低。另外，学习者性格的内外向倾向对于考试焦虑水平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学习者的性格越是外向，他们的考试焦虑水平也就越低。

（4）性格对于学习动机也具有重要的影响。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内外向倾向，除了工具型动机之外，它与总体的学习动机水平、融入型动机和学习态度之间都表现出了明显的正相关。其次是神经质水平对学习动机的影响，它与学习动机的总体水平和融入型动机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说明情绪稳定性强的学习者可能会具有更强的融入型动机和学习动机水平。

（5）性格对于学习策略的使用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内外向倾向与总体策略水平、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社会策略和情感策略都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神经质水平与情感策略、认知策略和元认知策略的使用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另外，精神质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元认知策略的使用，精神质的水平越高，他们所使用的元认知策略也就有可能越少。

（6）性格对努力程度也有重要的影响。神经质与努力程度整体、克服困难的决心、毅力和所付出的时间之间都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而且内外倾向性也与总体努力程度、克服困难的决心和毅力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







[1]
 　其实，从具体的数据来看，由于性格的稳定性，两次测量之间的差异很小。无论采用哪一次测量的结果与其他变量的四次测量结果作相关性分析，都不会对分析的结果产生明显的影响。


[2]
 　表中变量后面的数字表示具体的时间点：1表示第一个时间点，在后面的表格中，2表示第二个时间点，3表示第三个时间点，4表示第四个时间点。


[3]
 　我们这里所说的显性程度是指某个变量表现的明显性程度，也就是它们的外在表现是否明显，是否能够被学习者轻易地感受到。


[4]
 　如表7-27所示，内外向倾向与阅读水平之间的相关系数为-.269，达到了显著性的水平，说明外向型的学习者在阅读方面的成绩可能会较低。






 第8章

学习策略与其他相关变量的动态互动

在前面两章中，我们对语言学能和性格两个内隐变量与其他个体差异变量的相关性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目的在于探索这两个稳定性强、不易发生变化的变量对其他变量的潜在性影响。从本章开始，我们将逐一探讨在短期内易发生变化的个体差异变量与其他变量的动态互动关系。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都属于直接变量，它们代表着学习者的行为特征，是最容易发生变化的个体差异因素，在外语学习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学习者个体差异动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动态系统理论认为，任何要素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而且系统内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因此，在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动态系统中，直接变量要受到其他类型变量，尤其是中介变量的影响，进而影响最终的外语学习成绩。本章将以本项目研究所得到的各种数据为基础，对学习策略的动态变化、影响其变化的个体差异变量以及学习策略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

8.1　学习策略使用的动态变化

学习策略是指学习者为了使学习更容易、更迅速、更愉快、更自主和更适应于新的环境而采取的具体行为（Oxford, 1990:8）。Dörnyei（2009:169）在总结以往众多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学习策略包括四种类型：（1）认知策略：对学习材料的组织与转化；（2）元认知策略：对语言学习过程的分析、计划、评价、监控和组织；（3）社会策略：用以增加使用目标语言进行交际的行为；（4）情感策略：对自己情感状态的控制与管理。在本项目研究中，对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四次测量，其中的时间间隔大约在60天左右，测量的内容包括学习策略的总体使用情况以及上述四类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表8-1显示了具体的统计数据。


 表8-1　学习策略的动态变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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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策略总体；CST：认知策略；AST：情感策略；SST：社会策略；MST：元认知策略）

表8-1中的数据表明，学习策略的使用的确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在四个测量的时间点上，总体策略使用的平均值分别为3.21、3.32、3.37和3.33。Oxford（1990）指出，平均值介于2.5～3.4之间，说明学习者的学习策略使用处于中等的水平。由此可以推断出，本项目研究中受试的学习策略使用都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都在3.00之上）。为了发现学习策略使用的变化幅度，我们又对四次测量的结果进行了T-检验。结果表明，第一次和第二次测量之间学习策略使用的总体平均值变化幅度较大，从3.21增加到了3.32，达到了显著的水平（p< .001），其后又在第三次测量时增加到3.37，第四次测量时又回落到3.33。T-检验的结果表明，从第二次到第四次测量结果之间的差异不具备显著性。这说明，在学期初，学习者在短时内迅速增加了学习策略的使用，其后就逐渐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如上文所述，学习策略包括认知策略、社会策略、情感策略和元认知策略。下面逐一分析这四种学习策略的变化情况。

如图8-1所示，各种学习策略的使用与其总体使用情况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但是它们具体的变化幅度并不相同，其中变化幅度最大的要属认知策略。认知策略是指学习者对于学习材料直接进行处理的各种方式，
 如推理、分析、记笔记等。在四个测量时间点上，认知策略使用的平均值从3.09迅速增加至3.26（见表8-1），然后又增加至3.34，最后又回落至3.28。由此可以看出，前面两次测量结果的差异最大，且T-检验的结果也表明前两次认知策略使用的平均值之间差别较大，已经超过了显著的水平。这说明，在学期初，学习者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了认知策略的使用，其后逐渐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这与学习策略总体使用情况的变化完全一致。与认知策略相比，情感策略、社会策略和元认知策略的使用虽然也表现出不断变化的态势，但是它们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在四个测量时间点上的变化幅度不大。以社会策略为例，第一次测量得到平均值为3.03，其后在第二次测量时增加到3.06，又进一步增加到3.08，最后又有所回落，平均值为3.05，这些变化都没有达到显著的水平，这说明社会策略的使用也是比较稳定的。




图8-1　四种学习策略的变化态势图


本项目研究共包含了23个关于学习策略的问题题项，而每个题项都代表一个具体的学习策略。为了进一步了解各个具体策略的变化情况，我们又具体统计了各个学习策略的平均值并对每次变化进行T-检验。表8-2显示了具体的结果。


表8-2　学习策略具体题项的动态变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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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8-2所示，总共23项具体的学习策略中，没有一项是保持不变的，都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这进一步确认了学习策略作为个体差异动态系统组成部分的动态性。但是，它们的变化幅度和态势又是不一样的。T-检验的结果表明，平均值变化呈现出显著性的具体学习策略共有五项，包括S3、S4、S10、S11和S13，其中，S10属于元认知策略，其他都属于认知策略。图8-2显示了这5项学习策略的具体变化态势。




图8-2　5项学习策略的变化态势图


S3项的具体内容为“我经常借助手势、表情等肢体语言来记单词”。从第一次测量到第二次测量，受试对该策略的使用显著增加，从2.49的平均值急剧增长到2.94，其后又不断增加，在第三次测量时已经达到3.17，尽管在第四次测量时这一数值略有降低，为3.14，但是，整体呈现出不断
 增长的态势。S4项的具体内容为“记单词时，我经常联想单词对应的图像”，虽然这一策略的使用程度的变化幅度没有S3那么大，但是它一直呈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与此形成对比的是S10（“我有明确的英语学习计划和学习目标”），在四个测量的时间点上，它呈现出明显的上下起伏的态势：第二次测量的结果（2.96）与第一次（2.97）差别不大，但是到第三次测量时，它的平均值有了显著的增长，达到了3.23，到最后一次测量时，又出现了显著的回落，降低到了2.99。这说明学习者对这一策略的使用是非常不稳定的。S11的具体内容为“我课外经常看英语原声电影或电视节目”，它的变化态势与S10是一样的，前面两次测量的结果差异比较显著，从3.29迅速增长到3.61，后来又进一步增长到3.73，但是在第四次测量时，又迅速回落到3.61的平均值。这说明学习者对这一策略的使用也是不稳定的。最后一项呈现出显著变化的具体学习策略题项是S13，其具体内容为“为了更好地理解英语课文，我经常把课文译成中文”。在四次测量的时间点上，前三次的平均值呈现出逐渐增长的态势，从2.54增长到2.74，再增长到2.97，但是在第四次测量时，又回落到2.70，不过其变化的幅度要小于S10和S11。这说明，学习者在第一个学期要更多地依赖母语来学习外语，但是到第二学期他们对母语的依赖程度开始降低。

由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总体而言，学习策略的使用状况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学习策略的变化速度是有差异的。学期之初，学习者的学习策略使用的变化最大，而在此之后变化的速度会放缓，会逐渐进入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在四种类型的学习策略中，认知策略是最容易变化的，而包括社会策略、情感策略和元认知策略在内的其他三种策略的变化幅度较小。在23项具体的学习策略问题题项中，有5项的变化幅度最大，其中4项属于认知策略，还有1项属于元认知策略，而其他项目则在变化之中保持着相对的稳定状态。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学习策略的变化主要是由认知策略造成的，而认知策略的变化则主要是由S3、S4、S11和S13造成的。下面进一步分析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些策略的变化。

8.2　影响学习策略动态变化的因素

通过对学习策略动态变化的分析发现，学习策略的变化主要是由问题题项S3、S4、S10、S11和S13的变化所造成的。下面围绕这5个最容易变化的具体学习策略项目来分析影响其变化的因素。

如上所述，在第一次测量和第二次测量之间，S3（“我经常借助手势、
 表情等肢体语言来记单词”）一项产生了显著的变化，它属于认知策略的范畴。采用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方法来检验导致这一变化的因素。具体数据结果见表8-3。


表8-3　S3项与其他变量关系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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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01, **p< .01, *p< .05

在表8-3中，第一栏和第三栏代表我们要检验的学习者个体差异变量，其中，学习观念包括：自我效能观念（SEB, Self-efficacy belief）、学习策略观念（BLS, Beliefs about learning strategy）、语言学能观念（BLA, Beliefs about language aptitude）、学习本质观念（BNL, Beliefs about the nature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和学习难度观念（BD, Beliefs about the diffi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动机包括融入型动机（ITM, Integrative motivation）、工具型动机（ISM, Instrumental motivation）和态度（ATT, Attitudes towards learning situations）；学习风格包括听觉型（AUD, Audio style）、视觉型（VIS, Visual style）、动觉型（KIN, Kinesthetic style）和触觉型（TAC, Tactile style）；外语焦虑包括考试焦虑（TAN, Test anxiety）、交际恐惧（CA,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和负面评价恐惧（FNE，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EFF代表努力程度。第二栏和第四栏是交叉回归分析的结果，β（B1A2）表示某个具体的变量在第一次测量时的值对于S3这一变量在第二次测量时结果影响的标准回归系数。结果表明，有4个变量对于S3这一学习策略的使用频率的显著增加产生了影响，它们分别是：学习策略观念、融入型动机、视觉型学习风格和动觉型学习风格。也就是说，学习者的学习策略观念会使得学习者采用他们认为有效的学习策略，而具有视觉型和动觉型学习风格的人则更倾向于借助手势、表情等肢体语言来记单词。对于具有融入型动机的人来说，由于他们的学习动机表现得更为强烈，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因此，他们也就更有可能采用这一策略来学习英语。


表8-4　S4项与其他变量关系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Variable
	β（B1A2）
	Variable
	β（B1A2）



	SEB
	-.188
	AUD
	.124



	BLS
	.058
	VIS
	.017



	BLA
	.057
	KIN
	-.079



	BNL
	.126
	TAC
	.013



	BD
	.184
	EFF
	.202*



	ITM
	-.058
	TAN
	.122



	ISM
	.190
	CA
	-.252*



	ATT
	-.053
	FNE
	.171





*p< .05

与S3一样，S4（“记单词时，我经常联想单词对应的图像”）也是属于认知策略的范畴，也是在前面两次测量时表现出了显著性的差异。表8-4所显示的结果表明，努力程度和交际恐惧两个变量对于这一变化的产生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努力程度的增加以及交际恐惧的减少可以导致学习者更多地在词汇学习中采用视觉化的学习策略。


表8-5　S10项与其他变量关系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p< .05

S10（“我有明确的英语学习计划和学习目标”）属于元认知策略的范畴，这一具体学习策略的使用一直处于起伏不定的状态，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测量之间、第三次和第四次测量之间，都表现出了显著性的差异。对这三个时间点，即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进行交叉滞后回归分析（见表8-5）。结果表明，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之间，触觉型的学习风格对导致这一策略使用频率的增加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具有触觉型学习风格的学习者更倾向于设立明确的外语学习目标与计划。在第三次和第四次之间，这一策略的使用频率又出现了显著的降低，而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包括态度、努力程度和考试焦虑。具体来说，对于学习环境的负面态度、努力程度的降低和考试焦虑程度的提高都导致了学习者学习目标的模糊以及计划性程度的降低。这一结果又得到了本项目研究中定性研究部分的进一步证实。第四次测量的时间是第二学期的后半部分，在这一学期受试换了一个新老师，在相应的访谈中，许多学生表现出对于新老师的负面态度，包括“令人厌烦”、“让人不舒服”、“不喜欢”等在内的具有负面意义的表达经常出现在他们对于这位新教师的描述之中。对于这一学习环境的负面态度，直接导致动机的下降，从而使得他们的努力程度降低，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外语学习的目标性和计划性。另外，由于临近期末，许多学生也表现出对于考试的担忧，而这一焦虑感使得学生的外语学习过程“乱了方寸”，从而打破了原有的学习目标和计划。


表8-6　S11项与其他变量关系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S11（“我课外经常看英语原声电影或电视节目”）属于认知策略的范畴，这一具体学习策略的使用也处于起伏不定的状态，但是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数据（见表8-6）表明，没有一项个体差异变量对于这一变化态势产生显著的影响。有关的定性研究的结果表明，这与学习环境具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教学环境的变化会直接影响这一学习策略的使用频率。例如，如果学生能够很容易地接触到英语原声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他们就会很好地利用这一资源，经常观看节目。正如一个受试在访谈时所言：“在学校的服务器上有很多有趣的英语电影，我想看的都可以在上面找到，并且可以高速地下载下来，的确非常方便，从这个学期开始，我每三天至少要看一部原版电影，这已经成了我的一个爱好。”


表8-7　S13项与其他变量关系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S13（“为了更好地理解英语课文，我经常把课文译成中文”）也属于认知策略的范畴，它在最后一次测量时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但是与其他变量关系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表8-7所示）表明，所涉及的所有变量都没有对这一变化产生显著的影响。我们还需要从其他方面，如语言水平
 或者环境因素，来寻找原因。下文对这一情况还会做进一步分析和说明。

8.3　学习策略与学习成绩

关于学习策略和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是学习策略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其中包括学习策略和学习成绩都作为一个整体时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以及学习策略的各个具体项目对学习成绩的构成要素（包括听力、口语、阅读和写作四个方面）的具体影响；二是学习成绩对于学习策略的反向作用。

8.3.1　学习策略对学习成绩的影响

在本项研究中，除了考察学习策略的变化情况以及影响这一变化的因素之外，还研究了学习策略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首先，把学习策略作为自变量，学习成绩作为因变量，考察了学习策略作为一个整体对于学习成绩的影响。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总体来看，学习策略对于学习成绩的影响并不显著
[4]

 ，这与我们最早的预期不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学习策略本身真的对学习成绩没有多大的影响，而更大的可能性在于真正对学习成绩产生影响的并不在于策略使用的数量或者频率，而是在于它们使用的质量或者充分性。Oxford（1996）指出，学习策略对于学习成绩的影响并不表现在它们的使用频率上，而在于这些策略使用的充分性。Ludwig等（2013）的研究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与此类似，Finkbeiner（2005）的研究发现学习策略使用的质量与语篇深层处理的水平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真正重要的不是学习策略使用的数量，而在于其质量，在于它们的使用是否恰当。不成功的学习者也可能会使用许多学习的策略，但是使用的方式是“不协调或者是随意的”（Ehrman & Oxford, 1995：69）。这一结论也得到了本项目研究中定性研究结果的证实。例如，在学生的学习日志中，不论是学习成绩好还是学习成绩差的学生都描述到，他们把观看英语原声视频视为一种有趣而且轻松的学习英语的方法，并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听力水平。但是，两种学生之间的差异在于，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在观看视频时的重点在于故事情节，而不是语言上面，而且他们也大都将精力集中在翻译过来的汉语字幕上，以理解有关的内容。
 由此不难看出，英语成绩较差的学习者观看英语原声视频的目的更多地在于娱乐，而不是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一位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在日记中写道：


“听力实在让我头疼。在我观看美剧时，我总是盯着屏幕上的汉语字母
[5]

 ，并不注意听他们在说什么。尤其是在碰到剧中的人物在说长的句子时，我根本就不理会它，这样，我慢慢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我一直在努力地提高自己的听力水平，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而一位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想知道外国人在日常谈话中是怎么说的，这样我就能理解他们说话的内容。我选择了一个由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讲授的心理学课程，这个教授非常专业，但是使用的词汇却很简单。每段录像我都要看三遍，在第一遍时，我会看汉语字幕，第二遍就把汉语字幕给盖上，只是听教授所讲的英语，如果有的地方听不懂，我会停下来，再把这一部分回放，再听一遍。在第三遍的时候，我会记录下一些新的词汇和有用的句子。按照这种方式，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由上述两段日记可以看出，虽然两个学习者都选择看英语原声视频的方式来学习英语，但是他们具体的做法却大相径庭。事实上，这两类学习者在使用词汇记忆策略上也表现出同样的差异。许多学习成绩差的学生认为记忆单词就是单纯的重复。例如，一位学生在日记中写道：


“为了记忆单词，我买了一本词汇书。我每天背诵两个词汇表，反复地朗读和抄写。我需要不断地复习原来已经记住的词汇，否则它们很容易就忘记了。我想，这就是不断地重复，反复地重复。太没有意思了，但我也没有办法，只能这样做。”


这位同学学习非常刻苦，每天要花费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来记忆单词，但是他的英语水平并没有提高，他也不能在口语和写作中正确地使用那些通过死记硬背而学到的词汇。与此不同，一位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在其日记中这样描述自己记忆与学习单词的过程：


“我总是努力去理解单词在具体使用中的用法，这样可以帮助我掌握单词的使用方法，例如搭配、短语以及这个词可以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使用。我不赞成只是单纯地学习单词，我认为只要尽可能多地去阅读和听，我就可以记住单词。一般情况下，在我读完一篇文章，或者听完一段材料之后，
 我做笔记记下一些自己不熟悉的单词或者有用的表达方法。”


成绩好的学习者更加善于组织不同的学习策略。例如，在访谈中，一位学生在回答自己如何在课后阅读文章时说：


“在第一遍阅读英语文章时，我主要注意文章的主要思想，在遇到生词时我不会马上去查词典，有时我会猜测一下它的大致意思。在第二遍阅读时，我会努力去理解文章的每一个细节，会查词典弄清生词的意思。对于一些有用的或者有趣的表达方法，我会在笔记本上把它们记录下来。有时，我还会在笔记本上抄写一些写得好的段落，这样我就可以在自己的写作中用上它们。”


这位学习者依不同的目的，在阅读过程中系统使用许多认知策略。他对于学习策略的使用非常灵活且比较系统，第一遍阅读的目的在于获取主旨思想或者训练阅读的速度，因此不查词典以免降低自己的阅读速度，打乱自己的阅读过程。第二遍阅读，目的在于精读，因此，他把注意力放在了文章的细节上，包括词汇和有用的表达方法，这样，他就有必要在需要的时候查阅词典。由此可以看出，成绩好的学习者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下为了不同的目的而采用不同的学习策略。

而一位学习成绩差的学习者在访谈时回答同样的问题时这样说：


“我总是发现文章里的生词太多了。在阅读的过程中，我要不停地使用安装在手机上的电子词典，查出一些生词的意思，然后在我的书上标记出来。这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有时候我都忘了自己是在阅读文章。”


这位学习者只是把注意力放在了文章的词汇方面，不能像学习成绩好的学生那样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地选择适当的学习策略。这个结果与许多同类的研究发现（例如，Stern, 1975; Block, 1986; Vann & Abraham, 1990; Galloway & Labarca, 1991）是一致的。

Oxford（2003:8）指出，“一个学习策略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在不考虑使用环境的情况下，它们都是中性的。”我们不能说成绩好的学习者所使用的学习策略就要优于差的学习者，也不能把成绩好的学习者所使用的策略强加到成绩差的学习者身上。不同的学习者应该选择适合自身具体情况的学习策略，并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学习策略。正如Vandergrift（2005）所指出的那样，学习策略使用的关键不在于数量与频率，也不在于是哪一种策略，而在于使用的适当性，好的学习者要综合使用各种认知和元认知策略来控制自己的学习过程，一种学习策略只有在它被恰当使用
 并与其他策略有效组合的情况下才是有用的。

下面分析具体的学习策略与学习成绩不同构成要素（即听力、口语、阅读和写作）之间的关系。表8-8列出了听力与具体学习策略相关性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表8-8　具体学习策略与听力水平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p< .01, *p< .05

6　采用英语单词的首字母来标识各个个体差异变量的具体题项：S（strategy）代表学习策略；E（effort）代表努力程度；B（belief）代表学习观念；M（motivation）代表学习动机；A（anxiety）代表外语焦虑；由于学习风格style的首字母与学习策略相同，我们使用SL来表示。

上表中的数据表明，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测量之间，对听力水平产生显著性影响的具体学习策略共有4项。第一项是S5，其具体内容为“记单词时，我反复读，或反复写”，这一死记硬背的学习策略与听力水平之间具有负面的相关性；也就是说，频繁地使用这一策略很可能会导致听力水平的下降。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这样记忆单词的效果不好，更为重要的是，学习者无法在具体的语境中理解和使用这些词汇。第二项是S6，其具体内容为“我经常练习英语发音”，它与听力水平之间具有正面的相关性，这说明经常进行发音训练有助于识别不同的语音，从而提高整体听力的水平。第三项是S11，其具体内容为“我课外经常看英语原声电影或
 电视节目”，它与听力水平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也就是说，这一策略的合理使用的确可以提高听力水平。另外一项对听力造成显著影响的具体学习策略是S12（“我课外经常阅读英文小说、杂志等，这对我来说是乐趣”），这进一步证实了阅读和听力之间的密切关系：通过阅读，学习者获得关于英语词汇和语法的知识，建立英语的语感，从而从整体上影响到学习成绩，进而影响具体的听力水平。

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测量之间，没有发现具体学习策略对听力水平产生影响。在第三次和第四次测量之间，有3项具体的学习策略对听力水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其中与上述数据相同的是S4和S6，这说明，经常进行发音的训练会对听力水平的提高产生持久的正面影响；但是与原来不同的是，S4（“记单词时，我经常联想单词对应的图像”）对听力水平的影响由原来的负面变成了正面。这进一步说明，策略的使用关键在于其恰当性，即使是同一个策略，使用是否得当，所产生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另外，S1（“我经常用新学的单词造句，来加深记忆”）也对听力水平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与S4的策略综合起来考虑，这进一步说明词汇对于听力的基础作用，这与（Stæhr, 2008, 2009）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此外，我们还发现，对听力产生显著影响的具体学习策略都属于认知策略的类型。


表8-9　具体学习策略与口语水平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p< .01, *p< .05


 表8-9列出了口语水平与具体学习策略之间相关性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数据。由此可以看出，表现最为稳定的具体学习策略项目是S6（“我经常练习英语发音”），它在三个结果中都对口语能力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这说明语音训练在外语学习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一方面直接影响口语表达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能提高学生的语音识辨能力，进而提高听力的水平。S8（“我课外经常主动与别人说英语”）学习策略也对口语表达产生稳定持续的正面影响，该项目属于社会策略的一种，在课堂之外主动与别人讲英语，这可以大大增加口语表达机会，有效弥补课堂训练的不足，因此可以提高口语的表达能力。

另外几个项目也对口语水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S4（“记单词时，我经常联想单词对应的图像”）作为一种单词记忆过程中的视觉化策略，可以有效提高词汇记忆的效果，而足够的词汇量是语言表达的基础，因此，这一具体的学习策略项目在第三次和第四次测量之间对口语表达能力产生了显著的影响。S9（“听不懂别人说的英语时，我会要求对方重说一遍”）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测量之间对口语水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因为采用这一策略可以使学习者准确地理解输入的信息，从而有利于他们的口语表达。S12（“我课外经常阅读英文小说、杂志等，这对我来说是乐趣”）也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测量之间对口语水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说明阅读不仅对听力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会对口语能力产生积极的影响，因为在阅读的过程中，学习者可以获得大量的词汇和表达方法，从而丰富其口语表达手段，进而提高口语表达能力。S19（“即使害怕犯错，我仍会鼓励自己说英语”）这一策略对于口语表达也有积极的影响：学习者使用外语表达常常会因为害怕犯错而引起紧张甚至恐惧感，要想交际顺利，需要学习者能够很好地管理与控制自己的紧张情绪，这一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S21（“我经常和其他同学一起练习英语”）在第三次和第四次测量之间对口语水平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其原因是很明显的——经常进行语言的训练，自然可以增加口语交流的机会，从而提高口语表达的能力。总体来看，对口语能力产生显著影响的7项具体的学习策略项目中，有5项属于认知策略，另外两种分别属于情感策略和社会策略。


表8-10　具体学习策略与阅读水平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p< .001, **p< .01, *p< .05

关于具体的学习策略与阅读水平之间的关系，表8-10显示了阅读水平与各项具体学习策略之间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数据。数据表明，S1（“我经常用新学的单词造句，来加深记忆”）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测量之间对阅读能力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进一步确认了词汇量对于阅读的重要性，因为这一策略可以有效地扩大学习者的词汇量，从而提高阅读的水平。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测量之间，有4项具体的学习策略项目对阅读水平产生了明显的影响。S5（“记单词时，我反复读，或反复写”）对阅读能力的影响是负面的，经常采用死记硬背方法的学习者往往阅读水平偏低，因为他们一般更加关注语言形式本身，而不太关注语言的功能。S7（“读课文时，我总是争取弄懂课文里的每一处”）对于阅读能力的影响也是负面的，这一项目反映了学生对于歧义的容忍程度，采用这一策略的人对于歧义的容忍度偏低，这一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歧义容忍度低对于阅读能力具有的负面作用。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者会经常碰到不太熟悉的语法规则、词汇或者文化背景等带来的模糊或者不确定性的因素，对于歧义的较高容忍度可以使他们很好地适应这些模糊性或者不确定性，否则，如果容忍度过低，他们就会感到不舒服，甚至会产生焦虑和不安。因此，大量的相关研究（例如，Wen, 1993; Wen & Johnson, 1997; Naiman et al, 1978; Chapelle & Robert, 1986）表明，对于歧义的较高的容忍度对学习成绩具有正面的影响作用，本项目研究的成果又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S13（“为了更好地理
 解英语课文，我经常把课文译成中文”）和S14（“我说英语时，先用汉语组织意思，再翻译成英语”）两项都是依赖母语的策略，结果表明它们对于阅读水平都有很强的负面影响作用；也就是说，过多地使用这两个策略不利于学生阅读水平的提高。这与许多同类研究（例如，Wen, 1993, 1995; Alsheikh, 2011）的结果是一致的。Wen（1993）的研究表明，过多地依赖母语策略会对外语学习产生负面的影响，因为这样导致学习者的惰性，使他们不能积极地使用外语。

在第三次和第四次测量之间，除了又进一步确认S7对阅读能力的负面影响之外，还发现有另外3项具体的学习策略对阅读能力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这3项策略之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S6（“我经常练习英语发音”）。这是一项非常有效的策略，它不仅对听力和口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也能促进阅读能力的提高，这很可能与语言处理的内在机制有关。心理语言学的相关研究表明，书面词汇也是以语音的形式存储的（Walter, 2009），因此，阅读与语音具有密切的关系，音位、声调以及节奏的识别都在阅读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阅读处理的速度（Gilbert, 2009; Stephens, 2011）。S11（“我课外经常看英语原声电影或电视节目”）对于阅读能力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方面进一步证实了阅读和语音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通过观看英语原声视频可以帮助学习者熟悉相关的词汇和表达，熟悉英语文化，这些都对阅读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第三项与阅读能力显著相关的阅读策略是S12（“我课外经常阅读英文小说、杂志等，这对我来说是乐趣”），该项策略对于阅读能力的促进作用是最容易理解的，因为阅读能力的提高必须依靠大量的阅读训练。总体来看，能够对阅读能力产生显著影响的学习策略共8项，它们全部属于认知策略的类型。


表8-11　具体学习策略与写作水平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p< .001, **p< .01, *p< .05

表8-11显示了写作水平与各项具体学习策略之间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数据。结果表明，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测量之间，S7（“读课文时，我总是争取弄懂课文里的每一处”）对于写作水平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如上文所述，该项策略标志着学习者对于歧义容忍度的高低，经常采用这一策略的人往往具有较低的歧义容忍度，这进一步说明容忍度对于外语学习的影响，较低的歧义容忍度对于写作水平的提高也是不利的。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测量之间，有两项策略项对写作水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它们是S8（“我课外经常主动与别人说英语”）和S12（“我课外经常阅读英文小说、杂志等，这对我来说是乐趣”），而且它们对于写作水平的作用都是正向的。这说明两点：一是口语和写作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两者都属于语言的产出性技能，在课外经常主动和别人说英语在提高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也带动了写作水平的提高；二是阅读和写作之间的密切关系，外语教学向来强调读写结合，阅读属于语言的输入性技能，写作属于输出性技能，语言输入的量越大，语言输出能力也就越强。通过大量的阅读，学习者可以习得词汇、搭配、句型等各种表达方式，从而促进写作水平的提高。这在第三次和第四次测量之间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结果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在第三次和第四次测量之间，S15（“我很重视自己犯的英语错误，并认真改正”）和S16（“我总是寻找更好的英语学习方法”）对于写作水平也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作为元认知策略，自我纠正意识可以使学习者意识到自己的语言错误，并利用各种方法对它们加以纠正。不断对自己学习情况进行反思，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可以大大提高书面写作中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流利性，进而提高写作的水平。综上所述，共有5项具体的学习策略对写作水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其中有3项属于认知策略，2项属于元认知策略。


 8.3.2　学习成绩对于学习策略的反向作用

在动态系统理论的视角下，系统构成要素之间的作用应该是双向的，因此，在本项目研究中，在考察学习策略对学习成绩影响的同时，也分析了学习成绩对于学习策略的反向作用。首先把学习策略和学习成绩作为一个整体，以后者为自变量，前者为因变量，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从总体上来看，学习成绩对学习策略的变化并没有显著的反向作用，因为学习成绩对学习策略的交叉回归标准系数值分别为：第一次测量和第二次测量之间是-.113（p> .05），第二次和第三次之间是-.029（p> .05），第三次和第四次之间是-.061（p> .05），它们都没有达到显著性的程度；也就是说，学习成绩或者学习成绩的变化并不会对学习策略产生显著的影响。

在本章的8.1节分析中，共有5项学习策略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包括S3（“我经常借助手势、表情等肢体语言来记单词”）、S4（“记单词时，我经常联想单词对应的图像”）、S10（“我有明确的英语学习计划和学习目标”）、S11（“我课外经常看英语原声电影或电视节目”）和S13（“为了更好地理解英语课文，我经常把课文译成中文”）。因此，又专门针对这5项具体的学习策略项目进行了交叉滞后回归分析，以便发现学习成绩对于它们的反向作用。表8-12显示了学习成绩与5项具体学习策略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表8-12　学习成绩与5项具体学习策略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p< .05

从表8-12所提供的数据看出，S3、S4、S10、S11 4个项目与学习成绩之间的标准回归系数都没有达到显著的水平，这说明学习成绩并没有引起这些策略项目的变化。唯一一个达到显著水平的是S13和听力水平之间的
 标准回归系数，而且在两者之间呈现出负向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听力水平的提高会引起S13这一具体策略使用频率的减少，而且这一影响发生在第三次和第四次测量之间，换句话说，这一变化发生在第二学期的后半部分。由此可以看出，在外语水平尚低的时候，或者学习的初期，学习者会更多地借助母语作为自己的“拐杖”，但是，随着学习成绩的提高，他们会逐渐摆脱这一拐杖。

上述讨论的结果表明，从总体上来看学习成绩对于学习策略的反向作用基本上没有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水平，但是也不能就此完全否认学习成绩对于学习策略的反向作用。为此，我们又进一步把受试分为高分组（学习成绩好）和低分组（学习成绩差），比较他们在学习策略使用方面的差异，结果发现他们在S8（“我课外经常主动与别人说英语”）、S11（“我课外经常看英语原声电影或电视节目”）、S12（“我课外经常阅读英文小说、杂志等”）和S23（“遇到外国人时，我会主动向他了解外国文化”）等测量项目使用上存在明显的差异。高分组学生对于这些策略的使用频率要远远高于低分组的学生，而低分组的学生很可能会因为英语水平低的限制而不能经常使用上述策略。在本项目研究的定性部分，我们对低分组学生的日记分析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例如，一位低分组的学生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的英语水平一直就是我的一个弱项，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到大学都是如此。老师说英语学习的关键在于多用，要多读、多听、多写、多说，我也尝试着这样去做。我要求自己每周都要看一个英语原版电影，可看的时候听不懂几句，也就只好放弃。我也曾经尝试和外国人用英语交流，结果不知道说什么，有时说了，人家也听不懂，也就不敢再去和外国人说话了……”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学习成绩差的学生来说，英语水平的限制的确影响了他们学习策略的使用，这也就进一步证实了学习成绩对于学习策略的反向作用。

8.4　小结

本章围绕学习策略进行了讨论，主要内容包括这一变量的动态变化规律、影响这些变化的因素、它们对学习成绩的影响以及学习成绩对于它们的反向作用等四个方面。在讨论个体差异的分类时曾经提到，把学习策略归为直接变量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们的行为特征最为明显，在整个学习者个
 体差异的系统中，属于易于变化的因素。本项目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不论是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它们的具体分项，都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没有一个是恒定不变的。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视角来看，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又可以分别被单独视为一个子系统，都由许多不同的要素构成，这些构成要素的变化态势又是不同的，其影响因素也各不相同，它们和学习成绩的关系也各具差异。上述结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习策略作为一个整体在测量期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认知策略的变化达到了显著的水平；另外，元认知策略的个别题项的变化也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2）本项目研究涵盖了大学一年级的两个学期，第一学期上半段属于学习策略变化最快的阶段，它在这一阶段发生了迅速的增长，然后逐渐平稳下来，呈现出缓慢变化的态势。在认知策略、社会策略、情感策略和元认知策略等四种学习策略之中，变化最为频繁的是认知策略，而认知策略的变化则主要是由单词记忆策略、资源策略和母语依赖策略所造成的，另外元认知策略也在学习策略的变化中占据了一定的分量。

（3）学习观念、学习动机、学习风格、努力程度、外语焦虑和环境都对认知策略的动态变化产生了影响，除了外语焦虑之外，其他各项变量对于学习策略的影响都是正向的。具体而言，学习观念中的学习策略观念、学习动机中的融入型动机、学习风格中的视觉型和动觉型学习风格以及外语焦虑中的交际恐惧对于认知策略动态变化的影响最为明显。而学习风格、努力程度、学习动机、外语焦虑和环境都对元认知策略的动态变化产生了影响，其中，外语焦虑所产生的影响是负向的，其他各项都是正向的。具体来说，学习风格中的触觉型学习风格、学习动机中的态度和外语焦虑中的考试焦虑对元认知策略的影响最为明显。总体而言，所有的中介变量和直接变量都对学习策略的动态变化产生了影响。

（4）关于学习策略和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本项目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先前的研究结论：从学习策略的整体来看，它对学习成绩能否产生影响并不在于各种策略使用的数量或者频率，而是在于它们使用的质量或者得体性。

（5）总体而言，学习成绩的变化并不会对学习策略的变化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语言水平的局限性往往会对一些学习策略的使用产生影响，因此，学习成绩的好坏对于学习策略还是具有一定的反向作用的。







[1]
 　表格中的数值指在相应时间点上，所有被试在该变量上的得分的平均值。本研究通过检验变量在不同时间点上平均值差异的显著性来判断该变量是否随时间发生变化，以星号表示差异的显著性水平等级，***表示在0.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值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未标注星号的数据表示变量在相应时间段内未发生显著变化。如果变量在a时间点上与b时间点上的平均值存在显著差异，则变量在从a到b的时间段中发生了显著变化。如果变量在b时间点上的平均值大于在a时间点上的平均值，且差异显著，则变量在从a到b的时间段中发生了显著增加；反之，如果变量在b时间点上的平均值小于在a时间点上的平均值，且差异显著，则变量在从a到b的时间段中发生了显著减小。


[2]
 　***p< .001、**p< .01、*p< .05，具有此类标识的数据表示其变化具有显著性。S后面的数字表示具体学习策略的编号。


[3]
 　交叉滞后回归分析主要用于判断从时间点a到时间点b这段时间中自变量对因变量是否存在显著影响以及影响程度。表中列出的变量为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自变量（因变量体现在表头中），表中的数值为回归分析的标准化回归系数（β），表示在特定时间段内相应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程度。表中的β（Ba
 Ab
 ）表示从时间点a到时间点b这段时间的交叉滞后回归系数。例如，β（B1A2）表示从时间点1到时间点2这段时间的交叉滞后回归系数，β（B2A3）表示从时间点2到时间点3这段时间的交叉滞后回归系数。表中以星号表示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等级，***表示在0.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值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未标注星号代表回归系数不显著。标准化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越大，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力越强，显著性水平越高。


[4]
 　研究分析共得到三个标准回归系数值，第一个（即第一次测量的学习策略值对第二次测量的语言水平值的影响）和第三个（第三次测量的学习策略值对第四次测量的语言水平值的影响）都低于.05的显著性标准（系数值分别为.025和-.030），第二个值（即第二次测量的学习策略值对第三次测量的语言水平值的影响）略高于显著性标准，为-.056。


[5]
 　此处学生语言表达不够准确，但是为了尊重原始数据，保持客观，我们在此未做修改。






 第9章

努力程度与其他相关变量的动态互动

努力程度是指学习者为外语学习所付出的努力的多少，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学习者在外语学习上所花费时间的长短，这直接反映了学习者的努力程度；二是学习者克服学习中遇到困难的决心；三是持续进行外语学习的毅力。与学习策略一样，努力程度也是一种直接变量，具有很强的可变性和行为性。本章将依据本项目研究所得到的数据讨论努力程度与其他相关变量的动态互动，内容包括努力程度的动态变化模式、影响这一变化的因素以及努力程度与学习成绩之间关系。

9.1　努力程度的动态变化

表9-1显示了在两个学期的过程中该个体差异要素的变化情况：


表9-1　学习者努力程度变化的T-检验数据
 
[1]











	Time
	Mean
	T value
	p



	T1/T2
	3.25/3.36
	-3.603
	.001



	T2/T3
	3.36/3.39
	-.703
	.484



	T3/T4
	3.39/3.39
	.037
	.970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第一学期受试的努力程度变化较大，呈现出增长的态势，尤其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测量之间，努力程度的平均值由3.25迅速增长到了3.36，此后又有所增加，到第三次测量时达到3.39，最后稳定在这一数值上，没有变化。但是这些变化都没有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
 著水平，这说明努力程度的变化是比较平稳的。图9-1显示了努力程度的整体变化态势，由此看出，受试在刚刚进入大学英语学习阶段，努力程度是不断增强的，其后大约在第二学期中间的时期，它们的努力程度就逐渐平稳下来。




图9-1　努力程度的整体变化态势图


如前所述，努力程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衡量：（1）学习者在外语学习上所花费时间的长短；（2）克服学习中遇到困难的决心；（3）持续进行外语学习的毅力。表9-2显示上述三个构成要素的具体变化情况：


表9-2　努力程度构成要素的动态变化数据










	Variable
	T1/T2
	T2/T3
	T3/T4



	DET
	3.27/3.28
	3.28/3.36
	3.36/3.29



	PER
	3.26/3.38*
	3.38/3.39
	3.39/3.43



	LEN
	3.43/3.81***
	3.81/3.68
	3.68/3.91***





***p< .001, *p< .05

（DET：克服困难的决心；PER：毅力；LEN：所付出的时间）

如表9-2所示，在努力程度的三个构成要素之中，克服困难的决心在测量期间是比较稳定的，它在三个时间段的变化都没有达到显著的水平。学习毅力在第一时间点到第二时间点之间从3.26增加到3.38，达到了显著的水平（p< .05），说明学习者的学习毅力在第一学期有了显著的提高，随后就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所付出的学习时间在第一时间点到第二时间点和第三时间点到第四时间点之间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均值分别从3.43和3.68增加到3.81和3.91（p< .001），都达到了显著的水平。图9-2表示三个构成要素的动态变化情况。





图9-2　努力程度构成要素的动态变化示意图


在本项目的研究中，共采用8个问题获取受试在这三个方面变化的数据。为了考察努力程度的细微变化，我们又对这8个问题题项的平均值进行了单独的统计，并采用T-检验的方式测定了它们变化的显著性，具体的结果见表9-3。


表9-3　努力程度具体题项的动态变化数据




***p< .001, **p< .01, *p< .05

上表中的数据表明，E1（“我学习英语真的很努力”）、E3（“我不会费劲去学那些比较复杂的英语知识”）、E6（“当老师反馈测验结果时，我不会看”）和E7（“我只想学习英语基础知识，不想学习更多内容”）4个项目是比较稳定的，尽管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但是在各个测量的时间点上，它们的变化程度都没有达到显著的水平。E1是学习者对自身学习英语努力程度的总体自我评价，属于对学习者努力程度的整体测量，该项目的稳定性进一步确认了前文对学习者努力程度整体变化态势的分析与判断。E3是一道反向计分题，主要测量学习者在多大程度上回避复杂知识点以及是否具有迎难而上的学习精神，因此，这一题目测量的是学习者克
 服困难的决心。表9-3中的数据说明，学习者在这一方面的表现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出现大幅度变化的情况。E6也是一道反向的计算题，考察学习者对考试与测验结果的态度，在此题项中得分高的学习者通常对测试结果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无意采取措施改善自身的学习状况，缺乏坚持改善学习现状的毅力，因此，该项目测量学习者持续进行外语学习的毅力。E7考察学习者是否仅仅满足于学习浅层的基础英语知识，拒绝接受深层英语知识，与E3一样，该题目也同样测量学习者对复杂英语知识的处理方式与态度，反映了学习者克服困难的决心。

呈现出显著变化的项目包括E2、E4、E5和E8，图9-3显示了它们各自的变化态势：




图9-3　4个努力程度题项的变化态势图


E2的具体内容是“我总能排除一切干扰，集中精力完成英语作业”，考察学习者在面对外界环境中的干扰时能否坚持完成学习任务。受试在此项上的得分越高，他们在完成学习任务时排除干扰的决心就越大，这反映了学习者克服困难的决心。在所有各项之中，E2在这4个变化幅度显著的项目中的平均值最低，而且它上下起伏的幅度也是最大的。在第二次测量时，它的平均值有所下降，等到第三次测量时，它又迅速升高，而且变化值也达到了显著的水平，但是在第四次测量时，这一项目的均值又有所下降。E4（“我每天都坚持学英语，更新自己的英语知识”）考察学习者是否能够坚持不懈地学习英语，测量他们学习英语的毅力。与E2不同，受试在该项目上的得分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在第二次测量时就显著性地增长，从3.04迅速增长到3.45，后又逐渐增长到3.47，最后达到3.55，这说明学习者持续学习外语的毅力是不断增强的。另外两项表现出了总体的增长态势，其中，E5（“我总是等到最后一刻才做英语作业”）是一道反向记分题，考察学习者能否及时完成学习任务，测量他们
 持续学习外语的毅力。该项目的得分情况反映了大学生目前普遍存在的一种现状，它的均值在第二次测量时显著降低，由3.26降低到了3.21，但是在后面两次测量时又有所增加，从3.21增加到3.32，最后达到3.36。这说明，刚入大学时，学习者进入到一个新的学习环境，及时完成学习任务的能力有所提高，但是又很快降了下来。E8（“最近一个月，你课外平均每天花多长时间学英语”）用于测量学习者平均每天学习时间的长度，以便从具体的数量上说明他们的努力程度。该项目虽然表现出总体的增长态势，但是其中的起伏也比较明显：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测量之间，它的均值由3.43增长到3.81，达到了显著的水平，第三次测量时又有所下降，到第四次测量时又迅速增加，从3.68增加到3.91，而且也达到了显著的水平。

综上所述，学习者的努力程度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主要发生在学生进入大学之后不久的第一学期，另外，到第二学期的后半部分，也就是临近期末考试的时间，努力程度也会有所增加。具体来说，在衡量努力程度的三个方面之中，学习者投入到英语学习的时间变化最为明显，其次是持续进行外语学习的毅力，而变化最小的是克服困难的决心。这一结果也较容易理解，因为学习外语的毅力和克服困难的决心更多地属于心理层面，而所付出时间则完全是外在的行为层面，心理层面的要素往往比具体的外在行为表现要更加稳定。

9.2　影响努力程度变化的因素

如上所述，努力程度作为一个整体，它的变化都没有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水平，但是在反映努力程度的8个题项中，有4个项目的变化比较明显（E2、E4、E5和E8），达到了显著的水平。在第5章中，我们以大量的前期研究为基础，对有关努力程度与其他学习者个体差异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梳理，结果发现动机和外语焦虑两个变量最有可能会对努力程度的变化产生影响，因此，研究的关注点首先集中在这两个变量对于4个努力程度项目的影响上面。首先来看动机和外语焦虑对于E2这一项目的影响。表9-4显示了该项目与动机和外语焦虑各个具体项目之间关系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结果，由于E2这一项目只是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测量之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此，我们针对这次变化进行了数据的分析。


 表9-4　E2与动机和外语焦虑关系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Variable
	β（B2A3）
	Variable
	β（B2A3）



	ITM
	-.171
	TAN
	-.068



	ISM
	-.242
	CA
	-.137



	ATT
	.111
	FNE
	-.046





（ITM：融入型动机；ISM：工具性动机；ATT：态度；TAN：考试焦虑；CA：

交际恐惧；FNE：负面评价恐惧）

表9-4中的数据表明，所有的动机和外语焦虑的项目都没有对E2（“我总能排除一切干扰，集中精力完成英语作业”）这一考察学习者克服困难决心的项目产生显著的影响，由此可知，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并不在于动机和外语焦虑这两个个体差异变量。事实上，我们可以从环境因素中找到这一变化的原因。这一显著变化发生在第二次测量和第三次测量之间，而两者之间隔着寒假，经过假期的休息与调整，学习者可以更加专注地投入到外语学习之中。在第二学期之初学生的日记也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绝大多数学生的日记中都包含了有关学习者克服困难决心方面的内容。例如，“一个新的学期开始了，我一定要在英语学习上更加努力，争取取得更大的成绩”，等等。

E4（“我每天都坚持学英语，更新自己的英语知识”）项目属于学习毅力的范畴。表9-5是它与动机和外语焦虑两个个体差异变量关系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由于E4项只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测量之间产生了显著的变化，因此我们只是针对这次变化进行了数据分析。


表9-5　E4与动机和外语焦虑关系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Variable
	β（B1A2）
	Variable
	β（B1A2）



	ITM
	.261*
	TAN
	.048



	ISM
	.195*
	CA
	.024



	ATT
	.065
	FNE
	-.015





*p< .05

结果表明，学习动机对于该项目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不论是融入型的学习动机，还是工具型的学习动机都对E4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定性研究的结果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E4的显著变化发生在第一学期之初，也就是学生刚刚进入大学学习，面对着一种新的生活以及更高层次的外语
 学习要求，很多学生在日记中都表达了自己想要尽早通过四级或者六级考试的愿望，还有的学生表示自己将来要到国外留学，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都表示要更加努力，持之以恒地学好英语。这说明，动机对于学习者持续进行外语学习的毅力具有积极的正面影响。

与E4一样，E5（“我总是等到最后一刻才做英语作业”）也属于学习毅力的范畴，它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测量之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们也针对这一变化对它与动机和外语焦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交叉滞后回归分析，表9-6显示了具体的分析结果。


表9-6　E5与动机和外语焦虑关系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Variable
	β（B1A2）
	Variable
	β（B1A2）



	ITM
	.308***
	TAN
	.050



	ISM
	.182***
	CA
	-.014



	ATT
	.045
	FNE
	.032





***p< .001

表9-6中的结果进一步证明了动机对努力程度的影响。与E4类似，对于E5的变化产生显著影响的仍然是融入型动机和工具型动机，它们都导致这一项目均值的显著性降低。由于E5项也测量受试外语学习的毅力，这一结果进一步说明，动机对于学习者持续进行外语学习的毅力具有积极的正面影响。


表9-7　E8与动机和外语焦虑关系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p< .001, **p< .01, *p< .05

E8（“最近一个月，你课外平均每天花多长时间学英语”）通过学习时间最为直接地反映了学习者的努力程度，与上面的3项相比，它的情况最为复杂。一是它的变化最多，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以及第三次和第四次之间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二是影响它变化的因素最多，除了融入型动机和工具型动机对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的变化产生了显著性影响之外，外语焦虑也对之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由表9-7的数据可以看出，负面评价恐惧
 这一项对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变化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正如Nakahashi（2007）所指出的那样，对于水平较低的学习者，因为语言交际能力的限制很容易会在其他同学或者老师面前出丑或者感到难堪，对于这些风险的担心很可能会导致他们努力程度的下降。而与此相比，交际恐惧的负面作用则更为强烈，它在两次变化之中都对E8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说明具有较强交际恐惧感的学习者也往往会在努力程度方面存在问题，会使他们不愿意在外语学习上花费更多的时间。

上述发现也得到了定性研究部分的进一步证实。在访谈中，一位同学的努力程度很高，在回答他是如何激励自己努力学习英语时，他说：


“我个人非常喜欢学习英语。他们有时候叫我英语狂人……在暑假期间，我有几次与外国人交流的机会。他们都非常好，甚至还给我们做西餐。那时我就想，要是我能使用英语和他们流利地交流就好了，那样我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和外国人交朋友，甚至将来有一天会出国。”


在他的回答中，这位学习者表现了很强的英语学习兴趣，更为重要的是，他表现出很强的融入型动机，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他在外语学习上付出更多的努力。另一位不太努力的同学在回答为什么在课堂上不积极发言时说：


“我的英语发音太差了，我讲英语带有很重的口音，记得在一次角色扮演时，我讲英语，结果全班都笑了。和其他人一样，我不想被别人嘲笑。在我讲英语时，我总是担心会被其他同学嘲笑，因此我不喜欢在大家面前讲英语，所以我在课堂上就很少讲英语，我干嘛要自己惹麻烦让自己难堪呢。”


由上述陈述可以看出，这位学习者在自己的学习经历中形成了负面评价恐惧的外语焦虑感，这种焦虑进一步发展成为交际恐惧，他因此尽量避免在大众面前讲英语，以降低自己受到别人嘲笑或者使自己难堪的风险，这也就抑制了他外语学习的努力程度。另外一位同学是这样描述焦虑感如何影响自己英语阅读的：


“阅读让我非常地头疼，生词太多，太长的句子有时都把我搞晕了。我根本理解不了，我越是训练，就越是绝望。于是我就不再去读英语的文章了，一个学期下来，我连一篇文章都没有读过。”


这位同学对于阅读具有很强的焦虑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他的外语学习，使他不能集中精力。他把自己的努力视为徒劳，结果在最后就放
 弃了，这种现象在一些学习成绩差的学习者之中非常普遍。

综上所述，动机（包括工具型动机和融入型动机）是促进努力程度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许多相关的同类研究结果也都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Gardner（1985）指出，动机的大小决定了学生外语学习努力程度的高低，具有较高学习动机的学习者更有可能在外语学习上投入更多的精力。与此类似，Ellis（1994）也指出，动机影响着学习者语言学习的毅力以及他们所采取的具体学习行为。另外，我们还进一步发现，工具型和融入型两类动机对于努力程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学习者持续进行外语学习的毅力和所付出的学习时间上。这一结论似乎与前面的相关性分析的结果不太一致。如上文所述，融入型动机对于努力程度的影响最强、最全面，而工具型动机只是与学习者的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外语学习的毅力之间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而与所付出的学习时间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发现前后研究结果之间的一致性。首先，从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数据来看，在对学习时间的影响上，融入型动机对它的变化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工具型动机；另外，相关性只是表示一种稳定的可能性的趋势，这并不能否认在个别情况下，某个变量仍然可能会对另外一个变量产生影响，并且导致另一个变量的变化。除了动机之外，外语焦虑对努力程度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这一影响则主要表现在交际恐惧和负面评价恐惧对学习者付出时间的影响上。

在分析了学习动机和外语焦虑对努力程度的动态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之后，下面再来看学习风格、学习观念和学习策略对努力程度所产生的影响。首先看学习风格。还是采用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方法，以四种学习风格为自变量，产生显著变化的E2、E4、E5和E8为因变量，围绕它们产生显著变化的时间点，考察四种学习风格对它们动态变化的影响。表9-8显示了学习风格对努力程度影响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数据。


表9-8　学习风格对努力程度影响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2]






 （AUD：听觉型；VIS：视觉型；TAC：触觉型；KIN：动觉型）

上表中的数据表明，E2、E4和E5 3个努力程度题项没有受到学习风格的显著影响。但是，E8受到视觉型学习风格的显著影响。视觉风格对E8题项（“最近一个月，你课外平均每天花多长时间学英语”）的回归系数为.104 （p< .05），达到显著水平，说明视觉型学习者在第一学期中用于外语学习的平均时间更多。视觉型学习者更喜欢采用阅读或浏览书面材料的方式来学习英语，他们通常课后花费大量时间复习课文或笔记，阅读文字材料通常耗时较多，因此，此类学习者在外语学习方面投入的时间也就较多。

再来看学习观念。我们同样以学习观念的5个项目为自变量，产生显著变化的E2、E4、E5和E8为因变量，围绕它们产生显著变化的时间点，考察了学习观念对于努力程度动态变化的影响。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9-9）表明，学习观念对于努力程度的变化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


表9-9　学习观念对努力程度影响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SEB：自我效能观念；BLS：学习策略观念；BLA：语言学能观念；BNL：学习本质观念；BD：学习难度观念）

最后来看学习策略对努力程度动态变化的影响。表9-10显示了相关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数据。结果表明，学习策略对E4和E8题项没有显著影响。元认知策略对E2题项（“我总能排除一切干扰，集中精力完成英
 语作业”）具有显著影响（β=.158, p< .05），表明元认知策略的使用对于学习者克服困难的决心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情感策略对E5题项（“我总是等到最后一刻才做英语作业”）具有显著影响（β=.131, p< .05），表明学习者情感策略的使用有助于提高他们外语学习的毅力。但是，学习策略对于学习者所付出的具体的学习时间的变化没有产生影响。


表9-10　学习策略对努力程度影响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p< .05

（CST：认知策略；MST：元认知策略；AST：情感策略；SST：社会策略）

综上，通过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我们对影响努力程度动态变化的因素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学习动机、外语焦虑、学习观念、学习策略、学习风格等各种学习者个体差异变量之中，除了学习观念之外，其他各个变量都对努力程度的动态变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学习动机中融入型动机和工具型动机对于努力程度影响主要表现在学习者持续进行外语学习的毅力和所付出的学习时间上，他们的动机越强，外语学习的毅力也就越强，所付出的学习时间也就越多。态度对努力程度没有产生影响。外语焦虑对努力程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交际恐惧和负面评价恐惧对学习者付出时间的负面影响上。在各种学习风格之中，视觉型的学习风格对学习者所付出的学习时间具有正面的影响。而在各种学习策略之中，元认知策略对学习者克服困难的决心以及情感策略对于他们外语学习的毅力都有正面的影响。

9.3　努力程度与学习成绩

与学习策略和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一样，本部分也从两个方面来讨论努力程度和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一是努力程度对于学习成绩的影响，看努力程度的变化是否对学习成绩产生直接的影响；二是学习成绩对努力程度的反向作用。


 9.3.1　努力程度对学习成绩的影响

把努力程度作为自变量，学习成绩作为因变量，采用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方式考察努力程度对于学习成绩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次和第二次测量之间、第二次和第三次测量之间和第三次和第四次测量之间的标准交叉回归系数分别为.016（p> .05）、.037（p> .05）、-.003（p> .05），都没有达到显著性的水平，这说明努力程度作为一个整体，它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并不显著。为了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又分别以努力程度的8个分项为自变量，以学习成绩的4个方面分别作为因变量，进一步进行了交叉滞后回归分析。表9-11显示了分析的结果。


表9-11　努力程度与学习成绩分项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p< .01, *p< .05

由上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包括从E4到E8的5个努力程度项目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学习成绩产生了显著的影响。E4（“我每天都坚持学英语，更新自己的英语知识”）和E6（“当老师反馈测验结果时，我不会看”）只是对包括口语和写作的语言产出能力产生了显著性的影响，而E5（“我总是等到最后一刻才做英语作业”）、E7（“我只想学习英语基础知识，不想学习更多内容”）和E8（“最近一个月，你课外平均每天花多长时间学英语”）不仅影响了语言产出能力，也对阅读水平具有显著的作用。但是从总体来看，努力程度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并不如我们预想的那么大；换言之，外语学习成绩好的学习者并不见得要比他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在Ehrman和Oxford（1995）的研究中也有同样的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可能
 在于还有其他比努力程度影响力更大的变量，而这一变量最有可能是语言学能，因为有许多先前的研究（例如，Gardner et al., 1997）的结果证明该变量是语言学习成绩最为稳定的预测因素。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又专门选取了两组受试，每组受试15人，其中一组在语言学能测试中得分最高，另一组则是得分最低的，然后在组内对他们努力程度和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以求发现在语言学能相同的学习者中努力程度对于学习成绩的影响。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两组受试中，努力程度对学习成绩的影响的标准回归系数均达到了显著的水平，其中语言学能高的一组为.583（p< .05），语言学能低的一组为.670（p< .05）。这说明，语言学能对于学习成绩的影响要强于努力程度，因此，在语言学能得不到很好控制的情况下，努力程度对于学习成绩的影响很容易被语言学能差异造成的影响所掩盖。而在语言学能相同的情况下，努力程度的影响就被显著地表现出来。本项目研究中定性研究的结果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一位英语学习成绩很低的受试在访谈时说：


“我不仅及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而且还要额外地多做一些，在周末，我经常去北京图书馆读英语书，把那些有用的词和表达方法记录下来。在寒假期间，我还在新东方报名参加了一个学习班，这个班有十九天。我上所有的英语课都很仔细，都很认真地记笔记。一旦遇到问题，我就问老师……我还参加了新东方的一个四级考前辅导班，结果四级考试的分数很低……”


这位受试的努力程度非常高，但是学习成绩却很不理想，期末考试的成绩也不及格，究其原因还在于其语言学能。他在语言学能测试中的得分很低，其中最差的是机械记忆能力，语音编码的能力也明显低于平均的水平，这也就导致了尽管他很努力，但学习成绩的提高仍然非常缓慢的现象。另一位受试在她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的英语太糟糕了，每次考试我的成绩都很低，但是这并不说明我不用功。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我这一个学期的英语学习，那就是坚持。自从上大学以来，我都按照计划每天做一篇阅读理解测验题，我这样已经坚持了一年的时间。《六级阅读专项训练》这本书中的练习我都做过两遍了，我每周还要做四篇综合填充题，我还把1997年到2008年间的所有高考试题中的综合填空都做了一篇。我也没有缺过一堂英语课。”



 由上述描述可以看出，这位受试在英语学习方面是非常刻苦的，每周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英语学习上面。但是她的学习成绩却非常不理想，两次期末考试都不及格。我们可以从她的日记中发现一些原因：她所使用的练习材料并不适合自己的水平，六级的阅读训练对于一个大一的英语水平不高的学生来说太难了，而高考旨在考察高中毕业生的英语水平，对于准备四级考试来说又太简单了。另外，她的学习动机也有一定的问题，那就是过于工具化——学习英语的目的就是为了参加考试，而对英语学习本身并无多大的兴趣。另外一位受试也在英语学习上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他的英语水平却进步极其缓慢，我们也可以从他的日记中找到一些原因：


“我相信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为了取得好的英语成绩，我必须要努力学习。在这个学期初，我购买了一本四级考试的词汇书，我按照计划每周背诵两页，每个词我都要反复地抄写，因为重复是与遗忘做斗争的最好的武器。记忆单词是很痛苦的，而且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我努力这样坚持了大约6个月的时间，我感觉到自己的词汇量扩大了不少。”


这位受试的问题在于学习策略的单一，对于他来说，英语学习就是记忆单词的过程，而单词的记忆则完全靠机械的重复。在他的作文中，我们会发现其中充斥着各种错误，这说明他虽然记住了许多单词，但是并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这些词。文秋芳（1995）的研究也发现，有的学习者花费的时间是他人的两倍以上，但是学习成绩却远远低于他人。这也进一步说明，学习者个体差异因素对于学习成绩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具体到努力程度，单独这一项变量并不能准确地预测学习成绩的好坏，需要把它和语言学能、学习动机、学习策略等其他变量综合在一起考虑。正如Biedroń（2011）所指出的那样，在解释学习成绩的差异方面，努力程度是无法与语言学能和学习策略相比的。基于本项目研究和他人同类研究的成果，关于努力程度和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首先努力程度肯定对学习成绩具有重要的影响，因为没有一个人会不经过努力的学习而具备较高的英语水平，这应该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但是应该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这里存在一个基本的要求值（即阈值），在这一阈值之内，努力程度对于学习成绩的影响是显著的，但是在超出这一阈值之后，努力程度本身的作用就不那么明显了，而起作用的则主要是学习策略和环境因素等其他变量。而这一阈值的大小，不同的人应该是不一样的，其中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应该是语言学能，语言学能越高，阈值就越小。另外，学习
 策略、环境因素也会影响到这一数值的大小。这也充分体现了动态系统理论在学习者个体差异系统研究中的作用和意义，应该成为今后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9.3.2　学习成绩对努力程度的反向作用

努力程度和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上，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视角来看，它们之间的关系还应该体现在学习成绩对于努力程度的反向作用上。因此，我们又以学习成绩为自变量，努力程度为因变量，同样采用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方法考察前者对于后者的反向作用。

结果表明，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测量之间，标准回归系数为.076（p> .05），学习成绩对努力程度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在第一次测量受试的学习成绩时，他们刚刚进入大学，学习成绩还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也就不可能对努力程度产生什么影响。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测量之间，标准回归系数为.033（p> .05），学习成绩对努力程度的影响也没有达到显著水平。我们认为，出现这一现象也很正常，这并不能说明学习成绩或者学习成绩的高低对努力程度就没有反向的作用，因为这一作用的发生需要学习者能够感受到自己学习成绩的变化，第一次测量学习成绩和第二次测量之间的时间间隔只有两个月，这期间学习成绩的变化并不足以让受试明显地感受到，因此也就不会对努力程度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一判断得到了第三次和第四次测量之间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结果的证实，此时的标准回归系数为.105（p< .05），达到了显著的水平。这说明，当学习者的学习成绩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时，学习成绩的提高会带来他们努力程度的提高。下面我们再来看学习成绩的各个方面对努力程度各个具体项目的反向作用。


表9-12　学习成绩分项与努力程度分项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如上所述，在四次测量过程中发生显著变化的努力程度项目是E2、E4、E5和E8，我们对上述四项在发生显著变化时学习成绩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表9-12显示了交叉滞后分析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并没有一个标准回归系数达到了显著性的水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可能在于学习成绩对于努力程度的影响是整体性的，我们难以具体地分清到底是哪一个学习成绩项目（即口语、听力、阅读和写作）对哪一个努力程度项目产生了影响，因此还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需要今后做进一步的研究。

9.4　小结

努力程度是最能够直观反映学习者英语学习情况的个体差异变量。我们以动态系统理论的基本原则为指导，首先采用T-检验的方式研究了努力程度的动态变化规律，接着采用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动机、外语焦虑、学习观念、学习风格、学习策略在努力程度的动态变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另外还对努力程度对学习成绩的影响以及学习成绩对努力程度的反作用也进行了研究。主要的研究发现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从总体上来看，学习者努力程度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在努力程度的各个分项之中，它们的稳定程度是不一样的，其中变化程度最大的是学习者所付出的时间投入，其次是持续进行英语学习的毅力，而变化最小的是克服困难的决心。这些变化主要发生在学生进入大学之后不久的第一学期，另外到第二学期的后半部分，也就是临近期末考试的时间，努力程度也会有所增加。

（2）具体来说，学习动机会对所付出学习时间的动态变化产生影响，不论是融入型动机还是工具型动机，都对学习者学习时间的付出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外语焦虑对学习时间的付出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交际恐惧和负面评价恐惧都会使得学习者减少他们的外语学习时间。另外，视觉型的学习风格越强的学习者就越有可能投入更多的学习时间。学习动机也对持续进行外语学习的毅力产生了影响，融入型和工具型的学习动机都可以增强学习者的毅力。另外，学习策略中的情感策略对持续进行外语学习的毅力也产生了影响，情感策略的应用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毅力。除此之外，学习策略中的元认知策略对于学习者克服困难的决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总体而言，学习动机、学习风格和学习策略都对努力程度的动态变化产生了正向的影响，而外语焦虑则对此产生了负向的影响。


 （3）努力程度对学习成绩具有重要的影响，然而这一影响很容易被语言学能的差异所掩盖。学习者个体差异因素对于学习成绩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具体到努力程度而言，单独这一项变量并不能准确地预测学习成绩的好坏，需要把它和语言学能、学习动机、学习策略等其他变量综合在一起考虑。

（4）学习成绩对于努力程度具有一定的反向作用，学习成绩的提高会反过来促进努力程度的提高。







[1]
 　在此表中，mean代表努力程度的平均值，T value代表T检验的值。


[2]
 　因E8一项在两个时间点上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此，在该表中有两列与这两个时间点分别相对应。






 第10章

学习观念与其他相关变量的动态互动

学习观念是指学习者具有的关于语言各个方面、语言学习和语言教学的看法，其核心要素包括：自我效能观念、学习本质观念、语言学能观念、学习难度观念以及学习策略观念等五个部分。作为一种中介变量，它介于内隐变量和行为变量之间，既有一定的心理属性，又有一定的行为属性，因此，从理论上讲，它的稳定程度也应该介于两者之间。在本章中，我们全面地报告本项目研究关于学习观念与其他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主要内容包括该变量的变化规律、影响它变化的相关因素以及它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

10.1　学习观念的动态变化

表10-1显示该变量的动态变化情况：


表10-1　学习观念的动态变化数据




**p< .01, *p< .05

（BEL：总体学习观念；BLS：学习策略观念；SEB：自我效能观念；BNL：学习本质观念；BLA：语言学能观念；BD：学习难度观念）


 由上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学习观念作为一个整体，其均值虽然略有起伏，但是变化幅度不大，并没有达到显著性的水平。这进一步说明学习观念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变量，不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一结果与先前的许多研究（例如，Furnham et al., 1985; Langston & Sykes, 1997；文秋芳，2001）是一致的。学习观念是一种“具有先验性结构的稳定的心理表征”（Kalaja& Barcelos, 2003:2），它是在长期的与学习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以往的学习经历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正如Little和Singleton（1990）所指出的那样，学习观念反映了学习者所经历的教育的性质。对于本项目的受试来说，他们学习观念的形成主要基于在小学和中学学习经历，并把这些观念带入到大学英语学习之中。学习观念一旦形成，就会变得非常稳定，不会轻易地改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一成不变。表10-1中的数据表明，虽然学习观念的变化速度比较缓慢，但是其中的某些因素还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自我效能观念和学习难度观念上。图10-1显示了两种观念的变化态势。




图10-1　两种观念的变化态势图


在两个学期的时间内，自我效能观念发生了两次显著的变化：第一次变化发生在第一次测量和第二次测量之间，从3.40的均值增长到3.50；第二次变化发生在第二次测量和第三次测量之间，从3.50的均值增长到3.75。这说明学习者对于自身外语学习效能的认识是不断提高的，说明他们对英语学习的自信心在不断地提高，当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就保持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学习者对于外语学习难度的看法也发生了一定的起伏，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测量之间，该观念出现了显著的降低；也就是说，在第一学期上半段左右的时间，学习者对于外语学习难度的看法具有明显的降
 低，但是很快回升，又逐渐回归到原来的水平。关于学习观念的调查问卷共包括33个问题题项，为了更细微地了解学习观念的变化情况，我们又把受试对它们的回答进行了数据处理，并用T-检验的方式来考察它们变化的显著性。表10-2显示了具体的分析结果。


表10-2　学习观念具体题项的动态变化数据










	Item
	T1/T2
	T2/T3
	T3/T4



	B1
	4.40/4.39
	4.39/4.21
	4.21/4.20



	B2
	3.17/3.41**
	3.41/3.27
	3.27/3.31



	B3
	3.80/3.90
	3.90/3.97
	3.97/3.86



	B4
	4.34/4.24
	4.24/4.20
	4.20/4.24



	B5
	3.90/3.76
	3.76/3.71
	3.71/3.67



	B6
	3.66/3.94
	3.94/3.86
	3.86/3.83



	B7
	3.71/3.61
	3.61/3.69
	3.69/3.57



	B8
	2.97/2.91
	2.91/2.77
	2.77/2.84



	B9
	4.43/4.37
	4.37/4.29
	4.29/4.20



	B10
	4.00/4.03
	4.03/3.91
	3.91/3.91



	B11
	4.23/4.24
	4.24/4.19
	4.19/4.37**



	B12
	4.20/4.26
	4.26/4.20
	4.20/4.17



	B13
	2.87/2.81
	2.81/2.86
	2.86/2.73



	B14
	4.27/4.36
	4.36/4.30
	4.30/4.54**



	B15
	3.77/3.89
	3.89/3.60*
	3.60/3.56



	B16
	4.29/4.26
	4.26/4.29
	4.29/4.33



	B17
	4.17/4.27
	4.27/4.07
	4.07/4/10



	B18
	3.93/3.99
	3.99/3.94
	3.94/3.89



	B19
	4.24/4.14
	4.14/4.26
	4.26/4.16



	B20
	4.34/4.21
	4.21/4.26
	4.26/4.23



	B21
	3.87/3.89
	3.89/3.96
	3.96/3.93



	B22
	4.19/4.14
	4.14/4.24
	4.24/4.30



	B23
	4.33/4.30
	4.30/4.30
	4.30/4.27



	B24
	3.74/3.70
	3.70/3.77
	3.77/3.69



	B25
	4.11/4.09
	4.09/4.10
	4.10/4.04



	
 B26
	3.21/3.24
	3.24/3.20
	3.20/3.10



	B27
	2.86/2.84
	2.84/2.87
	2.87/2.89



	B28
	3.24/3.19
	3.19/3.17
	3.17/3.23



	B29
	4.00/3.96
	3.96/3.97
	3.97/3.94



	B30
	3.20/3.17
	3.17/3.16
	3.16/3.20



	B31
	4.05/3.56*
	3.56/3.41
	3.41/3.40



	B32
	4.23/4.14
	4.14/4.20
	4.20/4.24



	B33
	4.04/4.00
	4.00/3.97
	3.97/4.01





**p< .01, *p< .05

表10-2中的数据表明，有5个题项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们分别是B2、B11、B14、B15和B31。首先来看B2（“我在外语学习上具有不一般的能力”）项，它属于自我效能观念的范畴，它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测量之间发生了显著的增长，这说明受试在进入大学之后，英语学习的自信心有了很大的提高，其后就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B11（“使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有助于英语学习”）、B14（“多看英文读物有助于英语学习”）和B15（“精读课文对学习外语很重要”）都属于学习策略观念的范畴，它们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B11和B14两项的显著变化都发生在第三次和第四次测量之间，前者从4.19的均值增长到了4.37，而后者则从4.30的均值增加到4.54，这说明学习者在第二学期的后半段对于使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和英语阅读重要性的认识有所加强。B15的显著变化发生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测量之间，从3.89的均值降到了3.60，此后又进一步降低，这说明从第二学期开始，学生对于学习策略的一些原有观念开始发生改变，开始对精读在外语学习中作用的认识有所下降。B31（“如果每天学习英语一小时，你认为需要多久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属于学习难度观念的范畴，它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测量之间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4.05的均值降低到3.56，此后又有所下降，并逐渐稳定在一定的水平，这说明学习者从刚进入大学阶段对英语学习难度的认识就开始降低。

除了上述5个项目之外，B7（“联想单词对应的图像是一个记单词的好办法”）和B9（“理解课文的最好方法是翻译”）两个项目的变化也很明显。它们都属于学习策略观念的范畴，其都呈现出稳定降低的态势，虽然
 在两个测量点之间的变化并不显著，但是随着时间的累计，在第一次测量和第四次测量之间，两个项目均值的变化都达到了显著性的水平（p< .05）。图10-2显示了上述7个项目的变化态势。




图10-2　7个学习观念题项的变化态势图


综上所述，学习观念的动态变化充分体现了动态系统理论中所包含的辩证统一的思想，即稳定中包含着变化。从总体来说，学习观念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是其中的一些构成要素发生了显著性的变化，表现最为明显的是自我效能观念和对英语学习难度的认识，而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自我效能观念越强，对于英语学习难度的认识也就越低。如果再做更为细致的考察就会发现，尽管学习策略观念作为一个整体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但是其中所包含的多个项目的变化却比较显著。在上述动态变化之中，学习观念的不同内容也具有某些变化规律，那就是，语言学能观念和自我效能观念的变化主要发生在学习者刚入大学的学期之初，而学习策略观念的改变则主要发生在第二学期的后半段。这说明，在刚刚进入大学时，面对新的学习环境，学生们对新阶段的外语学习产生了新的期待，进而具有了更大的自信；而具体到学习策略观念，它的变化要更多地依赖于自己的学习经历，因此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呈现出缓慢变化的态势。

10.2　影响学习观念变化的因素

影响学习观念变化的可能因素很多，首先来看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两种直接变量对于学习观念的动态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如前所述，对学习观念变化趋势的分析显示，自我效能观念和学习难度观念的变化最为显著。
 而在学习观念的33个题项中，有7个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为了分析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两个直接变量对于学习观念的动态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我们以直接变量作为自变量，以发生显著变化的两类学习观念（自我效能观念和学习难度观念）和7个具体的题项为因变量，对发生显著变化的各个测量点之间进行交叉滞后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10-3所示。


表10-3　直接变量与学习观念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p< .01, *p< .05

（SEB：自我效能观念；BD：学习难度观念；CST：认知策略；MST：元认知策略；AST：情感策略；SST：社会策略；EFF：努力程度；DET：克服困难的决心；PER：持续进行外语学习的毅力；LEN：所付出的学习时间）

由表10-3可以看出，学习难度观念在任何时间段内都没有受到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的显著影响。在第二次测量到第三次测量之间，自我效能
 观念受到情感策略的显著影响（β=.251, p< .01），也就是说，学习者应用的情感策略越多，他们的自我效能就越强，他们就越相信自己能够学好英语。这一发现说明，随着学习者运用更多的方式来控制和管理自己的情绪，他们对外语学习的信心有所增强，更相信自己的外语学习能力。自我效能观念在第二次测量和第三次测量之间受到努力程度的显著影响（β=.250, p< .01），说明随着学习者努力程度的提高，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增强，这意味着努力程度的提高可以有效地强化学习者自我效能感。换而言之，努力程度的提高可以带来学习成绩的提高，而学习成绩的提高又可以给学习者带来学习的成就感，从而带来自我效能感的增强。对努力程度各项具体数据统计的分析结果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表10-3中的数据显示，克服困难的决心、毅力和付出的学习时间都对自我效能观念在第二时间点和第三时间点之间的变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207、.234（p< .01）和.177（p< .05）。在这7个学习观念的题项中，只有B11（“使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有助于英语学习”）受到学习策略的显著影响，其他6个题项受直接变量的影响未达到显著水平。元认知策略对B11的回归系数为.261（p< .05），表明元认知策略的使用也对这一观念的变化产生了正向的影响。综上所述，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对于学习观念动态变化的影响是整体性的，而且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上面，尤其是情感策略和努力程度的变化会带来学习者自我效能感的变化。

除了学习观念之外，中介变量还包括学习风格、外语焦虑和学习动机，它们也有可能对学习观念的动态变化产生影响。为检验这三种中介变量对于学习观念的动态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同样分别以这三种变量为自变量，以发生显著变化的两类学习观念和7个具体的题项为因变量，对发生显著变化的各个测量点之间进行交叉滞后回归分析。学习风格对于学习观念动态变化影响的分析结果如表10-4所示。


表10-4　学习风格与学习观念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p< .01, *p< .05

（AUD：听觉型；VIS：视觉型；TAC：触觉型；KIN：动觉型）

由表10-4中的数据可以看出，从总体来看，在第二次测量和第三次测量之间，自我效能感的增加受到了动觉型学习风格的显著影响（β=.188, p< .01），这说明动觉型的学习者具有更高的自我效能感，他们的动觉型学习风格越强，对自己的外语学习越具有自信心。除此之外，其他类型的学习风格并未对学习观念的变化产生显著的影响。另外，对具体学习观念题项的分析显示，在所有7个发生显著变化的学习观念题项中，只有B11在第三次和第四次测量之间受到了学习风格的显著作用。触觉型风格对B11（“使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有助于英语学习”）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271, p< .05），说明触觉型的学习者更倾向于不赞同使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这种学习方法。这可能与触觉型学习者的认知特点有关，这类学习者通常喜欢通过开展动手活动来学习语言知识，而运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并不属于这类动手活动，因此不是触觉型学习者认同的学习方式。由此可以看出，学习风格对于学习观念动态变化的影响相对较弱，动觉型的学习风格有可能会影响到学习者的自我效能观念，而触觉型的学习风格则有可能会影响学习者的学习策略观念。

与学习风格相比，外语焦虑对于学习观念动态变化的影响则要强一些。从表10-5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测量之间，考试焦虑（β= -.173, p< .05）和负面评价恐惧（β=-.175, p< .05）都对自我效能观念的动态变化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学习者会因为考试焦虑或者负面评价恐惧而降低自我效能感。这说明学习者对外语考试的焦虑程度越高，越担心自己在外语学习中受到负面评价，就越不相信自己能够学好外语，而随着这两类焦虑水平的降低，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会逐渐增强。


 表10-5　外语焦虑与学习观念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p< .05

（TAN：考试焦虑；CA：交际恐惧；FNE：负面评价恐惧）

对具体学习观念项目的分析显示，在所有的学习观念项目中，B7和B11受到了外语焦虑的显著影响。考试焦虑对B7（“要记牢单词就一定要反复读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225, p< .05），说明考试焦虑水平高的学习者更赞成通过反复读写的方式来记忆单词，随着学习者对考试的焦虑感降低，他们逐渐摒弃以重复性读写为主的机械记忆方法。此外，研究还发现，交际恐惧对B11（“使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有助于英语学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262, p< .05），说明在英语交际中感到畏惧的学习者更赞同运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这种学习方法。这项发现说明，即使学习者在语言交际中产生胆怯、害怕等心理，他们仍然认为语言交际有助于英语学习。换言之，交际畏惧有可能影响到学习者的交际行为，但是并不会妨碍学习者形成正确的语言交际学习观念。反之，交际畏惧越强的学习者越认为语言交际对英语学习有帮助。另外，负面评价恐惧也对B11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267, p< .05），说明担心受到负面评价的学习者不赞同使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负面评价恐惧对学习者的语言交际学习观念产生了不利影响。这可能是由于这类学习者担心在英语交流中犯错而采用了回避的消极学习观念，刻意规避以语言交流为主的学习方式，转而寻求其他让自己更具有安全感的学习方式。

综上所述，外语焦虑对于学习观念动态变化的总体影响主要表现在考试焦虑和负面评价恐惧两个方面，它们的增强有可能导致学习者自我效能
 感的降低。这一结果与先前的很多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例如，张日昇和袁莉敏（2004）对中国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外语焦虑水平高的学生，其自我效能感就会降低。Truitt（1995）的研究也发现，在学习英语的韩国学生中，与外语焦虑水平低的学生相比，焦虑水平高的学生认为英语难学得多，而且在说英语时具有更低的自我效能感。而具体到学习观念的项目上，外语焦虑对于学习观念的影响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考试焦虑有可能增加学习者认同“使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有助于英语学习”这一观念；另一方面交际恐惧又有可能降低学习者对这一观念赞成的程度。另外，考试焦虑程度越高，也有可能使得学习者更加赞成通过反复读写的方式来记忆单词的观念。


表10-6　学习动机与学习观念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p< .05

（ITM：融入型动机；ISM：工具型动机；ATT：态度）

表10-6显示了学习动机对于学习观念动态变化的影响。可以看出，学习动机对于学习观念动态变化的影响主要是整体性的，在第二次测量和第三次测量之间，融入型学习动机和对语言学习环境的态度都对自我效能观念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其中，融入型动机对自我效能观念具有正向的影响（β=.238, p< .05），这说明学习者的融入型动机越强，他们的自我效能观念越强。融入型动机强的学习者通常对英语语言和文化具有浓厚的兴趣，并具有融入目标语群体的强烈愿望，具有这些特点的学习者则对自身的英语学习能力具有更强的信心。此外，学习态度对自我效能观念也具有正向的影响（β=.168, p< .05），这一发现说明学习者对英语教师、英语课
 堂和班级所持有的态度会影响到他们对自己英语学习能力的判断，学习者的态度越积极乐观，就越相信自己能够学好英语。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学习者通过各种学习环境因素来判断自己是否具备理想的英语学习外部条件，持积极乐观态度的学习者往往认为各种因素对自己的英语学习有利，也会因此对英语学习充满信心。对具体学习观念项目的回归分析发现，学习动机并没有明确地作用于某个具体的项目。

另外，定性研究部分的结果表明，学习者对于以往学习经历的反思导致他们对于学习策略看法（如B11、B14和B15）的变化。B11（“使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有助于英语学习”）在第三次和第四次测量之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们可以从同期学生的日记中找出这一变化的原因。例如，一个受试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英语训练之后，我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单靠阅读对英语学习的帮助不大。为了提高英语水平，我们应该利用日常生活中每一个说英语的机会。我原来认为阅读更重要，但是这种看法慢慢地改变了，我发现通过和同学说英语，我可以运用自己读到的东西，还可以更好地记住它们。”


由上述描述我们可以看出，该受试从自己的学习实践中体会到使用英语进行英语交流的好处，因此而改变了以往过分重视阅读的观念，进而形成或者强化了B11这一学习观念项目。

B14（“多看英文读物有助于英语学习”）和B15（“精读课文对学习外语很重要”）是测量受试对精读与泛读的看法。在进行了一个学期的大学英语学习之后，从第二学期开始，他们更加意识到泛读的重要性，因此也就更加重视泛读，英语学习的重点也就从原来的精读逐渐转移到泛读上面。许多学生在日记中都谈到了这一变化，这进一步证实了对学习经历的反思会对学习观念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例如，一位受试在日记中记述自己的转变时这样写道：


“阅读速度一直是我最大的弱项，这可能是我缺乏快速阅读训练所造成的。在我阅读英语文章时，我很少控制花在上面的时间，从不给自己时间的压力。我应该尽可能增加阅读的量，诸如像英语杂志之类的。”


这位学生显然意识到自己在英语阅读方面存在问题，并找出了一定的原因，进而改变了自己的相关学习观念。下面一则受试日记也记录了类似的过程：



 “我每天总是要花二十分钟的时间来复习课本上的文章，但是，我从中所获得的知识实在太有限了，而且也特别没意思。于是我从上周开始到学校图书馆的二层去阅读《英语沙龙》，上面的文章都很有趣，而且也很有用。这样我就不用去反复阅读同样的东西了。”


10.3　学习观念与学习成绩

10.3.1　学习观念对学习成绩的影响

首先采用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学习观念对学习成绩的影响。表10-7显示了有关的数据：


表10-7　学习观念与学习成绩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Variable
	β（A1B2）
	β（A2B3）
	β（A3B4）



	SEB
	-.044
	.037
	.072



	BLS
	.043
	-.034
	.020



	BLA
	-.021
	.003
	-.039



	BNL
	.009
	.006
	-.007



	BD
	-.052
	.007
	-.026





由上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学习观念的各个分项对于学习成绩的变化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它对于学习成绩的影响应该是间接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又采用因果关系建模的方式分析了学习观念对学习成绩的作用，表10-8显示了相关的分析结果：


表10-8　学习观念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因果关系建模分析数据




因果关系建模的目的是要对假设的模型进行检验和校正，从而得出变量之间的综合作用关系。表10-8是通过因果关系建模得出的学习观念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部分。其中，predictors
 是预测变量，dependent是因变量，direct effect是预测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效应，indirect effect是预测变量对因变量的间接效应，total effect代表预测变量对因变量的总效应，即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总和。由表10-8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学习观念对学习成绩的直接效应为0，学习观念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全部体现为间接效应。也就是说，学习观念对于学习成绩的影响是间接的，主要通过对其他因素的影响进而影响学习成绩。这一结果与很多相关研究（例如，Wen & Johnson, 1997; Mori, 1999; Tanaka & Ellis, 2003; Tanaka, 2004）的结论是一致的。学习观念更多地属于心理层面的内容，包含了学习者对于英语学习各种相关要素的基本看法或者观点，而这些观点本身不会具有任何的实际效果，而只有当它们影响到具体的学习行为时才会对学习成绩产生作用。正如Ellis（2008b）所指出的那样，学习者持有某种观念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要按照这一观念采取必要的行动，因此，我们自然会发现学习观念对于学习成绩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这些间接的作用在四个测量的时间点上都有明显的表现，且它们都是正面、积极的影响。也就是说，学习观念对学习成绩具有稳定、正面的影响，学习者的学习观念越强，他们就越有可能取得较好的学习成绩。

学习观念是如何间接影响学习成绩的？学习观念对于学习成绩产生影响的可能路径，一是通过影响努力程度进而影响学习成绩；二是通过影响学习策略进而影响学习成绩。从上一章的讨论可以看出，学习观念对于努力程度并没有显著性的影响，因此，它对学习成绩的间接影响路径也就只剩下了第二条。Ellis（2008b）也指出，学习观念对于学习成绩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学习策略而产生作用。鉴于这一情况，我们以学习观念为自变量，学习策略为因变量，把受试分为高分组（即学习成绩高的学生）和低分组（即学习成绩低的学生），采用回归分析的统计方法研究学习观念对于学习策略、进而对英语水平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高分组内，学习者的学习策略观念对于学习策略的使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β=.635, p< .01）；但是在低分组内，这一学习观念项目并没有产生实际的作用（β=.018, p> .01），而且在这一组内，也没有发现其他学习观念项目对学习策略的使用产生显著的影响。由此得出，高分组与低分组学生在学习观念方面并不存在较大的差异，他们都持有基本相同的学习观念；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更容易把观点或者想法付诸实施，而学习成绩差的学习者只是把这些看法停留在口头或者只是留在心里。定性研究的有关结
 果表明，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低水平学习者的惰性，很多学习成绩差的受试在日记中都反思自己“太懒了”或者“缺乏自律”，即使他们知道该如何学习英语，持有正确的学习观念，但是却不愿意把它们付诸实践。

综上所述，学习观念本身并不会对学习成绩产生直接的影响，它需要与学习策略一起，通过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影响学习成绩。学习观念可以保证学习策略使用的稳定性和合理性，没有正确的学习观念的引导，学习策略的使用就会失去方向；而没有学习策略的使用，学习观念也就失去了意义。两者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又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动态系统理论在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中应用的合理性。

10.3.2　学习成绩对于学习观念的反向作用

为了研究学习成绩对学习观念的反向作用，以整体学习成绩为自变量，学习观念为因变量，采用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方法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表10-9显示了数据分析的结果：


表10-9　学习成绩与学习观念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Variable
	β（A2B1）
	β（A3B2）
	β（A4B3）



	SEB
	.106*
	-.088
	-.028



	BLS
	-.015
	-.072
	-.006



	BLA
	.051
	-.060
	-.024



	BNL
	.046
	-.061
	.006



	BD
	.016
	-.004
	.016





*p< .05

上表中的数据表明，总体学习成绩的提高对学习者的自我效能观念具有显著的正面促进作用（β=.106, p< .05）。为了更加细致地观察学习成绩对学习观念的影响，又分别以听、说、读、写四项的成绩为自变量，以发生显著变化的自我效能观念（分别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测量之间以及第二次和第三次测量之间）、学习难度观念（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测量之间）和发现显著变化的7个具体问题题项为因变量，采用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方式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表10-10显示了有关的数据分析结果。


 表10-10　学习成绩分项与学习观念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p< .05

（LP：听力成绩；RP：阅读成绩；SP：口语成绩；WP：写作成绩）

表10-10中的数据显示，学习难度观念在任何时间段内都没有受到学习成绩的显著影响，这说明学习成绩并不是导致这类学习观念发生动态变化的关键因素。自我效能观念在第一时间点和第二时间点之间受到口语学习成绩的显著影响（β=.204, p< .05），说明学习者口语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强他们外语学习的自我效能感。

对具体题项的交叉回归分析显示，听力成绩对B11（“使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有助于英语学习”）的回归系数达到显著水平（β=-.224, p< .05），说明随着学习者听力能力的提高，他们越来越不赞同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会有助于英语学习。写作成绩同样对B11题项产生了类似的影响（β=-.190, p< .05），学习者的写作水平越高，越认为采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无益于英语学习。阅读和口语成绩对其他观念题项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而听力成绩和写作成绩的提高影响到了学习者的学习策略观念。

上述分析表明，学习成绩对于学习观念产生了影响，为探究这一影响的作用路径，我们又采用因果关系建模的方式对此进行了研究。表10-11显示了有关的结果，学习成绩对学习观念只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其间接影响并没有达到显著性的程度。这说明，学习成绩对于学习观念的间接影响微乎其微。


 表10-11　学习成绩与学习观念之间的因果关系建模分析数据




综上所述，从总体上来看，学习成绩作为一个整体，它主要影响学习者的自我效能观念，而这一影响则主要体现在口语成绩上。另外，听力成绩和写作成绩也影响了学习者的学习策略观念。学习成绩影响自我效能观念，这一结果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因为学习者在感受到学习成绩提高之后自然就会增强自己英语学习的自信心，尤其是口语成绩，它的提高给学习者带来的主观感受更为明显。Maddux和Gosselin（2012）指出，自我效能的认识来自于五个方面：（1）表现经历，也就是学习成绩的好坏。一般而言，成功的经验能提高个人的自我效能感，多次的失败会降低自我效能感。（2）替代经验，指个体通过观察其他能力水平相当者的活动获得的对自己能力的一种间接评估。它是一种间接经验，它使观察者相信，当自己处于类似的活动情境时，也能获得同样的成就水平。（3）情境条件，指不同的环境提供给人们的信息是大不一样的，某些情境比其他情境更难以适应和控制。当一个人进入陌生而又易引起焦虑的情境中时，其自我效能感水平与强度就会降低。（4）语言说服，指通过他人的指导、建议、解释及鼓励等来改变人们的自我效能感。（5）情感与心理状态，指个体在面临某项活动任务时的心身反应，强烈的激动情绪通常会妨碍行为的表现而降低自我效能感。在上述五个自我效能感的来源之中，Bandura（1977, 1997）指出，个人的表现经历是最为重要的，这是学习者的亲身经验，对效能影响是最大的。成功的经验会提高人的自我效能，多次失败的经验会降低人的自我效能感。不断成功会使人建立起稳定的自我效能感，这种效能感不会因一时的挫折而降低。同样，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取得好的学习成绩以及英语水平的提高可以不断地强化学习者的自信，从而提高他们外语学习的自我效能感。相反，对于学习成绩差的学生来说，不断的努力和反复的尝试并没有给他们带来预期的效果，这会大大降低他们外语学习的自我效能感。因此，学习成绩好的学生一般也对自身英语学习的能力比较乐观，而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则会对自己的能力持怀疑的态度。这一点也得到了本项目定性研究部分的证实，一位学习成绩差的受试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在高中时英语学得不错，但是自从我上大学以来，一切都变了……我有两次期中和期末考试都不及格，我开始怀疑自己英语学习的能力，我对自己今后的英语学习感到完全无望了。”


另外，通过对本项目受试的日记分析，我们还发现，学习者对于英语学习难度的看法也直接受到学习成绩的影响。我们选取了30位考试成绩低的同学作为低分组，结果发现其中有11位受试在日记中叙述英语学习是“非常困难的”，还有10位受试提到在第二学期英语更难学了；而在高分组学生的日记中就很少发现类似的描述。这说明，学习成绩对于学习观念具有反向的作用，而这种反向作用体现在自我效能观念、学习策略观念和学习难度观念上。

10.4　小结

在本章中，我们以本项目研究所得出的数据为基础，讨论了学习观念的动态变化、影响其变化的因素、学习观念对于学习成绩的影响以及学习成绩对于学习观念的反向作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学习观念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变量，它作为一个整体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但是，其中的自我效能观念和学习难度观念的变化达到了显著性的程度，而且它们的变化主要发生在学生进入大学之初的第一学期。面对新的学习环境，学生的自我效能观念会不断提高，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逐渐趋于平稳；与此相对应的是对学习难度的看法，在自我效能观念不断提高的同时，学习者对于学习难度的看法也就不断降低。另外，尽管学习策略观念作为一个整体变化不大，但是其中对于精读课文在英语学习中的作用以及记忆单词的方法两个方面的观点也有变化：对于精读课文作用的观念的显著变化发生在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之间，而记忆单词的方法的变化是渐进性的。

（2）学习策略对于学习观念的动态变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情感策略对自我效能观念和元认知策略对学习策略观念的正向影响上。

（3）努力程度对于学习观念的动态变化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克服困难的决心、毅力和付出的学习时间都对自我效能观念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4）学习风格对于学习观念的动态变化也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其中动觉型学习风格有助于自我效能观念的增强，触觉型学习风格也对学习策略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5）学习动机对于学习观念动态变化的影响比较显著，其中，融入型学习动机和态度都对自我效能观念产生了正向的影响。

（6）外语焦虑对于学习观念动态变化的总体影响主要表现在考试焦虑和负面评价恐惧两个方面，它们的增强有可能导致学习者自我效能感的降低，另外考试焦虑也对学习策略观念的变化具有一定的作用。

（7）环境因素以及学习者对于学习经历的反思也是导致学习观念发生改变的重要因素。

（8）学习观念对学习成绩具有稳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间接的，主要是通过学习策略而产生作用。对于英语成绩好的学习者与不好的学习者，尽管两者之间在学习观念上没有明显的差异，但是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更容易把观点或者想法付诸实施，而学习成绩差的学习者往往只是把这些看法停留在口头或者只是留在心里。

（9）学习成绩也对学习观念具有反向的作用。学习成绩，尤其是口语成绩的提高，对学习者的自我效能观念具有显著的正面促进作用，而学习者的学习策略观念和学习难度观念也直接受到学习成绩的影响。






 第11章

学习风格与其他相关变量的动态互动

学习风格又称认知方式，指学习者学习的具体方式。Kinsella（2002:171）指出，学习风格就是“一个人的自然的、习惯性的以及喜欢的吸收信息、处理信息和保持信息的方式和技能”。这一定义比较好地说明了学习风格作为学习者个体差异的一种中介变量所具有的两种属性：一方面它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因为它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先天性的因素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一定的行为性，因而也是可以变化的。Oxford（1993）指出，学习风格的类型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学习者可以掌握不同类型的学习风格，并以此提高外语学习的效果。早期的关于学习风格的研究更多地按照场独立／场依存的划分研究它们与总体学习成绩的关系（例如，Chapelle & Robert, 1986），以及它们对外语学习的影响（例如，吴一安等，1993; Saracho & Spodek, 1981）。后期的研究则按照学习者的感知特点把学习风格分为视觉型（visual, VIS）、听觉型（auditory, AUD）、触觉型（tactile, TAC）和动觉型（kinesthetic, KIN）四种类型，并研究它们与文化背景（例如，Reid, 1987）、性别（例如，Oxford, 1993）、学习成绩（例如，王初明，1991）等的关系，但是在探究学习风格与其他个体差异变量之间的关系方面还存在着诸多的空白点。因此，本章将以动态系统为出发点，全面探究学习风格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动态互动。

11.1　学习风格的动态变化

表11-1显示了学习风格的均值以及它们在测量期间的变化情况：


 表11-1　学习风格的动态变化数据










	Variable
	T1/T2
	T2/T3
	T3/T4



	AUD
	3.38/3.40
	3.40/3.38
	3.38/3.47



	VIS
	3.53/3.59
	3.59/3.63
	3.63/3.70



	TAC
	3.52/3.51
	3.51/3.47
	3.47/3.45



	KIN
	3.33/3.47
	3.47/3.53
	3.53/3.60





（AUD：听觉型；VIS：视觉型；TAC：触觉型；KIN：动觉型）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四种类型的学习风格之中，视觉型和触觉型的均值较高，说明这两种学习风格是受试更加喜欢的学习类型，这一结果与以往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例如，余心乐，1997）。另外还发现，学习风格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变量，从第一次测量到第二次测量、从第二次测量到第三次测量以及从第三次测量到第四次测量，学习风格都未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也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对应。Keefe（1979）指出，学习风格是一种稳定的功能方式，它反映了学习者行为的内在原因。Ellis（1994:499）也认为学习风格是“相对稳定不容易变化的”学习者个体差异变量。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学习风格就是静止不变的。一方面，表11-1的数据表明，各种学习风格的均值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尽管这些变化并未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水平；另一方面，学习风格的某些具体项目，即它们的某些内部构成要素，事实上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本项目研究中，学习风格的测量共包括12个题项。为了研究学习风格内部各个构成要素的动态变化情况，采用T-检验的方法对它们的变化情况逐一进行统计分析，表11-2显示了相关的结果。


表11-2　学习风格具体题项的动态变化数据










	Item
	T1/T2
	T2/T3
	T3/T4



	SL1
	3.40/3.59
	3.59/3.50
	3.50/3.36



	SL2
	3.20/3.39
	3.39/3.34
	3.34/3.44



	SL3
	3.83/3.97
	3.97/3.71
	3.71/3.77



	SL4
	3.40/3.47
	3.47/3.27
	3.27/3.31



	SL5
	3.89/3.86
	3.86/3.71
	3.71/3.89



	SL6
	2.76/2.81
	2.81/2.73
	2.73/2.76



	SL7
	3.24/3.43
	3.43/3.20
	3.20/3.44



	
 SL8
	3.03/3.21
	3.21/3.33
	3.33/3.36



	SL9
	4.04/4.13
	4.13/4.07
	4.07/4.10



	SL10
	4.04/4.00
	4.00/4.03
	4.03/3.96



	SL11
	3.13/3.06
	3.06/3.11
	3.11/3.13



	SL12
	3.34/3.31
	3.31/3.44
	3.44/3.74**





**p< .01

由上表可以看出，唯一发生显著变化的项目是SL12项（“当我表演英语对话时，我能更好地理解所学的知识”）。该项目表示学习者动觉型学习风格的水平。如表11-2所示，这一项目总体呈增长态势，而在第二次测量时，它的均值略有下降，从3.34降到3.31，其后便开始逐渐升高，到第三次测量时增加到3.44，到第四次测量时又增加到3.74，且第三次和第四次之间的差异也已经达到了显著性的水平。

除了SL12这一题项之外，还有两个项目也同样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SL2（“我喜欢用动手操作的方式来完成一个学习任务”）和SL8（“我喜欢用做实验的方式来学习知识”）两项。尽管它们在相邻的两个时间测量点上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但是在第一次测量和第四次测量之间均有明显的增长：SL2的均值从3.20增加到3.44（p< .05），SL8从3.03增加到3.36（p< .05），都达到了显著性的水平。也就是说，这两项的变化速度虽然缓慢，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也达到了显著性的程度，而且它们都与触觉型的学习风格有关。这说明，在进入大学之后，学习者对于触觉型学习风格的偏好有逐渐增强的趋势。




图11-1　3个学习风格题项的变化态势图



 综上所述，学习风格是一个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个体差异变量，它作为一个整体在实施测量的一个学年的时间内并没有发生显著性的变化。但学习风格也不是静态不变的，其中的一些构成要素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在视觉型和听觉型学习风格处在较高均值的水平上且保持相对稳定性的同时，动觉型学习风格和触觉型学习风格在一年之内一直呈现出一种稳定增长的态势，其中的某些项目的变化也达到了显著性的水平。

11.2　影响学习风格变化的因素

为检测影响学习风格动态变化的因素，我们分别以其他个体差异变量为自变量，以3项发生显著变化的学习风格项目为因变量，在发生显著变化的测量时间点上进行了交叉滞后回归分析。首先分析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两个直接变量对学习风格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表11-3显示了相关的数据分析结果。


表11-3　直接变量与学习风格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SL2
	SL8
	SL12



	β（B1A4）
	β（B1A4）
	β（B3A4）



	CST
	.062
	.041
	-.011



	MST
	.058
	.030
	.028



	AST
	.062
	-.078
	.096



	SST
	.043
	-.098
	-.049



	EFF
	.121
	.036
	-.009



	DET
	.107
	.019
	-.003



	PER
	.130
	.030
	.026



	LEN
	.050
	.010
	-.037





（CST：认知策略；MST：元认知策略；AST：情感策略；SST：社会策略；EFF：努力程度；DET：克服困难的决心；PER：持续进行外语学习的毅力；LEN：所付出的学习时间）

如表11-3所示，所有前测的直接变量对后测的风格变量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因此，可以排除直接变量影响学习风格的可能性。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两个直接变量对学习风格的影响都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说明学习风格不会受到外语学习行为因素的影响。下面再来看学习观念、外语焦虑和学习动机对学习观念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表11-4　中介变量与学习风格影响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SL2
	SL8
	SL12



	β（B1A4）
	β（B1A4）
	β（B3A4）



	SEB
	.125
	.154
	.044



	BLS
	.067
	.087
	.041



	BLA
	-.176
	-.059
	-.126



	BNL
	-.149
	-.068
	-.230*



	BD
	-.067
	-.261*
	-.188



	TAN
	.016
	.060
	-.050



	CA
	-.118
	.044
	.025



	FNE
	-.120
	-.033
	-.028



	ITM
	-.111
	.053
	.076



	ISM
	-.016
	-.025
	.119



	ATT
	.019
	.156
	.017





*p< .05

（SEB：自我效能观念；BLS：学习策略观念；BLA：语言学能观念；BNL：学习本质观念；BD：学习难度观念；TAN：考试焦虑；CA：交际恐惧；FNE：负面评价恐惧；ITM：融入型动机；ISM：工具型动机；ATT：态度）

以3项发生显著变化的学习风格变量作为因变量，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开展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1-4所示。在中介变量中，学习动机和外语焦虑对学习风格的回归系数未达到显著水平，因此可以排除这些变量影响学习风格的可能性。

学习观念对学习风格的影响较为复杂，在五种类型的学习观念中，自我效能观念、学习策略观念和语言学能观念对学习风格都没有显著影响，只有语言学习本质观念和学习难度观念对个别学习风格题项的影响达到了显著水平。其中，学习难度观念对题项SL8（“我喜欢用做实验的方式来学习知识”）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β=-.261, p< .05），学习难度观念对SL8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学习者对英语学习难度的判断会影响他们的触觉型学习风格。当学习者认为英语学习不再高不可攀时，他们就会更加青睐通过动手操作的方式来学习英语；也就是说，除了传统的以听说读写为主的语言学习方式外，学习者开始探索具有灵活性和多样化的学习方式。此外，语言学习本质观念对题项SL12（“当我表演英语对话时，我能
 更好地理解所学的知识”）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230, p< .05）。题项SL12测量的是学习者的动觉型风格，这项得分较高的学习者倾向于采用表演等运动的方式来学习知识，不喜欢静止或固定在某个位置上。在这项研究中，用于测量语言学习本质观念的题项主要考察学习者对语言学习中读写、语法和词汇学习的看法，得分越高的学习者越赞同以读写、语法和词汇为核心来学习外语。表11-4的数据表明，语言学习本质观念对运动型学习风格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赞同以读写、语法和词汇为核心的学习者通常不喜欢通过表演英语对话来学习外语。原因可能是这类学习者通常更倾向于通过阅读文字材料来提高自身的阅读、写作水平和扩大词汇量，而表演对话对于学习者提高读写能力、掌握语法点和扩充词汇量的帮助有限；表演对话更有助于学习者提高口语和听力水平。

另外，本项目定性研究的结果也表明，环境因素对于学习风格的变化，尤其是动觉型学习风格的增强，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一位受试在其日记中这样写道：


“在这一学期，我们的英语课上组织了很多有趣的活动，例如角色扮演、自我陈述等。那是我最喜欢的部分，但我和同学一起表演时，我就会使用课本上所读来的语言。当那些词和句子从我自己的嘴里说出来时，我们就能更好地记住并使用它们。”


与此类似，另一位受试这样写道：


“这一学期，我们老师给我们更多的平台来训练自己的口语。例如，我们被分为小组，让我们在向全班就不同的话题进行演讲，还表演各种节目。我原来不知道英语学习原来这么有趣。”


由此可以看出，环境因素，尤其是教学环境，在学习风格形成中的作用。通过教师所组织的教学活动，学生体会到这些活动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他们就会在自己的学习中逐渐形成类似的学习风格。

11.3　学习风格与学习成绩

11.3.1　学习风格对学习成绩的影响

以视觉风格、听觉风格、触觉风格和运动风格这四类学习风格变量作为自变量，学习成绩作为因变量进行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据此来分析学习风格对学习成绩的影响。结果如表11-5所示，所有四种类型的风格变量
 对外语学习成绩的回归系数都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说明学习风格对学习成绩没有显著影响，学习风格不是导致学习成绩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


表11-5　学习风格与学习成绩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β（A1B2）
	β（A2B3）
	β（A3B4）



	AUD
	-.011
	-.019
	-.009



	VIS
	-.020
	.067
	-.066



	TAC
	-.014
	-.009
	-.004



	KIN
	-.021
	.000
	-.039





为了进一步确认学习风格对于学习成绩的影响，我们又采用因果关系建模的方法，以学习风格为预测变量，以学习成绩为因变量，对它们进行了因果关系分析。如表11-6所示，在四个时间点上，学习风格对学习成绩都不存在直接影响，也不存在间接影响，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共时的准因果关系。总体而言，学习风格不是影响学习成绩的主要因素，这说明无论哪种风格的学习者都可以在外语学习中获得成功，学习成绩与学习风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表11-6　学习风格与学习成绩的因果关系建模分析数据




11.3.2　学习成绩对于学习风格的反向作用

上文对学习风格变化趋势的分析显示，四类学习风格总体上都保持相对的稳定，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对具体题项的分析表明，在所有学习风格的题项中，仅有3项发生了显著变化，分别是题项SL2、SL8和SL12。为了考察学习成绩对学习风格的影响，我们以听、说、读、写四项学习成绩作为自变量，以3项发生显著变化的学习风格变量作为因变量进行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1-7所示。从中可以看出，所有四项外语成绩对学习风格的回归系数都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说明学习成绩对学习风格的变化没有显著的影响，学习者的外语成绩不是影响他们学习风格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


 表11-7　学习成绩与学习风格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LP：听力成绩；RP：阅读成绩；SP：口语成绩；WP：写作成绩）

为了进一步确认上述结果，我们又采用因果关系建模的方法，以学习成绩为预测变量，学习风格为因变量，分析了学习成绩对学习风格的直接与间接影响（见表11-8）。结果表明，学习成绩对学习风格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均不显著。也就是说，学习成绩不通过任何途径影响学习风格。


表11-8　学习成绩与学习风格的因果关系建模分析数据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学习风格和学习成绩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互影响的关系；也就是说，学习者所具有的学习风格不会对他们的学习成绩产生影响，同样，学习成绩的变化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学习风格。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否定学习风格在整个个体差异系统中的作用。前面几章中的研究发现，学习风格对学习策略、努力程度和学习观念的动态变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就是说，在整个个体差异系统之中，学习风格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它与其他个体差异变量的互动关系上，它通过影响其他变量进而影响学习成绩，但是由于它对其他变量的影响比较复杂，它对学习成绩的影响难以在统计数据上呈现出显著的效果。

11.4　小结

本章围绕学习风格这一中介变量进行了集中的研究，涉及了该变量的动态变化、影响它变化的因素以及它与学习成绩之间的相关关系。学习风
 格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且不易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主要的研究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学习风格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个体差异变量，它作为一个整体在实施测量期内一直保持较好的稳定性，并未发生显著的变化。对于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来说，他们更加偏好视觉型和听觉型的学习风格，因此，这两种学习风格一直保持较高的均值水平，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但是，动觉型学习风格和触觉型学习风格在一年之内一直呈现出一种稳定增长的态势，其中的某些项目的变化也达到了显著性的水平。

（2）在各项个体差异变量之中，只有学习观念对学习风格的动态变化产生了影响，其中学习难度观念对触觉型的学习风格以及学习本质观念对动觉型的学习风格都产生了正面的显著影响。

（3）学习风格在整个个体差异系统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它对其他变量的影响上，它没有对学习成绩产生直接的影响，学习成绩也没有对学习风格产生反作用。






 第12章

学习动机与其他相关变量的动态互动

动机是指学习者进行英语学习的驱动力。动机一直是个体差异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正如Dörnyei和Ryan（2015:72）所指出的那样，“动机研究传统上就是二语习得领域最为活跃的方面，在过去十几年中，它的活跃程度又有了迅速的增长”。动态系统理论应用于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中也是最早从动机研究开始的，因为动机往往被认为是影响学习者英语学习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动机可以被分为融入型和工具型两类，另外态度也被认为是动机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与学习观念、学习风格等一样，动机也是一种中介变量，兼具有行为性和心理性的特点，因此，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它在保持一定稳定性的同时也会呈现出一定的动态变化。本章将集中讨论动机与其他变量的动态互动情况。

12.1　学习动机的动态变化

表12-1显示了本项目研究各项动机的均值变化以及T-检验的结果：


表12-1　学习动机的动态变化数据










	Variable
	T1/T2
	T2/T3
	T3/T4



	MOT
	3.69/3.70
	3.70/3.76***
	3.76/3.90***



	ISM
	4.01/4.01
	4.01/3.99
	3.99/4.00



	ITM
	3.46/3.50
	3.50/3.81***
	3.81/3.98***



	ATT
	3.60/3.65
	3.65/3.33***
	3.33/3.58***





***p< .001

（MOT：动机；ISM：工具型动机；ITM：融入型动机；ATT：态度）


 由上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工具型动机仍然占据一个主导的地位，它的均值要远远高于融入型动机，这与其他以往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例如，Liao, 2006; Zheng, 2010）。这说明，对于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来说，他们更多是出于一些实用的目的（例如，拿到奖学金、通过考试、找到好的工作，等等）而学习英语的。就动机的动态变化而言，它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不断增强的态势，从第一次测量时的3.69逐渐增加到第四次测量时的3.90，而且第二次和第三次测量之间以及第三次和第四次之间的变化都达到了显著性的水平。这说明学生在进入大学后的第一个学期，他们的学习动机基本上是保持稳定的，但是从第一学期后期开始，动机就逐渐地加强。在动机的三个构成要素中，工具型动机是非常稳定的，一直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而融入型动机和态度两项则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也就是说，动机的增强主要是由融入型动机和态度两项所导致的。

首先来看融入型动机的动态变化情况。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测量之间，该项目的均值略有增加，从3.46变化为3.50，但是在其后就发生了显著的增加，在第三次测量时就增加到3.81，达到了显著的水平，在第四次测量时又增加到3.98，也达到了显著性的水平。从第一学期的后半段开始，融入型动机就呈现出不断增强的态势。而态度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它呈现出高低起伏的现象。除了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测量之间它的均值保持相对稳定之外，第二次和第三次测量之间以及第三次和第四次测量之间，态度都发生了显著性的变化，首先从3.65降低到3.33，然后又回升到3.58。由此可以看出，在工具型动机在高位上保持稳定、态度上下起伏的情况下，融入型动机的不断增强导致了学习动机整体不断增强的动态变化态势。

Dörnyei（2005:83）指出，动机是一个“不断波动的动态因素”，它会在不同的条件之下产生变化（Gardner, 2007:11），本项目研究的成果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在整个英语学习过程中，工具型动机一直占据主导性的地位，学习者学习英语更多是出于实用性的目的。这和中国应试教育的背景具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在高中阶段表现更为明显，对于大多数高中生来说，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在高考取得高分数，英语学习也不例外。因此，他们学习英语的动机具有很强的工具性，而这种工具性也会持续到大学阶段。但是在进入大学之后，英语学习的动机构成开始发生变化，在保持强工具性动机的同时，融入型动机也在不断地增加。这说明，学习者进入大学之后，英语学习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新的学习环境和教学条件的影响之下，他们对英语学习不再以单纯的应试为目的，而开始对英语语
 言本身及其文化产生兴趣，从而更倾向于融入英语文化学习之中。

在关于学习动机的调查问卷之中，共包含18个具体的项目。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学习者动机的动态变化情况，又对这18个项目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并通过T-检验的方式对它们变化的显著性进行了研究。表12-2显示了具体的分析数据。可以看出，共有6个项目在测量期间发生了显著性的变化，它们分别是：M2、M4、M6、M8、M12和M15。下面逐一看它们具体的变化情况。

M2（“英语国家的人应该感到自豪，因为他们赋予世界更多价值”）反映了学习者对于英语和英语国家的人的态度，它在第一次和第三次测量之间的均值虽然略有波动，但是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是到第四次测量时迅速从第三次测量时的3.33增长到3.56，达到了显著的水平。这说明在第二学期的后半段，学习者对于英语和英语国家的人的态度产生了很大的改观。我们认为，这一变化很可能与融入型动机的提高有很大关系。如上所述，从第二学期的后半段开始，学习者的融入型动机开始不断增强，而这一动机的增强势必会使得学习者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学习了解英语的文化及其内在的价值，相关知识的增加会加强他们对于英语文化的认识与理解，从而改善他们对于英语国家的人的态度。


表12-2　学习动机具体题项的动态变化数据




***p< .001, **p< .01, *p< .05


 M4（“我的英语老师讲课不太有趣”）反映了学习者对于英语教学的态度，这是一道反向题，得分越高说明学习者对英语教学的态度越差。在整个测量期间，该项的均值呈现出逐渐降低的态势，尤其是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测量之间，它从3.90急剧降低为2.54，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其后就稳定在这一水平上没有改变。这说明在第二学期开始时，学习者对于英语教学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善。

M6（“说真的，我对英语课确实不感兴趣”）也是一道反向题，它反映了学习者对于英语课程的态度。它的变化态势与M4略有不同的是，它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测量之间略有提高，从4.00增加到4.10，但在此之后又迅速降低，在第三次测量时，其均值降到了2.33，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而且在第四次测量时，又进一步降到了2.20。这说明从第一学期后半段开始，学习者对英语课程的态度有了极大的转变和认同。

M8（“我觉得学英语没意思”）反映了学习者对于英语学习的态度，也是一道反向题。它的变化趋势与M6一样，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测量之间略有提高，从4.07增加到4.20，但是在此之后就迅速降低，在第三次测量时，其均值降低到了2.21，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而且在第四次测量时，又进一步降低到了2.09。这说明从第一学期的后半段，学习者对英语学习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

M8和M6变化态势的一致性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对于外语学习者而言，英语课程和英语学习基本上是等同的。在外语学习的环境下，英语学习都是以课堂为核心，因此，学习者对英语课程的态度实际上也就是对英语学习的态度。另外，上述4项都是关于态度的题目，这说明，态度的动态变化是非常全面的。在监测期间，学习者对英语国家的人、英语教学、英语课堂和英语学习的态度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M12（“我学英语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其他专业”）反映了学习者英语学习的工具型动机水平，它在第四次测量时发生了显著的降低，由原来的4.17降低到了4.01。与此相照应的是M15（“我学英语是因为我对英语国家的人和文化感兴趣”）的变化，该项目反映了学习者的融入型动机水平，与M12一样，它也是在第四次测量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是与M12不同的是，它由原来的3.44升高到了3.81。两者之间的一升一降，很好地对应了上文分析的学习动机的整体变化态势。图12-1显示了上述6个项目的变化态势。





图12-1　6项学习动机题项的变化态势图


12.2　影响学习动机变化的因素

首先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两个直接变量对动机的影响。我们以直接变量为自变量，分别以学习动机的融入型动机、工具型动机和态度以及发生显著变化的6个学习动机问题题项作为因变量，同样采用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统计分析。表12-3显示了有关的分析结果。


表12-3　直接变量与学习动机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p< .01, *p< .05

（CST：认知策略；MST：元认知策略；AST：情感策略；SST：社会策略；EFF：努力程度；DET：克服困难的决心；PER：持续进行外语学习的毅力；LEN：所付出的学习时间）

结果如表12-3所示，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两个直接变量对融入型动机、工具型动机和态度的总体水平都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在发生显著变化的6个题项中，有4个题项受到了直接变量的显著影响，分别是M4、M6、M8和M15。努力程度对题项M4（“我的英语老师讲课不太有趣”）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266, p< .05），即学习者的努力程度越高，他们越认为教师的授课具有趣味性，说明学习者的努力程度能够影响到他们对英语老师所持的态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在现实的教学活动中，有的学习者努力程度不够，学习成绩不够理想，他们往
 往不会归因于自己，而是把责任推到老师的身上，认为是老师授课不好而导致了自己的学习进步不明显。而从对努力程度具体项目的分析来看，努力程度对于学习者态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学习毅力方面，因为毅力对题项M4在第一时间点到第四时间点上的变化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β= -.281, p< .05）。除此之外，学习者所付出的学习时间对题项M6（“说真的，我对英语课确实不感兴趣”）在第二时间点到第三时间点的变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241, p< .05），这说明所付出的学习的时间对于积极学习的态度的形成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认知策略对题项M8（“我觉得学英语没意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242, p< .05），表明学习者使用的认知策略越多，越感觉学习英语有趣味，掌握和使用认知策略有助于增强学习者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和态度。M4和M8两个题项都属于态度的范畴，这说明努力程度和认知策略对于学习者的态度都具有正向的影响。元认知策略和情感策略在第二学期对题项M15（“我学英语是因为我对英语国家的人和文化感兴趣”）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这两类学习策略的应用能够显著提升学习者对英语国家的人群和文化的兴趣。此外，社会策略在第一时间点和第四时间点之间对题项M15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β=.326, p< .05），说明社会策略的使用对学习兴趣具有长期的促进作用，采用向别人求助、合作学习等社会策略能够促进学习者提升外语学习兴趣，增加他们融入英语群体和文化的积极性和热情。题项M15属于融入型的动机，这说明元认知策略、情感策略和社会策略都对融入型动机产生了正面的影响。

下面来看学习观念、学习风格和外语焦虑等三个中介变量对于学习动机的动态变化所产生的影响。首先是学习观念，表12-4列出了学习观念对学习动机影响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结果。


表12-4　学习观念与学习动机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p< .01, *p< .05

（SEB：自我效能观念；BLS：学习策略观念；BLA：语言学能观念；BNL：学习本质观念；BD：学习难度观念）

如表12-4所示，在第三时间点和第四时间点之间，自我效能观念对融入型动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β=.103, p< .01），说明随着学习者自我效能观念的增强，其融入型动机也会增强。学习者越相信自己有能力学好英语，就越有融入英语群体和文化的愿望。因此，自我效能观念能够促进学习者产生更强的融入型动机。在第二时间点和第三时间点之间，语言学能观念对学习态度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β=.214, p< .01），说明学习者对自身语言天赋在外语学习中作用的评价较高，他们对学习环境因素所持的态度就更积极，对英语教师、英语课堂和班级也持有更乐观积极的看法和观点。在第二时间点和第三时间点之间以及在第三时间点和第四时间点之间，语言学习本质观念对学习态度都产生了具有正向的影响，说明学习者对语言学习本质所持有的观点和看法能够促进学习者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

对具体题项的分析发现，自我效能观念对题项M15（“我学英语是因为我对英语国家的人和文化感兴趣”）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随着学
 习者自我效能观念的增强，他们对英语语言和文化的兴趣变得更加强烈。这进一步证实了自我效能观念对于融入型动机的积极影响。此外，学习难度观念对题项M15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179, p< .05），这说明学习难度观念也对融入型动机产生了影响，学习者越是认为语言学习的难度高，他们的融入型动机也就越弱，而随着学习者认为语言学习难度降低，他们对英语国家的人和文化的兴趣逐渐增强，融入型动机也就随之增强。学习策略观念对题项M12（“我学英语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其他专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212, p< .05），这说明学习策略观念对工具型动机的变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学习者越是相信学习策略能够有效改善学习状况，越倾向于借助英语来学好其他专业。

综上所述，学习观念对于学习动机的影响还是比较显著的：自我效能观念和学习难度观念都对融入型动机有影响，前者的影响是正向，而后者的影响则是负向的；语言学能观念和学习本质观念对态度具有积极的影响；学习策略观念也对工具型动机具有积极的影响。

再来看学习风格对学习动机的动态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表12-5是学习风格对学习动机影响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结果。


表12-5　学习风格与学习动机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AUD：听觉型；VIS：视觉型；TAC：触觉型；KIN：动觉型）

如表12-5所示，所有前测的学习风格变量对后测的学习动机变量均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可以排除学习风格对学习动机具有显著影响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学习者的学习风格不会影响到他们学习动机的动态变化。

最后来看外语焦虑对学习动机的动态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表12-6列出了有关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结果。


表12-6　外语焦虑与学习动机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p< .05

（TAN：考试焦虑；CA：交际恐惧；FNE：负面评价恐惧）


 如表12-6中的数据所示，外语焦虑对融入型动机、工具型动机和态度的回归系数均未达到显著水平，这说明外语焦虑在整体上没有对学习动机的动态变化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对具体题项的分析发现，交际恐惧对题项M4、M6、M12和M15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交际畏惧对题项M4（“我的英语老师讲课不太有趣”）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232, p< .05），这说明交际恐惧对于积极学习态度的形成具有负向的影响作用，而随着学习者的交际畏惧感变弱，他们认为教师的授课更加具有趣味性。交际畏惧也对题项M6（“说真的，我对英语课确实不感兴趣”）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286, p< .05），这进一步证实了交际恐惧对积极学习态度形成的负面作用。另外，交际畏惧也对题项M12（“我学英语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其他专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214, p< .05），交际恐惧感强的学习者更有可能具有较强的工具型动机。负面评价恐惧对题项M6（“说真的，我对英语课确实不感兴趣”）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279, p< .05），这说明负面评价恐惧也对积极学习态度的形成具有负向的影响作用，而随着学习者的负面评价恐惧变弱，他们对英语课更加感兴趣。原因可能是学习者由于担心自己受到负面评价而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到英语课的内容上，从而影响了学习者对英语课的兴趣。负面评价恐惧对题项M15（“我学英语是因为我对英语国家的人和文化感兴趣”）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234, p< .05），这说明负面评价恐惧对融入型动机的形成具有负向的影响作用。原因可能是学习者对负面评价的恐惧感分散了他们对英语文化本身的关注，学习者由于过分焦虑而无法投入足够的精力去了解和体会英语文化的内涵，因此负面评价恐惧影响了学习者对英语文化的兴趣。

综上所述，外语焦虑对学习动机的影响是比较复杂的。当把外语焦虑作为一个整体来衡量的时候，它对学习动机的动态变化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当我们进一步深入做具体的项目分析时，外语焦虑对学习动机的作用还是显现了出来，这主要表现在交际恐惧对积极学习态度的形成具有负面的影响，而它对工具型动机的形成则有正面的影响。另外，负面评价恐惧也对积极学习态度和融入型动机的形成起到了反向的作用。

本项目中的定性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因素对于学习动机中态度的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一位学生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发现我们的英语课堂越来越有趣了。我们的英语老师在这一学期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活动，例如，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这些活动大大丰富了我们的英语课堂，让每个人都参与到英语学习的过程之中。今天，我
 们又进行了课堂讨论，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由此可以看出，教师的教学方法对于学生对英语课堂的态度具有重要的影响，丰富的课堂活动以及活跃的课堂氛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学生对于英语课堂的态度，从而加强他们学习英语的动机。另外，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与相互理解也很重要，因为这不仅影响学生对英语课堂的态度。同时也影响到他们对于教师的态度。例如，一位受试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一开始我们对老师的教学方式不太习惯，有的同学甚至都提出抗议了。但是，在经过一年的学习之后，我们师生之间似乎都相互理解了，很明显，有一个自己喜欢的老师对英语学习来说太重要了。”


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学习与大学阶段具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高中阶段：由于受到中学教师英语水平和英语教学能力的限制以及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学阶段的英语教学往往不够活跃，教学方法也比较单一死板，而且学习也主要是以应试为目的。经过长期的训练，学生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教学方法。到了大学之后，学生起初也不能适应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要让学生适应并接受新的教学方法，形成良好的对英语教师、英语课堂和英语学习的态度，第一学期之初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就显得非常重要。

12.3　学习动机与学习成绩

12.3.1　学习动机对学习成绩的影响

下面分别以总体动机水平、融入型动机、工具型动机和学习态度作为自变量，学习成绩作为因变量进行交叉滞后回归分析，以此来确定学习动机对学习成绩的影响。结果如表12-7所示，所有三种类型的动机变量以及总体动机水平对外语学习成绩的回归系数都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说明学习动机对学习成绩的动态变化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学习动机不是导致外语水平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


表12-7　学习动机与学习成绩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β（A1B2）
	β（A2B3）
	β（A3B4）



	MOT
	-.028
	.031
	-.037



	ITM
	-.071
	.003
	-.043



	ISM
	.004
	-.025
	.027



	ATT
	.075
	-.082
	-.029






 我们又采用因果关系建模的方法进一步检验学习动机对于学习成绩的影响，表12-8显示了有关的分析结果。由此可以看出，在四个时间点上，学习动机对学习成绩都不存在直接影响，也不存在显著的间接影响。学习动机没有直接作用于外语学习成绩，也没有通过其他变量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到学习成绩。因此，可以比较肯定地说，在整个个体差异系统中，学习动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与其他个体差异变量的互动上，它不会直接影响学习成绩，也不会以单个的个体差异变量为媒介进而影响学习成绩。


表12-8　学习动机与学习成绩的因果关系建模分析数据




这一结果与我们的预期有所不同。长期以来，动机一直是二语习得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学习者个体差异因素，因为动机一般被认为在外语学习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Dörnyei和Ryan（2015:72）指出，“没有足够的动机，即使是具有非常突出的学习能力的学习者也不可能实现长期的目标。在此情况下，再好的教学安排和教学方法也不能保证学习者取得好的成绩。”但是，从上述的研究结果来看，我们也不能以此夸大动机在整个外语学习中的作用，它和其他个体差异变量一样，都处在一个大的系统之中，也是通过与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从而影响学习成绩的。

12.3.2　学习成绩对动机的反向作用

我们以学习成绩为自变量，以动机为因变量，采用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学习成绩对动机的反向作用。表12-9显示了具体的分析结果：


表12-9　学习成绩整体与学习动机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β（A1B2）
	β（A2B3）
	β（A3B4）



	ITM
	-.052
	.077*
	.040



	ISM
	-.078
	.006
	.268***



	ATT
	.000
	.060
	.014





***p< .001, *p< .05


 由此可以看出，学习成绩对于动机的反向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学习成绩的提高会显著地增强学习者的动机，包括工具型动机和融入型动机。这说明，学习者在英语学习上所取得的成绩越大，他们的工具型动机和融入型动机也越强。

为了更为仔细地观察学习成绩对于动机的反作用，我们又分别以听力成绩、口语成绩、阅读成绩和写作成绩为自变量，以发生了显著变化的工具型动机、融入型动机和态度以及具体的问题题项为因变量，在发生变化的时间段进行了交叉滞后回归分析。表12-10列出了具体的分析数据。


表12-10　学习成绩分项与学习动机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p< .05

（LP：听力成绩；RP：阅读成绩；SP：口语成绩；WP：写作成绩）

如表12-10所示，所有四项外语成绩对学习动机的变化均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对于具体题项的分析发现，阅读成绩对题项M6（“说真
 的，我对英语课确实不感兴趣”）在第二时间点到第三时间点的变化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随着学习者阅读水平的提升，他们对英语课的兴趣会增强。阅读成绩对题项M8（“我觉得学英语没意思”）在第一时间点到第四时间点的变化也产生了显著的负影响，说明随着学习者阅读水平的提高，他们对学习英语的兴趣也在增强。上述两点说明，阅读成绩对于学习者建立积极的学习态度具有正面的影响。听力成绩对题项M15（“我学英语是因为我对英语国家的人和文化感兴趣”）在第三时间点到第四时间点上的变化产生了显著的正影响，这说明听力成绩对于融入型动机具有正向的影响，随着学习者听力水平的提高，他们对英语文化和英语群体的兴趣增强，从而具有更强的融入型动机。

为了进一步探究学习成绩对学习动机影响的性质，我们又以学习成绩为预测变量，动机为因变量，采用因果关系建模的方式，分析了影响的直接性和间接性。表12-11列出了相关的分析数据。结果显示，学习成绩对学习动机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而且都是正向的，这与Sato等（2008）的结论一致。


表12-11　学习成绩与学习动机的因果关系建模分析数据




鉴于学习成绩对学习动机具有间接的影响，学习成绩可能通过学习观念间接作用于学习动机，如图12-2所示。




图12-2　外语成绩对学习动机间接影响的可能路径


下面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来考察学习观念是否充当学习成绩和学习动机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即中介效应是否存在。检验结果表明，当自我效能观念进入融入型动机的回归模型后，外语成绩的回归系数由.285（p< .05）降至.026（p> .05），不再达到显著水平。这表明外语成绩的影响确实通过自我效能观念的中介作用间接传递至融入型学习动机。外语成绩
 优异的学习者具有更强的自我效能感，进而产生了更强烈的融入外国文化和群体的愿望。其他类型的学习观念对外语成绩和其他动机类型之间的关系则没有中介效应。

12.4　小结

本章对学习动机的动态变化、其与相关变量的互动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研究，主要发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学习动机是一项具有较强动态性的学习者个体差异变量，其中变化最为明显的是融入型动机和态度的变化。从总体来看，在学习者进入大学英语的学习阶段之后，工具型动机仍然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融入型动机在第二学期具有显著的增强；与此同时，态度一项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善，而且态度的变化是非常全面的，在监测期间，学习者对英语国家的人与文化、英语教学、英语课堂和英语学习的态度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说明，在学习者进入大学之后，他们对学习英语不再单纯以应试为目的，而是开始对英语语言本身及其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更有意愿融入英语国家文化之中。

（2）努力程度对于学习动机的变化产生了影响，学习者努力程度的提高，尤其是学习毅力的增强以及所付出的学习时间的增加，有助于他们形成积极的对于教师教学和英语课程的态度。

（3）学习策略对于学习动机的变化也产生了影响，其中，认知策略有助于学习者形成对英语课程的积极态度，而元认知策略、情感策略和社会策略都对融入型动机产生了正面的影响。

（4）学习观念对于学习动机的影响也是比较显著的，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自我效能观念对融入型动机具有正向的影响，而学习难度观念则对其具有负向的影响；第二，学习策略观念对工具型动机具有积极的影响；第三，语言学能观念和学习本质观念对态度具有积极的影响。

（5）学习风格没有对学习动机的动态变化产生显著的影响。

（6）外语焦虑也对学习动机的动态变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交际恐惧对积极学习态度的形成具有负面的影响，而对工具型动机的形成则有正面的影响。另外，负面评价恐惧也对积极学习态度和融入型动机的形成起到了反向的作用。


 （7）学习环境对于学习动机的影响非常明显，教学环境的变化往往导致学习者学习态度迅速且全面的变化。

（8）在整个个体差异系统中，学习动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它与其他个体差异变量的互动上，它不会直接影响学习成绩，也不会以某个个体差异变量为媒介来影响学习成绩。

（9）学习成绩对于动机的反向作用比较明显，学习成绩的提高会显著地增强学习者的动机，包括工具型动机和融入型动机。这一作用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而间接的作用则是通过影响学习观念（主要是自我效能观念）进而影响到学习动机。






 第13章

外语焦虑与其他相关变量的动态互动

外语焦虑作为一种心理异常现象，既具有很强的心理特征，也具有明显的行为表现。从心理的角度来看，“焦虑是指个体由于预期不能达到目标或者不能克服障碍的威胁，使得其自尊心与自信心受挫，或使失败感和内疚感增加而形成的紧张不安、带有恐惧感的情绪状态”（王银泉、万玉书，2001:122）。与此同时，外语焦虑又有许多明显的行为特征，从生理的反应来看，学习者可能会因为焦虑而出现手掌心出汗、心跳脉搏加快等症状；而从学习的行为来看，学习者可能会出现语音变调，不能正确地发出语言的语音和节奏，站起来回答问题时有冻僵的感觉，忘掉刚刚学过的词汇，甚至根本说不出话等（Young, 1994）。基于外语焦虑的心理特性和行为特性，可以预测外语焦虑是一种具有较强动态性的学习者个体差异变量，因此，本章将集中讨论外语焦虑的动态变化以及影响这些变化的因素。另外，还将关注焦虑与外语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以及学习成绩对于外语焦虑的反向作用。

13.1　外语焦虑的动态变化

表13-1显示了本项目研究中对外语焦虑四次测量的结果，其中包括每次测量时各种焦虑类型的均值，以及对两次测量之间的均值进行T-检验的结果。


表13-1　外语焦虑的动态变化数据










	Item
	T1/T2
	T2/T3
	T3/T4



	ANX
	2.78/2.78
	2.78/2.78
	2.78/2.73



	TAN
	2.55/2.44*
	2.44/2.55*
	2.55/2.52



	
 CA
	3.23/3.22
	3.22/3.21
	3.21/3.17



	FNE
	2.90/2.89
	2.89/2.90
	2.90/2.83





*p< .05

（ANX：外语焦虑整体；TAN：考试焦虑；CA：交际恐惧；FNE：负面评价恐惧）

由表13-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英语学习者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交际恐惧，他们在这一项目的得分均值明显高于其他两项。这说明，对于大一的学生来说，在外语焦虑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交际恐惧。而从动态变化的角度来看，外语焦虑在总体上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在测量期内并未发生显著的变化，而且交际恐惧和负面评价恐惧也未出现显著的变化。唯一发生显著变化的是考试焦虑，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测量之间，由2.55迅速降低到了2.44，接着又在第三次测量时恢复到2.55，两次变化都达到了显著的水平，其后就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从测量的时间上可以找到发生显著变化的原因。第一次测量发生在学生刚入大学之初，此时他们仍然保留着在高中阶段对英语学习的一些认识，对于考试成绩特别地关心，因此具有较高的考试焦虑。但是进入大学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加之对英语课程考试方式的了解（一是大学阶段期中和期末考试对学生的要求相对较低，虽然他们也需要参加四六级考试，但是时间距离相对较远），他们对考试的担心也就有所降低，这样就使得第二次测量时受试的考试焦虑程度出现了显著的降低。第三次测量发生在第二学期的开始，很多学生要参加6月份的四级考试，此时距离考试的时间只剩下三个月，因此学生的考试焦虑水平又迅速提高。这进一步说明，考试焦虑是一种情景型的焦虑形式，它会随着学习环境，尤其是考试要求的变化而出现大的起伏。


关于外语焦虑的调查问卷共包括15个项目，表13-2显示了这些项目的具体变化情况。


表13-2　外语焦虑具体题项的动态变化数据





 ***p< .001, *p< .05

由表13-2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共有3个具体的项目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们分别是A2（“多上些英语课对于我来说一点问题也没有”）、A6（“我担心自己英语考试不及格”）和A15（“我担心自己说英语时，别的同学会笑话我”）。A2测量的是学习者的考试焦虑，它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之间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迅速从2.06的均值增加到3.70，这说明学习者从第二学期初开始，对考试的焦虑程度迅速增强。A6直接测量学习者的考试焦虑水平，它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测量之间出现了显著的降低，从2.53降低到了2.23，这与考试焦虑的总体变化态势是不一致的。如上所述，考试焦虑作为一个整体，它的均值的显著性降低发生在第一次测量和第二次测量之间，其后就迅速回升到原来的水平，而A6一项的显著性降低却发生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测量之间，这反映了考试焦虑的复杂性，而这一复杂性往往与学习环境、学习成绩等各种因素具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变量的整体变化态势并不意味着它所有的构成要素也具有同样的变化态势，而一个看起来相对稳定的变量也并不意味着其构成要素也都是相对稳定的。本项目研究中负面评价恐惧一项的表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从总体来看，负面评价恐惧是相对稳定的，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而用于测量负面评价恐惧A15这一题项却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测量之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均值由2.44降低到了2.19，这说明学生对于因为自己讲英语而受到同学嘲笑的担心在第二学期一开始出现了降低的情况。

除此之外，另外还有3个具体项目的变化也值得关注。虽然在两次相邻测量之间，它们的变化都没有达到显著的水平，但是它们都呈现出稳定的变化态势，这种变化不断积累，结果导致第一次和第四次测量结果之间
 到达了显著性的水平。这3个题项是A1（“英语课上，当我听不懂老师讲的英文时，我会紧张”）、A3（“我总是觉得其他同学的英语水平比我高”）和A5（“我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言时，会感到紧张”）。A1测量的是负面评价恐惧，第一次测量时它的均值3.34，其后便逐渐降低，最终在第四次测量时降低到2.90（p< .01）。与此相照应，A3同样测量受试负面评价恐惧的水平，它的均值也呈现出依次降低的态势，从第一次测量时的3.14降低到第四次测量时的2.84（p< .05）。这说明，虽然负面焦虑恐惧的个别要素出现波动而导致该项目在测量期间呈现出显著的变化，但是，它总体上呈现出一种逐渐降低的态势。换言之，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他们的负面评价恐惧的水平在逐渐地降低。A5测量受试的交际恐惧水平，它也呈现出逐渐降低的变化态势，从第一次测量时的3.94逐渐降低到了第四次测量时的3.64（p< .05），这说明学习者在课堂上发言的焦虑感逐渐减轻。图13-1显示了外语焦虑6个具体项目的变化态势。




图13-1　6个外语焦虑题项的变化态势图


从其产生的原因来看，焦虑可以分为性格焦虑（trait anxiety）、状态焦虑（state anxiety）和情景焦虑（situation-specific anxiety）。外语焦虑可以被视为情景焦虑的一种类型，是外语学习中由独特的语言学习过程引起的自我感知、对外语学习的看法和学习外语的感觉等特殊的心理活动。也就是说，外语焦虑更多地与外语学习的具体情况密切相关，学习环境、学习成绩等的变化都有可能导致外语焦虑水平的变化，因此，外语焦虑应该属于一种动态性很强的学习者个体差异变量。本项目研究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一论证，考试焦虑呈现出很强的对学习环境的敏感性，出现
 了大幅度上下起伏的现象。但是，外语焦虑作为一个整体却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在测量期间并未发生显著的变化，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很可能与受试的年龄有很大的关系。本项目的受试都是18岁左右的大学生，他们的心理成熟度较高，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他们的外语焦虑程度可能不像年龄小的学习者那样更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关于这一点，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13.2　影响外语焦虑动态变化的因素

由上一节的讨论可以看出，从总体来看，外语焦虑的总体表现比较稳定，只有考试焦虑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测量之间发生了显著性的变化；而在测量外语焦虑的15个具体题项中，有6个题项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为了探究影响外语焦虑动态变化的因素，我们以包括直接变量和外语焦虑之外的中介变量为自变量，以发生显著变化的考试焦虑和6个具体题项为因变量，对发生显著变化的两个时间点之间进行了交叉滞后回归分析。分析的结果表明，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两个直接变量对外语焦虑的动态变化的影响非常有限。如表13-3所示，在所有前测的直接变量中，只有所付出的学习时间对A6题项（“我担心自己英语考试不及格”）在第二时间点到第三时间点的变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β=-.264, p< .05），这说明学习时间对于考试焦虑具有负向的影响作用，学习者所付出的学习时间越长，考试焦虑水平也就越低。


表13-3　直接变量与外语焦虑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p< .05

（CST：认知策略；MST：元认知策略；AST：情感策略；SST：社会策略；EFF：努力程度；DET：克服困难的决心；PER：持续进行外语学习的毅力；LEN：所付出的学习时间）

下面来看学习观念对于外语焦虑动态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表13-4显示了有关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结果。


表13-4　学习观念与外语焦虑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p< .05

（SEB：自我效能观念；BLS：学习策略观念；BLA：语言学能观念；BNL：学习本质观念；BD：学习难度观念）


 为了判断学习观念是否对外语焦虑的动态变化产生影响，我们以学习观念作为自变量，外语焦虑作为因变量进行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由表13-4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所有学习观念变量对考试焦虑的影响均未达到显著水平，说明学习者所持的学习观念对他们的考试焦虑水平没有显著的影响。对具体项目的分析发现，自我效能观念对题项A1（“英语课上，当我听不懂老师讲的英文时，我会紧张”）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257, p< .05），这说明自我效能观念对负面评价恐惧具有负向的影响作用，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越强，他们在英语课上的负面评价恐惧就会越弱。自我效能观念对题项A5（“我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言时，会感到紧张”）也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β=-.281, p< .05），这说明自我效能感也对交际恐惧具有负向的影响。以上两项发现均表明，自我效能观念能够有效缓解学习者的负面评价恐惧和交际恐惧，进而降低他们的焦虑水平。此外，学习策略观念对题项5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278, p< .05），这表明学习策略观念对交际恐惧具有负向的影响作用，也就是说，正确的学习策略观念可以有效地缓解学习者的交际恐惧水平。

再来看学习风格对于外语焦虑的动态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表13-5列出了有关的数据分析结果。


表13-5　学习风格与外语焦虑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p< .05

（AUD：听觉型；VIS：视觉型；TAC：触觉型；KIN：动觉型）


 为了判断学习风格是否对外语焦虑的动态变化产生影响，我们以学习风格作为自变量，外语焦虑作为因变量进行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3-5所示，学习风格对考试焦虑的影响未达到显著水平。但是对具体外语焦虑变量的分析显示，学习风格对外语焦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题项A2和A6上。首先，触觉型风格对题项A2（“多上些英语课对于我来说一点问题也没有”）在第二、第三测量时间点之间和第一、第四测量时间点之间的变化都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触觉型风格对考试焦虑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学习者的触觉型风格越强，他们的考试焦虑程度也就有可能越强。原因可能是学习者对动手操作的偏好与目前主流的英语课堂教学不匹配，导致学习者产生较高的焦虑。此外，研究还发现，动觉型风格对题项A6（“我担心自己英语考试不及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动觉型学习风格对考试焦虑也具有正向的影响，学习者的动觉型风格越强，他们的考试焦虑水平也就有可能越高。动觉型学习者喜欢以表演、做动作等方式学习，而这类运动型学习方式似乎并不能对学习者的考试成绩和应试能力产生立竿见影的提升效果，因此容易导致学习者对考试产生焦虑感。

最后来看学习动机对外语焦虑的动态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表13-6显示了有关的数据分析结果。


表13-6　学习动机与外语焦虑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数据




（ITM：融入型动机；ISM：工具型动机；ATT：态度）

如表13-6所示，学习动机对考试焦虑的影响未达到显著水平，对具体外语焦虑问题题项的变化也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学习动机对外语焦虑的动态变化没有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影响外语焦虑动态变化的个体差异变量主要包括学习观念和学习风格。除此之外，本项目的定性研究部分的数据表明，环境因素对于学习者外语焦虑水平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对考试焦虑水平的影响特别明显。不论是在学习日记还是在访谈部分学生的回答中，都显示出了这一点。

考试焦虑是由一定的考试情境激发的负面情绪，因此，随着重要考试的临近，学生对考试的焦虑感会呈现出增加的趋势。一位被试在学习日记中描述了自己在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备考期间的焦虑表现：


“离期末考试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这是我上大学以来的第一次期末考试，是该好好准备复习的时候了……花了很多时间复习单词，但总感觉效率不高，总是记不住单词，背了就忘，背了就忘，越着急越记不住，感觉脑子已经跳闸了，现在一看到英语，注意力就无法集中，让我很恼火。”


另一名学生也表现出类似的担忧：


“明天就要考试了，我还有好多单词没记住，昨晚只睡了不到三个小时，一直拼命复习，头都大了，可是还有好多题不会做。”


下面是一个考试失败的学生描述自己在补考前的心理状态。由于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在考试前出现了严重的焦虑厌学情绪。


“如果这次考试再不过，我就完了，拿不到学分，毕业就拿不到学位证。他们（父母）又不让我出国，万一失业了，该怎么办……这两天上课精神很差，看到英语心里就烦，听不下去，没兴趣学习，一直沉迷于玩游戏，我自己也知道这样不对，就是没办法控制自己。”


课堂上学习任务难度的提升会导致学生交际畏惧水平增高。随着学习任务难度的增加，被试完成学习任务时的紧张焦虑感也随之增强。一位被试在学习日记中记录了自己的学习体会：


“今天一大早就有英语视听说课，这是我最紧张的一门课了，因为英语听说读写里，我的听说能力最差了，上学期还好，这学期明显感觉费劲。比如每个单元的对话模式，上个学期都是印好的，照着念都行了，撑死了就和同桌分角色背几句呗，也没什么负担，但这学期，字小了，字多了，空多了，空长了，朗读者语速很快，还总有连读，这句还没反应过来，下句都念了一半了，我常常手忙脚乱，越着急越听不出来，全神贯注地听都听不清楚，生怕被老师叫起来表演对话。”


另一位学习者也记录了类似的学习经历：



 “今天我们学习了一个快速阅读技巧scanning，一篇看起来很长的文章，回答一个问题只需要几秒钟，但是我总是关注不到给出关键提示的词，而且在时间的压力下，越着急就越找不出答案。今天的课是有史以来最费脑细胞的一节，我感觉到了焦虑和无所适从。”


在外语课堂上，其他同学的课堂表现也会对学生的交际畏惧水平产生影响。对于某些学生而言，与优秀学生的对比会增加他们的心理压力，容易导致交际畏惧感。一个被试描述了自己的一次小组演讲经历：


“今天上课轮到我们小组做presentation，谈的是fashion，我同桌第一个讲，他口语说得很棒，大家一直鼓掌，给我很大压力，其实本来我不紧张，却开始磕巴，背熟的稿怎么都想不起来，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着急居然说了个日语单词，他们一笑我就更紧张了……”


环境对负面评价恐惧也具有直接的影响。一位被试在学习日记中描述了英语课堂给自己带来的焦虑感：


“每次的英语课都让我感到好紧张，因为我的英语基础不是很好，再者，没有练过太多听力，所以老师放听力我都不能听出答案，同学们的发言让我知道我在英语口语即语言交流方面也很落后，然后也害怕老师提问，害怕答不上来，多种原因造成上课时不能很好地集中精力听讲……”


与此相对照，一位被试描述了轻松愉悦的课堂气氛如何减少了自己的负面评价恐惧，增强了自己外语学习的自信心：


“直到大一的时候我对英语仍有抵触的心理，但慢慢地，我发现我喜欢英语课的学习气氛，说错了没有老师的责怪，没有同学的嘲笑，取而代之的是大家的掌声和鼓励，我又像初中一样敢说敢写了……我找回了自信，我会像以前一样努力学习英语的。”


基于网络平台的学习环境能够有效改善学习者的负面评价恐惧。一位被试在学习日记中指出，网络学习环境能够减少或打消自己在英语课堂上的很多顾虑：


“虽然网络学习没有老师的指导，但是在网络中可以更加大胆，课堂上或许不敢举手，不敢大声朗读，在网络课堂上你可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表现不好被人笑话，如何学效率最高就按那条路走。不懂的地方可以多听几遍，不会读的地方可以反复读，不用担心跟不上进度，对于像我这样平时比较内向的同学来说应该是个佳径。”



 13.3　外语焦虑与学习成绩

13.3.1　外语焦虑对学习成绩的影响

我们以总体焦虑水平、考试焦虑、交际畏惧和负面评价恐惧作为自变量，学习成绩作为因变量进行交叉滞后回归分析，以此来确定外语焦虑对学习成绩的影响。表13-7显示了有关的数据分析结果。


表13-7　外语焦虑与学习成绩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结果









	
	β（A1B2）
	β（A2B3
	β（A3B4）



	ANX
	-.027
	.030
	-.027



	TAN
	-.056
	.135
	.022



	CA
	.059
	-.134
	.043



	FNC
	-.024
	-.055
	-.049





如表13-7所示，所有三种类型的外语焦虑变量以及总体焦虑水平对学习成绩的回归系数都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这说明外语焦虑在整个个体差异系统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其他个体差异变量的影响上，而非直接影响学习成绩的变化。我们又采用因果关系建模的方法。对外语焦虑对学习成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表13-8显示了有关的结果。


表13-8　外语焦虑与学习成绩的因果关系建模分析数据




如表13-8所示，在四个时间测量点上外语焦虑都对学习成绩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这与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结果是不一致的。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外语焦虑不会直接影响学习者学习成绩本身，但是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在考试中的发挥，致使考试成绩低于他们的真实水平。外语焦虑是一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会在考试过程中严重影响学习者的认知处理过程，从而导致考试成绩不能真实地反映他们的实际学习成绩（Maclntyre & Gardner, 1994）。


 13.3.2　学习成绩对外语焦虑的反向作用

为了判断学习成绩是否会引起考试焦虑变化，我们以学习成绩作为自变量，以在测量期间发生了显著变化的考试焦虑以及具体的问题题项作为因变量进行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3-9所示。


表13-9　学习成绩与外语焦虑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结果




*p< .05

（LP：听力成绩；RP：阅读成绩；SP：口语成绩；WP：写作成绩）


由表13-9可以看出，四项外语学习成绩对总体考试焦虑的回归系数都没有达到显著水平，但是通过对具体题项的结果分析，还是可以看出学习成绩对外语焦虑产生了一定的反向作用。有关的分析表明，阅读成绩对题项A1（“英语课上，当我听不懂老师讲的英文时，我会紧张”）在第一时间点到第二时间点的变化具有显著的影响（β=-.286, p< .05），说明随着学习者阅读水平的提高，他们课堂上的紧张感降低。阅读成绩、口语成绩和写作成绩对题项A3（“我总是觉得其他同学的英语水平比我高”）在第一时间点到第四时间点的变化具有显著的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305、-.279和-.249（p< .05），说明随着学习者阅读、口语和写作水平的提高，他们认为自己与其他同学的差距减小，外语学习的焦虑感就会降低。阅读成绩对题项A15（“我担心自己说英语时，别的同学会笑话我”）在第二时间点到第三时间点的变化具有显著的影响（β=-.208, p< .05），说明学习者阅读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降低他们说英语时的担忧和顾虑。


 为了进一步检验学习成绩对外语焦虑的反向作用，我们又采用因果关系建模的方式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表13-10显示了有关的分析结果。根据因果建模结果，学习成绩对外语焦虑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如表13-10所示。


表13-10　学习成绩与外语焦虑的因果关系建模分析数据




数据表明，学习成绩对外语焦虑不具有直接的影响，而且间接影响也比较微弱，未达到显著水平。这说明，虽然学习成绩对于外语焦虑的动态变化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强度不大，而且是间接的。由此可以看出，外语焦虑属于一种比较顽固的负面心理状态，学习成绩的变化并不会带来焦虑状态的明显改善，这很可能与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虽然外语焦虑可以被视为一种情景焦虑，但是它与性格焦虑具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神经质性格强的人更容易产生焦虑的情感（Ormel et al., 2013）。

13.4　小结

本章对外语焦虑的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以及外语焦虑和学习成绩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主要发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对于大一的英语学习者来说，外语焦虑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交际恐惧，它的均值明显高于考试焦虑和负面评价恐惧，而且在测量期间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

（2）外语焦虑作为一个整体并未发生显著的变化，但是考试焦虑、负面评价恐惧和交际恐惧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考试焦虑表现出上下起伏的状况，而交际恐惧和负面评价恐惧则表现出稳定的逐渐降低的态势。

（3）学习策略对外语焦虑的动态变化没有产生影响。

（4）努力程度对考试焦虑的动态变化产生了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所付出的学习时间对考试焦虑的负面影响上，学习者在外语学习上所花费的时间越多，他们的考试焦虑程度也就越低。


 （5）学习观念对外语焦虑的动态变化产生了影响，具体表现为：a．自我效能观念对负面评价恐惧具有负向的影响作用，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越强，他们在英语课上的负面评价恐惧就会越弱。b．学习策略观念对交际恐惧具有负向的影响作用，正确的学习策略观念可以有效地缓解学习者的交际恐惧水平。

（6）学习风格对外语焦虑的动态变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为：a．触觉型风格对考试焦虑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学习者的触觉型风格越强，他们的考试焦虑程度也就有可能越强。b．动觉型学习风格对考试焦虑也具有正向的影响，学习者的运动型风格越强，他们的考试焦虑水平也就有可能越高。

（7）学习动机对外语焦虑的动态变化没有产生影响。

（8）环境对于外语焦虑具有很强的直接的影响。

（9）外语焦虑不会直接影响学习成绩，但是它可能会影响到学习者在考试中的发挥，从而导致他们的考试成绩偏低。

（10）虽然学习成绩对于外语焦虑的动态变化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强度不大，而且是间接的。






 第14章

中国英语学习者个体差异动态系统

在前面的8个章节中，我们以第5章建立的学习者个体差异动态系统的基本框架为基础，对语言学能和性格与其他个体差异变量的相关性，学习策略、努力程度、学习观念、学习风格、学习动机和外语焦虑相互之间的动态互动以及它们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本章将按照整个项目研究的思路，对前几章研究的主要发现进行全面的梳理，对学习者个体差异系统的基本框架做进一步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更为合理完整的中国英语学习者个体差异动态系统。

14.1　个体差异变量的分类

在第5章中，我们以各个个体差异变量对学习成绩影响的直接性为基础，把语言学能、性格、学习观念、学习风格、学习动机、外语焦虑、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分为内隐变量、中介变量和直接变量，又根据它们的动态性把它们分为稳定变量、相对稳定变量和易动变量（具体分类情况见表5-1）。下面从作用的直接性和动态性两个方面来总结本项目研究的结果，其中核心的结果见表14-1。


表14-1　个体差异变量的动态性及其对学习成绩影响的直接性





 本项目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证明了语言学能和性格两个变量的稳定性，不论是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其具体构成要素，在测量期间均未发生显著的变化，因此，把它们作为稳定变量是合适的。当然，稳定也是相对的，也只是说它们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而从长时间来看它们也是变化的。Roberts等人（2010）对有关性格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全面的对比分析，他们把研究的对象分为青少年组（10-18岁）、大学生组（18-22
 岁）、
 22-30岁组，其后每十岁区间为一组，一直到70岁，70岁以上又分为一组，共得到了八个组；然后对他们在性格测试中的均值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在人的一生之中，性格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之中。Briley和Tucker-Drob（2014）的研究表明，性格的形成除了先天因素外，还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外部环境是不断变化的，这也就导致了性格的变化。语言学能也同样如此，从语音编码能力、语法敏感性、归纳学习能力和机械记忆能力来看，它们都会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以记忆能力为例，儿童从出生到七八岁左右，他们的记忆能力会得到迅速的提升，也会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而不断地增强；而中年之后人的记忆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衰退（Schacter & Moscovitch, 1984）。

从语言学能和性格对学习成绩的相关性来看，语言学能和性格的作用又有所差异。第6章中对语言学能和学习成绩之间的相关性分析表明，语言学能与学习成绩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而且这种相关是全方位的：不仅语言学能的总体水平会影响到总体的学习成绩，而且语音编码能力、语法敏感性和机械记忆能力都与各项外语学习成绩具有高度的相关性。这说明，语言学能对学习成绩具有高度的预测性，语言学能高的学习者更有可能在外语学习上取得好的学习成绩。而第7章中对于性格与学习成绩的相关性研究表明，除了内外向性格与阅读成绩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之外，性格在总体上与学习成绩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它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它对中介变量和直接变量的影响上。由此可以看出，虽然语言学能和性格都属于内隐性的稳定变量，但是，它们在整个个体差异系统中的作用是不同的。性格可以看作是一种调适变量，它不会直接影响学习成绩，而是为其他个体差异变量的变化提供了一种认知的环境，通过调节它们的变化而间接地影响到学习成绩。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个体差异变量本身，也表现在学习者对学习环境的反馈上。例如，具有某种性格特点的人可能会对外部学习环境的变化特别敏感，会及时根据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的学习动机、学习策略或者其他的变量；而其他性格的人则可能对环境不够敏感。与性格相比，语言学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条件变量，为外语学习者提供了必要的学习条件，语言学能高的人更可能取得更好的学习成绩，换言之，要想取得外语学习的成功，学习者的语言学能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另一方面，它也和性格一样是一种调适变量，学习者虽然并不一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语言学能，但会在潜意识之中进行自我调适，不断地调整各个个体差异变量。


 在第5章中，我们把学习观念、学习风格、学习动机和外语焦虑作为相对稳定变量，而把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作为易动变量。由表14-1可以看出，上述各个变量都发生了显著性的变化。在上述六种变量之中，有两种变量（学习动机和学习策略）在测量期内不仅整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们的构成要素的变化也达到了显著的程度；另外四种变量，虽然整体保持稳定，但是它们的构成要素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此得出，在考虑变量的动态变化时，不应过分看重该变量的整体变化情况，而应以其构成要素的动态变化作为主要的衡量依据。因为一个变量的动态变化是以其各个构成要素的变化的均值来衡量的，如果该变量的构成要素出现高低起伏的变化，在一段时间之内，增加的值与减少的值相互叠加抵消，那么它在均值的体现上就不明显。一个事物的动态变化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高低起伏的变化；另一种类型是持续的增加或者减少。对于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变化来说，它们应该更多地属于前者，因为某个变量或者变量的某个构成要素不太可能无休止地增加或者减少，它们总会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又逐渐恢复到一种平衡的状态。由此可以看出，上述六种变量在动态性上并无本质性的区别，因此难以再把它们区分为相对稳定变量和易动变量，而应该统称为易动变量。从六种变量对学习成绩作用的直接性来看，除了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之外，其他四种变量对于学习成绩的影响都是间接的，这就进一步证实了我们之前对中介变量和直接变量之间的区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根据个体差异变量对学习成绩影响的层次性把它们分为内隐变量（包括语言学能和性格）、中介变量（包括学习观念、学习风格、学习动机和外语焦虑）和直接变量（包括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还可以根据它们的动态性把它们分为稳定变量（即两种内隐变量）和易动变量（包括中介变量和直接变量）。换而言之，两种内隐变量都是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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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其他所有的个体差异变量都是很容易发生变化的。

14.2　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节将对本项目研究所发现的学习者个体差异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一梳理。首先来看语言学能和性格两个内隐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上文所述，由于内隐变量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它们在测量期间并未发生显著的变化，不能通过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方式来分析它们对其他变量的
 动态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于是采取了相关性分析对它们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它们都与其他个体差异变量具有全面的相关性。鉴于这一结果以及两个变量的性质，我们认为，两个内隐变量对中介变量和直接变量的影响是整体性的。另外，我们还发现性格和语言学能之间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也就是说，性格和语言学能之间有可能存在着内在的相互关联和影响。语言学能可以被视为人类整体智能的一个组成部分，长期的心理学研究也发现了两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Boekaerts, 1995）。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环境对于所有的中介变量和直接变量的动态变化都产生了影响。此外，环境也应该对两种内隐变量具有一定的影响，因为语言学能和性格的形成都是先天与后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它对于这些个体差异变量的影响也是整体性的。

在第5章中，我们以前期的相关研究为基础梳理出22条个体差异变量互动的可能路径（见图5-1），去除其中关于语言学能和性格对其他变量的作用路径以及某些变量对学习成绩的作用路径之后，还剩下13条。通过对本项目相关研究成果的全面梳理，发现除了“学习动机影响外语焦虑”这一条之外，其他的12条都得到了证实，它们分别是：

（1）学习观念影响学习策略，这主要表现在学习策略观念对认知策略的影响上。学习策略观念是指学习者持有的具体应该如何学习外语的看法，而认知策略则是指学习者对语言信息进行加工、整理和记忆等的方法，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认识往往就会采取相应的行为，例如，如果某个学习者认为“要记牢单词就一定要反复读写”，那么他就很有可能这样去做。

（2）学习动机影响学习策略，这主要表现在融入型动机对认知策略的影响上。这并不意味着工具型动机对学习策略就没有影响，只不过它一直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而已。学习动机主要是指学习的目的，也就是为什么要学英语，而不同的动机选择，则直接会影响学习策略的选择。如果一个人学习英语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某次考试的需要，他很可能会选择那些更有利于带来直接影响的学习策略，如背诵词汇表等；如果他想要融入英语语言和文化之中，希望能够流利地使用英语与英语本族语人士交流，那么他选择的学习策略可能就大不相同。

（3）学习风格影响学习策略，这主要表现在视觉型和动觉型学习风格对认知策略以及触觉型学习风格对元认知策略的影响上。处于不断自我调
 适过程中的学习者，往往会根据自身的学习风格来选择最为适合的具体学习策略。例如，一个具有较强的动觉型学习风格的学习者更愿意利用动作、面部表情等肢体语言来学习英语，因此，学习风格的改变也就自然地带来了学习策略的变化。

（4）努力程度影响学习策略，这主要表现在学习者努力程度的变化不仅会影响他们的认知策略，也有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元认知策略。例如，一个努力程度高的学习者更有可能具有计划性，也更有可能采用更多的策略来学习。

（5）外语焦虑影响学习策略，这主要表现在交际恐惧对认知策略以及考试焦虑对元认知策略的负面影响上。具有交际恐惧的学习者很可能会有意识地回避一些需要直接与他人交流的学习策略，而考试焦虑的存在则有可能导致学习者采取一些急功近利的做法，降低他们学习的计划性。

（6）学习动机影响努力程度，这主要表现在它对学习者持续进行外语学习的毅力以及所付出的学习时间的影响上。有意思的是，本项目研究发现，融入型动机和工具型动机对于努力程度具有同样的影响作用；也就是说，不论学习者具有融入型动机还是工具型动机，只要是动机的增强都会带来学习者努力程度的提高。

（7）外语焦虑影响努力程度，这主要表现在交际恐惧和负面评价恐惧对所付出的学习时间的负面影响上。本项目研究进一步证明，学习者的外语焦虑水平越高，他们在英语学习上所付出的时间就越少。

（8）学习观念影响学习动机，这主要表现在自我效能观念和学习难度观念都对融入型动机有影响：前者的影响是正向的，而后者的影响则是负向的。自我效能观念强的学习者更有可能具有较强的融入型动机，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果学习者认为外语学习的难度较大，那么他的融入型动机就会相应地变弱。学习观念对学习动机的影响还表现在学习策略观念也对工具型动机有影响。学习者越是相信学习策略能够有效改善学习状况，就越倾向于借助英语来学好其他专业，从而具有更强的工具型动机。另外，语言学能观念和学习本质观念对态度也有影响。学习者具有较强的语言学能观念以及对语言学习本质所持有的观点和看法能够促进学习者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

（9）学习观念影响外语焦虑，这主要表现在自我效能观念对负面评价恐惧和交际恐惧的影响上。自我效能观念的增强可以有效地降低学习者的
 负面评价恐惧和交际恐惧。另外，学习策略观念对交际恐惧具有负向的影响作用，也就是说，正确的学习策略观念可以有效地缓解学习者的交际恐惧水平。

（10）学习成绩影响努力程度。学习成绩的好坏对努力程度具有反向的影响作用，且这一影响是整体性的。学习成绩的提高会带来学习者克服困难的决心和持续进行外语学习的毅力的增强，也会使他们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来学习外语。

（11）学习成绩影响学习观念。学习成绩对学习观念具有反向的影响作用。从总体上来看，学习成绩作为一个整体，它主要影响学习者的自我效能观念，而这一影响则主要体现在口语成绩上。这一结果合乎逻辑，因为学习者在感受到学习成绩提高之后自然就会增强英语学习的自信心，尤其是口语成绩的提高给学习者带来的主观感受更为明显。另外，听力成绩和写作成绩也影响了学习者的学习策略观念。

（12）学习成绩影响学习动机。学习成绩对学习动机也具有反向的影响。学习成绩的提高会显著地增强学习者的动机，包括工具型动机和融入型动机。这说明，学习者在英语学习上取得的成绩越大，他们的工具型动机和融入型动机也就越强。

除了验证上述12条作用的路径之外，本项目研究还发现了以下14条中介变量之间以及中介变量与直接变量相互作用的路径：

（1）学习风格影响努力程度，这主要表现在视觉型学习风格对学习者所付出的学习时间的影响上面。具有视觉型学习风格的学习者往往更容易在外语学习上花费更多的时间。视觉型的学习者更加喜欢通过阅读的方式来学习英语，尤其在中国的外语学习环境下，阅读能够给学习者提供最为丰富、最为可靠、最为便捷的学习资源，因此，他们也就更有可能在英语学习上花费更多的学习时间。

（2）学习策略影响努力程度。元认知策略的使用对学习者克服困难的决心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情感策略的使用也有助于增强他们外语学习的毅力。由此可以看出，学习策略对努力程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学习者心理层面上，并没有对学习者所付出的学习时间产生具体的影响。

（3）学习策略影响学习观念。情感策略会对自我效能观念产生积极的影响，学习者应用的情感策略越多，他们的自我效能就越强。另外，元认知策略也对学习策略观念具有一定的影响。


 （4）努力程度影响学习观念。努力程度也对自我效能观念具有积极的影响，学习者的努力程度越高，他们的自我效能感也就有可能越强。

（5）学习风格影响学习观念。动觉型学习风格的增强很容易带来自我效能感的增强，而触觉型的学习风格则更有可能影响到学习策略观念。

（6）学习动机影响学习观念。融入型动机和学习态度都对自我效能观念具有积极的影响。融入型动机的增强可以带来学习者自我效能观念的提高，而正确的学习态度也会增强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

（7）外语焦虑影响学习观念，这主要表现在考试焦虑和负面评价恐惧两个方面。考试焦虑和负面评价恐惧的增强有可能导致学习者自我效能感的降低。另外，外语焦虑对学习策略观念也具有直接的影响。

（8）学习观念影响学习风格，这主要表现在语言学习本质观念和学习难度观念对学习风格的影响上。学习难度观念的增强有可能带来触觉型学习风格的提高，语言学习本质观念则有可能影响到学习者动觉型学习风格的水平。

（9）努力程度影响学习动机，这主要表现在努力程度对学习者学习态度的积极影响上；也就是说，学习者的努力程度越高，他们就越有可能形成对教师和英语课程的积极态度。

（10）学习策略影响学习动机，元认知策略、情感策略和社会策略都可以对融入型动机产生正面的影响。学习者采用上述策略越多，他们的融入型动机也就越强。另外，认知策略对于学习者的态度也具有正向的影响。

（11）外语焦虑影响学习动机，这主要表现在交际恐惧对积极学习态度的形成具有负面的影响，而它对工具型动机的形成则有正面的影响。另外，负面评价恐惧也对积极学习态度和融入型动机的形成起到了反向的作用。

（12）努力程度影响外语焦虑。学习时间对于考试焦虑具有负向的影响作用。学习者所付出的学习时间越长，考试焦虑水平也就越低。

（13）学习风格影响外语焦虑。触觉型和动觉型的学习风格更有可能带来考试焦虑水平的提高，换而言之，具有上述两种学习风格的学习者更有可能具有高水平的考试焦虑。

（14）学习成绩影响学习策略。学习成绩对学习策略具有反向的影响作用，因为语言水平的局限往往会使得学习者不能很好地运用一些学习策略。


 14.3　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动态系统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对第5章所提出的框架模型进行修正，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中国英语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动态系统。




图14-1　中国英语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动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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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4-1所示，我们所构建的中国英语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动态系统包括三大部分：


1．个体差异


个体差异包括稳定变量和易动变量两个部分。稳定变量即内隐变量，包括语言学能和性格两种，它们都属于相对稳定的变量，两者之间由于学习者的自适应作用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互影响。语言学能和性格作为调适变量会影响到所有的易动变量。另外，语言学能还作为一种条件变量直接影响最终的学习成绩。除了上述两种变量之外，性别也可以归入内隐变量的范畴。

易动变量包括直接变量和中介变量两种类型，其中直接变量会对学习成绩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中介变量则要通过影响直接变量而对学习成绩产生作用。在两种直接变量中，学习策略最容易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包括学习风格、学习观念、学习动机和外语焦虑在内的所有中介变量的变化都
 有可能带来学习策略的变化，而且与它同属于直接变量的努力程度也会影响到学习策略。另外，学习成绩的变化也会给学习策略带来直接的影响。与学习策略相比，影响努力程度的变量要少一个，那就是学习观念，即学习观念不会对努力程度产生直接的影响。

在四种中介变量之中，学习风格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变量，它除了受到学习观念的一定影响之外，不容易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但是，它对学习成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它直接作用于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进而影响学习成绩；另一方面它会影响学习观念和外语焦虑，而这两个变量又都对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具有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学习风格还可以通过影响学习观念和外语焦虑而影响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进而影响到学习成绩。与学习风格相似，影响外语焦虑的因素也不是太多。外语焦虑更多地与性格特点和学习环境的变化相关，在诸项易动变量之中，只有学习风格、学习观念和努力程度的变化有可能会带来外语焦虑水平的改变。在个体差异变量之中，外语焦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变量，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它对于其他变量的影响都是负向的，它可以对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产生直接的影响，并通过它们影响学习成绩，也可以通过影响学习动机和学习观念间接影响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进而影响学习成绩。

与学习风格和外语焦虑相比，影响学习观念和学习动机的因素较多。对于学习观念来说，学习风格、学习动机、外语焦虑、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等其他所有的易动变量以及学习成绩都会对它产生影响，而学习观念也会通过对学习策略的直接影响而间接影响到学习成绩。另外，学习观念还会影响学习风格、学习动机和外语焦虑，而它们又会对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产生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学习观念还可以通过影响其他三种中介变量去影响直接变量，进而影响到最终的学习成绩。学习动机的情况与学习观念基本相同，但是它与学习风格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2．学习环境


与内隐变量一样，学习环境对于所有的易动变量都具有影响作用。学习环境的改变很容易导致学习风格、学习观念、学习动机、外语焦虑、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的变化。但是，与内隐变量所不同的是，学习环境与易动变量的影响作用是相互的，易动变量的改变也有可能带来学习环境的变化。例如，教师有可能会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的具体情况调整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不同的学习材料，或者给予不同的学习任务。虽然学习环境不会直接影响学习成绩，它要通过对易动变量的影响而间接地对学习成绩产
 生作用，但是学习成绩会对学习环境产生直接的影响。学习成绩的高低有可能会带来教材、教学方法和学习任务等学习环境诸多要素的变化。

另外，学习环境和内隐变量之间也具有直接的联系。首先，语言学能和性格的养成是先天和后天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学习环境也可以带来语言学能和性格的改变，尽管这种改变不会像其他的变量那么明显。例如，语言学习的实践有可能提高学习者语法的敏感性或者归纳能力，而丰富多彩的课堂交际活动也有可能使得学习者更加外向，从而影响到他们的性格。其次，内隐变量也有可能带来学习环境的变化，例如，一个好的老师会根据学生的语言学能和性格特点调整自己的教学。


3．学习成绩


学习成绩是众多个体差异变量与学习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结果，除了语言学能对于学习成绩的直接影响之外，内隐变量和中介变量都通过对直接变量的影响间接地作用于学习成绩，而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两种直接变量对学习成绩具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它们的影响作用是比较复杂的，学习策略使用种类和频率的增加以及努力程度的提高并不一定会带来学习成绩的提高。学习策略使用的恰当性是关键，也就是说，只有真正适合学习者具体情况的学习策略才有可能带来学习成绩的提高。而对于努力程度来说，它必须要与学习策略和语言学能共同配合，才有可能对学习成绩产生直接的影响。另外，学习成绩还可以直接反作用于学习策略、努力程度、学习环境、学习观念和学习动机。

14.4　动态系统的特点

我们所建立的中国英语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动态系统充分体现了动态系统理论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完全相关性。动态系统理论主张系统构成要素之间具有完全的相关性，而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动态系统正是如此，各个变量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这种关联可以被分为直接关联和间接关联两种类型。所谓直接关联是指两个变量之间具有直接的联系。上文提到的26条作用路径，如学习风格影响外语焦虑等，就属于此类的关联。根据变量之间影响的方向性，直接关联还可以进一步分为单向关联和双向关联两种：前者是指两个变量之间的影响作用是单向的；后者是指两个变量之间的影响作用是相互的、双向的。例如，外语焦虑和学习动机之间的关联是单向的，外语焦虑可以
 影响学习动机，但是学习动机不会影响外语焦虑；学习观念和学习动机之间的影响则是双向的，学习观念可以影响学习动机，学习动机也会影响学习观念。所谓间接关联是指两个变量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它们通过与其他变量的直接联系而关联起来。例如，如图14-1所示，学习风格与学习成绩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但是学习风格与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之间具有直接的关联，而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又与学习成绩之间具有直接的关联，这样，学习风格就与学习成绩之间具有了间接的关联性。通过不同变量之间的直接与间接的关联，系统内任何两个要素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也就可以通过这些关联理清个体差异变量之间以及它们与学习成绩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它们相互作用的路径。

（2）动态性。动态性是动态系统理论的核心特征之一。在一个动态系统之中，每一个构成要素都不是静止不变的，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变化的速度和广度上都是完全一样的，个体差异系统的各个变量之间还存在着动态的差异性。这种差异首先表现在不同的变量作为一个整体，它们的变化速度是不一样的。语言学能和性格这两种内隐变量的变化速度较慢，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大的变化，是相对稳定的。而与此相比，其他的各种变量的变化速度则比较快，因此我们把它们称为易动变量。但是在易动变量之间，它们的动态性也存在着差异，而这种差异往往与一个变量在系统中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联密切相关；换言之，有可能影响该变量的因素越多，它的动态性也就越强。例如，在中介变量之中，学习风格的动态性最低，因为只有学习观念一种变量会对它产生直接的影响；学习观念的动态性则最强，因为能够对它产生直接影响的变量最多。另外，动态性的差异还表现在同一个变量之内的构成要素之间也存在着变化速度的不同。例如，学习观念包括自我效能观念、学习本质观念、语言学能观念、学习难度观念和学习策略观念等五种，其中自我效能观念的变化速度是最快的，具有很强的动态性，而其他各种构成要素的变化速度则相对较慢。一个富有活力的动态系统充分体现了动态性与稳定性的统一性，稳定是相对的，而动态变化则是绝对的，稳定之中包含着动态变化，而动态变化之中则又包含着一定的稳定性，两者之间相互融合，共生共存。没有一定的稳定性，我们就无法识别事物的固有特质，也就无法识别事物的存在，动态性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没有一定的动态性，事物就失去了活力，也就没有稳定性可言。

结合系统的完全相关性以及它的动态性，我们可以对系统中的某个变
 量进行更加深入的考察。在这里我们提出“变量活性”的概念，并以此来描述一个变量的活跃程度。由上述描述可以看出，虽然所有的变量是完全相关的，但是它们在系统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有的变量属于积极性的变量，具有较高的活性程度。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衡量一个变量的活性程度：一是它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它有可能对多少变量产生直接的影响；二是它的动态性，只有那些动态性强的变量才有可能发挥它的影响力。影响力和动态性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影响力的大小显示了一个变量活性的可能性，而动态性的强度则显示了它的活性实现的现实性，两者缺一不可。例如，对于两个内隐变量来说，虽然它们与易动变量具有完全的相关性，但是由于它们的动态性不强，它们的活性程度也就不高。对于个体差异系统中的易动变量来说，我们可以根据两个数值来确定它们的活性程度：一个是能够影响它的变量数量，这标志着该变量的动态性程度，能够影响它的变量数量越多，该变量发生动态变化的可能性就越大；另一个数值是它能够影响的变量数量，这标志着它的影响力大小。这样，我们把上述两个数值相加，就可以得到一个变量的活性程度。因此，四种中介变量的活性程度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依次为：学习风格（5）、外语焦虑（7）、学习动机（8）、学习观念（10）。活性程度的概念不仅适宜于个体差异变量，也可以用来衡量变量的构成要素。例如，在学习观念之中，自我效能观念就属于活性程度最高的因素，因为它不仅具有很强的动态性，而且对于其他变量的影响力也比较大。

（3）复杂性。复杂性是动态系统理论的另一个核心特点。由图14-1可以看出，英语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动态系统具有很高的复杂性。首先，从构成要素来看，这一系统由众多的变量构成，其中套嵌着众多的子系统。图14-2可以进一步表示个体差异系统的构成结构。

由图14-2可以看出，个体差异系统之内包含稳定变量和易动变量两个子系统，而易动变量又包括中介变量和直接变量两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都包含各自不同的具体变量，每个变量本身又由不同的要素构成，因此这些变量也可以被视作一个系统。这样层层递进，个体差异系统就具备了相当的复杂性。另外，这一系统复杂性还体现在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以及系统与外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上。如上文所述，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因为各种直接和间接的关联具有了完全的相关性，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就使得我们不可能把任何一个要素孤立地提取出来，而且这一复杂性又因为个体差异系统与学习成绩和学习环境之间的互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图14-2　学习者个体差异系统的构成结构


（4）非线性。从动态系统理论角度建立的个体差异系统，使我们对于个体差异对最终学习成绩的影响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那就是作用的非线性，即某个因素的增加或者减少的结果并不一定会带来学习成绩相应的提高或者降低。在这一方面首先值得关注的是“蝴蝶效应”，即某个要素的细小变化有可能会带来整个系统的连锁反应，从而带来学习成绩的巨大变化。除此之外，还应注意另外一种现象：某个构成要素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由于整个系统的相互影响而导致该变化的作用逐渐减弱，不会对最终的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不妨把这种现象称为“泯灭效应”。“蝴蝶效应”在外语教学中的体现是一个未经注意的变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而“泯灭效应”的体现则是教师和学生费了很大的气力去改变某一个变量，但是并没有因此而得到预期的结果。

（5）系统的自我组织性。个体差异是学习者所具有的个性特征，而每一个人都具有自我调适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有意识的调适；另一种是潜意识的调适。所谓有意识的调适是指人们为了生存或者提高工作效率而主动调整的能力。例如，在使用了新的教材之后，教师会根据新教材的要求而主动调整教学方法，而学生也会主动地调整学习策略。这种主动调适是研究者所普遍关注的问题，但对潜意识的调适的关注却显得不足。在本项目研究中，我们有意识地加强了这一方面的研究，采用相
 关性分析的方法，全面研究了语言学能和性格与其他变量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学习者会在潜意识之中进行不断的自我调整。任何系统都是动态的，而这一动态变化的本质就是一个系统不断自我组织的过程。

14.5　小结

本章以第5章所提出的学习者个体差异的框架系统为基础，结合本项目研究的分析结果，建立了一个中国英语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动态系统。这一系统能够很好地体现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特性，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学习环境和学习成绩的互动关系，也充分体现了动态系统理论的核心特点。除此之外，本章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关于变量活性程度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我们在对待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时把握一些关键的因素；另一个是关于“泯灭效应”的概念，它与“蝴蝶效应”一起可以解释复杂的动态系统的行为。当然，目前还只是基于本项目研究的结果初步提出了这两个概念，还需要我们继续做深入的研究。







[1]
 　如上文所述，这里所说的稳定都是相对的，只是说它们在短时间之内不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2]
 　图中方框表示个体差异变量的类型，椭圆形表示个体差异变量，箭头表示系统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单箭头表示作用的方向是单向的，双箭头表示两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的。






 第15章

结语

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视角对学习者个体差异进行研究，目前还处在起步的阶段，对于有关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等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在本项目研究中，我们只是在这一研究领域进行了一定的尝试。在本书前十四个章节中，我们对这一尝试的背景、思路、方法以及结果进行了全面的描述与讨论，并得出了一定的结论。到此为止，本书的写作已经接近尾声。作为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有必要对整个研究进行总结反思，以期对后来的研究者有所启发。另外，对学习者个体差异进行研究的根本目的还在于提高英语教学的效率，因此，本章还要讨论本项目研究的成果对于英语教学的启发意义。

15.1　研究反思

研究反思的工作将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对整个的研究做一个全面的总结；二是结合本项目研究的局限性以及我们研究的体会，讨论在动态系统理论的视角下开展个体差异研究在今后的发展方向。

15.1.1　研究总结

对于本项目研究的总结将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进行。从研究内容来看，各种不同的学术研究都可以被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种类型。而在动态系统理论的框架下研究学习者的个体差异也不例外，我们也可以把它们分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大类。所谓宏观研究就是把所有的个体差异要素都包括在内，从整体上来看个体差异要素之间的动态性、相关性以及它们与学习环境和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而微观研究则是专门针对某一种个体差异变量，仔细分析它的内在构成要素、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与学习环境之间的关系。Dörnyei（2005, 2009）所做的关于学习动机的研究和Robinson（2005, 2012）关于语言学能的研究就属于微观研
 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两者缺一不可。宏观研究可以使我们从整体上把握系统的整体及其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确定某个构成要素在整个系统中的功能与定位，为微观研究奠定基础；微观研究则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系统内要素的特性，进而更加详细地认识整个系统。

本项目属于宏观研究。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把学习者个体差异作为一个整体，力图构建一个中国英语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动态系统。在这个系统当中，我们不仅要考虑个体差异变量本身，还要考虑它们与学习环境以及学习成绩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们的研究围绕着以下几个问题进行：（1）学习者个体差异变量的动态性，也就是它们变化速度的差异；（2）它们的动态变化规律，包括它们的变化态势以及造成这些变化的相关因素，也就是个体差异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3）个体差异变量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不仅包括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还包括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4）学习环境对个体差异变量的影响。应该说，本项目的研究还是比较成功的，其成功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个体差异变量的层次性进行了研究。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各种变量都与人的心理具有密切的关系。人的心理最为复杂，各种思想与情感相互交织，在不断的变化以及重组之中表现出新的形态，产生新的意义。而这些变化都与人的经历密切相关。例如，本项目研究表明，努力程度可以影响人的外语焦虑，也就是说学习者在英语学习上的决心越大，表现出的毅力越强，所付出的时间越多，他们的外语焦虑程度也就有可能越低。这是一个典型的学习经历影响心理状态的实例。此外，他们在生活中所经历的事情也会对学习者的心理状态产生显著的影响。例如，一次求职的经历很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动机。一个人的经历与他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而环境本身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系统，在这一系统之中，各种社会与文化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不停地发生着变化。因此，学习者个体差异系统实际上就是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复杂系统。而从复杂科学的角度来看，每个系统都是由不同层次的要素所构成的，而高层次的复杂行为都可以被视为低层次要素简单的互动行为涌现的结果。在本项目研究中，根据个体差异变量对学习成绩影响的直接性程度，并参照它们的心理与行为属性，把个体差异变量分为内隐变量、中介变量和直接变量三种类型，这一划分对于我们认识各种变量的性质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这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各种变量在整个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


 第二，全面关注个体差异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弥补了前期相关研究的不足。例如，我们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自我组织性出发，研究了语言学能与其他个体差异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避免了以往语言学能研究主要放在语言学能的构成要素以及它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上、而对它与其他个体差异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不足的弊端。本项目研究的结果表明，语言学能与其他变量之间具有完全的相关性，这进一步证实了学习者的内在自我调适作用，也证明了本研究的意义和作用。通过此次全面的研究，证实了许多前期研究的成果，其中主要包括在14章所提到的12条作用的路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本项目的研究，我们还发现了14条相互作用的路径，这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个体差异变量之间的互动性。另外，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角度出发，全面关注个体差异变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助于我们解释前期的相关研究中结论彼此矛盾的问题。例如，关于外语焦虑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有的研究认为外语焦虑会直接地影响学习成绩，还有的研究认为不会。通过对外语焦虑与其他变量以及与学习成绩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分析，我们发现，外语焦虑主要通过影响其他变量进而影响到学习成绩；因此它不会直接影响学习成绩，但是外语焦虑会影响学习者在考试过程中的发挥与表现，致使他们的考试成绩不能真正反映他们实际的英语水平。

第三，把个体差异变量置于更为广泛的背景之下。本研究在关注个体差异对学习成绩的影响的同时，还重点关注了学习成绩对于个体差异的反作用。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观点来看，两个变量之间往往是互为因果的，在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产生影响的同时，受影响的变量也有可能会对影响它的变量产生反作用。因此，以往单纯关注个体差异对学习成绩影响的研究是不全面的。另外，我们还把学习环境纳入到本项目的研究之中，结果表明，环境的变化对于所有的个体差异变量都具有直接的影响。

第四，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英语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动态系统模型。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描述的那样，这一模型充分体现了动态系统理论的动态性、完全相关性、复杂性、非线性和自我组织性等基本原则，填补了目前学界在该领域宏观研究的空白。这对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学习者个体差异、了解它们之间的动态变化规律和互动关系、深入认识外语学习的规律具有一定的意义，同时也会对今后开展同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在利用动态系统理论进行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的同时，我们也对动态
 系统理论本身有所贡献，这主要体现在我们在14章所提到的变量活性的概念以及“泯灭效应”。前者可以用来描述系统变量的作用，有助于我们把握系统中关键因素；后者是相对于“蝴蝶效应”而提出来的，它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地描述和解释系统的涌现行为。当然，我们并不是动态系统理论的真正专家，这两个概念的提出只是基于我们有限的知识和肤浅的理解，是否有道理以及是否已经有人提出类似的思想和概念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与论证。另外，“蝴蝶效应”和“泯灭效应”作为两个相互对应的现象，它们发生的条件以及发生的规律也需要做更多地思考。

除了上述几点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二语习得或者外语学习过程的角度来思考我们所建立的中国英语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动态系统。首先，该系统所包含的各种个体差异变量实际上都是影响外语学习过程的重要因素。例如，语言学能属于认知的范畴，是学习者学习英语的能力；动机是学习的目的；学习风格是整体的学习方式；而学习策略则介于动机和学习风格之间，用来指对一些具体学习任务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换言之，这些因素实际上可以回答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在具有什么样的学习能力和性格特点的情况下，产生了什么样的学习动机和学习观念，进而采取了什么样的学习方法并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最终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等一系列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本项目的研究充分考虑了环境和时间对于个体差异因素的影响，正如Ellis和Larsen-Freeman（2006:563）所指出的那样，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在不考虑环境和时间因素的情况下，把某一结果简单地归因于任何一个变量（甚至是一组变量）都是误导的”。本研究很好地避免了这一问题。因此，本项目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对于外语教学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上述成绩的取得都是在动态系统理论的指导之下取得的，这充分说明了该理论在二语习得和外语学习研究中的重要指导意义和强大的生命力。

下面再来看研究方法。Larsen-Freeman和Cameron（2008
 ）曾经提出了动态系统理论框架下语言学习与发展研究的七种基本方法，本研究采用了其中所提到的纵向跟踪研究的方法。结果表明，这种方法比较适合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研究，研究方法的设计也比较符合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包括：

（1）具备生态的有效性，把环境因素作为系统组成部分加以研究。在本项目研究中，我们把学习环境分为教学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三大部分，并通过学习日志和访谈两种定性研究的方法，针对学习环境对学习
 者个体差异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定性研究（又称质性研究）关注学习者经历过以及感受到的学习体验，力图理解在学习环境的作用之下学习者个体差异动态变化以及相互影响的内在规律。在定性研究中，访谈和学习日志是两种采用最多的方法。学习日志可以被认为是反省研究法的一种，学生在写作日志时可以反省自己学习的过程与得失，当然，学习日志的作用并不仅限于此，学习者还可以在其中记录学习中的重要事件。这两方面的内容对于本项目的研究都非常重要，有助于我们从外在的现象和内在的心理两个方面去挖掘学习环境与个体差异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本项目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在使用学习日志时，有两个实际性的问题尤其值得注意：一是要让学生明确学习日志的内容，在开始研究之前要给学生提供明确的写作导引，在开始之后要针对学生写作日志的具体情况给予具体的辅导，从而确保写作内容的有效性；二是学生积极性的维持。跟踪研究一般都要持续较长的时间，而大多数学生都没有写学习日志的习惯，要让他们长时间地坚持这样做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的体会是，要很好地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要让学生从中受益。首先要让学生通过自我的反思达到认识自我、促进学习的目的，另外还要经常给予学生一定的鼓励，甚至是物质的回报。访谈可以分为结构式访谈、非结构式访谈、非定向访谈以及聚焦访谈四种类型（Cohen & Manion, 1994）。在本项目研究中，我们采用了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在访谈之前设计了一些指导性的问题，从而有效地控制调查结果的可靠程度；在访谈过程中研究人员在完成预先设计的提问的同时，也会根据学生的回答，灵活地追加一些问题，从而获得更多、更深入的信息。采用学习日志和访谈的方法，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充分发挥两者的长处，实现两者之间的互补。

（2）重视系统的复杂性，把所有可能对系统产生影响的因素考虑在内。关于这一点前文也已经谈到，本项目的研究很好地做到了。但是，系统的复杂性也给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为把所有的变量都考虑在内无疑会增加测量的复杂程度。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变量众多，而且不同学者对于这些变量的区分以及各个变量的具体构成要素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在全面性和可行性之间寻求一个好的平衡点，一方面要把各种因素尽可能包括在研究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也要尽可能的简约化，否则如果研究涉及过多的变量将会难以进行。不妨以语言学能为例来说明这一点。经典的观点认为语言学能包括语音编码能力、语法编码能力、归纳学习能力和机械记忆能力四个方面，而Robinson（2005）所提出的语言学能综合体要比这一经
 典的观点复杂得多。为了解决上述困难，我们采用了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办法，也就是在全面理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找出大家所普遍接受的定义与分类，以实现全面性和简约化之间的平衡。从实际的效果来看，这种做法是合适的，能够实现本项目研究的目的。

（3）以自我组织、反馈和涌现为核心概念，考虑各个变量之间的不断变化的关系以及系统的动态过程。应该说，本项目的研究主要围绕自我组织和反馈两个核心的概念，而对涌现的概念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这与研究的问题与目标有很大的关系。本项目研究的核心在于个体差异变量之间以及它们与学习环境和学习成绩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中国英语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动态系统，并没有考虑整个系统的运行状况，因此也就没有对涌现予以足够的关注。研究个体差异变量的动态性，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研究对象的选择，围绕着研究目的，选择那些动态变化最为明显的学习者更为适合。在本项目研究中，我们选取大一的学生作为研究的对象，实践证明这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这些学生正好处于一个从中学到大学的转换状态，刚刚升入大学，面临着全新的学习环境，他们需要从各个方面进行自我调整，因此，他们的个体差异变量也会在学习环境的影响之下处于动态变化最为明显的一个阶段。而本项目的跟踪研究跨越了大一的两个学期，这一阶段恰好也是学习者经过不断的调适而逐渐进入相对稳定状态的过程。另外，研究各个变量之间的不断变化的关系以及系统的动态过程，所使用的测量工具也很重要。对各个变量动态变化的测量，我们采用了T-检验的方法；对语言学能和性格两个相对稳定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相关性的研究，我们采用了相关性分析的方法；在研究易动变量动态变化的影响因素以及它们与学习成绩的互动关系时，我们采用了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方法；而对于各个变量对学习成绩的作用路径的分析，我们则采用因果关系建模和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实践证明，这些方法都是可行的，值得今后的研究借鉴。

（4）采用互为因果的逻辑，而不是建立简单的、大概的因果关系。这一点在整个研究设计、数据分析以及模型建立中都表现的比较突出。从我们所建立的中国英语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动态系统模型可以看出，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关系，所有的个体差异变量以及它们与学习环境和学习成绩之间完全地关联起来，从而呈现出任何两个变量之间的影响都是双向的、互为因果的态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先前研究中简单归因的弊端，也克服了原来的单纯二元分析法，更多地考虑了系统要素之间的互适应和系统
 与学习环境和学习成绩之间的软装配。

（5）关于时间尺度的问题。研究变量的动态性，测量的时间尺度是一个关键问题。测量的间隔过短，会导致研究工作量过大，更为重要的是，它会干扰学生正常的学习过程：一方面会导致测量的结果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另一方面它很可能导致学生的反感情绪，这也会大大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而如果测量的时间间隔过长，又有可能漏掉一些关键的变化。这一点一直是困扰研究者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根据有关的理论分析，并参照相关的前期研究，我们对各种变量的动态性进行了初步分析，并以此为基础确定了一个相对合理的研究方案，但是对于时间尺度的问题仍需要做进一步的考虑。我们认为，目前所采用的时间尺度对于纵向跟踪研究来说是合适的，这样的做法能够使我们建立起一个相对可靠、完整的个体差异系统。但是，如果采用微发展研究法，在短时间内进行高强度的取样，或许会得到更为深入的结果。

15.1.2　今后的研究方向

动态系统理论的思想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不同的研究领域，其中包括经济学（例如，Bruun, 2006）、机器人控制（例如，Aihara et al., 2015）、电信（例如，Kocarev & Vattay, 2005）、生理学（例如，Dana et al., 2009）、社会心理学（例如，Nowak et al., 2013）等各个学科，它在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领域也得到了应用（王涛，2014）。而具体到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研究，还存在着许多的空白。我们尝试着进行了一定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结果，但是这只是一个开端，不论是在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方面，还存着许多的遗憾和不足之处。以此为基础，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以下四个研究领域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1）个体差异系统与学习环境的互动研究。虽然目前已经对学习环境与个体差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在关注系统的生态性方面，还有许多改进的空间。限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本研究只是比较粗略地考察了学习环境对于个体差异变量的影响，至少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进一步的努力：第一，关于学习环境的分类和内涵还可以更加全面和细化。其实学习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系统，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角度出发，对这一系统进行详细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个体差异和学习环境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将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也是极具挑战性的工作。第二，学习环境对个体差异变量的影响有待于进一步深化。本项目的研究
 表明，不同的个体差异变量对于环境的敏感性是不同的，有的变量具有高度的动态性，对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还有的变量则不太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当对学习环境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类之后，我们还可以具体地研究到底是哪些环境因素对哪些个体差异变量、甚至是某个个体差异变量的哪些要素产生了影响。第三，个体差异和学习成绩对学习环境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在一个生态系统之中，不同的要素之间是互为环境的，社会、文化、课堂等为学习者构建了一个学习的环境系统，与此同时，学习者的个体差异以及学习成绩也构成了学习环境的环境，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

（2）个体差异变量分系统的研究。动态系统理论的核心原则之一在于系统的复杂性，而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一个系统之内又内嵌着许多的子系统或者分系统。学习者个体差异系统也是如此，因为每个个体差异变量都有许多要素构成，都可以被视为一个分系统。前文谈到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划分，其实两者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首先两者是相对而言的，我们说本项目研究属于一个宏观的研究，这是就个体差异的变量而言，而就二语习得或者外语来说，这又是微观的研究。同样，对于整个的个体差异变量的系统而言，对一个变量的分系统的研究是微观的研究，但是对于其构成要素而言这又是宏观的。其次，在任何一个研究中都要同时具备宏观和微观意识。具备宏观意识就是要具备事物的整体观，善于从宏观的视野、全局的观点去把握一个变量的特点、特性以及它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准确地认识该变量的功能与作用。具备微观意识就是要进行细微的研究，善于从微观的角度仔细观察与研究系统中的每个变量，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地认识系统的构成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深刻地理解整个系统的内在规律。这对于个体差异变量分系统的研究非常重要。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出发，全面地找出各种变量的构成要素。在本项目的研究中，各种变量构成要素的区分主要是基于前期的相关的研究，还不够细致全面。在这一方面，Robinson（2005）已经对语言学能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语言学能综合体的概念，这非常值得借鉴。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进行实证的研究，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角度研究各个分系统的内在机制。要做到这一点，采用微发展研究法可能更为适合。Dörnyei（2005, 2009, 2012）以学习者的动机为中心，提出了动机性任务处理模型，对我们未来后续的研究很有启发。

（3）学习者个体差异系统的自我组织性。“所谓自组织系统，是指无
 须外界特定指令就能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能够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形成有结构的系统。……自组织是自然界和社会长期演化选择和形成的优化进化方式，它是自然界各个子系统演化过程中形成的有效利用资源和能量的方式。”（王涛，2014:15, 16）每个学习者都是一个自组织系统，他会根据自身的先天因素和外部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个体差异。那么这种自我调整是如何发生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在这一领域研究的核心在于不同的个体差异变量之间是如何相互协同，不断地实现从不平衡到平衡再到新的不平衡的过程的，其中要特别关注易动变量是如何适应稳定变量的。稳定变量的形成更多地受到先天因素的影响（例如，语言学能和性格）因此它们是不容易发生变化的，在此条件之下，那些容易发生改变的变量需要更加主动适应稳定变量的特点。

（4）学习者个体差异动态系统的数学建模。社会科学研究旨在考察人类的经历与行为，它主要通过定性的研究方法来提出理论，以便解释人类行为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因此，它的重点在于理解或者解释，而不在于预测。但是，近年来复杂系统理论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这使得研究者可以借助自然科学的方法，在解释的同时，更多地去预测人类行为、心理与社会现象。包括网络、智能体建模（Agent-based model）
[1]

 、非线性动态系统等概念的引进正在改变我们对于人类心理与社会科学的认识。随着计算机模拟的广泛应用，各种社会过程建模的准确性也越来越高，预测性能也越来越强。在本项目研究中，我们建立一个中国英语学习者个体差异系统的动态模型，但是这一模型主要还是解释性的，没有预测性。不妨这样设想，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学习者个体差异的计算机模型，其中包括个体差异变量、学习环境和学习成绩三大部分，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对一个学生的学习结果进行预测，及时对他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诊断以最大限度保证了学习的效果。要实现这一设想，就需要更多地采用数学的方法，引入“初始状态”“引子状态”等概念，对学习者个体差异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做更加细致精准的研究。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除了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之外，还需要研究者具有更为广博的动态系统理论专业知识、数学和计算机知识以及对外语学习规律的深刻理解，也需要不同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员共同合作才有可能实现。


 在进行上述四个领域的研究工作时，我们还可以在研究的对象和研究方法方面做进一步的考虑。首先，研究的对象可以涵盖更多类型的英语学习者。本项目研究只是以大一的英语学习者为对象，那么其他阶段、其他类型的英语学习者是否具有同样的特点呢？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生理与心理特点，它们的个体差异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与环境的关系很可能会具有不同的规律。另外，英语专业的学生，由于专业要求的差异，也有可能会表现出与非英语专业学生不同的特点。此外，在研究方法方面，还可以使用更多的方法，如形成性实验、行动研究等。每种研究方法都有其长处和短处，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可以相互取长补短，所得出的结果相互参照，获得更为可靠的结论。

要完成上述四个领域的研究工作，有一点值得研究人员特别注意，那就是研究者的跨学科素养。个体差异研究属于差异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其中所涉及的语言学能、性格等研究都具有很强的心理学学科特征，这恰恰是许多外语界人士所缺乏的。而这一工作单靠心理学界的研究者也难以完成，因为他们往往对二语习得等语言学习和教学理论缺乏足够的了解。不妨以性格这一个体差异要素来说明。Dörnyei和Ryan（2015）注意到，目前专门研究性格与二语习得之间关系的文献数量极少，很多学者不愿意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即使有限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很不一致。Dewaele（2012）发现，造成这一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研究者经验的缺乏或者知识储备的不足。要想深入地研究性格对语言学习的影响，需要研究者具备性格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以及应用语言学等多方面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技能，但是很少有研究者能够满足这一要求。Dewaele和Furnham（1999）指出，来自性格心理学界的研究者在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时，往往从整体上来解释语言行为，而不能像语言学工作者那样做出深入、细致的分析；而来自应用语言学界的研究者对于性格的分类则过于粗糙。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整个研究的过程中体会颇深。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从事二语习得研究的学者们努力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不同领域的学者之间开展合作，以便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

15.2　对英语教学的启发

从事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掌握外语学习的规律，以服务于外语教学的实践，从而切实提高外语教学的效率。因此，本书的最后
 部分将回归到事物的本源上，讨论本项目研究的成果对于英语教学的启发意义。

（1）现实、理性地面对英语教学的成功与失败。从我们建立的英语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动态系统模型可以看出，外语学习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其中涉及众多的变量，各个变量之间交互影响，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都使得我们难以预测整个系统运行所产生的结果。“蝴蝶效应”说明了系统对初始状态的敏感性，对系统的一个轻微的、不经意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巨大的效果。例如，在课堂上老师对某个学生做出了一个信任、鼓励的微笑或者点头，这一动作对老师来说很可能是无意的，但是如果被学生捕获到，影响到他的某个个体差异变量，并随之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那么教师的这个不经意的举动很可能就会带来学生学习的成功。“蝴蝶效应”的作用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是正面的，另一种就是负面的。教师一个不经意的言行如果产生了负面的效果，带来的结果也很可能是我们难以预料的。“泯灭效应”则说明系统要素之间的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抵消的效果。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有时在某一方面下了很大的力气，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很可能是“泯灭效应”的表现，这种情况的发生很可能与我们对于外语学习的基本规律认识不足有关。“蝴蝶效应”会使我们体会到“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现实，而“泯灭效应”则会使我们感受到自己的无奈。这让我们感觉到没有人能真正确保外语教学的成果，从宏观的角度来说，某个人外语学习的成功纯属一个意外。得出这样的判断可能会让教师意外，甚至有点沮丧。但是，如果我们基于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做深入的思考，或许就会觉得这样讲是有道理的。学生学习的成功是许多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而教师只是整个系统中很小的一部分，有很多不能控制的因素会导致“蝴蝶效应”的产生，从而导致学生学习的失败，这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我国具有世界上为数众多的英语学习者，据教育部公布的“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所提供的数据，2014年全国小学在校生数量为9 451.07万人，初中生的数量为4 384.63万人，高中生的数量为4 170.65万人，本专科学生的数量为2 547.70万人，研究生的数量为184.77万人，他们中绝大部分都是英语学习者。这就意味着在我国学习英语的人数要超过2亿，这还没有包括为数众多的继续在学习英语的社会人士，而美国人口的数量也不过3亿左右，英国人口数量也不到7000万。在众多的英语学习者中，又有多少人能够取得英语学习的成功呢？很多人把这些不成功的案例归咎于教育本身，岂不知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很多
 问题是远非教育本身所能解决的。同样，目前英语学习的效率普遍不高，很多在经历了多年的英语学习之后，仍然不能使用英语进行交际，这一问题的产生除了教师本身的原因外，社会文化环境对于学习者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把这一责任完全归咎于英语教师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学习环境的问题，除了在课堂教学这一环境内教师能够有所作为外，在很多其他的方面，外语教师往往是无能为力的。

当然，这并不是要推卸教师的责任，也不是为了打击教师英语教学的积极性，而意在说明外语教学的复杂性。外语教师要重视教学的艺术性，掌握外语学习的规律和学生心理发展的规律，关注教学的细节。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他讲的是为政之道，而教学也是如此。面对如此庞杂的系统和错综复杂的关系，既要举重若轻，又要举轻若重，在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这就要求教师具有很高的教学艺术。年轻的教师很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一些深受学生喜爱的老教师似乎与自己并无多大的差别，大家都在使用同样的教材与教法，但是教学的效果却大相径庭，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老教师能够利用自己长期的教学经验，善于处理教学中的各种细微问题。

（2）树立教学的整体观。动态系统理论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处于一个甚至多个复杂的系统之中，它与系统中的其他因素具有完全的相关性，会与其他因素因为各种直接或者间接的关联而相互联系。在动态系统理论的视角下所进行的中国英语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研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在考虑某个个体差异变量时要具有整体的观点，不仅要考虑所关注的变量本身，还要考虑它与其他相关变量之间的相互关联与相互作用。例如，要降低学生的外语焦虑水平，除了干预外语焦虑本身之外，还要看其他哪些变量有可能会影响到外语焦虑，制订综合的方案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在这一点上目前的英语教学做得还远远不够的。以学习策略的教学为例来说明。既然学习策略的使用对于语言学习的效果具有明显的影响，学习策略的指导与教学自然成为语言学习策略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Nunan（1996, 1997）提出了具体教学方案，把学习策略的明示教学融于课堂教学之中。Brown（2002）也以语言学习策略研究的成果为基础，对课堂中学习策略的教学提出了非常具体实用的指导。更为重要的是，学习策略的明示教学与常规课堂教学的结合已经产生了两种新兴的教学方法：基于方式和策略的教学方法（Styles and Strategies-based Instruction, SSBI）和认知学术语言学习方法（Cognitive Academic Language Learning
 Approach, CALLA）（Anderson, 2005）。但是，教学实践的结果却很不一致：有的成果（例如，Dadour & Robbings, 1996; Nunan, 1997；等等）证明了学习策略教学的有效性，也有一些研究（Dörnyei, 1995; Oxford, 2001）表明学习策略的教学对于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没有多大影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在于这些方法基本上都把学习策略作为一个孤立的要素，认为学生只要掌握了正确的学习策略与方法就一定能够取得好的学习成绩。事实上，学习策略并不存在好坏之分，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自适应和自我组织性的角度来看，只有好的学习策略组合或者搭配才是有效的。所谓组合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学习策略子系统之内的组合。如上文所述，每一个个体差异变量都可以被视为一个分系统，这个分系统也是不断地进行自我组织与调配的，单个学习策略一定要与其他的策略相互协调，构成一个相互适应的学习策略组合。另一个含义是指学习策略与其他个体差异变量之间的相互组合，只有系统中的其他要素相互匹配的学习策略才是合适的。也就是说，只有那些与整体系统相吻合的学习策略组合才是有效的，而由于系统以及系统内要素的动态性，这种有效的组合也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的。

（3）善于把握问题的关键。从我们所构建的个体差异动态系统模型来看，外语教学属于学习环境中教学环境的一部分，教师要通过一定的教学方法，通过适当的教学材料为学习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并且以干预的方式力图调整学习者的个体差异。而面对一个复杂的系统，最有效的办法是把握其中的一些关键性要素，而关键要素的确定主要要看它的活性程度。从本研究结果来看，在四种中介变量中，学习观念的活性程度最高，它可以直接的影响其他所有的个体差异变量，也就是说，通过改变学生的学习观念可以更有效地带来整个系统的改变，从而产生更为明显的教学效果。其次是学习动机，它可以直接影响学习观念、努力程度和学习策略。再次是外语焦虑，它可以直接影响努力程度、学习策略和学习动机。活性程度最低的是学习风格，一方面它的动态性较差，不容易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它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也相对较少。

上述三条都是一些宏观的原则，下面结合本项目研究的主要发现，逐条来看各个个体差异变量与外语教学的关系。

（1）语言学能。语言学能是一种条件变量，人们要学好外语首先要具备基本的语言学能要求。Ehrman和Oxford（1995）的研究发现，在所有的个体差异变量中，语言学能与学习成绩之间的相关性是最强的。对于人
 人都能学好外语的观点我们是持怀疑态度的。一个人能够顺利地习得母语并不见得就一定能学好外语，因为外语学习的条件，包括学习者的认知基础、学习的环境等，都与母语大不相同。我们认为，今后要进一步区分外语学能和语言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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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目前一些研究者已经就外语学能的概念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是这些研究还没有完全走出语言学能的框架。具体到语言学能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它可以预测外语学习进步的快慢，甚至最终的学习成败。Carroll和Sapon（1959:14）在谈到语言学能的价值时说：“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水平，我们就可以推论出他要想学习成功就需要付出的努力程度。一个具有较低学能成绩的学生要比成绩高的学生在语言课程上更加地努力。如果一个人的学能成绩很低，那么他就很难取得成功了。”这段话不无道理，但是我们认为要采取谨慎的态度，因为目前还不能保证语言学能测量工具的准确性。基于动态系统理论的观点以及本项目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为，不同的学习者由于先天条件的不同而表现出外语学能的差异，有的人在某些方面较强，还有的人在其他的方面则较强，外语教学应该因材施教，让学生外语学能中的强项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最佳的学习效果。

在考虑语言学能的问题时，我们还应该考虑它与整体智力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但是又存在着很大的区分。Carroll（1962:89）指出，“学会说和理解一门外语是一个相当专门的能力，相对而言，这一能力独立于那些与智力有关的特性。”Robinson（2002）的研究也发现，语言学能和整体智力之间的相关性非常微弱。也就是说，整体智力水平高的人并不见得就能学好外语，反之亦然。

（2）性格。性格是先天与后天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但是性格中的某些成分是很难改变的，这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变量，因此我们不必尝试去改变一个学生的性格。但是不同的性格特点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个体差异倾向。例如，性格外向的学习者更有可能具有动觉型和听觉型的学习风格，他们的自我效能观念和对学习策略的意识也可能会更强；神经质水平高的学习者更有可能产生外语焦虑，而且他们的学习动机水平也有可能较低，另外他们的努力程度也有可能会更低。了解这些相关性可以使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增强教学的预见性。关于性格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只是发现性格内向的学习者在阅读方面的表现更有可能好于性格外向的学习者。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内外向倾向对于学习成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有关的具体情况尚需做进一步的研究。不过，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外语老师一般都喜欢性格外向的学生，因为他们在课堂上表现得更加活跃，更愿意配合老师的教学活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性格外向的学习者就更加适合学习外语。Ehrman（2008:70）的研究发现，“最好的语言学习者应该具有内省的性格”。当然，我们也并不主张性格外向的学习者就不适合学习外语，我们需要提醒外语老师注意的是，不要因为自己的喜好而忽视了性格内向的学习者。

（3）学习风格。学习风格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变量，另外，它与其他变量的互动性也比较差，除了性格之外，能够对它产生影响的只有学习观念一项，但是它在整个系统中的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学习风格有可能影响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两个直接变量，还有可能影响学习观念和外语焦虑两个中介变量。另外，我们还发现，对于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来说，他们更加偏好视觉型和听觉型的学习风格，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给学生提供丰富的视觉和听觉材料。

（4）学习观念。学习观念是整个系统中最为活跃的变量。第一，它的动态性很强，很容易在短时间发生变化；第二，几乎所有的变量都有可能会对学习观念的形成产生影响；第三，它也会影响到其他所有的个体差异变量。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高度关注学生学习观念的变化，从各种作用路径出发，设计综合的方案来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学习观念。在学习观念之中，有一项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那就是自我效能信念，学习观念的活性程度在它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因此，在英语教学中让学生形成正确的自我效能信念非常重要。

（5）学习动机。学习动机是仅次于学习观念的活跃变量，它的动态性强，与其他个体差异的变量的互动程度也比较高，因此对外语学习起着重要的作用。关于学习动机，有一点值得注意，以往我们更加强调融入型动机的培养，认为它属于内在型的动机，所发挥的作用也比较持久。我们的研究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工具型动机的作用，原因有三：首先，对于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来说，他们的工具型动机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这是由我国英语学习的性质所决定的；其次，不论是融入型动机还是工具型动机，它们都会对外语学习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三，工具型动机和融入型动机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两者可以同时存在，而且还可以相互促进。因此，在培养学生学习动机时，不要一味地打压学生的工具型动机，而是要在保持学生工具型动机的同时，不断
 培养学生的融入型动机。另外也要注意，在强调动机的重要性的同时，不要因此而忽视了其他的个体差异因素。动机是相关领域研究中最受关注的一个个体差异变量，因为人们往往认为它对于外语学习的成败是至关重要的。本项目的研究结果表明，动机和其他的中间变量一样，对于最终的学习成绩没有直接影响，它们都是通过影响直接变量进而影响学习成绩的。

（6）外语焦虑。在各种个体差异变量中，外语焦虑是比较独特的，因为它对其他变量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是负面的。外语焦虑水平高的学习者的努力程度会比较低，所使用的学习策略比较单一，学习动机水平，尤其是融入型动机的水平也比较低，所有这些都会对外语学习产生负面的影响。外语焦虑和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注意。一般都会认为外语焦虑和学习成绩密切相关，一方面外语焦虑会直接影响学习成绩；另一方面学习成绩似乎也会直接地影响外语焦虑，因为成绩好了，学习者的外语焦虑程度自然也会降低。但是，本项目研究的成果却否定了这一点。外语焦虑主要是通过影响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来间接地影响学习成绩。本项目研究结果表明，学习成绩并不会影响学习者外语焦虑的水平。也就是说，不论学习者的成绩好坏，容易焦虑的学习者仍然会焦虑。影响焦虑水平的因素主要包括性格、学习风格、学习环境、努力程度和学习观念，而性格和学习风格都属于稳定变量，难以通过外在干预进行调整。因此，要降低学生的外语焦虑水平，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a．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包括社会环境与教学环境；b．形成正确的学习观念；c．提高学习的努力程度。学习者把心思都放在学习本身，也就无暇考虑考试、交际、负面评价等问题，外语焦虑水平自然也就降低了。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教师们特别关注，那就是焦虑会影响学习者在考试过程中英语水平的发挥，也就是说，学习者的考试成绩低，并不一定是他们的水平问题，很有可能是因为学习者的焦虑心态导致学生在考试过程中产生过大的心理压力，进而干扰了他们的正常语言处理过程，从而导致他们在考试中不能把真实的水平发挥出来。对于这样的情况，就需要教师在考试之前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以缓解学生的焦虑。

（7）学习策略。关于学习策略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了前期的研究结论。从学习策略的整体来看，它能否影响语言水平或者学习成绩并不在于策略使用的数量或者频率，而是在于它们使用的质量或者得体性。所以对学习策略的培训要注意树立全局的观念，这一点
 在上文已有讨论，在此不再赘述。关于具体的学习策略项目对于听力、口语、阅读和写作技能的影响，以下几点发现对外语教学实践具有重要的启发：a．阅读策略，即经常阅读英文小说、杂志等对外语学习非常重要，它对听力、口语、阅读和写作都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b．词汇基础对于语言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显著影响听、说、读、写四项技能的具体策略项目中，都有和词汇学习有关的项目，正确的词汇学习策略会促进英语水平的提高，而不正确的学习策略则起着负面的作用；c．语音训练也是一项非常有效的学习策略，它对听力、口语和阅读水平都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且这一作用一直是持续稳定的；d．过度依赖母语会对英语水平的提高产生负面的影响，这在阅读能力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e．具有较好的歧义容忍度对英语学习也很重要，容忍度过低会对阅读和写作能力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f．不怕出错，经常与同学一起练习英语对于口语能力的提高很有帮助。

（8）努力程度。努力程度作为一种直接变量，它可以对学习成绩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时，学习成绩的改善也会带来努力程度的提高。努力程度的作用不仅局限于此，除了影响外语焦虑程度之外，它还影响学习动机和学习观念。还有一点给人印象深刻，那就是努力程度的提高可以带来学习者对外语学习以及对教师和教学态度的改善。一个努力学习的人往往会更加注意自己的内在学习行为，而不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外部环境上。而一个学习不努力的人，他对教师、教师的教学方法、学习材料以及学习条件的要求会更高、更加挑剔，他们不愿意把学习的失败归咎于自己的不努力，而是归咎于一些外部条件上，英语中所谓的“A bad workman always blames his tools.”就是这个道理。英语学习是一件极其复杂的工作，需要学习者付出长期的努力，这一点教师必须要让学习者清楚。但是，最近这些年来，在我国的英语教学领域，尤其是在基础教学阶段，有些人打着以学生为中心的口号，强调所谓的快乐学习，不愿意把学习一门语言需要学习者付出艰辛努力的道理告诉学生，结果就会产生很多的负面效应。当然，单靠努力本身也不一定带来学习成绩的改善，努力程度还需要与学习策略以及其他的变量一起共同起作用。

15.3　小结

本章对本项目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与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以及研究结果对于英语教学的启示。现代外语教学强调以人


 为本的理念，强调教学要以学习者为中心，而研究学习者个体差异正是紧扣这一主题。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角度为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户，我们可以看到广阔且美好的前景。但是在通往成功的路上还有很多的障碍，我们的研究只是在这条路上尝试性地迈出了一小步，希望能够为后来者带来些许启发。







[1]
 　智能体建模是指用以对智能体（包括个体或者群体，例如机构、组织等）的行为和互动行为进行模拟的计算模型，其目的在于观察或者预测智能体行为对于整个系统的影响。


[2]
 　这里的语言学能是专门针对母语习得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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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1

艾森克性格问卷

请依次回答这些问题，回答时不必过多思考，符合您时在括号内画“√”，
 不符合画“×”。这些问题要求你按自己的实际情况回答，不要去猜测怎样才是正确的回答。因为这里不存在对错，将问题的意思看懂了就迅速回答，不要花很多时间去想。问卷无时间限制，不要未看懂问题便回答。

1．（　　）你是否有广泛的爱好？

2．（　　）在做任何事情之前，你是否都要考虑一番？

3．（　　）你的情绪时常波动吗？

4．（　　）当别人做了好事，而周围的人认为是你做的时候，你是否感到扬扬得意？

5．（　　）你是一个健谈的人吗？

6．（　　）你曾经无缘无故地觉得自己“可怜”吗？

7．（　　）你曾经有过贪心使自己多得份外的物质利益吗？

8．（　　）晚上你是否小心地把门锁好？

9．（　　）你认为自己活泼吗？

10．（　　）当你看到小孩（或动物）受折磨时是否感到难受？

11．（　　）你是否常担心你会说出（或做出）不应该说或做的事？

12．（　　）若你说过要做某件事，是否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把它做成？

13．（　　）在愉快的聚会中你通常是否尽情享受？

14．（　　）你是一位易激怒的人吗？

15．（　　）你是否有过自己做错了事反倒责备别人的时候？

16．（　　）你喜欢会见陌生人吗？

17．（　　）你是否相信储蓄是一种好办法？

18．（　　）你的感情是否容易受到伤害？

19．（　　）你是否服用有奇特效果或是有危险性的药物？

20．（　　）你是否时常感到“极其厌烦”？


 21．（　　）你曾多占多得别人的东西（甚至一针一线）吗？

22．（　　）如果条件允许，你喜欢经常外出（旅行）吗？

23. （　　）对你所喜欢的人，你是否为取乐开过过头的玩笑？

24．（　　）你是否常因“自罪感”而烦恼？

25．（　　）你是否有时候谈论一些你毫无所知的事情？

26．（　　）你是否宁愿看些书，而不想去会见别人？

27．（　　）有坏人想要害你吗？

28．（　　）你认为自己“神经过敏”吗？

29．（　　）你的朋友多吗？

30．（　　）你是个忧虑重重的人吗？

31．（　　）你在儿童时代是否立即听从大人的吩咐而毫无怨言？

32．（　　）你是一个无忧无虑逍遥自在的人吗？

33．（　　）有礼貌爱整洁对你很重要吗？

34．（　　）你是否担心将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35．（　　）在结识新朋友时，你通常是主动的吗？

36．（　　）你觉得自己是个非常敏感的人吗？

37．（　　）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是否不常说话？

38．（　　）你是否认为结婚是个框框，应该废除？

39．（　　）你有时有点自吹自擂吗？

40．（　　）在一个沉闷的场合，你能给大家增添生气吗？

41．（　　）慢腾腾开车的司机是否使你讨厌？

42．（　　）你担心自己的健康吗？

43．（　　）你是否喜欢说笑话和谈论有趣的事情？

44．（　　）你是否觉得大多数事情对你都是无所谓的？

45．（　　）你小时候有过对父母鲁莽无礼的行为吗？

46．（　　）你喜欢和别人打成一片，整天相处在一起吗？

47．（　　）你失眠吗？

48．（　　）你饭前必定先洗手吗？

49．（　　）当别人问你话时，你是否对答如流？

50．（　　）你是否宁愿有富裕时间而喜欢早点动身去赴约会？

51．（　　）你经常无缘无故感到疲倦和无精打采吗？

52．（　　）在游戏或打牌时你曾经作弊过吗？

53．（　　）你喜欢紧张的工作吗？

54．（　　）你时常觉得自己的生活很单调吗？


 55．（　　）你曾经为了自己而利用过别人吗？

56．（　　）你是否参加的活动太多，已超过自己可能分配的时间？

57．（　　）是否有那么几个人时常躲着你？

58．（　　）你是否认为人们为保障自己的将来而精打细算、勤俭节约所费的时间太多了？

59．（　　）你是否曾想过去死？

60．（　　）若你确知不会被发现时，你会少付给人家钱吗？

61．（　　）你能使一个联欢会开得成功吗？

62．（　　）你是否尽力使自己不粗鲁？

63．（　　）一件使你为难的事情过去之后，是否使你烦恼好久？

64．（　　）你曾否坚持要照你的想法去办事？

65．（　　）当你去乘火车时，你是否最后一分钟到达？

66．（　　）你是否容易紧张？

67．（　　）你常感到寂寞吗？

68．（　　）你的言行总是一致吗？

69．（　　）你有时喜欢玩弄动物吗？

70．（　　）有人对你或你的工作吹毛求疵时，是否容易伤害你的积极性？

71．（　　）你去赴约会或上班时，曾否迟到？

72．（　　）你是否喜欢在你的周围有许多热闹和高兴的事？

73．（　　）你愿意让别人怕你吗？

74．（　　）你是否有时兴致勃勃，有时却很懒散不想动弹？

75．（　　）你有时会把今天应该做的事拖到明天吗？

76．（　　）别人是否认为你是生气勃勃的？

77．（　　）别人是否对你说过许多谎话？

78．（　　）你是否对有些事情易性急生气？

79．（　　）若你犯有错误你是否愿意承认？

80．（　　）你是一个整洁严谨、有条不紊的人吗？

81．（　　）在公园里或马路上，你是否总是把果皮或废纸扔到垃圾箱里？

82．（　　）遇到为难的事情你是否拿不定主意？

83．（　　）你是否有过随口骂人的时候？

84．（　　）若你乘车或坐飞机外出时，你是否担心会碰撞或出意外？

85．（　　）你是一个爱交往的人吗？






 附录2

个体差异调查问卷


A．基本信息


性别：男□　　女□

年　龄：_____________　　　　　来源地：______省______市

院　系：_____________　　　　　年　级：_______________

学　校：_____________　　　　　专　业：_______________

你是否有过出国学习经历：　　　　是□　　否□

你是否参加过校外英语培训：　　　是□　　否□

你的高考英语单科分数为__________






B．外语焦虑调查问卷


请根据你最近一段时间的学习体会回答下面的问题，所有问题不存在对错，请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如实作答，注意不要遗漏任何一个问题。我们会对你提供的所有信息严格保密，并仅用于学术研究的目的。


5．非常同意；4．同意；3．不确定；2．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


1．英语课上，当我听不懂老师讲的英文时，我会紧张。

2．多上些英语课对于我来说一点问题也没有。

3．我总是觉得其他同学的英语水平比我高。

4．我在英语考试时通常很放松。

5．我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言时，会感到紧张。

6．我担心自己英语考试不及格。

7．我上英语课时会很紧张，本来知道的东西都想不起来了。

8．上课主动举手发言让我感到难为情。

9．即使我为英语课作了充分的准备，我还是担心。

10．我在课堂上讲英语时感觉很自信。

11．当老师要叫我回答问题时，我的心怦怦直跳。


 12．我为英语考试准备得越多，头脑越混乱。

13．在其他同学面前说英语让我感到难为情。

14．英语课节奏很快，我担心自己跟不上。

15．我担心自己说英语时，别的同学会笑话我。






C．学习策略调查问卷


请根据你最近一段时间的学习体会回答下面有关学习方法的问题，所有问题不存在对错，请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如实作答，注意不要遗漏任何一个问题。我们会对你提供的所有信息严格保密，并仅用于学术研究的目的。


5．非常同意；4．同意；3．不确定；2．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


1．我经常用新学的单词造句，来加深记忆。

2．我常根据单词的发音规则来记单词。

3．我经常借助手势、表情等肢体语言来记单词。

4．记单词时，我经常联想单词对应的图像。

5．记单词时，我反复读，或反复写。

6．我经常练习英语发音。

7．读课文时，我总是争取弄懂课文里的每一处。

8．我课外经常主动与别人说英语。

9．听不懂别人说的英语时，我会要求对方重说一遍。

10．我有明确的英语学习计划和学习目标。

11．我课外经常看英语原声电影或电视节目。

12．我课外经常阅读英文小说、杂志等，这对我来说是乐趣。

13．为了更好地理解英语课文，我经常把课文译成中文。

14．我说英语时，先用汉语组织意思，再翻译成英语。

15．我很重视自己犯的英语错误，并认真改正。

16．我总是寻找更好的英语学习方法。

17．我经常评估自己的英语学习进展，找出薄弱环节。

18．当我说英语感到紧张时，我会设法使自己放松。

19．即使害怕犯错，我仍会鼓励自己说英语。

20．每当我取得好成绩时，我都会奖励自己。

21．我经常和其他同学一起练习英语。

22．当我学英语遇到困难时，会向别人求助。

23．遇到外国人时，我会主动向他了解外国文化。







 D．学习风格调查问卷


请根据你最近一段时间的学习体会回答下面的问题，所有问题不存在对错，请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如实作答，注意不要遗漏任何一个问题。我们会对你提供的所有信息严格保密，并仅用于学术研究的目的。


5．非常同意；4．同意；3．不确定；2．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


1．我喜欢参加各种课堂活动。

2．我喜欢用动手操作的方式来完成一个学习任务。

3．我喜欢记笔记，或用笔写出自己的思路。

4．我喜欢用听的方式来获取信息，如听广播。

5．当我参与课堂活动时，我的学习效率更好。

6．我更容易记住听到的信息，而不是看到的信息。

7．对我来说，最高效的学习方式是自己看书。

8．我喜欢用做实验的方式来学习知识。

9．当我亲自动手操作时，我能更好地记住所学的知识。

10．我喜欢通过看书的方式来获取信息。

11．对我来说，最高效的学习方式是听别人讲解。

12．当我表演英语对话时，我能更好地理解所学的知识。






E．学习动机调查问卷


请根据你最近一段时间的学习体会回答下面的问题，所有问题不存在对错，请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如实作答，注意不要遗漏任何一个问题。我们会对你提供的所有信息严格保密，并仅用于学术研究的目的。


5．非常同意；4．同意；3．不确定；2．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


1．大多数外国人都很友好，有他们这样的朋友是件幸运的事。

2．英语国家的人应该感到自豪，因为他们赋予世界更多价值。

3．我真的很喜欢学英语。

4．我的英语老师讲课不太有趣。

5．同其他的课相比，我更喜欢英语课的课堂活动。

6．说真的，我对英语课确实不感兴趣。

7．我的英语老师给了我很大启发。

8．我觉得学英语没意思。

9．我学英语的目的之一是在四六级考试、期末考试、考研、GRE或雅思等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10．我要学好英语，因为它是当今社会非常有用的交流工具。

11．学好英语能让我获得成就感。


 12．我学英语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其他专业。

13．我学英语是为了了解世界各地的资讯。

14．我学英语是为了将来找一份好工作。

15．我学英语是因为我对英语国家的人和文化感兴趣。

16．我学英语是为了将来能更好地融入西方社会。

17．我学英语是为了能够与外国人轻松相处。

18．我学英语是为了结识更多外国朋友。






F．努力程度调查问卷


请根据你最近一段时间的学习体会回答下面的问题，所有问题不存在对错，请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如实作答，注意不要遗漏任何一个问题。我们会对你提供的所有信息严格保密，并仅用于学术研究的目的。


5．非常同意；4．同意；3．不确定；2．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


1．我学习英语真的很努力。

2．我总能排除一切干扰，集中精力完成英语作业。

3．我不会费劲去学那些比较复杂的英语知识。

4．我每天都坚持学英语，更新自己的英语知识。

5．我总是等到最后一刻才做英语作业。

6．当老师反馈测验结果时，我不会看。

7．我只想学习英语基础知识，不想学习更多内容。

8．最近一个月，你课外平均每天花多长时间学英语？__________分钟。

（5．>120; 4．91-120; 3．61-90; 2．30-60; 1．<30）






G．学习观念调查问卷


请根据你最近一段时间的学习体会回答下面的问题，所有问题不存在对错，请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如实作答，注意不要遗漏任何一个问题。我们会对你提供的所有信息严格保密，并仅用于学术研究的目的。


5．非常同意；4．同意；3．不确定；2．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


1．我相信我一定能学好英语。

2．我在学英语方面有不一般的能力。

3．我认为，用单词造句有助于单词的记忆。

4．根据发音规则记单词是个好办法。

5．借助肢体语言、表情来记单词是个好办法。

6．联想单词对应的图像是一个记单词的好办法。

7．要记牢单词就一定要反复读写。


 8．理解课文的最好方法是翻译。

9．学英语要多练习发音。

10．学英语时，要高度重视自己犯的错误。

11．使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有助于英语学习。

12．看英语电影有助于英语学习。

13．说英语时，最好先用中文想好要说的内容。

14．多看英文读物有助于英语学习。

15．精读课文对学习外语很重要。

16．遇到不认识的单词可以猜。

17．要不断探索更好的英语学习方法。

18．要定期对英语学习情况进行自我评估。

19．说英语时，要注意克服自己的紧张情绪。

20．要多开口说英语，说错了也没关系。

21．取得进步时，应该给自己点小奖励。

22．如果听不懂，就要求对方说慢点，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23．学英语时，应该多跟别人沟通交流。

24．学英语时遇到困难，一定要向别人求助。

25．要制定明确的英语学习计划和目标。

26．儿童学外语比成年人容易。

27．你认为学英语：___________________。


（5．很难；4．比较难；3．适中；2．比较容易；1．很容易）


28．有些人有学外语的天赋。

29．英语读写比听说更加容易。

30．擅长理工科的人不擅长学英语。

31．如果每天学习英语一小时，你认为需要多久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5．不到一年；4. 1～2年；3. 3～5年；2. 5～10年；1．永远不能）


32．学单词最重要。

33．学语法最重要。






 附录3

学习日志写作指南

Dear frien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participation in this diary study. The current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English learning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Here are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write your learning diary.

1．You can choose to keep your diary in Chinese or English. It is preferable for you to write in English. You can switch to Chinese in case of difficulty in your expression.

2．There is no restriction on what you write or how many words you need to write, but please make sure what you write is an honest representation of your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your feelings.

3．You can record anything you feel or find it necessary to note down. You can also choose to write about the following topics:

a） your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ies after class;

b） the length of time you spend on each task;

c）your feelings when performing each task (e.g. are you energetic, concentrated or upset, absent-minded?);

d） teaching or learning activities in the classroom and your feelings about these activities;

e） any problems or headaches you have in English learning recently;

f） any change you think that occurs in your learning;

g） your opinions about how English should be learned.

4．You can keep your diary according to your own schedule, but make sure you finish at least two diaries each week. You are required to submit your diaries to the researcher on a monthly basis and provide explanation in case of any ambiguity.






 附录4

访谈问题概要

1．Questions about background

a） When did you start to learn English and how did you learn at that time?

b） How do you feel about your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 in primary or secondary school?

c） Is there any particular person who has offered you any help or encouragement in your English learning?

d） How do you feel about your English learning in university?

e） Do you have any experience of visiting or living in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If so, how does that experience affect your English learning?

f） Do you have any experience of interacting with foreigners? How does that experience affect you?

g） Is there any particular experience that affects your English learning?

2．Questions about learning strategy

a） How do you interpret your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in the questionnaire?

b） How do you learn English after class? What is the most effective learning method for you?

c） Do you have clear plans for English learning? If so, what are your plans and how do you implement them?

d） What will you do when you feel nervous or anxious in learning English?

e） What will you do when you meet some difficulties in your learning?

3．Questions about learner belief

a） How do you interpret your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in the last survey?

b） Do you think there is such thing as gift for language learning?

c） How do you think English should be learned?

d） Do you believe you can learn English well?

e） Do you think learning English is difficult?


 f） How much do you think you can turn what you think into action?

4．Questions about motivation

a） How do you interpret your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in the last survey?

b） What is the major purpose or goal for you to learn English?

c） Are you interested in English?

d） How do you feel about foreigners and foreign culture?

e） Do you have any intention to live abroad in future?

f） Do you like making friends with foreigners?

g） How do you feel about your English teachers?

h） How do you feel about your English class?

i） What factor do you think can most effectively motivate you to work hard?

5．Questions about effort

a） How long do you spend on English learning each day?

b） Have you worked hard to finish all the assignments given by your teacher?

c） Do you think you are hard-working in English learning?

6．Questions about foreign language anxiety

a） How do you interpret your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in the last survey?

b） Do you feel nervous, anxious or afraid when you speak English in class?

c） Do you feel nervous, anxious or afraid when you take English tests?

d） Do you feel nervous when you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in English?

e） Are you afraid of being criticized by your teacher in class?






 后记

《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英语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一书的写作终于结束了，拿着出版社送来的清样，内心轻轻地舒了一口气。作为一个历时四年的研究项目，从确定题目、设计方案、申请项目，到确定受试、跟踪研究、分析数据、进行写作等一系列的工作，其中的甘苦非亲历者所能体会。此时，虽然颇具疲倦之感，但是仍有一丝余兴，希望结合项目研究和本书写作的过程，与读者同行就一些相关或者不相关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作为一介书生，笔者长期以来从事外语教学、心理语言学以及神经语言学等三个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外语教学的研究方面，虽然本人能力与学识有限，但是心中一直在追求着一个基本的目标，那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为了满足我国改革开放对于外语人才的要求，以英语为主要语种的外语教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外语教学的规模与层次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我国具有世界上为数众多的英语学习者和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外语教学与研究群体，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外语教学大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外语教学的强国。从1977年到今天，接近40年的时间内，我们在对国外教学理论的引进以及国内外语教学方法和考试制度的改革方面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我国外语教学中存在的“费时低效”的问题并未得到有效地解决，大多数的外语学习者在经历了多年的学习和层层的考试之后并没有真正具备使用外语进行交际的能力，社会上也因此对外语教学存在着诸多的质疑。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外语教学理论的体系。正如胡文仲教授在总结新中国成立60年外语教育的成绩与缺失时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的外语教育理论研究一直相当薄弱，至今没有形成独立的学派，在国际上无一席之地。……外语界的科学研究和学术期刊长期以来以介绍和诠释国外的教学理论和方法为主，国外出现什么新的理论在国内立刻就有所响应。……独立的学术研
 究成果比较少，具有我国特点的理论和方法也为数不多，更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系统和独立的学派。”

不可否认，国外外语教学理论的引进为我国的外语教学注入了新鲜的气息和改革的动力。但是，我们的外语教学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引进的水平上；在了解西方理论的同时，我们还应该为创立我国自己的理论研究做好准备。早在1988年，许国璋教授在为《语言学教程》所作的序言中就指出：“现代化的目标不能停止在引进上。……我们觉得有必要从‘引进’走到‘自创’。”近30年过去了，我们在自创方面进行了许多的努力，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做得还远远不够。我们在外语教学理论的探索上还没有形成与我国庞大的学习群体规模相匹配的研究成果。长期以来，我国的外语教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照搬国外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然而这些理论与方法并非一定适合中国的外语教学，因为它们大多是针对第二语言学习者，他们的学习环境、学习目的都与我国外语学习者具有很大的差异；而且中国的外语教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背景，中国的学习者具有自己独特的生理与心理特点。因此，要解决中国人学习外语的问题只能靠我们自己，不能幻想从外国人那里得到现成的解决方案。

基于上述考虑，笔者一直尝试着从中国英语教学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理论的同时，一直着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教育理念以及一百多年英语教学实践对于当今英语教学的启发，着力于研究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学习规律，希望能为我国英语教学事业的发展有所贡献。此前，笔者曾经出版了《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英语教学十六讲》（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环境下的英语教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等著作。本书可以看作是一个新的尝试。在这些作品当中，笔者一直力图体现本土化意识与国际视野的融合，希望读者能够对此有所体会。当然，我们在这一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也希望读者能够批评指正。


二


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密切相关。许多人认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来自于西方，其实儒家的中庸之道在两千多年前就强调了这一点，而且身体力行，在教学实践中努力贯彻这一基本原则。中庸思想的基本内涵之一是“时中”。所谓“时中”，就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多变地“执中”“用中”，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事情和对象，
 选择最为适宜的处理方法，而不能一成不变、死板僵化。因材施教是中庸思想在教育中的具体体现之一。这要求教师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教学方法，针对不同情况，因人、因时、因事、因地而施教，让每个学生都能得到最佳的教育与发展。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不同的学生所具有的语言学能有高有低，学习兴趣有强有弱，学习动机、认知方式和性格特点也各不相同。这就要求我们在英语教学中要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选择适当的教学内容，提出不同的要求。“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另外，学生在学习风格、认知策略和性格方面也有差异，教师要经常对自己的学生进行调查研究，把握学生的个性特点，了解他们的长处与短处。孔子在《论语》中，有多处论及孔门弟子的性格特点。例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论语·雍也》）；“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论语·先进》）；等等。只有对学习者个体差异有充分的了解，在教学过程中才能灵活应对，因材施教，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说明，对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了不同的教法。例如，《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这些回答是孔子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所做出的，既切合每个学生的思想实际，容易为学生所接受，又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

英语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学生付出艰辛的努力，因此，强烈的学习动机和浓厚的学习兴趣是英语学习成功的两个关键性因素。中庸之道主张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引发学生的内趋力。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论语·述而》），也就是说，教师要激发学生求知的兴趣，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有了学习的兴趣，才能产生学习的动力。中庸之道所提倡的内趋力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立志。孔子非常强调立志的重要性，说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认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强调君子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他还经常与学生讨论个人的志向，以指导学生。（2）有毅力。中庸之道强调毅力的重要性，认为如果在学习上缺乏毅力和恒心，将一事无成。（3）内省。孔子认为要“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后来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也是从孔子的“内省”方法学来的。强调自省，强调检查自己，克制自己，以锻炼自己的意志，这是学习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内省对于英语学习来说是至
 关重要的，这与当今外语教学界所主张的反思性教学是一致的：通过不断地总结与反思，及时解决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大大提高英语学习的效率，维持学习的兴趣。

笔者在此写这一段话的目的在于提醒我国的外语教学研究者在眼睛盯着西方的同时也不要忽视了我国的优秀教育传统。另外，中国一百多年外语教学实践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珍惜。中国的英语教学正式开始于1862年创建的京师同文馆。后来，上海方言馆（1863）、广州方言馆（1864）、台湾西学馆（1888）、湖北自强学堂（1893）、译学馆（1895）等类似的英语教学机构也随之诞生。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外语教学中，我们培养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语言人才，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己的英语教学传统。但是，这些优秀的传统大都散见于各种文章之中，并未得到理论上的阐述和系统的总结。目前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是对过去的问题批评较多，而对过去的经验总结重视不足。这种倾向的弊端往往使得英语教学缺乏必要的延续性，很容易导致“刮风”的现象：今天推广一种教学方法，过不了多长时间又要推倒重来，再换成另一种教学方法，搞得一线英语教师无所适从。只有全面总结我国过去英语教学的得失，才能够对我国今后英语教学的发展具有一个稳定的、高屋建瓴的认识与把握。


三


动态系统理论主张动态性、完全相关性、复杂性、非线性、情景性、对初始状态的敏感性以及系统的自我组织性等，综合来看，其核心就是要求我们具备整体的、生态的、发展的眼光。它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与我们传统的认识是一致的。古人有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这句话与动态系统理论的观点就有许多契合之处。另外，从动态系统理论的主张来看，事情的成功不是由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由系统内外各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这与我国传统文化中主张的“天时、地利、人和”也有相通之处。动态系统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与分析事物的基本方法论，它不仅可以用于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研究，也可以被应用于指导整个的英语教学，帮助我们解决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我们在此试举几例：

1．英语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关系。从整个课程体系来看，英语只是所有课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其他课程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一个完整的系
 统。因此，英语教学不能忽视它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关系，并且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关系。例如，初中语文第一册中的课文《论语十则》，其中包含“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等经典名句，我们可以让学生尝试把这些句子翻译成英语，从而形成英语与其他课程之间的良性互动。

2．英语和汉语之间的关系。学生在学习英语之前一般已具有相对完整的汉语系统，而在学习英语过程中，英语会与汉语结合构成一个复杂的语言系统。因此，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正面的影响会导致正向迁移，而负面的影响则会产生负向迁移。这是语言学习过程中的自然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在看待汉语在英语学习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一问题上要防止两种极端的做法：一种是依靠汉语来教授英语；另一种是完全摆脱汉语，刻意地回避汉语。正确的做法是要充分利用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似性，促进正向迁移，同时要注意分析两者之间的差异，增强英语语言的输入，减少负向迁移。

3．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之间的关系。过分重视语言知识教学，或者重视语言技能的培养而忽视语言知识的教学，这都是不可取的，因为两者都是语言能力的组成部分，都是语言学习的目标。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首先，语言知识是发展语言技能的基础，不具备一定的语音知识，不掌握足够的词汇，不了解英语的语法，就不可能发展任何的语言技能；而语言知识的学习往往可以通过听、说、读、写活动的过程来感知、体验和获得。

4．听、说、读、写四项技能之间的关系。四项技能是一个整体，不能人为地割裂开来。而我们现在的许多做法往往把各项技能视为一个个完全独立的语言能力，忽视了各项技能之间的内在关系。例如，很多英语教师视高考为指挥棒，如果高考不考听力，那么他们在平时的教学中就完全放弃对学生英语听力能力的培养。这不仅不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对于学生整体语言能力的提高也非常不利。


四


感谢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的评审专家给予我们的信任，使我们顺利获得了研究项目的资助。

感谢作为受试参加本项目的75位同学，他们的耐心与付出以及全力的配合使我们获得了可靠的数据，为研究的顺利完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感谢我的挚友、清华大学外文系封宗信教授，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阅读书稿，并为本书作序。

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外语分社的郝建华社长，她是一位具有学术眼光的出版人，我每有新作问世，她都会给予热情的鼓励。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曹诗悦老师，她及时、认真的工作为本书增色甚多。

感谢我的两位合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柳鑫淼老师和清华大学杨莉老师，她们在试验设计、数据收集与分析等各个环节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没有她们，这个项目无论如何是无法完成的。当然，本书的最后写作与通稿由笔者负责，因此，本书中出现的任何错误都是笔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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